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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再版说明

《近代欧洲外交史》曾于1927年、1932年两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社此次再版该书，依据的是商务印书馆1932年的版本。由于年代关系，该版本中有些国名、地名和人名（如奥大利、达溜白河、毕士马克等）与现在的通用译名（奥地利、多瑙河、俾斯麦等）不一致，但为了保持全书的原貌及风格，再版时对这些名称未做改动，只对个别文字及标点做了修改。特此说明。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


序

最近五年间，著者在北京大学讲授“政治史及外交史”，为学生听讲之便，曾采集西史中主要资料，编为讲义大纲，印给学生。其关于外交史之部分，历年有所增订，粗具系统，兹以刊行，一则以省学校特别印刷讲义之繁，一则以供校外有志斯学者之用。

本书的资料，多取自英法文中专门著述；其中尤以Debidour的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urope, Andrews的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Mowat的History of European Diplomacy, Seymour的Diplomatic Background of the European War，Marriot的Eastern Question及Gooch的Modern Europe诸书，为近代外交史参考之良本，爰特别举出，以介绍于读者。





民国十六年七月三日著者


第三版序

本书原版讲述欧洲外交史至1920年巴黎和议告成时搁笔。迩来十年间，国际重大事变日益增多，尚缺乏系统的叙述。爰于第三版增补一章，包括从巴黎和议告成以后至《罗卡诺公约》成立期间之外交史，作为本书第四编之开始。《罗卡诺公约》以后之国际关系，则只于编末附带说及，略示其趋势；其详细的叙述，容俟下次增补。为便于读者进一步的阅读或参考，书首新附一参考书目。

至于原版内容，此次只为文字上的订正。最近因为德英诸国政府大部的外交文件之刊行，供给了不少的新史料，一般关系欧战以前列强外交之论断，自亦有当修正之处。但著者仍决定保存本书原形不动。利用新材料，对于战前的国际关系作更详备的讨究，当以让诸预告的《最近世界外交史》。





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于武昌


导　　言

外交史的范围　欲定外交史的范围，应先明外交的意义。何谓外交？依萨道义（E.Satow）所下之定义，外交是应用智略，处理国家相互关系。（Diplomacy is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tact to the conduct of offic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of independent states, extending sometimes also to their relations with vassal states.）如是则外交实含有两个根本观念，即：“智略之使用”和“国家相互关系”。前者构成外交的手段，后者构成外交的对象。前者是术的问题，后者是事实的问题。凡称外交史，自当并叙外交智略之应用，与外交关系之事实经过。换句话说，真正之外交史，必须将外交策略与国际关系事实，同时并叙，多少求得因果关系于其间。国际关系虽不一定是人为的外交手段所造成，然谋以外交手段影响国际关系，究是国家交际上通有之现象。名为外交史之专史，当然不能不兼及此两层。现在我们可以为外交史下一个定义：

外交史者，属于政治史之一部分，所以明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之变迁，而示其关系变迁经过中各国政府所为之活动与其所使用之手段者也。

外交史与政治史之关系　由上述之定义，可知外交史与政治史有密切之关系。外交原来属于国政之一部。在英美著述界，向来缺少所谓外交史之专史，而学府中亦罕见特设外交史之课目。欲识外交关系之变迁，惟有于政治史中求之。将外交从政治史中分出，作专史研究，以法国为最。法人图比都（Debidour）所著之《欧洲外交史》（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l'Europe, 1891），可说是此种大著述之创举。现在法国学府中，已将外交史列成专科研究（如巴黎大学及巴黎政治学校，均有外交史讲座）。日本之有外交史专门著述，及在大学中设外交史讲座，殆即沿法国之例。其余诸国大都以外交史并在政治史中叙述。此虽由于关于外交关系之研究，一般的不甚注意，而外交之与政治史，实有极密切之关系，则亦不可否认。外交既同属于国政，当然不能离开其他政治关系单独运用。内政政策，多少总影响于一国外交方针。研究一国外交而漠视其内政状态，未有能免于片面的观察者。法国在七月君政之下，较之在1852年拿破仑政府之下，外交倾向自大不同。在自由党政府下之英国，与在保守党治下之英国，对于欧洲事情不必持同一之态度。毕士马克治下之普鲁士与哈丁堡治下之普鲁士，在欧洲外交上之言论与行动，不能说是相同。安得息支配的奥匈联合政府之对外，势不能与梅特涅治下之奥大利，有同一之计划与目的。国无大小，鲜有内政上之变动改革，在其对外关系上不发生反响者。所以研究外交史者有兼顾政治史之必要。

外交史与国际法之关系　外交史所叙述，尤其是关于术之一面，易言之，即关于外交手段之一面之叙述，常与国际法上之讨论为属于同种之事件，使用同一之名词。例如外交谈判，缔结条约，与宣战讲和诸事，为外交史上之主要事件，而此类事件，则包括国际法上之主要材料。所以广义的说来，外交史常有与国际法混同之形，两者之领域，具有共同之点甚多。不过其着眼点不同，一则自法理之方面着眼，一则自史实之方面着眼：其一所以示规律外交行动之现行的原则，其他则所以叙述外交行动之过去事实。

研究外交史，不可不兼顾国际法。国际法为国家与国家间关系之行为的规则，近世外交至少表面上以循国际法行动为原则。（在1818年之耶拉什丕尔公会Congress of Aix-la-Chapelle，俄、普、英、奥列强共发一宣言，承认万国公法为一切国际关系之根据，彼此誓愿将来一律照公法规则行动。）然则不考究国际法原则，有时于当时之外交行动之意义难于说明，并且无以为批评各国外交，测验国际道德进步之标准。

研究国际法，亦有考究外交史之必要。国际法之根据，现今一般认为在于各国家之公认；而此公认，惟于国际惯例及国际约章征之。欲识国际法变迁之由来，不能不返求诸外交史。外交史正可以供国际惯例之证据，而为国际约章发生的由来之说明者也。拿破仑战争，在海战法规上，有莫大之影响，姑不具论。即维也纳会议，亦决定有许多国际法问题：国际河流之航行认为自由；外交使节之等级分为三等；奴隶贩卖宣言废止。耶拉什丕尔公会承认万国公法为国际关系之根据，于外交使节中加办理公使（Ministre-résident）之一级。有名的孟罗主义，发生于1823年，所以抵抗神圣同盟对于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干涉政策。1831年比利时之永久中立，即为维持欧洲均势而定。1856年之巴黎公会，立有关于海上法规之《巴黎宣言》，而土耳其亦依此公会条约加入欧洲公法及国际社会。然则国际法与外交史关系之密切，可以推知。研究外交史正可以辅助国际法研究之历史的知识。

外交史与他项课目之最有关系者，略尽如上。我们现在可以简单说明外交史之内容。外交史第一件主要的部分，即在外交事实，质言之，即国际关系之种种变迁。盖历史之对象，原来以事实为本，对于一般事实无最小限度的明确的知识，历史的研究即缺乏基础。第二件主要的部分，即为事件经过中之外交活动与其手段，及其所生之外交上的效果。两部分的性质虽截然不同：其一为外交关系，其他为外交术，然两者究属于同一领域，而常有因果之关系；此固不能分为两独立部分，而当同时并叙者。质言之，外交史之叙述，当就外交舞台之活动现象，与活动中行使之技能，及其黑幕中主持之计划，同时明白揭破出来。不过前既言之，国际关系不一定是外交的结果，不一定是人为的手段所造成，此外尚有许多原因，根本重要不可忽视者。此等原因，或为政治的，或为经济的，或为社会的，或涉及宗教问题，或起于思想运动。凡此种种因素，常于国际关系有重大之影响。不过此不属于外交史之专史范围，在外交史中只能就其与国际政局上有直接关系之处述及之。

外交史研究的方法　外交史亦如其他历史然，可以依种种不同之方式研究。骤视之，似最简单之方法，莫如将引起外交活动之各项重大的国际问题，一一分别叙述。此似最为简单，然而细思之，此究非适当的最良的方法。依此逻辑的方法，对一问题，诚能为彻底之研究，然其同时与他项问题之关系，及其所受他项事实之影响，则将遗漏过去。国际政治之种种现象，亦不是全然单独的各别的发生，而实彼此常有相互之关系。其次之方法，为地理的叙述，即分别叙述列国之外交是。此方法虽亦甚简单，较能对于各国外交历史为明了之观察，然而将列强如俄、土、德、奥、意、法诸国之外交，彼此常互有强度之影响者，置之孤立地位；将政策之实际互相牵涉，互相连贯者，视为全然有别；是实一种偏误之方式，非能真明确的了解事实或判断事变者也。在一个时期内，希腊之革命、西班牙之革命、南美之革命，是相关联的；而在他一时期，波兰事件、丹麦事件、德意志事件、意大利事件，彼此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列强皆同时卷入漩涡中，是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第三个方式，是为时代的叙述，依此方式，可以将一切有关系之事件，同时研究，而求出其相互关系及历史的因果。不过时期之分划，亦是一个困难问题。使无一定正确的标准以分段落，则一时期中，不必能尽包括有关系之外交事实、国际现象，而定其因果关系。所以我们虽认定时代的分类方法，于外交史研究上为相宜，却认定有对于时代的分划，定一合理的便宜的标准之必要。

分段之标准，可从两方面求之。其一求之于史实，即就历史上最有影响之大事变，构成国际关系变迁之大关键者，取以为各时期分段之界点。其他求之于政治主义，即取政治主义之支配一时代外交家的政纲，而于国际关系上有大影响者，以为各时期分段之界点。依第一个标准分段，则近时国际关系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拿破仑战事后维也纳会议起，至普法战争；第二个时期从德意志统一至1914年之欧战；第三个时期则从1919年之巴黎和会，以至现今。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德意志帝国统一及欧洲大战之三个事变，构成近时国际政治史上三个最大的关键。对于拿破仑战争扰乱之欧洲政局，维也纳会议实当改造之任。德意志帝国统一之结果，将既存之欧洲均势复行摇动，而造成40年武装平和之危局，卒致发生欧洲大战。巴黎和会收束大破坏后之世界政局，谋于联治主义之名义下，重新形成一种均势之局面。依此标准，将近时外交史时期分为三段，各时期之国际关系自成一系统。我们因此可以明白国际政治之重要关键，而识得其变迁之阶段。

由第二个标准分段，则当依19世纪以来支配国际政治的思想主义，分为若干时期。而正统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及国际主义之四者，次第供我们以分段之目标。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政治支配于神圣同盟及四国同盟之手。此等同盟在政治上所持之原则，是所谓正统主义（Principle of legitimacy, Legitimism）。它们执此主义，到处保护旧王朝，保护各国之主权者，抵抗革命运动。其时列强常干涉二三流国家之内政，为正统王室及专制政治张目。1820年之特洛白（Troppau）公会，1821年之芮巴赫（Laibach）公会，1822年之卫洛拉公会（Congress of Verona），均为讨论此种干涉问题而开；而有名之《孟罗宣言》即为对待此项干涉而起。从此时以至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其间正统主义臻于全盛，支配欧洲政局。1830年法国革命成功，希腊及比利时两国之独立事业亦告完成，正统主义之势力渐就衰落。迨至1848年，专制主义失败，自由立宪政治勃兴于欧洲，神圣同盟之权力，全然倾覆，正统主义一蹶不振。1852年，采纳民族主义之路易·拿破仑称帝于法，为欧洲政治活动之中心人物，民族主义得所凭依，代正统主义以成欧洲政治之支配的势力。奥国与匈牙利之合组为政合国（1867年），意大利之统一、德意志之统一，是为民族主义之实现。1871年普法战争终局以后，德意志以一新兴之民族国家雄视欧洲，民族势力膨胀之竞争，演成武装平和之局面。德意志帝国之建立，可说是19世纪中一个最大的政治事实。从那时以后，欧洲的国际问题，已不是关于此一国的王位继承，或彼一国的革命扑灭，甲民族的解放运动，或乙民族的统一完成等项局部的问题；而是新旧国家势力冲突问题，独立的大国民对外发展、彼此争霸之问题。所谓大斯拉夫主义、大德意志主义、大英帝国主义，乃至于未恢复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运动，都是以民族利益的名义，图达帝国主义之目的。帝国主义可说是民族主义之恶化。帝国主义的势力冲突至于极点，爆发于1914年，而有四年余的空前大战争。在民族竞争，帝国主义发展之全盛期中，同时在他方面渐起有一个对抗的势力，是即国际主义。在此时期中，世界和平运动，渐露头角。提倡国际联治以救民族争斗之弊害者，渐增其势力。1899年有第一次海牙平和会议之召集，已经是在国际政治上开一新纪元。自后一般仲裁条约与国际共同行政组织日见发达。1914年欧洲战祸之反动，更以促进平和主义者之努力，而国际政治根本改造之运动，即酝酿于战争期中。其结果则在1919年之巴黎和会，决定创设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一种新世界组织，此为国际主义代替帝国主义以支配国际政治之新趋势。国际主义今虽尚不能全然占取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之地位，然其为20世纪方兴未艾之新势力，则不可否认。依此考虑，我们可以将近时外交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终于1848年之革命运动，是为正统主义时代。自此以后，入于第二个时期，以至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是为民族主义时代。第三个时期包括从1871年至1914年欧战期间的历史，是为帝国主义时代。第四个时期起自1919年之巴黎和议，今尚在继续中，我们可视为国际主义时代。依此项分段方法，我们可以识得一个时期中支配国际政治之主动力，而可于错综纷纠之国际事变中寻出一个系统。

上述两个历史的分段标准，虽从两个不同的见地着眼，然而固非截然不相容者。我们如采用后一个标准，既可得其特有之长处，同时亦可兼有前一个标准之便利。盖依时代政治主义分出之四个时期，与依前项国际大事变分出之三个时期，彼此分段固有交接之点，有共同的特征。依事变分段，从维也纳会议至德意志统一之全时期中，可说是正统主义与民族主义争斗之时期；而从德意志统一至欧洲大战及其以后，是为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对抗之时期。所以我们研究外交史，主要采用时代的叙述方法，而依政治主义分段，将近时外交史分作四个时期叙述。现在我们所讲述者当然限于前三个时期；第四个时期，即国际主义时期，则今方开始，且关于最近的政治事情，不容易得到正确的史料。

近世国际政治以欧洲政治为中心。欧洲外交向为世界政治之主动。因为美洲有力之美国从前以不与闻外事为主义；其他各洲国家，文明富强之度，逊于欧洲国家，不能积极的活动于国际政治舞台，与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反而常供欧洲国家的逐鹿场。所以讲外交史，以欧洲外交为研究的中心点，由此点出发，并及于世界全局政治关系，实为当然之事。不过即言欧洲外交，其主体亦不外诸强国；始则维也纳会议后，有俄、奥、普、英四国主持欧洲政治；后来次第加入法意共为六强（最后国际政治由欧洲的扩张为世界的，加入美国、日本），主持欧洲政治。其他二三流国家，政治上居于被动地位。故欲明欧洲政局之变迁，要在研究诸强国之外交，而于二三流国家之外交，则惟于它们加入外交谈判中，或其问题牵涉全欧时，始特别述及之。


第一编　正统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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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维也纳会议与欧洲政治改造

第一节　拿破仑与欧洲政治

拿破仑战争及于欧洲政治之影响

拿破仑战争结束，欧洲地图臻于简单。在拿破仑权力之下，中古遗物、封建势力，一扫而空。中欧许多封建诸侯失其领土，并合于新政治组织之下。从前错综纷纠之欧洲政治区划，始有一个比较明了的统系。拿破仑的压制，激发欧洲的民族观念。拿破仑战争之末期，具有民族战争的色彩。1808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事，构成所谓“半岛战争”（The Peninsular War），及1813年至1814年的战役，通称为“解放战争”（The War of Liberation）者，皆是一种民族自觉的反抗运动。

拿破仑失败时之欧洲形势

拿破仑一经失败，全欧邦土组织根本推翻。所有从法兰西大革命战争以来合并于法兰西之土地，及由拿破仑新组织的国家之土地，皆失其主权者。攻击拿破仑之同盟国家（1813年普奥背弃拿破仑加入英俄方面，组成四国同盟），操持欧洲政权，对于此等土地之处分问题，急须解决。维也纳会议，即具有划分土地，改造欧洲政治之任务者。

第二节　维也纳会议之召集

第一次《巴黎条约》

同盟军攻入巴黎（1814年3月31日），拿破仑被逐于易尔巴（Elba）岛之后，同盟诸国结有第一次《巴黎条约》（5月30日）。关于拿破仑战后欧洲善后问题之比较的易于解决者，已在此条约中协定。法国包本（Bourbon）王朝恢复。法兰西保有1792年之国境。于阿达基王室之下，建设一列色兰（Netherlands）王国，并约扩张其领土。德意志成一个联合组织。瑞士独立，并定为永久中立。意大利之诸君主国家复旧。

此外尚有关于共同利益的问题之协定。最重要者为关于国际河流之协定：莱茵河宣告航行自由；些尔德河（The Scheldt）亦宣布开放（依同日签字之密约）。

《巴黎条约》虽然重要，不能处分欧洲一切问题。比较困难的问题及已经协定的事件之细则，委诸特别召集之一个会议，是即有名的维也纳会议。

维也纳会议之性质

《巴黎条约》规定：“凡加入战争之国家，不论在何方，均当于两个月内派遣全权代表赴维也纳开大会，议决一切完成本条约规定必要之协定。”是明明招请欧洲一切国家公开会议，但同盟国家，另以一秘密条文，保留决定基本条件之权：关于法兰西遗弃的邦土之处分及欧洲均势关系之确定，当依此等基本条件以行。同盟国家，预定分划计划，维也纳公会所存的事，不过是就列强彼此已经协定之基础，加以规定，易言之，即登记同盟国家之裁决而已。

维也纳会议，亦不是一个和会（Peace Conference），因为同盟国家已与法国结有《巴黎条约》，平和已经成立。

第三节　维也纳会议之形势

会议中之人物

《巴黎条约》虽定于两个月内召开会议，但欧洲国家之代表于1814年9月始齐集于维也纳。除通常外交大使外，君主躬亲与会者亦多。到会君主中之重要者，为俄、普、奥三国君主，而尤以俄皇亚历山大（Alexander）一世最有名。外交大使中之重要人物，为英国之加斯列里（Castlerereagh）、惠临吞（Wellington），普鲁士之哈丁堡（Hardenberg），奥国之梅特涅（Metternich）及法国之塔列兰（Talleyrand）。其中尤以塔列兰为最有手腕、最活跃。

法国代表塔列兰之政策

塔列兰原为法国君政时代之一僧正，被选入全级会议，主张改革教会事宜，不容于教会，投身政界。在拿破仑时代任外交重职。他后来通款于王党，主张复辟；拿破仑败后，路易十六世之弟入承法国王统（路易十八世），即赖他之力。塔列兰为法国新君主政府之外务大臣，于第一次《巴黎条约》之缔结，躬当交涉之任。他代表新败之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其地位之不利，活动之困难，可以想见。然而他卒能发挥老练外交家之本领，在维也纳大施活动，以增进法国利益，实令世人敬佩，而可为弱国外交之模范。

有名的正统主义（Legitimism），即塔列兰所倡行。所谓正统，不但是指帝王之正统，且并指政府之正统，此项政治主义，自然合于当时畏惧革命思想之旧式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心理，容易为他们所采纳。包本王家之复承法国王位，即此主义之第一次的应用。塔列兰在表面上为正统主义争斗，为某某特定王室之固有权利说话，实则他的意中不过利用正统主义为政治上便利的套语，以增长法国之利益而已。

塔列兰之活动

俄、奥、普、英四强代表将维也纳会议看做单是硕蒙同盟（Alliance of Chaumont，1814年3月1日）之继续。它们协定不许法兰西、西班牙或其他任何次等国家之代表参加讨论：一切决议，全由同盟国家行之。塔列兰以其与《巴黎条约》召集此会议之条文相反，表示抗议，卒使法兰西代表实际得参加讨论，与同盟国家立于平等地位。此是塔列兰外交活动成功之第一步。塔列兰既将新被征服之法国地位提高，第二步即行使其外交本领，实行他的正统主义，挑拨同盟国家相互间之争执。在此两层，他皆成功。他在会议中，始终一贯的拥护所谓正统主义，其实都是全为法国利益起见，具有一种自利的外交作用。他利用萨克逊（Saxony）处分问题，破坏四国同盟；他坚持恢复烈普耳王位为法兰西增一与国；他赞成瑞士永久中立，以固法国国防。即如比利时之联合于荷兰，吉诺亚（Genoa）之合并于萨地尼亚（Sardinia），虽是直接对付法国的用意，然而他表示同意，亦是以为如此较于法国有利。就全体观之，塔列兰在维也纳之活动，于法国外交上可说是大成功。

此会议是否真是一个“公会”？

维也纳会议名为公会（Congress），其实此所谓公会者，始终未正式开会：无所谓动议，亦无所谓表决。一切问题之决定均先由俄、奥、普、英四强先行协定（形式上容法国及西班牙有建言权），而后以其结果强次等的国家承认。同盟国家虽以塔列兰之抗议，改定11月1日正式开会，而卒未践约。所以当时在维也纳虽睹欧洲全体代表之会集，而不见有所谓公会。关于会议的各问题之决定，由各关系国家代表分别签约；此等特别条约，最后合成一总约，是即所谓《维也纳公会条约》（L'acte final du Congrès de Vienne 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主要之机关，为所谓八国委员会。此委员会之设立亦出自塔列兰之发意。塔列兰于要求正式开公会之时，同时即要求设立一委员会，准备议案，以便公会议决。他的用意，即在将小国团结在法兰西方面，以抵制同盟国家。八国委员会之组成分子，为俄、奥、普、英四同盟国代表，及同签《巴黎条约》之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四国代表。但是此委员会亦是一个名义上的机关，同盟国家始终漠视之。

同盟各国之特殊利益

英国最注重之事，是在巩固并扩张其海军及商业的优势。英国心目中认定法俄两国是它的障碍物，竭力谋所以打消其势力。扩充荷兰及普鲁士的领土以抵制法国；拥护奥大利在波兰的权利以牵制俄国；维持奥大利在意大利半岛的势力，以抵制法国势力；此是英国外交的大方针。英政府对欧洲大陆的政策，在确立均势之局。

在列强中，奥国之利益最与英国接近。奥政府亦以抵制俄法为主眼。对于法国，始利用荷兰，继利用德意志同盟以抵制之。在意大利取得支配权，力谋杜绝法国势力之再侵入。至于对付东境之俄国，则反对其支配波兰。奥英两国政策于此全然一致。但说到普鲁士关系，则梅特涅与加斯列里意见不复相合。奥国固不愿俄国支配波兰，亦更不利于普鲁士占有萨克逊。奥国宁愿使普鲁士取回其固有的波兰一部分，扩张莱茵河方面领土，而保全萨克逊王国不动，如此在西方可以抵制法国。至于德意志同盟之支配权，奥国决不愿与普国平分，自不待说。如此则奥国对于俄、普、法方面均有防卫；它支配意大利、德意志，而保全巴尔干半岛，自居为改造欧洲的柱石。

俄国之计划，根本的与奥英两国之政策相反。俄皇亚历山大自以为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受的牺牲已甚大，今关于战后土地的分配，复表示在列强中作一个模范：他别无所要求，惟在将瓦塞大公国及其余旧波兰地方合置于他的统治权下。俄皇是萨克逊王之仇敌，而与普王亲善，不但不反对普国要求萨克逊，并且热心赞助之。自他视之，波兰与萨克逊两个问题是相关联的。他谋利用普鲁士、波兰王国及法国在意大利势力，抵制奥国。他在东欧得势，注其全力向近东发展，不利于英国。土耳其帝国之覆灭，是他秘密的愿望。

普鲁士之势力远逊于俄、奥、英三强，但它极活动而有野心。普鲁士暗中谋长德意志霸权。它对于法国视为世仇，深怀忌恨；它以为1814年5月之《巴黎条约》，对法国太宽，自愿当监视法国之任。它要求萨克逊以为抵制奥国之地步；为取得此邦，宁愿全然抛弃其所有的波兰地方。它不愿其他德意志各邦增加势力，它谋在德意志同盟中与奥国争胜。它因为实力不足以抵抗其敌国，乃追随俄国之后，与之共行动。

在维也纳开会之时，同盟四强对于改造欧洲之政策不一致。但它们至少有一共通的观感：就是，它们是最强的；欧洲在它们的掌握中，它们可以自由处分之。

列强的意见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对付它们的政策之正当的反抗，亦有发生之势。利用其一而伸张其他，以收胜利，则有赖于法国代表塔列兰之外交手腕。

法国到会的计划

依法国国王授与塔列兰之训令，法国力谋于德意志保全萨克逊王国，以阻止普鲁士之增大。对于俄皇的波兰计划亦须加以阻害，因为此问题是相联的。而在他方面，则援助奥国及其在德意志之与国，尤其是巴威利亚。法国在德意志虽然与奥政府主张一致，而在瑞士及意大利，则须以法国势力抵制之。在意大利保护萨瓦（Savoy）王室及包本王室。（当时包本王室要求帕玛Parma、塔斯加尼Tuscany及烈普耳王国）尤其是关于烈普耳之王位，法国坚持以菲地兰四世（Ferdinand IV）代麦拉（Murat）（麦拉为拿破仑之大将，娶拿破仑之妹；1808年继拿破仑之弟若瑟之后，封为烈普耳国王）。至于英国，法国慎防堕其计中，但有时须谋与之接近，而力求释其疑忌之念。

第四节　维也纳会议之成绩

维也纳会议之问题可大别为四部：（一）依正统主义回复统治者及政府之原位；（二）重分被征服的土地，协定补偿；（三）改造德意志；（四）决定各项经济上商业上问题。

一、回复旧政府问题

此项问题，易于解决。路易十八世之复法国王位，已为正统主义之第一次应用。同盟国家承认辟斯七世（Pius VII）复教皇位，菲地兰七世复西班牙王位。耶玛溜（Victor Emmanuel）复萨地尼亚（Sardinia）王位。此外瑞典君主、德意志出亡诸侯、汉洛瓦（Hanover）王室、塔斯加尼王室、荷兰王室、葡萄牙王室均各回复原位。瑞士宣告为独立永久中立国。烈普耳之菲地兰四世立为双叙叙利（Two Sicilies）国王，称菲地兰一世（兼有烈普耳与叙叙利）。奥国原有维持麦拉地位之义务，但梅特涅以为有一拿破仑党在意大利立国，于奥国在半岛之势力发展有妨害，主推翻麦拉。如是则关于王朝一事，拿破仑所施行之重要的变更，一概不许存留；在欧洲所有僭篡的王朝，一扫而尽。

二、土地分配问题

说到土地分配之问题，其解决即不如是之简单容易。在会议中以此为最难的问题，引起种种的嫉忌、仇视与冲突。关于诸主要国家战时占得的土地之分配，问题较为简单，因为先已有条约协定。俄国保有芬兰、倍沙拉比亚及波斯边省；奥国保有伦巴多-威尼沙（Lombardo-Venetia）、剔洛耳（Tyrol）、萨仔堡（Salzburg）及理希颠斯太因（Liechtenstein）；巴威利亚国保留安斯巴赫（Ansbach）与倍勒特（Baireuth）；普国回复1806年以前原有的地位，以外尚获得琉坚（Rügen）岛及瑞典的坡米拉利（Pomerania）。

第二类分配的土地，包括着加给恢复的国家之土地，其目的在维持均势，防御法国。依巴黎协定，荷兰领土当扩大；比利时诸省归阿连基王室统治；如是则将两个人种宗教及经济利益不同之民族，并合于一王室主权下，为将来纷争之因。瑙威合并于瑞典；吉诺亚（Genoa）并入萨地尼亚王国。后项处置，意在造成一强有力之萨地尼亚王国，以抵制法兰西势力侵入意大利。但是法国代表塔列兰亦赞成此举，以为如此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一个强大国家，可以防制奥国势力之南进。对于原有之瑞士19州，新加日内瓦（Genève）、洛奢逖耳（Neuchâtel）与瓦芮（le Valais）之3州。此等分配皆是预先协定的结果。

至于第三类的土地分配问题，则大引起同盟国家之激烈的争执。波兰与萨克逊为争论之中心。波兰曾由拿破仑建为瓦萨大公国，萨克逊始终附和拿破仑，今皆当由同盟国处分。俄国要索瓦萨大公国，以便建成一波兰王国，受俄国保护；普鲁士要求萨克逊全部以偿其在战时所受之痛苦与损失。但是其他各国深虑普鲁士膨胀于德意志中原，俄国扩张西方境界，有害欧洲均势，不愿承认此两国之要求。争论结果，俄皇卒让步；波兰问题乃平稳解决，而立一瓜分之协定。俄国分得最大部分，其西境因之扩张到上次欧战前之境界，普国虽失其第三次瓜分波兰（1795年）所得之一部分，但所得已足构成一优势之东方国境；奥国获得加里西亚（Galicia）及以外一小部分地方；克拉科（Cracow）定为一自由独立中立的地域。公会声明波兰人在俄、普、奥治下应享有代议的国民的政制。

萨克逊问题更难解决。公会之和衷共济的精神，在波兰问题讨论中已被扰乱，而在萨克逊问题之讨论，则全然破坏。塔列兰之外交本领，亦正好在此时发挥。他知道俄普两国取一致行动，乃谋联络英奥，使与法国意见一致，维持萨克逊王国，回复其故主。英国初赞成并合，意在于北欧建一强国，抵制俄国侵略势力。奥国亦不是绝对的反对，不过梅特涅对于许多德意志爱国志士欲并合此邦以成德意志统一之希望，不表同情。假使普鲁士先不拒绝与英奥共同反对俄国并合波兰的计划，形势容或不同。西方列强恐俄国势力增强，极欲使普国脱出俄普同盟。一旦普俄开始取一种强横态度，而它们在1814年11月立有新协约之消息传出，塔列兰乃利用此机会，组织法、英、奥三国秘密同盟，各约出兵15万以抵制俄普之野心。塔列兰于此获得外交上最大的胜利。此新同盟满足塔列兰之愿望，完成法兰西之胜利。新败之法兰西一跃而与欧洲两个头等国家结成同盟；其下尚有三个次等的国家，即巴威利亚、汉洛瓦、萨地尼亚，与之共行动，而其他国家尚有陆续加入同盟之势。从《硕蒙条约》以后，不到一年（1814年3月1日至1815年1月3日），法国成为对抗《加利什条约》（Treaty of Kalisch 1813年2月27日）签字者之一个团结的中心及其主宰。但是塔列兰的外交热心发挥过度。此项同盟之利益，与其说是实际的利益，毋宁说是表面的利益。失去俄国友谊，于法无利。并且塔列兰缺乏政治上先见之明。因为他的坚持，且得奥国赞助的结果，萨克逊问题乃依调和之法解决。萨克逊王复位，但是萨克逊国土毕竟分裂，普国取得其全土之约一半，留给萨克逊以其余的部分，而取偿于莱茵河附近土地。因为此新领土接近法国国境，普国乃因公会此举，成为莱茵之天然的监护者；其结果普鲁士由一个东德意志国家变成中央国家。奥国抛弃列色兰省份，而代以达尔玛逖亚（Dalmatia）及意大利领土，离开德意志向东南方面发展；普鲁士则反之，而向西进，深入德意志中心。普鲁士西进运动，始于17世纪，其后为拿破仑所阻止，拿破仑谋使普鲁士东进，以免德意志统一完成于普鲁士主宰之下。西方省份之恢复，是为拿破仑事业破坏之始。普鲁士今兹复归于以前地位，而且增加领土。

三、德意志改造问题

拿破仑战事中，德意志土地区划，变动最大。原来国数达三百余之德意志，至于1803年，已经消灭二百余国。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取消，拿破仑就存在的国家，建立许多独立的主权的王国；他以为将割据的精神扶植深固，可以为德意志统一之阻力。逖尔齐特（Tilsit）条约（1807年7月7日）成立以后，拿破仑集有此等国家30个于其扩大之莱茵同盟，维也纳会议之改造事业，因之臻于简单。列强承拿破仑之遗业，承认莱茵同盟诸国之主权，在《巴黎条约》中宣言德意志当组成一联合体。德意志组织问题之讨论，原来在1814年11月已开始，后来一受萨克逊问题之波折，再因拿破仑逃回（1815年3月）之纷扰，迟至五六两月，始行议就。对于德意志组织，有三个方式：（一）世袭的帝国；（二）强有力之集权的联邦政府；（三）缓弛的同盟。普鲁士及巴威利亚反对帝位之复活，普国代表哈丁堡以为强固的帝国不免有害普鲁士之独立，软弱的帝国，则又无用。但是强固的联邦组织是可行的，小国多视普鲁士为适当的领袖。梅特涅反对普国代表主张之强固的联邦组织计划，而自己提出一草案，采宽弛的同盟组织之原则，使各国于奥国主宰之下，仍保有其主权。梅特涅之案，作为讨论之基础。普鲁士虽不满意于此案，然见闭会期迫，恐长久讨论无结果，遂承认之，而于1815年6月8日，得全体国家（除达姆斯打特Darmstadt、萨克逊两国外）签字，德意志同盟（联邦）遂告成立。此同盟包含38国。

梅特涅施行于德意志之政策，适用于瑞士问题之解决，拿破仑失败后，瑞士19州，各求独立。梅特涅利用此形势，因为他恐怕统一的民主国家，于奥国为危险，极力防止瑞士组成此种国家。于是列强承认瑞士各州之完全主权，而依德意志同盟组织方式，组成瑞士同盟（新加入3州，共为22州）。各州完全有主权，惟不许订立有害同盟全体或各盟员利益之同盟。

四、国际共同利益问题

维也纳会议议及国际共同利益问题，足征关于人与人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的新思想之成长，以2月8日之宣言，英、俄、西班牙、瑞典、葡萄牙、普鲁士、法兰西、奥大利八国，声明愿禁止奴隶贩卖。《巴黎条约》关于国际河流航行自由之规定，扩充到在会诸国所管之一切西方河流。

对于公会之批评

自其好处言之，维也纳公会以各国共同的保障，改造欧洲政治，树立均势，不得谓非国际政治进步之一征兆。自其害处言之，土地分划，政治组织全依君主或政府之利益以决定，不顾民族的情感，不容纳自由主义。比利时之兼并于荷兰，瑙威之并合于瑞典，波兰之分裂，德意志同盟之组织，皆是为王室之利益，而非为民族之利益。对于意大利之统一希望，置之不顾。是皆足为后来欧洲纷争动乱之原因。

第五节　第二次《巴黎条约》

拿破仑之逃回法国

维也纳会议进行中，拿破仑忽从易耳巴岛逃回法国（1815年3月），他之卷土重来，一则因为知包本王朝之不洽民心，一则闻在维也纳会议的同盟国家内部不和。

列强之一致对付拿破仑

维也纳公会得拿破仑逃回消息，一致决议认他为法外之人，为扰乱世界的分子，声罪致讨：他们并约定保护法国国王或其他被攻击之政府（3月13日）。同时公会对于会议问题，努力进行。公会条约于6月9日签字，签字者为组成委员会之八国；其他国家则令其加入条约。

和议之情形

英将惠临吞解除公会代表职务，出任拿破仑讨伐军总司令，与拿破仑战于比利时境内。滑铁卢（Waterloo）之役，英普之军大败拿破仑（6月18日），其结果则拿破仑被逐于圣赫列拉（St.Helena）岛，同盟国家重议处分法兰西之条件。它们对于占驻地方，要求赔款诸事，均表同意。但是对于割让领土之问题意见不合。普奥两国，直接受侵逼，主张对法国课以苛酷条件，甚至普鲁士要求割让阿尔沙斯罗连两州（l'alsace et la Lorraine）。俄英两国只主占领要塞，不主割让领土，奥国卒亦赞同俄英主张，普鲁士一国遂无力贯彻其要求。其结果则采一折中办法，令法国将萨瓦地方交给萨地尼亚，并让出几个边塞；于是第二次《巴黎条约》成立（1815年11月20日）。

法国之损失

所谓百日战争（War of the Hundred Days），质言之，即拿破仑回法之一举，致法国受莫大之损失。除法国国境有减损以外，尚须交赔款7亿法郎；每年另支出5000万法郎为驻防法境之联军兵费。（兵数15万人，驻防以五年为限。）拿破仑自欧洲各国夺来的美术品，概须退还。而同盟国军队，尤其是普军，在巴黎之横暴掠夺行为，给法人以物质上精神上莫大的伤害。



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后之欧洲政局

第一节　欧洲之新形势

由纷乱入于平和时代

维也纳会议条约签字（1815年6月9日），拿破仑送往圣赫列拉岛（8月15日），第二次《巴黎条约》签字（11月20日），欧洲政治史上之一个重大时期，于以完成。此时期为一极多扰乱而富于活动之时期。过此以往，即入于一个平和时期。平和继续40年，在此时期中，维也纳会议造成的局面大体维持；国际关系尚无剧烈的变动。

均势局面

维也纳会议，重建欧洲均势的局面。此均势由五强维持之，在西方有英、法，在东方有俄、奥、普。此五强无一有支配全欧之力，或敢单独挑战者。均势维持几半世纪。此两团国家之中间，有一中央部分，分成若干小国，即德意志诸邦、意大利诸邦、荷兰、瑞士是。奥国支配分裂之德意志、意大利，无志于膨胀，而利于维持此分裂状态。俄国合并从前隔断俄国与欧洲之邦土，旧波兰国惟余一克拉科（Cracow），立为共和国。瑞典失去芬兰及坡米拉里，退到斯干地那维亚一隅。土耳其帝国屏于欧洲公法之外。

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欧洲政治支配于英、俄、普、奥、法五强之手。它们的外交方针，均由政府主持。但法国政府注全力于内政；英国保守党内阁以维持现状为主义，对于大陆事情持消极态度；普鲁士王畏缩迟疑，不能取独立的行动；它们在当时欧洲外交上均居于被动的地位。惟有俄奥两国政府，在外交上为主动的，而能以其政策加于他国。操持欧洲政局的中心人物，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奥相梅特涅两人，而尤以后者实际上的势力为大。

第二节　亚历山大与梅特涅之竞争

亚历山大之人物政见

俄皇亚历山大与梅特涅同为外交上中心人物，他们两人性格政见大不相同。他们在维也纳会议后之欧洲外交舞台，彼此争胜。

亚历山大是一温和而富于感情之人，宗教思想甚深，颇重人道主义。他对于当时的自由主义立宪运动表同情，他不仅维持法国之立宪政治，并且自己给波兰一个宪法（1818年2月）。

梅特涅之人物政见

梅特涅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外交家，头脑顽固，心目中只有政治的利益。他的政见，以保守现状为原则，反对一切改革。他为一切革命运动之仇敌，他笃信专制的贵族的君主政治，而视宪法为革命的工具。

政策冲突之点

亚历山大与梅特涅主要的竞争处所，在关于欧洲各国内政的组织。亚历山大赞助自由立宪党，梅特涅则反对之。俄奥两国在次等国家的代表，常关于其国政治竞为种种阴谋暗斗。亚历山大对于德意志南部国家，对于意大利、西班牙，常自居于宪政保护者之地位。此外关于东方事情，彼此亦有利益的冲突。亚历山大向对于东方怀抱侵略之野心。他曾与拿破仑约定，以西方归法国，而自己在东方保有行动之自由。他已占得土耳其之一部地方倍沙拉比亚（Bessarabia），他在维也纳会议，不承认土皇得与欧洲各国君主立于同等地位。梅特涅则深虑亚历山大又与法国联结，复行其东方侵略计划，有害奥国地位。于是在东方之利益冲突，成为俄奥关系之致命伤。



第三章　神　圣　同　盟

第一节　神圣同盟之意义

维也纳会议后之欧洲国际社会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国际社会表现为一个新组织。欧洲已非若在18世纪时代一团结束缓弛的国家，竞谋维持均势，它实已形成一个联合组织，支配于四大强国（加入法国共为五强）之下，保障欧洲平和。在那时候，欧洲政治由列强公会支配之，公会之责任，依梅特涅之解释，不仅在干涉国家和国家间之关系，并且干涉国家之内部生活。公会依此解释，要求实行干涉各国内政，以保全公共安宁，保障条约，及维也纳会议树立之正统主义。

亚历山大与神圣同盟

在此时代，列强之联合组织，一般以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之名代表之。实则此同盟名过其实。神圣同盟系俄皇亚历山大之事业。亚历山大当时以自由主义之帝王自命，而受宗教之感化甚深。他思以耶教主义应用于欧洲政治。因于同盟国君主离巴黎之前，提出一种正式的宣言，做列强政策之一个共同表示。此项宣言（1815年9月26日）以俄、普、奥三国君主之名义，送交各国签字，所以有神圣同盟之名称者，因其带有半宗教的性质。世人将此同盟看得极重大，实则发起此同盟之俄皇自己既无明确之观念，而宣言中亦不能寻出特别深长之政治的意味。

神圣同盟之内容

神圣同盟之宣言，包含一个前文及三个条文。其前文说俄、奥、普三皇鉴于过去三年之事变，深觉有依耶教真理处理他们相互的关系之必要。第一条，约定三国君主常相援助；第二条，劝令他们的人民实行救主的教义；第三条，邀请列国赞成此宣言。

神圣同盟之范围

亚历山大提出宣言，首先征交普奥同意。普王弗列得力克·威廉即时赞成，梅特涅则窃笑其无意味，然而卒亦劝奥皇签字，一则因为他正有心利用俄皇，不欲逆其意；一则因为他想后来利用此神圣同盟以达他自己的目的。俄、普、奥三国君主发出此共同宣言。欧洲国家除英国、土耳其及罗马教皇外，全体签字。

同盟之实力

当时欧洲国家统治者，恐除俄皇亚历山大自身及普王弗列得力克·威廉以外，未有重视此宣言者。神圣同盟对于列强的团结，多少与以强力；除此以外，则可说无直接的效果。世人将神圣同盟，视为专制魔王的团结，代表后来对于自由运动之种种干涉手段，压制主义，不免误解神圣同盟之性质，将神圣同盟的主义与梅特涅的政策混作一谈。

第二节　四国同盟与欧洲政治

四国同盟之缔结

列强支配欧洲政治需要一个正式的协定，此协定成立于1815年11月20日。其时英、俄、普、奥四强在巴黎结一同盟条约，其性质大异于神圣同盟之宣言。此条约为后来历次公会召集之法律的根据。在此条约中，英、俄、普、奥四强决议将硕蒙（1814年3月1日）、维也纳（1815年3月25日）两盟约所立之原则应用于平时。依此条约，四强约定：（一）护拥同日签字之对法和约（第二次《巴黎条约》）；（二）如果任何一方被法国攻击，当以6万人相助；（三）于一定的时期常开会议，协议共同利益问题，讨论维持欧洲平和之手段。此条约比之神圣同盟之宣言，如何的明确切实，不难看出。四国同盟乃所谓欧洲协调（European Concert）之创始。

列强政策之纷歧

四国盟约中并未协定它们将来所取之政策。关于政策问题，列强主张殊不一致，很难望于公会中表示和衷共济的态度。俄国向来与英奥的态度反对，梅特涅之所以加入神圣同盟，即为缓和俄国的情感，而梅特涅此举卒见成功。

梅特涅的操纵手段

由1814年至1821年外交上最有兴味之现象，莫如梅特涅之诱导俄皇于反动政策。梅特涅之成功，虽然就许多处所说，是欧洲自由主义运动之祸害，但是对于欧洲国家，究有一点功绩。欧洲需要平和，然为平和之危害者，不仅是各国内部的叛乱，即便列强相互间之不和，亦足致欧洲于纷乱之域。防止此事之发生，即赖梅特涅之力。梅特涅之政策支配欧洲者十年，支配其本国奥大利至1848年他自己失败为止。梅特涅召集公会而为其行动之主宰。他使各国统治者及其大臣知维持平和有和衷共济之必要；欧洲国家新组织为之强固。

第三节　耶拉什丕尔公会

耶拉什丕尔公会之由来

1815年以后，第一个试验欧洲新政治组织及梅特涅的本领之机会，见于1818年；当时为法境驻兵撤退问题，开一公会于耶拉什丕尔。据第二次《巴黎条约》，同盟国驻兵法境，以五年为期，以法政府之请求，列强允早两年撤兵。此公会即为处决关于撤兵之一切问题而开。俄皇亚历山大原主依维也纳公会先例，召集欧洲全体国家到会，但梅特涅鉴于维也纳之苦恼经验，不愿再与此多数国家周旋，故其结果，公会只以英、俄、普、奥四国为主体，而召唤法兰西到会。

公会解决的具体的问题

公会讨议之结果，关于外国驻在法国的军队之撤退手续，圆满协定。并且容纳法国参加当时公会讨议及以后的会议，完成列强之大同盟。《耶拉什丕尔条约》于10月9日签字（签字者一方面为英、俄、普、奥四国，他方面为法兰西）。11月4日四强对法兰西发招入同盟之通牒。11月15日公会乃发出共同宣言，表示五强之政治主义，此实为造成欧洲国家新组织之最后的一步。在此项宣言中，列强宣示它们的目的，在维持平和，保障已经成立之一切协定。它们并且自认遵守万国公法之原则。它们自认给世界以正义、调和之模范，为它们对于神及对于其臣民之义务。

四强对法之防备

而在他方面，英、俄、普、奥四强同时秘密的续订同盟条约，约定如值法国再有革命之变，共同出兵干涉。此盖鉴于从1816年至1818年之间，自由运动在法国日盛一日。以怀抱自由主义之俄皇亚历山大，至此亦渐怀疑虑，加以梅特涅之危言耸听，对抗自由革命运动之协定遂成立。法国一经公然正式加入欧洲协调，随即与其他列强发挥同等之势力；而原来的四国，则因为意大利、南美、希腊问题，关系日渐疏隔。

梅特涅之第一步成功

耶拉什丕尔公会确为梅特涅政策之成功，公会之主要的结果，在正式宣布维持对抗革命运动之同盟。梅特涅自诩公会成绩之满足，曾谓有此公会的结果，各国爱平和尚秩序之人气为之振，而喜新好乱之徒，为之恐惶。此公会可说是君主对付人民之相互保险，外交官在表面上不承认有意侵害自由，实则他们已经是自由之敌。

第四节　革命运动与干涉政策

革命与反动

在1818年至1823年之间，梅特涅力谋将神圣同盟化成实用的团结，使之主宰欧洲政治，纳列国于一个固定的政治系统。列强同盟，表面上虽保持温和态度，而自由派政治家如康宁（Canning）及其他明眼之自由主义的人士，早已知其为自由之害。1818年耶拉什丕尔公会之行为，虽不见得可以为确证，然其危害完全实现于后来之特洛白、芮巴赫等公会；此等公会召集于1820年与1822年之间，所以压伏列普耳、辟德蒙（Piedmont）、西班牙诸地之叛乱者。在此等公会中，梅特涅实为主宰，其政策对于当时到会的君主最有势力，意大利与西班牙之革命，适给梅特涅以耸动亚历山大改变政见之机会。1820年是一个富于革命之年：1月1日西班牙兵变，要求1812年之宪法；7月2日同样的叛乱起于列普耳王国，亦要求一个宪法。

特洛白公会

特洛白公会（1820年10月25日开会）为处分列普耳国之革命事件而召集。列普耳王国之革命，直接关系奥国利益。奥国政府准备出兵，以履行其保护意大利治安之义务；但法国不欲奥国独自居为意大利之主权者，向其他各国提议共同干涉。俄皇赞成此议，因决定有五强公会之召集。

在公会中，梅特涅主张实行干涉，回复专制政体。俄法主与列普耳王先开谈判，消除宪法中之革命主义的色彩。英国反对一切干涉，自它视之，列强只许保障欧洲国家之领土均势，而不得干涉内政。故当时国际政治上分为两大派：奥国为干涉派之领袖，英国持非干涉主义。

在此公会中，俄、奥、普三国发出一共同宣言（1820年11月13日）。对于此共同宣言，英法两国拒绝签字。俄国之签字，则梅特涅说服亚历山大之力。在此宣言中，它们主张凡值一国政府因叛乱推倒，它们对于此国家有取共同自卫手段之权利；它们决定不承认由革命树立之政府；它们的唯一的志愿是在保持平和，脱欧洲于革命之祸。此是将干涉主义正式认为欧洲的公法。为实行此主义，公会许梅特涅派兵入列普耳，如是则英法两国虽不赞同，公会之行动，已较耶拉什丕尔公会更进一步。它们承受梅特涅之信条，以为凡依法成立之政治组织，必以共同行动保护之，至于权利正义，或是朝廷或君主之性质如何，皆所不论。神圣同盟之帝王虽说诚心防免无政府状态发生之危险，然他们的制度必至阻害一切政治的进步，甚至激发乱事，则亦不可否认之事实。英国代表加斯列里力辟干涉政策。

芮巴赫公会

在特洛白公会中，列强决定干涉政策，拒绝与列普耳之革命政府交涉。彼等将公会地点迁于芮巴赫，招列普耳王菲地兰躬亲到会协议，芮巴赫公会之任务，在决定列普耳之内政。在此公会中，其他意大利国家的君主，亦被召集。公会决议之结果，有奥大利派兵入列普耳压伏革命党之举。法国平和谈判之提议失败，梅特涅之武力干涉主义制胜。

芮巴赫公会闭会之际，奥大利发表一宣言，说明列强意见及其主义之一致。法国曾发一通牒辩正，而梅特涅即执此为法国纵容革命之证，用以耸动俄皇。当列强君主将离芮巴赫之时，辟德蒙革命之消息传来，随后又有希腊民党在土耳其领土举事之报（希腊民党首领伊普雪来的Ypsilanti于1821年3月由俄境侵入摩尔达维地方）。

奥军容易征服列普耳（1821年3月）。辟德蒙之乱，亦由奥军及萨地尼亚军队剿平。希腊叛党亦经土耳其军击散。希腊人叛乱实为东方问题之开始。俄皇虽反对革命，但对于正统教派，自任为保护者，当然愤土耳其之压制举动。不过以奥英两国之阻力，一时不能对土取积极的行动。

卫洛拉公会

列普耳革命干涉成功以后，尚有西班牙干涉问题待解决。1815年经维也纳会议承认复位之菲地兰七世，在西班牙实行君主专制主义，以致激成1820年1月1日之革命。1822年西班牙革命党公布1812年之宪法，菲地兰被迫而承认此宪法。为处分此问题，列强开会于卫洛拉（1822年10月至12月），到会者为俄、普、奥三强君主，意大利诸国君主及英法两强之代表。

当时政治形势，利于干涉主义之实行。俄皇亚历山大完全变宗，倾向干涉政策，坚持以武力恢复西班牙主权。奥国虽不愿法国用兵于西班牙以占势力，而亦目睹革命气势之日盛，极欲维护专制政治，并且思借此事牵制俄皇对东方之计划。在法国则旧党得势，他们惧法国传染西班牙革命运动，有意进而保护西班牙包本王室。惟有英国反对干涉之态度坚强。惠临吞摈斥西班牙干涉之提议。康宁有意承认西班牙南美殖民地之独立。从此以后，英国之态度与大陆诸国政府之态度根本的相反对。

列强（除英国外）协定一致通牒于西班牙政府，宣言干涉政策于欧洲；干涉之任务，由法兰西执行，法政府始尚踌躇，但是法国议院主战，欲为正统主义张声势。其结果，法军进攻西班牙，恢复西班牙王的权位（1823年8月）。

英国政府对于卫洛拉公会之任法军入西班牙恢复菲地兰的权位，表示反对，自后与列强步调不复一致。列强共同解决欧洲问题之制度虽仍旧存在，但是干涉各国内政之主义，在卫洛拉公会，为最后一次的适用。事势之变化激烈，关于干涉主义之问题，英国与俄、奥、普、法四国立于反对地位，以致在欧洲协调发生破绽，而此主义不复能长存为欧洲的公法。

卫洛拉公会主要的任务，虽在解决西班牙问题，但于西班牙干涉政策决定以后，并议及南美殖民地独立问题，希腊革命事件，意大利事件。关于南美殖民地独立问题，列强政策不一致，其结果无成议。希腊革命事件虽亦提出，但亦未能十分讨论：列强表面上一致斥责希腊人之叛乱，尤其是自梅特涅视之，希腊人是反抗正统政府之叛徒；即使俄皇原为希腊革命党之保育者，对于希腊人革命运动，至少表面上亦表示反对；希腊革命党政府派代表赴公会陈情，亦未得容纳。意大利事件，包含烈普耳、萨地尼亚驻防军队去留问题。梅特涅久想将意大利全部组成一邦联，奥国当然为其盟主，俄法看破此秘密计划，对于奥国政策极力防阻。梅特涅以俄、普、奥三国政府之名义，对意大利君主发通告，宣示革命之危险及神圣同盟保护彼等之方针。英法对于梅特涅之意大利政策，不肯赞同，一如在芮巴赫公会然。



第四章　神圣同盟与非干涉主义

第一节　卫洛拉公会后之国际政局

康宁与英国外交

英国外交当局变更，影响及于外交政策，1822年康宁（Canning）继加斯列里之后掌英国外交，他全然脱弃维也纳会议时代的旧式外交主义，而执一新方针。他的政策与梅特涅全然相反，并且他的人物手腕也能在欧洲外交舞台上与梅特涅抗衡。

外交界加入这一个新势力，可说是欧洲国际政治之转机。他对于欧洲外交问题所取的态度，较之英国政府以前之态度，更为积极明确；他不单是如前任当局之反对干涉主义，说《维也纳条约》所给与的保障，是领土的，而不是政治的，所以于列强不生干涉革命维持内政组织之义务；他并且主张对于干涉他国政治之举，有加以阻止之权利，换句话说，即以干涉对待干涉。

卫洛拉公会后之英国态度

在芮巴赫公会中，列强中之西欧两国，即英国与法国，不肯赞同神圣同盟的政策，但是它们尚未有持积极反抗之态度。至于卫洛拉公会的结果，则法国虽仍卷入干涉政治漩涡中，一时追随俄奥之政策；而英国则决然对于神圣同盟之主张，立于反对地位。

列强同盟破坏之起点

在卫洛拉公会中，英国对于列强干涉西班牙革命之政策，提出抗议，已表现列强同盟内部分裂之象。迨至西班牙殖民地问题及东方问题之争端发生，列强政策分歧，不复能实行神圣同盟之干涉主义。列强同盟，自此实行破裂。

第二节　西班牙殖民地问题

殖民地之叛乱

从1810年以后，美洲之西班牙殖民地叛离母国，西班牙本国已无征服殖民地之能力。维也纳会议后，菲地兰七世复西班牙王位，方见好于俄皇亚历山大，得其保护；对于殖民地之叛离，亚历山大主依据神圣同盟之主义，实行干涉。菲地兰七世受俄国公使之指使，曾正式向神圣同盟求助（1817年中），请以武力征服叛地。其后俄皇亦向列强提议（1818年1月）取共同手段，对付叛离之殖民地。

英俄利益冲突

英国关于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之政策，恰与俄皇相反。英国百年以来与西班牙争海外殖民地势力，正利有西班牙殖民地之分立。英国惟恐殖民地独立事业之不成功，决不肯赞同俄皇及梅特涅武力干涉的政策。故它对于菲地兰之请求，俄皇之提议，当然拒绝。在卫洛拉公会中，西班牙内政干涉虽决定，而关于西班牙殖民地干涉问题，卒无成议，亦大半由于英国反对态度之强硬；盖对于殖民地干涉之举，英国态度已不是消极的不赞同，并且有积极的起而阻止之势。

康宁对付西班牙殖民地问题之手段

法政府受卫洛拉公会之命，进兵西班牙，英政府虽然抗议，但不积极阻止。法国在西班牙之战争，可说适有助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成功。当法军越西班牙境之时，康宁即宣言（1823年3月31日通牒）西班牙殖民地之独立已成事实，但对于它们的独立之正式承认，则须视外部情势与新成立的各国家之内政进行如何而定。此即是说法兰西如长据西班牙国境，或干涉到美洲殖民地，英国即将决然与殖民地开始交涉，置之于英国保护之下。在1823年中期，法军已占有西班牙全境，法国旧党政府提议由神圣同盟召集公会，处决西班牙殖民地问题。此议不单是招英国反对，并且惊动北美合众国，启其疑惧之念。康宁利用此机会，邀请华盛顿政府（1823年8月3日）与英国政府同时对于法国提议之干涉计划，表示猛烈之反抗。康宁之意见，大有以激励美国政府，致有所谓孟罗主义之宣言（1823年12月2日）。同时英国政府自行发一通牒，倡言如果西班牙谋用武力征服殖民地，而得有外援，或对于通商行使禁制，它即承认新国家之独立。随后（10月17日），英国政府派遣领事于西班牙殖民地各重要城市，为最后承认独立之先声。

孟罗主义之宣言

所谓孟罗主义宣言，见于美国总统孟罗（Monroe）1823年12月2日致国会之教书中。孟罗主义原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宣言不许欧洲再以美洲土地为殖民地；第二部分宣言反对欧洲将它们的政治制度移植于美洲，压制已经独立的国民。惟有第二部分，系对西班牙殖民地而发。孟罗主义代表美国建国的外交精神，确立美国国民政策，其最近的效果，即在给神圣同盟之干涉主义一个大打击，而脱西班牙殖民地于受外国武力压伏之危险。

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承认

英美共同反抗之表示，足令法国政府之提议挫退。康宁在此时地位益强，态度益坚决，对于西班牙王提出在巴黎开会处分美洲殖民地问题之议（1823年12月26日），不单是表示拒绝，并且正式宣言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承认既成的事实。他于1824年1月30日之通牒，声明英国与南美殖民地通商发达，有任命领事保护之必要，且此等殖民地急需与欧洲结政治关系，不如西班牙自行宣布它们的独立。墨西哥共和党之制胜（1824年7月），法军之决定久驻西班牙（12月10日条约），更有以促康宁之决心，并给他以说服英国国王及保守党政治家之口实。1825年1月1日康宁乃通告驻伦敦的各国公使，说他将派外交代表于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正式承认此等殖民地为独立国家，与之订立通商条约。同年2月2日，英国与阿根廷联邦订立修好通商条约，承认其完全独立。有此一举，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之事业予以完成，而神圣同盟之权威受第一次根本的大打击。此可说是代表新势力之康宁，战胜梅特涅代表的旧势力，换句话说，就是非干涉主义战胜干涉主义。

第三节　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之意义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列强间方告平和，而所谓东方问题，又发生于欧洲政治上，不久即为国际竞争之焦点。简单言之，东方问题，就是土耳其帝国之命运决定问题。此问题可分为两层：（一）土耳其帝国当保全，抑当瓜分？（二）对于在土耳其帝国治下之领土及基督教人民当如何处分？对于此两问题，欧洲旧式的外交家初只留意第一个，至于第二个问题则出乎他们意外由渐而起。塞尔维亚人及希腊人曾以之提出于维也纳公会，但被拒绝。1821年至1827年之希腊事件，实开东方问题之大争端，同时亦为神圣同盟、梅特涅干涉政策之一个试金石。

俄国之东方政策

在18世纪中，俄罗斯帝国之膨胀政策，直接与土耳其势力冲突。自《库恰克-开拉齐条约》（Treaty of Kutschuk-Kainardji，1774年7月15日）订立以来，俄国势力确立于东方，步步的压迫土耳其帝国。在前两世纪中，俄土所订条约，未有如此次《库恰克-开拉齐条约》之关系重大，效果深远者。依此条约，俄国领土，扩张到黑海沿岸；俄国在君士坦丁堡派驻常任大使，设立希腊教教堂，受俄国保护；俄国退还所占土耳其领土（如达溜白诸省Danubian principalities），但土耳其政府承认改良此等地方内政，保障基督教自由。俄国公法家政治家根据此等规定，主张俄国干涉土耳其帝国内政之权利。《库恰克-开拉齐条约》在俄土关系史上、欧洲外交史上，是一个大关键，俄国近东发展之出发点在此，东方问题中之许多争端亦伏于此。

在18世纪后期，土耳其帝国已完全趋于衰势，《库恰克-开拉齐条约》缔结以后，俄国对土侵略，进行不息。1792年有《雅西条约》（Treaty of Jassy，土耳其承认俄国领有克里米亚）；1812年有《蒲加雷斯特和约》（Treaty of Bucharest，俄国获得倍沙拉比亚，土耳其承认塞尔维亚人之自治）；皆是继承《库恰克-开拉齐条约》之精神，代表俄国近东政策之趋势者。

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皇帝，几无不以侵略土耳其帝国，在近东发展为职志。亚历山大一世即继承祖先遗志，抱灭土政策之人。1812年对土战争之半途中止，为欲移其力以对付拿破仑。一旦法国势力打倒，他的视线又集于东方。俄国当时已经依克里米亚支配黑海；由高加索侵逼小亚细亚；达溜白河口亦受俄国之控制。俄国对于摩尔达维洼纳恰两州（即今之罗马尼亚国）及塞尔维亚所行使之保护权，常给俄国以干涉土耳其内政之新口实。对于土耳其帝国内之耶教人民与斯拉夫人种，俄国自任为他们的天然的保护者。土耳其领内革命分子，尤其是塞尔维亚及希腊民党首领，常受亚历山大之庇护，以俄国领土为革命之策源地。1821年首举义旗之希腊革命党首领伊普雪来的便是曾任俄皇之副官者。

奥英两国之态度

奥大利对于近东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奥政府目睹俄国之控制达溜白河口，已示惊疑，对于俄国势力之节节前进，势将促成土耳其帝国之分裂，当然不能坐视。维也纳会议以后，梅特涅监视近东政局极为注意，他的代表在君士坦丁堡常给土政府以忠告，使其毋使俄国有干涉之口实。至于英国之反对俄国近东政策，态度较奥国更为坚决。从小辟德（Younger Pitt）以来，英国有一派政治家看清英国与近东事情之密切关系，认定英国利益不免因土耳其帝国之分裂，俄国之支配君士坦丁堡而受侵害。自英政府视之，土耳其帝国之维持于英国为生死问题。加斯列里掌外交之时，常向君士坦丁堡政府揭破俄皇之对土秘密计划。英国之占领伊阿连群岛（Ionian Islands）正便于英国监视近东政局之变动，取临机应变之手段。亚历山大一世亦明白奥英两国之态度，故他对于近东事件，颇持慎重态度，不敢轻易对土决裂，致启国际大战祸。希腊事件所以起初未立即惹起俄国干涉，酿成国际战争者，即因俄皇态度未定之故。

希腊革命

从1814年以后，土耳其帝国陷于纷扰动乱的状态。人民之叛乱，将帅之抗命，外患之侵逼，相继不绝。而第一个大危机，发生于希腊人之叛乱。1821年3月6日伊普雪来的由俄境侵入土领摩尔达维州举事，虽然失败，然而革命运动，蔓延到土耳其全国各部希腊人社会；尤其是在现今之希腊国本土，革命之气势极盛，能维持其势力抵抗土耳其政府。希腊革命已不是一个局部的动乱，而实成了东方问题之中心，影响于欧洲政局。

希腊革命是维也纳会议后第一个代表民族运动的革命事业，根本的摇动梅特涅的权力及其所拥护之主义。俄皇亚历山大因受梅特涅的影响，起初对于希腊人之举事，不肯赞助，当时俄国正助奥国干涉意大利西班牙之革命，原则上亦不容对于希腊革命取一个矛盾的态度。梅特涅厌恶革命，主张干涉，然而亦不能以施于意大利西班牙之手段，施于土耳其，盖恐因此致列强同盟破裂；他固深知俄皇对于土耳其有野心，暗中利用土耳其治下人民之革命运动者。梅特涅的政策，在劝俄皇守中立，任土耳其独自对付希腊叛民。亚历山大一时从梅特涅之说，其他列强亦然。及见希腊人坚忍不拔，始终抵抗土耳其政府，欧洲各国民对于希腊革命，翕然表同情，热心赞助。在人民舆论倾向希腊之时，政府态度亦生变动。

英俄对希腊问题之外交活动

希腊革命受英国政治家康宁的外交政策之赐不小。康宁虽是继承英国外交传习，主张维持土耳其帝国领土保全之人，然对于希腊革命究表同情，因之，英国渐思脱弃中立的地位。首先发意承认希腊人为交战团体者（1823年2月），即是康宁。亚历山大原为希腊人所倚为后援之人，始终未有决定明白的态度。及见英国对于希腊事件，开始活动，恐因此英国在近东增殖势力，他乃于1824年提议将希腊分为三部（摩利亚Morea、东希腊及西希腊East and West Hellas），对于土皇纳贡，但完全自治。亚历山大之用意，在以此推翻土耳其政府在希腊之主权，而代以俄国之势力，质言之，即将叛离之希腊邦土置于俄国保护之下。此项计划，当然为康宁所反对，即使梅特涅亦不赞成。

及俄皇亚历山大死（1825年12月），俄国对希腊政策大起变动。继任之尼古拉斯一世（Nicolas I），绝无过去的束缚，与梅特涅的政策完全无关系；他的唯一之目的，在将俄政府在国内国外的地位增强，对于希腊革命，渐思超脱亚历山大之政治上感情上的关系，而新取一个独立的态度。尼古拉斯不愿英国专有希腊的保护权；在他即位以前，已对希腊革命军表示同情。康宁即利用俄国新帝之政治倾向，派惠灵吞将军赴俄与尼古拉斯交涉（1826年2月），其结果则英、俄两国协商成立，依两国全权签字之议定书（1826年4月4日），英国对于土耳其与希腊出任调停，而俄国为英国后援。调停之条件当为希腊之取得自治权而对土皇进贡。（但此项议定书迟至翌年4月始正式通告土耳其政府，土政府置之不理，英俄则坚持原议。）维持土耳其领土保全与解放希腊之两个目的几是不两立的。英国此时之地位颇难；它一方面要邀同俄国来助成希腊自由运动，同时又须防止俄国依对土战争之手段以达此目的。

希腊独立与神圣同盟之破坏

英俄对希腊问题之协商成立，梅特涅的政策完全推翻。梅特涅自己亦说英俄两国之此项协定，是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划一界线”。神圣同盟根本打破；干涉主义此后诚或可由各国单独行使，但不复能为欧洲国际社会之支配的原则。当1826年列强决定在伦敦开会解决希腊问题之时，梅特涅已自觉其势力全失，他对于奥国大使之训令，以维持1822～1823年之主义为目的，而全然为俄国所摈斥，因其违背1826年4月4日的英俄议定书之原则。此后的欧洲公会不再受正统主义、干涉主义之束缚；此等主义，原系以前特洛白、芮巴赫、卫洛拉各公会之特征，此时则皆成过去的精神。即如法国原在反动党教会之支配下，亦认定援助基督教的希腊人，为对于回教的土耳其人之一种神圣的战争，决然脱离梅特涅的势力，加入反对派的同盟。

英、俄、法三国以上述之英俄议定书为基础，缔结《伦敦协约》（1827年7月6日）。惟有普鲁士依然忠于奥国，与之共行动。列强调停提出于希腊与土耳其政府，而后者拒绝之，其结果卒有拉洼黎洛之海战（Battle of Navarino，1827年10月20日）。在此一战，英、俄、法三国海军合力破灭土耳其舰队，希腊之独立于此确定。

拉洼黎洛海战后，土耳其与英、俄、法三国断绝国交，宣告神圣战争（1827年12月20日）；但真正在陆上与土耳其作战者惟有俄国。（在海战以后，英法仍守中立。）俄国于1828年4月26日正式对土宣战。1829年在保加利一役，完全决定战局，土耳其政府目击俄军直逼君士坦丁堡之危险，迫而求和，于是订有《亚得里亚罗堡和约》（Peace of Adrianople，1828年9月14日）。依《亚得里亚罗堡和约》土耳其除承认希腊之自治外，尚承认对俄赔款，破毁在罗马尼亚之要塞，许一切国家船舶自由通行鞑靼雷斯海峡。俄国因此条约，在东方之势力更增大。

英、俄、法三国之干涉，完成希腊之独立。（1830年2月3日英、法、俄三国代表签定之《伦敦议定书》，正式宣告希腊为独立君主国，受英、俄、法三国之保障。）此时事势，恰与1820年之事相反。1820年系俄、奥、普三国干涉意大利内乱，为君主出力，而英法不加入；兹则反之，而英法两国干涉土耳其之事，以援助革命，奥普则反对干涉；俄国两次皆行其干涉，但前次为君主出力，此次则为人民出力。希腊独立是民族运动的曙光，亦是欧洲新旧政治交替之一个阶段。



第五章　法兰西七月革命后之欧洲政局

第一节　法兰西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之意义

1830年7月法兰西革命成功，查尔十世（Charles X）出亡，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入为法国君主。法兰西人取消列强共同保障之包本王朝正统，别立新王朝，是违背1815年之条约，而使列强有依据1818年协约用兵干涉之口实。梅特涅之政策，已经因南美殖民地革命问题与希腊独立问题推翻，然而彼时革命运动制胜之处，尚限于维也纳条约规定范围以外之地方；1815年之条约本身，依然保全。今则从法兰西逐出列强保障之正统王室，而代以出自革命，依据国民主权而立之君主，革命标帜之三色旗，重见于法兰西。1830年之法兰西革命是实于维也纳公会事业为第一个破损。干涉法兰西革命，此时又成为欧洲政治上的大问题。

列强之态度

1830年之情势与1815年之情势不同，梅特涅之势力已坠，列强同盟破裂，不复有公会可以为共同干涉之行动；欧洲未备有进攻法国之军队。路易·菲利普亦不似拿破仑之惹起欧洲一般的恐怖。当时政治家如梅特涅之流，虽有意组织同盟攻击路易·菲利普，而自知欲得列强之合意已不可能。在1793年至1815年之间，对法同盟中有一个极重要的分子，就是英国；反对拿破仑之成功，英国之力为大；而此次则英国恰持反对之态度。英国此次不仅不反对法兰西革命，并且欢迎之。路易·菲利普即位之始，亦即以亲英为政策。俄、奥、普三国政府，固然敌视法兰西革命，然而它们骤遇此大事变，亦无可如何，英国已不为它们的援助。路易·菲利普自己向列强宣言，说明他之承受王位，即为阻止革命；惟有他在位，可免法国再成共和；且愿意遵守1815年之条约。在此等情势之下，梅特涅不敢要求执行1818年之条约，普鲁士王始为莱茵国境忧虑，嗣见路易·菲利普不侵略之表示，亦乐得无事。惟有俄皇尼古拉斯蓄意干涉法国革命，然以奥普两国之决计与法政府和好，其他各国亦相继承认路易·菲利普，他亦不敢坚持己见，卒承认路易·菲利普政府。

七月革命之影响

七月革命摇动维也纳公会所树立之欧洲政治组织，打破正统主义。1815年之条约，不能阻止法兰西之革命君主加入列强君主团中。法兰西之革命为欧洲各地革命之先声。1830年7月以后，革命运动相继发生于各国，其气势之盛，远过于1820年以来之革命叛乱。法兰西七月革命在欧洲政局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第二节　比利时革命

比利时革命之意义

1830年法兰西革命正推翻包本王朝，比利时人随即举事反抗阿连基王室，决意推翻维也纳公会的决议，取得独立。比利时革命是同时兼有民族的运动与宗教的运动之性质。比利时之罗马旧教教士不服荷兰新教徒之统治，愤而助人民叛乱。比利时革命是于维也纳公会事业为第二个破损。

列强对比利时革命之态度

比利时革命军制胜，于1830年9月末设立有临时政府，荷兰人势力几全驱尽。荷兰王威廉无力征服比利时，乃向列强要求代他恢复1814年共同保障之邦土。英国召集列强会议于伦敦，谋使比利时人以取得特别行政组织了事，保全威廉的王权。普王与威廉为亲属，谋用兵助威廉征服比利时；俄皇尼古拉斯亦愿以兵相助，派人怂恿他开战。法国政府当时受自由党政策之支配，袒护比利时。法国爱国主义的自由党人士，想借此推翻1815年之条约，主张非干涉主义，以期破坏比利时方面防御法国之要塞，或甚至取得一部分土地。法国对于普鲁士之武力干涉，表示抵抗，声言如普军由东方进攻比境，法国即由西方进兵。普鲁士因法兰西政府之威吓而退缩，俄皇势将实行干涉，而以波兰革命发生，亦中止其计划。

伦敦会议之决定

当伦敦会议开会之时（1830年11月4日），英国保守党内阁已倒，自由党执政。有名的巴尔玛斯登（Palmerston）掌英国外交，采英法提携政策。塔列兰此时充法国驻英代表；他的外交成功，英法两政府关于比利时问题，订立一个协商，标榜非干涉主义，而主张比利时之完全分立。路易·菲利普声明决不取合并手段，或依王室关系（当时有比利时选任路易·菲利普之子为国王之议），实行法比两国之联合。此项保证，有以释英国之疑虑，而促成国际新关系。（11月18日比利时正式宣告独立。）在12月之伦敦会议，欧洲五强代表所取之政策，适与特洛白、芮巴赫公会时代之政策相反。比利时之独立，于此承认，在此会议中，英法两国所主张之非干涉的进步思想，战胜俄奥普之反动主义。

伦敦会议承认比利时之独立后尚有几个具体的问题待解决。（1831年4月，比利时人选定德意志一个王族列俄波耳特Leopold为君主。）1831年10月24日，列强在会议中议定24条，定为处决荷比分离的条件。11月15日，此议定书并入英、奥、法、普、俄与新比利时王国缔结之条约中。其时荷兰尚未加入此条约，并且不肯承认之。依此条约，比利时完全与荷兰分离，定为永久中立国。卢森堡及林堡（Limburg）由荷兰、比利时两国分有之，些尔德河口仍归荷兰领有，及至1839年4月19日，荷兰卒与英、奥、法、普、俄五强结约，承认比利时与荷兰之分离，及1831年《伦敦条约》关于领土分划的规定。

比利时之永久中立地位

1831年11月5日之《伦敦条约》第7条不仅承认比利时之独立，并且定为永久中立国。此永久中立地位，由英、奥、法、普、俄五强保障之（《伦敦条约》第25条）。永久中立之保障，重声明于1839年荷兰与英、奥、法、普、俄五强所订的条约第2条中。比利时之中立，自17世纪以来，已成欧洲政治家之注意问题，原意在防备法兰西之侵略，因为法兰西从前在欧洲是一个最好战、最尚侵略的国家。五强对于比利时中立之保障是单独的，质言之，即列强有单独防护比利时中立之义务。

第三节　波兰问题

亚历山大与新波兰王国

在1815年之维也纳公会中，俄皇争得瓦萨大公国，建成一波兰王国；此新波兰王国只包含旧波兰之一部分。亚历山大表示尊重波兰民族，任波兰保存其固有的制度，维持独立的政府，波兰之与俄国成一君合国之形式，俄皇自己兼任波兰王。亚历山大当时倾向自由主义，首先自给波兰一个宪法，使波兰为一个立宪君主国。1815年之波兰宪法，虽不能说是自由的宪法，然而在当时专制主义盛行之际，中欧国家再未有能如波兰享有政治自由之多者。

波兰之叛乱

此不幸的波兰虽居一个立宪之名，但是它的宪法，在亚历山大治下已不大见尊重，及至尼古拉斯即位，更成具文。波兰人欲使宪政实行，且要求加入溜叙阿尼（Lithuania）及其他诸省改组波兰国家。法兰西七月革命，激动瓦萨人民的热狂，爱国之士受法兰西宣传的影响，从事于谋叛，他们秘密准备一个全国同时举事的计划，预定于1831年2月实行。但眼见俄皇调集大军，将有事于法、比方面，波兰革命党即利用此时机，反抗俄皇。11月29日夜，瓦萨发生叛乱，总督君士坦丁（Constantine 俄皇尼古拉斯之弟）仓皇出走。克洛丕基将军（General Chlopicki 以曾在拿破仑军队中立功著名）任为临时政府之总指挥（12月5日）。数日之后，波兰全国皆动，在1830年年终，波兰境内已无一个俄兵，1831年1月波兰国会正式宣告罗曼诺夫（Romanoff）王朝之废止及波兰与溜叙阿尼之永久联合。

列强之态度

波兰国民政府数月以来，与俄军苦战，然而众寡不敌；波兰不是能独力制胜的，他们乃派遗专使赴保证《维也纳条约》之诸强国求援。自由主义之人士恶尼古拉斯，而对于波兰表同情，全欧舆论几一致赞助波兰之革命。然而列强政府却不肯代表舆论之倾向以行动。奥普与俄有约，严重监视国境；奥国守中立，普鲁士则且实际援助俄军进行。波兰的一线希望在西方国家。法政府表同情于波兰，然亦不肯负责任；它惟以共同调停之议提出于英政府。然而英法两政府当时均不能取积极的手段对付在波兰之俄军，巴尔玛斯登拒绝加入此项无实际效果之交涉。

波兰之屈伏

列强之援助不来，波兰战事完全为波兰军与俄军之角斗，其结果波兰国民势力一败涂地。瓦萨陷落（1831年9月），波兰军溃散，大群的波兰人（多属贵族）移居法国。波兰从此处于俄国军政之下。波兰的独立被尼古拉斯取消，他发一敕令说：波兰从此构成俄帝国之一部，与俄罗斯合为一国。尼古拉斯撤废1815年之宪法，而代以1832年2月之《组织法》（Statut organique）；他废止波兰国会及波兰军队，将波兰政府完全委诸俄罗斯官吏之手。巴尔玛斯登依据1815年条约要求维持波兰人所得的特典。俄政府之答复，则谓《维也纳条约》并未对于波兰内政组织立有何项条件，1815年之宪法，系出自俄皇自动的赐予，已因叛乱而失效。法兰西人视瓦萨陷落为一种国民的悲惨纪念。维也纳会议以后，波兰革命之第一次惨剧，于此闭幕。

第四节　法奥与意大利革命

意大利半岛革命运动

在1831年列强正忙于解决比利时独立问题之时，意大利半岛革命又起；意大利革命与波兰革命，皆是受法兰西七月革命之影响而起，同时又影响列强对比利时革命之态度的。

意大利虽经过1821年神圣同盟之干涉，压伏于反动政策之下，然而半岛的革命运动始终未绝声息。统一民主党之人数虽尚少，虽未得一般人民附从，然而其力已足以煽动全土动乱。此次之动乱不是在烈普耳或在辟德蒙，而是在中部诸公国与教皇领地，即在意大利政治最恶之地方。当新教皇格列果选定之时（1831年2月2日），意大利爱国志士同时举事于摩迭那（Modena）、波洛加（Bologa）、安可那（Ancona）、巴玛（Parma）各地。此等地方之统治者不能抵抗革命党，或逃或降。革命党在波洛加设有临时政府，他们胜利的宣传，达到罗马。被逐的统治者，求援于奥大利。意大利革命党之靠法国援助，正如波兰人然。

法奥之态度

法国之自由党主张援助意大利人，有名的首领拉飞特（La Fayette）到处鼓励革命党。奥大利对于意大利动乱表示武力干涉态度。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不认奥大利有用兵于教皇领地之权；且谓如果奥大利敢于行使干涉政策，法国当依据非干涉主义，反对奥大利之暴举，即至用武力，亦所不辞。梅特涅对于法政府之抗议，持强硬态度，声言决计贯彻其武力干涉之主张。法国驻奥大使预料战事之不可免，一面警告法政府，预为防备，一面使法国驻君士坦丁堡代表促土政府对俄开战，以雪亚得里亚罗堡之辱，因俄国当时为奥大利之与国。

在1831年3月之初，欧洲大部分又有濒于战祸之势：一方面有革命运动，他方面有压制革命之势力；前者由法兰西代表，后者形成一种新同盟。但是法王路易·菲利普始终希望和平，不敢贯彻自由党的急进政策。保守党之加叙米-倍利耶（Casimier-Perier）于3月13日组织新内阁，法兰西对于奥国干涉意大利革命之态度，渐趋温和，加叙米-倍利耶对外以维持平和为主义。

列强之共同提议

加叙米-倍利耶不认奥大利进兵教皇领地为构成开战的理由。但他明告奥政府，说此举是不合规则的行动，如奥国再有此种行为，法国不能容忍，他声言为防止此项事变发生，为免法奥两国冲突，最好的方法是劝得教皇改革内政，使其臣民相安无事，不至在意大利中部再发生叛乱。法政府提议五强共同劝告教皇格列果施行改革。梅特涅原不愿意有此，因为他利于教皇领内政治腐败，内乱常起，可以行使奥大利之武力干涉。并且法国势力伸张到意大利半岛是奥大利政府所不利，亦是英、俄、普三国政府所忌嫉的。不过加叙米-倍利耶之提议极正当，列强至少在表面上不能反对。1831年5月21日，英、俄、普、奥四强代表会同法国代表向教皇政府提出一个劝告书，劝他行使地方行政上、财政上、司法上各种改革，以保障其臣民之自由及秩序。教皇对于列强之共同提议，表面上表示采纳，而发布几种改革命令，以为可以满足列强之希望。实则教会之改革不是彻底的，亦不是诚意的，全不足以满足意大利人之要求。不过列国之共同提议，原亦是出自法政府之要求，是表面上一个敷衍手段，对于提议之实行并无坚决之意志。在此种国际情状之下，法国一国亦不敢贯彻其主张。法国此次外交上唯一之成绩，在奥大利徇法政府之要求，将奥军撤出教皇领地（1831年7月）。

奥军撤退以后，教皇不能维持领内的治安，奥军应教皇之请求，复来驻于教皇领内（1832年1月）。法政府前已宣言如奥国再有派兵入教皇领地之举法国即占领海港以作保障。此次法政府乃派兵占领安可那港（1832年2月22日）。奥国提出抗议，但亦不敢强迫法国撤兵。教皇政府目睹法兰西革命的三色旗飞扬于安可那城上，亦莫敢如何，4月16日与法政府立一协约，规定在奥国军队留驻教皇领地期中，法军也不撤还。奥国军队驻在教皇领内直至1838年；彼时法军亦随后撤出安可那港。

第五节　葡西两国王位继承问题

葡西两国之党争

葡萄牙、西班牙两国从1830年以后，同时发生有王位继承争执问题。一方面有葡萄牙之幼年女王玛丽（Maria），西班牙之幼年女王伊沙倍耳（Isabelle），他方面有葡萄牙之僭主密开耳（Miguel），西班牙之僭主加罗司（Carlos）。前者承认立宪政治，为自由党人士所拥护；后者代表专制主义，有旧党反动党为后援。西欧之英法两国代表立宪主义，对葡西两国之女王一派表同情；而东欧之俄、奥、普三个专制的君主国家，则援助葡西两国之僭主，对于他们虽未正式承认，固已表示好意。

四国同盟之成立

西班牙之自由党政府为抵制僭主势力，乞援于英国。巴尔玛斯登以同盟之议提出于西葡两国女王之政府，于是1834年4月在伦敦结有英西葡三国秘密同盟，约定合力推倒僭主。此密约一度通知法国驻英大使塔列兰，他即要求加入。英政府虽不愿意法国势力扩大于伊倍利亚半岛，然在原则上亦无拒绝与西欧立宪国共行动之理由。其结果，有英、法、西、葡四国同盟之组织（1834年4月22日）。

四国同盟之效果

四国同盟成立，其影响即时及于西葡两国政局。4月末，葡萄牙之僭主密开耳与西班牙之僭主加罗斯皆败逃出国。自由宪政派在伊倍利亚半岛获得胜利。不过此项胜利在葡萄牙虽为确定的（密开耳逃后不再回国），而在西班牙则为一时的，因加罗斯不久潜回西班牙自称国王。四国同盟条约虽因此事更加扩充，然以英法之互相猜忌，不能取积极的行动解决西班牙问题。西班牙问题之争执乃成为此后十余年间英法国交之致命伤。从此西欧两立宪国之结束渐弛，而东欧之专制国家又骎骎乎有恢复旧势力之势；以至在1846年俄、普、奥三皇室竟敢公然违犯《维也纳条约》，破坏克拉科（Cracow）之独立，而英法之抗议无效。

第六节　东方问题

埃及与土耳其政府

比利时独立，波兰革命诸问题尚在扰攘之时，东方问题复惹起列强之注意。在1831年与1832年之交，土耳其帝国又发生危机，不过此次为祸乱之根源者，已不是像希腊之异民族，而是回教中的叛党。埃及太守梅赫美特·阿里（Mehemet Ali）据有埃及与阿拉伯，对于土政府蓄有异志，其子伊普拉兴姆（Ibrahim）于1831年之秋率兵侵略叙利亚（1831年11月）。迄于1832年末，他的军队已侵入小亚细亚中心，行将进逼玻斯佛拉斯（Bosphorus）海峡，直抵君士坦丁堡。回教人民对于此叛将亦不抵抗，甚至土耳其人有窃望其成功者，土耳其皇帝至此乃迫而求助于欧洲列强，以保全地位。

列强之态度

列强对于土耳其皇帝之请求，所持的态度各自不同。俄国最急于为土皇尽力。俄皇甚愿土耳其倚俄国以保全生命，实际成为俄国之属国。反之，如梅赫美特得势，重兴土耳其帝国，对俄国恢复旧来独立地位，是俄皇所不利的。尼古拉斯随即派其副官麦拉维夫（Mourawieff）赴君士坦丁堡，向土皇玛麦得（Mahmoud）提议，助以一舰队及一军团。麦拉维夫并自赴亚历山大里城游说埃及太守（1833年1月）。

普鲁士原不愿与闻东方事件，不肯轻于承诺何项义务，致被牵入漩涡中。奥大利则在1830年以后，亦如其在1830年以前然，对于俄国之在黑海与君士坦丁堡方面发展，深怀疑惧。但奥大利正顾虑革命，不敢公然反对俄皇，俄皇的协力于抵制革命上为不可缺的。于是奥大利取观望态度。英国的意见正与俄国的政策相反，然此时为内政问题所牵掣不能取何种积极行动。并且英政府正得有尼古拉斯的保证，说他绝无意破坏条约上所树定的东方均势，英国之不即表示决意，尚有他一项理由。英政府颇不信任法国，因恐法国用1830年以来成立的英法协商（I'Entente cordiale）之名义，或不免牵连英国，使之陷于意外困难地位。自英政府视之，路易·菲利普之旗帜不甚鲜明，非到看清之时，英政府不愿与他共同行动。

法政府对于此次东方事变，其态度迟疑不决。在法政府方面，此时有三个方法可行，或如查尔十世然，无条件的与俄国妥协，或直援助玛麦得，或宣言援助梅赫美特。但法国如取第一个方法，不免与英决裂，此则是法国绝对所不愿的。然若取最后一个方法，则既不免招英国的敌视，同时亦将惹起对俄的战争。为求合英政府的意思，法国决意援助土皇，同时亦防其变为俄皇的属国。而在他方面，则仍愿梅赫美特不全失其胜利的结果。此埃及太守久任用法兰西人于军队及行政机关中，在法人视之，他是法国的好顾客。梅赫美特的事业在法国很受欢迎。议院、新闻舆论咸不愿法政府抛弃梅赫美特。当时法政府之措置困难，可以想见，其行动结果之不十分光荣，亦不足怪。

法国外交之活动

当埃及军蹂躏小亚细亚之时，驻君士坦丁堡之法国代办公使为抵制俄国政策计，向土耳其政府提议，愿对于梅赫美特及伊普拉兴姆当调停之任。此公使致书伊普拉兴姆，以法兰西之名义阻其前进，同时并致书埃及太守劝其承受土皇议和条件。土皇许埃及太守以叙利亚西部地方，而梅赫美特不满足，他欲得叙利亚全部及以外几处地方；于是他拒绝土皇之条件，而伊普拉兴姆在小亚细亚前进（12月21日，他与土军遇于科里特Konieth，大败之），直达库塔耶（Kutaya）。

俄国之出兵

君士坦丁堡有即时陷于危险之象。在1832年之夏，土皇已求助于列强，列强之中惟俄国急于承诺相助。求助于俄，本于土耳其为一危险之事，但际兹危急之时，土皇既不能得其他列强之援助，乃正式招请俄国舰队来援（1833年1月末）。俄国驻土大使蒲特利夫（Boutenieff）声言，不出数日塞巴新特堡（Sebastopol）舰队即可进泊君士坦丁堡。麦拉维夫适从亚历山大里归，其使命半成功，梅赫美特允令伊普拉兴姆停止前进。此亦是俄国政策之胜利。但在他一方面，埃及兵既已不侵逼玻斯佛拉斯，俄皇舰队之来，再有何必要？于是依法国公使之要求，得英奥之赞助，土皇请俄国舰队暂停在克里米亚（Crimea）。不知究竟是俄国大使故意的迟误时期，抑或因其他项原因，停进之命令未如期达到目的地，而俄国舰队乃于2月20日抵泊君士坦丁堡城下。法国新任大使鲁散（Ronssin）即时为强硬的抗议，要求撤退俄国舰队。土皇政府答以如果能使埃及太守承认土政府以前所提出条件，法国所要求之事，可以做到。于是鲁散担任调停，劝告埃及太守及其子以取得叙利亚西部地方了事。但是鲁散之提议，无武力为后盾，而当时法王路易·菲利普又绝对不愿有战争。梅赫美特遂漠视法使之劝告，坚持他原来的要求。

列强之干涉

法国提议失败，土皇愈加恐慌，不仅不撤退俄国舰队，并且请求增派援舰，派兵上岸（3月20日）。半月以后，俄兵1.5万在玻斯佛拉斯之两岸登陆，直抵君士坦丁堡及斯库他尼（Scutari）。此犹不过前锋队，大军集于达溜白诸省，数周后可抵玻斯佛拉斯。此次则奥大利与英国惊恐，再不能不与法国协力。于是英、法、奥三国代表不待俄军之至，共向土皇交涉，劝其对于埃及太守表示让步，以满足其要求。当时列强的急务，在恢复土皇与埃及太守间之平和，以便使俄国援兵撤退。

土耳其与埃及讲和

此时土皇较容易服从此三国政府之劝告，因俄国亦不反对梅赫美特扩张势力。土耳其政府之再受牺牲，亦是俄政府所愿的。实则土政府愈减弱，愈受侵逼，其复仇之心，自卫之心亦愈甚，而需求俄皇之助力亦愈多。此时全欧洲皆劝土皇让步；他于是从3月之末，实行对埃及让步。法国代表代向伊普拉兴姆交涉，和议谈判，进行顺利，4月末和议告成。土皇于5月初，以敕令赦免梅赫美特之罪，复其埃及太守之职，而给以叙利亚全部及阿达拉（Adana）区域。于是小亚细亚可由埃及军队出入，埃及太守势力增强，驾乎其宗主国之上，叛军大庆成功。在他一方面，则土皇玛麦得固非诚心让步言和，在其不得已退让之时，已怀有见机复仇之志。

《温恰斯开列塞条约》

伊普拉兴姆从5月之末，开始撤兵，7星期后，全部撤回其领地内。俄国此时已无延长占领玻斯佛拉斯及其两岸之口实。从7月10日以后，俄兵亦完全撤去。俄国何以如此容易撤兵，亦是别有用意在。两天以前，俄皇代表阿罗夫（Orloff）已与土耳其政府结有《温恰斯开列塞条约》（Treaty of Unkiar-skelessi）。依此条约，俄土两国结成防御同盟，以8年为期。俄国约举海陆兵全力防护土耳其，而土耳其依一追加的秘密条文，免除其援助俄国之义务。此条约对于土耳其政府所要求者，仅一消极的援助：即对于俄国之以外的各国军舰，闭锁鞑靼雷斯海峡；此项援助于俄国极为宝贵。有此一层防备，俄国地位无从侵犯。此时攻击俄国的惟有英法。然此两国皆不能从陆地攻俄，因进兵非通过奥德不可。而在波罗的海方面，则一年结冰时多，不便于舰队行动。惟在黑海方面，始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打击。如俄国在此方面亦无可虑，则它至少对于西欧国家，将无所不敢为。此条约事实上将土耳其命运委于俄国之支配，俄国不乏实行条约上规定干涉之机会，而土耳其成为俄罗斯门户之守卫。西欧列强不能由海峡来攻俄国；而俄国舰队则可自由经海峡入地中海以攻击他国。

英法两国政府，旋即闻知此条约，虽则是俄政府到1834年之春季，始将此条约内容通知西欧列强。它们大为惊恐，向圣彼得堡及君士坦丁堡政府要求说明。土俄两国政府均未给以满足之答复。英法两国均派强大的海军巡游于近东方面，一时英法与俄国之决裂似甚迫切。

第七节　东方问题与英法协商

土耳其与埃及之冲突

土皇玛麦得日思对埃及之梅赫美特·阿里复仇，煽动叙利亚人反抗梅赫美特·阿里。并多年在幼勿拉的河（Euphrates）方面调集大军，预备进攻。而在梅赫美特·阿里方面，则亦准备抵御，并且要求对于他统治的诸省有世袭的权利。列强恐东方乱事复起，牵动全欧洲，力谋抑制此两方面行动，梅赫美特·阿里尚能忍耐，玛麦得则急于开衅。1839年4月21日，土军渡幼勿拉的河。6月7日土皇发宣战书，宣告梅赫美特·阿里为叛逆。

列强之态度

俄国急于在君士坦丁堡施行干涉手段，其他列强则谋防制之。《温恰斯开列塞条约》犹在，俄皇可据以独力干涉土耳其内乱。但此非列强所能容忍，尤其英国，决不许俄国有此行为。巴尔玛斯登向法政府提议，两国派遣联合舰队赴鞑靼雷斯海峡。如果俄国舰队来君士坦丁堡，英法舰队即进海峡，虽至使用武力，亦所不辞。此于法政府，原是一个恢复英法协商的好机会。路易·菲利普如承受英国此项提议，一方面可以阻制俄皇，一方面亦可为梅赫美特·阿里争得利益。但法政府虽派军舰赴近东海面，却不赞同英国之强硬的提议。法政府最希望的是免于战争；英国提议既似有挑战之嫌，法国此时又对英国怀疑忌。于是法政府拒绝伦敦政府之提议，而倾向于维也纳政府之主张。此实法政府之一大失策。

法国之地位

梅特涅于1839年5月提议，五强派代表在维也纳开会议，对于土耳其以欧洲之共同保障代俄国之单独保护。法国似可赞成此议。但法国此时的地位有令其难于决定态度之处；此项会议必不限于讨论海峡问题而将于土皇与梅赫美特·阿里之间，当仲裁之任。为巩固土耳其帝国计，势必减缩梅赫·美特之势力。法政府诚不愿俄国支配海峡，但亦望梅赫美特·阿里之计划成功。此时法国全国舆论亦正如此。法国当与欧洲共同阻制俄国之野心，但同时亦当助梅赫美特·阿里制胜。实则如以东方问题付五强会议解决，此五强之中，英、俄、奥三国容易联合起来，直接以对待梅赫美特·阿里，即间接以对待法国，而普国以有莱茵诸省后顾之忧，不仅任它们为此，且将与之结合。

俄国与梅特涅之提议

梅特涅之提议，在圣彼得堡不如在巴黎之受欢迎。俄皇深忌列强会议，以为其目的重在破坏俄国在东方之优势。他明知，有此会议，可用以减削法兰西之势力，但他不愿公然屈伏于欧洲共同权力之下。俄皇以为稍受牺牲，亦可求得英国协助以对付法国。因之俄国不欢迎会议之方法，而改就联英政策。

战局之发展

列强行动未决定之时，骇人的战报已自东方传来。6月24日伊普拉兴姆在叙利亚攻击土军，全然破灭之。6日后，土皇玛麦得死于君士坦丁堡，其子阿蒲德-美的（Abdul-Mejid）继位。7月4日土国舰队司令阿齐美特（Achmet）以与土国宰相科斯鲁（Khosrew）有隙，举全舰队走埃及。此事变因为有法国共谋之嫌疑，性质更见重大。法国政府一方面如1833年故事，自当调停之任，劝阻埃及太守进兵；但同时法国扼守鞑靼雷斯海峡口之舰队司令暗助叛将阿齐美特，使得安然率领全舰投效梅赫美特·阿里。土耳其此时既无陆军，又失海军，而又有一强国暗助埃及，乃迫而倾向和局。土政府急承认梅赫美特·阿里世袭埃及太守位。但梅赫美特·阿里尚别有要求，土政府亦将许之；其时则梅特涅突想出一个方法，延缓时日。7月27日，梅特涅急草一通牒，由五强代表交付土政府，要求土政府停止对埃及直接谈判。土皇欣然服从此通牒。

共同通牒之意义

依此共同通牒，土耳其一时置于欧洲共同保护之下。此通牒发意于梅特涅，甚为自然，英国之表示赞成，亦甚易明白；普鲁士于此问题原无大关系，其赞成共同通牒为免于孤立，亦无足怪；俄国未表反对，亦不足异，它的最后用意如何，又当别论，此时的急务则在抑制梅赫美特·阿里。惟法国之与其敌人联合，抑制其友人，则有说明之必要。路易·菲利普及其大臣务求法国不从欧洲列强团体分离。他们以为此次法国对于列强的协定并不关重要。埃及太守已是战胜者，他们深信梅赫美特·阿里是必不败的。自他们视之，任何国际会议必不能剥夺梅赫美特所得的地方，及拒绝给他以世袭权利。

英法政策之冲突

共同通牒阻止土埃直接交涉之后，列强议到积极的处分，政策的冲突即时表现。英国既除去俄国独力干涉土耳其事件之危险，于是转而接近俄皇，专从事于推翻梅赫美特·阿里，即间接给法兰西一个打击。巴尔玛斯登原欲一举全灭梅赫美特·阿里之势力。然以势难做到如此田地，乃主张至少将他的领土限于埃及，而给他以世袭权利。1839年8月中巴尔玛斯登正式提议下通牒于梅赫美特·阿里，如其反抗，即对他取强迫的手段。东欧列强不反对此项提议。然而法政府则不仅反对施强迫手段于梅赫美特·阿里，并为梅赫美特·阿里主张埃及及其他领地的世袭权利。英法之间，通牒往还，论争激昂；而两方面新闻的论调亦有以激起冲突。

俄英交涉

向来英法关于东方问题在欧洲一致行动，有以阻制俄国之野心。此时英法政策冲突，实给俄皇一个可利用的好机会。在1839年9月俄皇派代表蒲伦洛夫（Brunnow）赴伦敦，向英政府提议解决东方问题之方法。他所提出之条件如下：《温恰斯开列塞条约》不继续；鞑靼雷斯海峡对于一切军舰实行封闭；梅赫美特·阿里之权力限于埃及政府的世袭权；俄国当与英国协同谋对于东方问题为最后的解决。

巴尔玛斯登欲陷法兰西于孤立地位，颇为俄皇之协议所动。不过英国内阁中反对与法决裂，而认对俄协商代价太大者不少。一时英俄协商未成，俄国代表返国。此时英国内阁颇主调和政策，英法两政府之间再开交涉。英政府允以埃及及阿克耳（Acre）省均留给梅赫美特，定为世袭权利。然而法政府仍拥护梅赫美特·阿里之要求，不肯让步。法政府不信英俄可以妥协，不信梅赫美特·阿里可以武力压伏。路易·菲利普并且以为奥普之友谊可恃。因为此种种理由，法政府固执它的埃及政策。

伦敦会议

在法国此时有名的政治家铁耳执政，他对埃及问题，持强硬态度。俄国代表蒲伦洛夫再由俄赴英，持俄皇关于海峡问题的让步条件，向英重开交涉，后来英政府意见大抵与俄相合，于是招请普、奥、法三国政府在伦敦开会议；英国以为与其与俄国单独协定，毋宁与欧洲列强共开会议。法国驻英代表吉佐亦参加会议。法政府知列强在伦敦会议结果必不利于梅赫美特·阿里，故一面令吉佐在伦敦虚与委蛇，同时暗中劝土政府与埃及直接交涉。英政府深知法国计划，一面在君士坦丁堡妨害法国外交之成功，一面煽动叙利亚人反抗梅赫美特·阿里。巴尔玛斯登决计置法国于度外，迳行决定埃及问题，此时他的政策有两个要点：梅赫美特·阿里之势力必令限于埃及一隅；对于土耳其之保护必为欧洲的，而不可纯为俄国的。巴尔玛斯登之外交成功，7月15日俄、普、奥、英与土耳其政府卒结成一条约（Convention for the Pacification of Levant），即所谓第一次《伦敦协约》。

1840年7月15日之《伦敦协约》规定，缔约国家当应土皇之请求，取必要之手段，以维持土耳其帝国之独立及领土保全。如果埃及太守不承认它们提出的条件，它们当以武力执行之。鞑靼雷斯海峡置于共同保障之下。最近对于梅赫美特·阿里之条件，系许他以埃及世袭权，并终身管理南部叙利亚，并受阿克耳太守（Pasha d'Acre）之称号。如十天之内梅赫美特·阿里不表示承认，则只给以埃及，再过十天尚不服从，即取消其一切权利。（俄、普、奥、英四国担任强迫梅赫美特·阿里遵从它们的条件，断绝埃及与叙利亚海上交通，防护君士坦丁堡，并保障土耳其帝国之领土保全；同时并以明文声明，对于海峡之保护不过应土皇的正式请求而取的一个例外的手段；此项手段决不侵害土耳其帝国旧制：即向来禁止外国军舰驶入鞑靼雷斯与玻斯佛拉斯两海峡。）最后另以一议定书（Protocole reservé）声明列强不待批准，即时执行此条约。

1833年之《温恰斯开列塞条约》破废；法兰西屏除于欧洲列强联合之外。兹即有两个问题发生：梅赫美特·阿里是否肯接受土皇提出之条件？如其不肯，他是否能倚仗法国，反抗欧洲列强的意志；易言之，即法国是否肯坐视列强之漠视法政府利益，悍然压迫埃及？

法政府与《伦敦协约》

《伦敦协约》缔结已逾两日，法国驻英大使吉佐尚未知之。及到7月17日巴尔玛斯登始以之通告他，但上述之议定书，仍付诸秘密。铁耳闻《伦敦协约》缔结之消息，非常激昂。他准备报复，且自信有成功之希望。他不知列强所计划的对于梅赫美特·阿里之军事上的压迫，已将开始，而以为埃及太守兵力无敌，四强同盟容易破坏，深信尚有数月之余裕，可以容他从容为外交上谈判及军事上准备他的计划，在延到春季，彼时法国准备成熟，可以抵对此新同盟。在此期中他以为四强同盟遇着梅赫美特·阿里之抵抗，及由此而生之[image: alt]
 [image: alt]
 ，势必解散；奥普两国直接受法国兵力之侵逼，其必退出无疑。如其不退出同盟，则梅赫美特·阿里之成功，牵制了英俄大部分兵力于东方，法兰西即可决然加入战线，突向莱茵与阿尔蒲斯（Alpes）方面进攻。

铁耳衷心虽不见得以为战争必不可免，或竟希望战争，但是他却决意不为之沮退。至于路易·菲利普表面上激昂之度有过于铁耳，但意中决不肯用兵，决不敢轻以他的王位冒险。他希望四强同盟解散，他相信梅赫美特·阿里之抵抗可以持久。然而无论如何，他决不任欧洲平和破坏。

英法交涉

路易·菲利普鉴于内外情势，急欲脱离孤立地位，请加入列强联合。比利时王列俄波耳特以与英法王室均有亲戚关系，当斡旋之任，他以非正式的提议，请英政府将法国加入列强团体，共同解决东方问题。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及多数大臣似均赞同此议。但巴尔玛斯登坚持强硬政策，摈斥此项提议。他以8月31日之觉书告法政府，谓法国仍可以加入列强团体，但《伦敦协约》必须绝对的执行。

铁耳内阁得此答复，积极备战。同时铁耳并且草拟最后通牒，预备向四强同盟提出，他意中将以此为开战之理由。他7月末派赴埃及的代表于同月25日得梅赫美特·阿里同意，减轻条件，将世袭权限于埃及，而叙利亚之领有权则定为终身。此代表随后赴君士坦丁堡，拥护埃及太守此项要求。铁耳宣言法国让步已大，决不再让一步。英国多数阁员闻此宣言，不无惊慌，因之倾向于改变政策。但巴尔玛斯登始终固执其对法方针。他深信梅赫美特·阿里必不能抵抗列强之武力，而路易·菲利普决不敢战，后来的事变适以证明其所见之正确。

列强之压迫梅赫美特·阿里

英内阁正争论对法方针之时，惊人的消息自东方传来。土皇之使者方持土皇命令交与梅赫美特·阿里，他的回答尚未到君士坦丁堡之时，英奥联合舰队已去封锁叙利亚海岸。9月11日，倍鲁特（Beyrouth）之要塞为舰队所炮击，伊普拉兴姆之兵撤退。3日以后，土皇发一敕令；此敕令未承认法代表的提议，而却依英公使之主使，宣告免去埃及太守之职。

倍鲁特及君士坦丁堡两处之消息传至法国，引起全国激昂。无论法国政府或人民方面，从未想到《伦敦协约》有如此急速强制执行之事。铁耳在此时尚以为梅赫美特·阿里之抵抗持久，可以给他以准备的时日。

欧洲之危机

欧洲战祸似迫在眉睫，然卒不发生，实因为路易·菲利普绝对的要维持平和。他较铁耳有远见，自倍鲁特炮击以来，已知梅赫美特·阿里抵抗之不可恃。他不肯赞成内阁提议之宣言，恐其挑起战祸。铁耳至一时提出辞表，后复撤回。他拟出10月8日之通牒，认定开战理由限于四强同盟必欲废黜梅赫美特·阿里的时候。实则此开战理由，决不会存在，因为奥国亦不愿有战事；奥政府宣言对于埃及太守免职之宣告，不过示威的手段，是无效果的；而巴尔玛斯登因受同僚之压迫，亦曾给与同样的保证。

10月29日铁耳因与路易·菲利普意见不合，辞职下野。吉佐由驻英大使入新内阁掌外交。吉佐倾向保守的平和的政策，正与路易·菲利普同。他的任务在谋法国与欧洲列强调和。他只求能稍保全法兰西面目，即可了事。吉佐间接经由比王列俄波耳特，询商英政府，是否允为梅赫美特·阿里稍改动7月15日之决议。此项交涉颇受英国欢迎。巴尔玛斯登之强硬态度在国内亦颇招攻击。然当英国内阁正望能强他让步之时，忽而东方的消息传来，证实他的所见之不差，致他容易在阁议中贯彻他的主张。此时叙利亚全部脱离梅赫美特·阿里之势力；在10月中，海岸各港几全降于英奥舰队，而内地则叛乱四起，梅赫美特·阿里不复能支配之。巴尔玛斯登欲贯彻其压迫梅赫美特·阿里之政策，更要进而侵逼他的根据地之埃及。

埃及之降伏

英国舰队在叙利亚大功告成，转而驶向埃及之亚历山大里城迫令梅赫美特·阿里降伏，否则施以炮击。埃及太守屈伏，乃于11月25日缔结一协定，约定于埃及军队完全撤出叙利亚，土耳其舰队交还之条件下，四强同盟停止对梅赫美特·阿里之攻击，而为他向土皇索埃及世袭权。但此次则土耳其政府反对此约，宣言土皇不承认亚历山大里城之协定，而只允给梅赫美特·阿里以终身权。

奥普之调停

土政府之态度，于1841年1月初已传于伦敦、巴黎。巴尔玛斯登愿赞同土政府之回答。东方问题乃成僵局，欧洲危机更迫切。法政府此时极力备战。法政府的强硬态度颇引起奥普之恐慌，尤其奥国，决不愿有战事。梅特涅以维持现状为宗旨，他想依此保守主义、平和主义之吉佐内阁，将法兰西导入奥大利政策之途上。奥大利既不愿战，普鲁士亦不敢独力冒险；他的利益是在与奥政府协力除去莱茵方面之战机。于是在1841年1月中，奥普两政府竭力谋恢复东方平和；它们望解决埃及问题，使法兰西复入列强团体。虽以俄国之反对，巴尔玛斯登之恶意，四强同盟卒依奥普之调停，采一调和办法，俾法政府能承认。1月31日它们致一通牒于土政府，劝其取消废黜梅赫美特·阿里之敕令，并且承诺世世任命他的直系子孙为埃及太守。此于法政府确是一个成功。法政府从此可以接近四强，不至损失体面。吉佐卒承受其驻英代表转来的提议，而命其在伦敦与列强开谈判，缔结五国条约。

伦敦谈判

1841年1月之伦敦谈判，进行迅速，3月中睹五国协约草案之提出。吉佐虽不满意于此约，然亦准备签字，而君士坦丁堡方面，忽有不好的消息传来。土皇以2月13日之敕令给梅赫美特·阿里以埃及世袭权，但加以限制，主张每值太守缺位，由土皇在梅赫美特·阿里之嗣续中指任新太守；土皇要求埃及征税方法由土政府规定；税额之四分之一纳入土耳其国库，埃及军队减少到18000人，而无任命上级将校之权。梅赫美特·阿里拒绝承认此种协定，法国亦宣言不能签海峡条约，东方问题之危机又现。此次则梅特涅向君士坦丁堡努力交涉的结果，4月19日得土皇发一敕令，满足梅赫美特·阿里之愿望；埃及太守之世袭依嫡系之次序；太守可任命上校以下之将校；埃及对于土皇纳一定之岁贡。5月中英法两国政府接到关于此项协定之通知。6月中埃及太守正式承受上项敕令宣布之条件。

巴尔玛斯登于此卒亦不得不让步了事，而于7月13日在伦敦缔结有两个条约：第一个缔结于英、俄、奥、普四强之间，所以宣言埃及问题之解决；第二个由此四强及法国缔结，所以保障海峡之中立。

第二次《伦敦协约》

依1841年7月13日英、俄、奥、普、法缔结之《伦敦协约》土耳其政府收回叙利亚、库列特（Crete）及阿拉伯；梅赫美特·阿里受埃及太守世袭权，立于土皇宗主权之下；列强约定在土耳其帝国平时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鞑靼雷斯及玻斯佛拉斯海峡。

第二次《伦敦协约》成立，法国复入列强团体，危机告终。亘两年间和战未定之欧洲卒免于大祸。然而均势难立，究未巩固。近东风云之险恶，在1841年以后不亚于1840年以前。无论外交家如何自诩成功，东方问题仍未解决。海峡之封锁不过纸上空文。土耳其不能自立。俄国虽在外交上胜了法兰西，但自己失去在温恰斯开列塞所得的地位。俄皇尼古拉斯意图恢复旧势，则势不免与英国冲突。克里米亚（Crimea）战役之种因，可说即伏在此海峡条约中。

第八节　明罕格拉仔会议与新神圣同盟

梅特涅改造神圣同盟

在1833年《温恰斯开列塞条约》成立之后，奥大利对于俄土关系之抱不安，不亚于英法两国。惟奥国态度较此两国更难鲜明，因奥国不愿与俄国失和。从1830年以来，梅特涅日益接近俄皇。他极不愿与俄皇反对，因他正利赖俄皇的好意以改造欧洲帝王的神圣同盟。并且他的外交方法，在稽延时日，巧避困难；此时他惟望俄皇不即时利用《温恰斯开列塞条约》，使他能对欧洲保证俄皇在东方并无野心。为使俄皇有此种让步计，他劝奥皇招请俄皇会见，在会见席上，他并且提议邀俄皇从事反对革命的大事业。实则后之一部计划，在他心目中实为其召集会议之主要目的。他想对于欧洲表示三个专制皇帝之团结坚固，决计恢复特洛白芮巴赫时代之势力。为达此目的，联络普鲁士，亦是极重要之事。柏林政府似渐要脱离梅特涅的势力。普鲁士依关税同盟制度，在经济上支配德意志。梅特涅知普鲁士行将握德意志霸权，欲阻其势力前进，似莫如招之与奥大利在反对革命的事业上共行动。

明罕格拉仔之会见

普王弗列得列·威廉与俄皇尼古拉斯同被奥皇招请会见。1833年9月（10～20日）有明罕格拉仔（Müchen-grätz）之会见，与会者为奥皇俄皇与普鲁士太子。会议的结果成立一议定书，关于欧洲各种国际问题均有决议。

关于东方问题，俄奥相约尊重土耳其帝国及其现存王室，宣言反对一切侵害土耳其主权独立之计划。凡遇《温恰斯开列塞条约》发生问题之时，俄皇愿承受奥大利之调停。俄皇不承认他自己在东方有野心，他表示无在土耳其方面发展之意。俄皇承认有一天容或有瓜分土耳其帝国之事，但他声明非与列强预先协定，决不为此。

波兰之事，亦待明罕格拉仔集会的外交家之注意。此三强约定对于他们各人分得的波兰土地，相互的保障其安全享有。

比利时亦为会见中之论题。普鲁士太子热心战争，尤其是有意与法国挑衅，此次未列席讨论。会议决定尊重此新国之中立及独立；三国政府应急于解决比利时与荷兰未了之争端。

关于德意志问题，此会议不过追认梅特涅在铁普利仔（Teplitz）会议（8月7～16日奥皇与普王会议）之提议，决定在维也纳召集德意志君主代表大会，讨议抵抗德意志内部革命之方法。

新神圣同盟宣言

梅特涅之所欲打消者，不单是德意志的革命运动，而且是全欧洲国家革命运动。在比利时，在瑞士，尤其是在法兰西，从7月革命以来，革命党麇集，为种种阴谋运动，谋推翻既存的政府。对于此无政府的团结，宁不应组织一个主张秩序的同盟以抵抗之？此则梅特涅及其他会集于明罕格拉仔之大部分政治家及君主所要即时解决之问题。神圣同盟之人所反对特力者，尤其是非干涉主义。于是他们觉得须依一正式的条约，联结起来，与之争斗。1833年10月15日，俄、普、奥三国订有一条约，形成一种新神圣同盟。在此条约中，三国皇帝承认一切独立的统治者值内乱外患之时，皆有求助于他国统治者之权利，而后者得斟酌本国利益，或予以援助，或拒绝援助。如值予以援助之时，任何他国不得出面干涉，无论其干涉之为阻害此项援助，抑为积极的取反对的行动。在缔约当事者之三强国中，有一国受他国统治者之请求起而援助之时，任何他国不得以武力来反对，否则此三国政府当视之为它们全体的公敌。此与神圣同盟在耶拉什丕尔及卫洛拉公会所持之口吻无大差异，盖完全代表梅特涅之主义者。

明罕格拉仔决议之执行

梅特涅不仅是为明罕格拉仔决议之主动者，并且当执行此等决议之任。关于东方问题，梅特涅于1833年之末，依外交上巧妙手段卒能防止俄国与英法之冲突，虽则《温恰斯开列塞条约》之成立，一时固有惹起此项冲突发生之势。他极力向英法两政府说明，至少在此时期中，土耳其帝国之独立不至受俄皇侵逼，且临时亦可依奥国之调停以保护之。梅特涅并且使俄皇与土耳其政府订立1834年1月之条约；赖此条约之力，从1828年以来被俄国占领之达溜白诸省，卒得睹俄国军队之撤去。英法两国政府乃改变态度，召回舰队，将防制俄国野心之事，复委诸外交家之手。

在波兰则梅特涅只须维持现状不使受侵略，其事业一时尚不甚困难。至于比利时问题，则他劝告荷兰国王勿再延搁荷比关系问题之解决；但他和俄普两国政府，均无意于行使强迫手段，因之荷比两国谈判尚须经过长久时日方能告成。

德意志的问题则依原议在维也纳开会处理。德意志各邦君主代表于1834年1月集会于奥都，6月中依梅特涅之提议，立一议定书，标示反对革命之原则，其主要的规定随后采入德意志邦联之法律中。此会议决定，德意志同盟总会如值德意志各邦政府与其议会发生争议请求仲裁之时，得为最后的判决；从此德意志各邦之宪法，成为具文。

梅特涅在德意志行其反对革命之处置，未有何等阻难。西欧列强对于梅特涅之压制政策表示抗议，然此亦如以前之抗议然，不过形式上的抗议；抗议之理由，是谓1815年《维也纳条约》曾保障各邦之权利。但奥大利及其与国，全置此种抗议于不顾。英法两政府亦无贯彻其主张之决心。它们对于德意志人的自由亦不觉有何特别重要关系。但是它们却不许明罕格拉仔之神圣同盟在全欧洲行其破坏立宪运动之手段。于是英法政府宣言不赞成俄、普、奥三强之政策，并且有时当极力抵抗之。法国之利益及威望特别受此同盟政策之打击，法政府乃明白警告梅特涅，谓比利时瑞士及辟德蒙原认为法国之势力范围，如果在此等国家有干涉之举动，法国将以兵力反对之。同时对于梅特涅谋将意大利组成一军事同盟置于奥大利支配下之计划，法政府亦表示反对之决心。奥政府攻击法国路易·菲利普政府，然终不敢与法国决裂。奥国恐怕真到开战之时，不能得其同盟国之援助，尤其是普鲁士之援助不可恃。因为普鲁士政府之加入明罕格拉仔关于干涉权之决议，原是不十分热心的。

英法两立宪国家之与俄奥诸专制政府对抗，不仅依主义之表示，并且实现于行为。上章所述葡萄牙西班牙两国内乱事件，适给英法两国拥护立宪运动之一个好机会。

第九节　神圣同盟之余势

俄普奥与干涉主义

1830年以后，干涉主义已不复构成欧洲公法之一部，在国际公会中不复能支配外交家之政策，然而东欧之俄、普、奥三强依然固守之者尚有20年。俄政府之在希腊事件拥护一个反对的主义，不过一时为自利的目的而然，俄皇尼古拉斯原非特有爱于希腊人而愿助其独立者；一遇利害关系变更，他即不惜复归于旧主义。普鲁士虽迅速经过内部社会的经济的改革，进居于比较自立的地位，然多少仍不免受梅特涅权力之支配，继续正式承认干涉主义。

俄、普、奥三强之在铁普利仔及明罕格拉仔会议，适在法兰西、比利时、意大利及波兰各地革命发生，与德意志内部佛兰克弗特（Frankfurt）阴谋事件暴露之后（1833年4月德意志急进党谋以炸药轰毁在佛兰克弗特开会之德意志同盟总会），会议之目的，虽在处理各种具体的国际事件，尤其是俄国与西方列强关于东方问题之冲突，然而梅特涅劝奥皇招俄普两国君主会见之主要的用意，是在联合此三个专制政府对欧洲取一致的态度，重兴神圣同盟之势力。明罕格拉仔会见结果，有1833年10月15日之俄、普、奥三国同盟条约，神圣同盟之干涉主义，于此重申出来。

干涉主义之适用

1833年宣言之主义至于1848年之革命与匈牙利之反叛，始有见诸实行之机会。但压迫一切自由主义之干涉主义继续为东欧列强所维持，则依此时期中其他重要的事变而可看出。在1835年，奥大利给财政的援助于西班牙，助专制主义之僭主抵抗立宪党，若不是因英法两国之反对态度，奥国之行动或当更进一步。在1836年因为波兰叛乱运动继续不绝，利用克拉科城为革命党的逋逃薮，俄、普、奥三强决计占领此城，而委任奥大利当平乱之任。此举不过是破坏克拉科独立之初步。1846年克拉科之独立，完全破坏。其时加利西（Galicia）之波兰人，动于民族独立之愿望，复仇之精神，开始组织革命运动，而鼓动克拉科之住民，逐走奥大利驻防军队。以此等行动之故，奥国得俄普两国同意，合并克拉科城为奥国领土。

最后在1847年，瑞士内乱问题发生，亦引起列强之注意。瑞士经过政治的宗教的扰攘者32年，卒遇分裂之危险，则因奉罗马旧教之七州组织有所谓异多同盟（Sonderbund），抵抗其他倾向进步改革之各州。梅特涅得法国保守主义的大臣吉佐（Guizot）之助，起而拥护各州主权主义，袒助异多同盟。他的行为适以致瑞士内部政争之平和妥协愈加困难，因为他使罗马旧教之各州信以为如至开战，奥法两国必送给军械以助它们异多同盟打败结果，列强（除开英国）出任调停。调停之议在1847年12月7日之瑞士同盟总会拒绝，列强乃决定开会于洛奢逖耳（Neuchâtel）以解决瑞士问题；惟英国明明不肯赞助何项干涉政策，甚至不肯派代表到会。依梅特涅所述，则其他列强关于干涉问题，意见一致，于必要之时，不惜使用强迫手段。瑞士之所以卒未遭干涉者，则因为彼时欧洲别有一极大的事变发生，即1848年2月法兰西革命。在1848年之一般革命运动中，吉佐与梅特涅两人均推倒，在各国为本国内部问题自顾不暇之时，干涉他国事情之主义亦遂无人过问。

第十节　梅特涅最后的努力

法奥之接近

英法国交既因东方问题之争执几于破坏，又为西班牙女王婚事问题所伤。英国之外援既将不可靠，法国急须别求一与国。路易·菲利普属望于法奥同盟，原来从1834年至1840年，他曾竭力图其成功。保守派的大臣吉佐与路易·菲利普皆有意再试图之。吉佐与梅特涅联络，倾向于抵抗自由运动及反对革命的政策。法政府此时已觉得自由党势力之日益增长，咄咄逼人。同时教会势力亦复兴起来，不可制伏。法政府此时正希望得一强国如奥大利者为与国，一方面可以助其抵制民主势力，他方面可以助之减少罗马教皇之恶意。

奥大利此时亦正欲接近法国。梅特涅觉得革命运动趋势表现于全欧，他的四围形势可忧。匈牙利要求自治自由之声一年一年的高。波赫米亚之斯拉夫人煽动同族举事。波兰人复开始为革命的阴谋。在奥大利领土以外，而在其势力范围，则有德意志之要求统一的民族的政府。普鲁士既给德意志以商业的统一，大有以助长其政治统一之愿望。议院势力已久压下者现亦复兴于德意志各邦，民众的暴动起于各地，在萨克逊国内则于1845年8月有重大的动乱发生。普鲁士王弗列得列克·威廉四世原不脱封建的精神，亦至不得不宣布一个宪法（1844～1847年）。在德意志西南方，则瑞士有内乱发生（1845年3月），新教徒的各州，为宗教问题，用武力对待旧教的各州。瑞士国民大多数要求为联邦组织上的改革，以遂其民主的统一的愿望。意大利半岛亦跃跃欲动。梅特涅在此种危急的形势之下，转而接近法兰西。如果法政府能与奥政府联成一气，结束坚固，则在两大强国之包围中，而又有一俄国遥为监视，革命之事或尚不至爆发。奥政府谋所以联络法政府使赞成它的政策，无所不至。但此事又成幻想。法政府势不能与神圣同盟的代表奥大利皇室完全联合。两方面互相疑忌，各有用心。梅特涅与吉佐不能绝对的协力进行。他们行此种不贯彻的政策，徒然彼此牵连，结果同归于失败。

波兰事件

在1846年之初头，英法之决裂尚未完成。然而决裂之期已近，东欧三强已觉其可以乘机活动。破坏克拉科之谋适表现于此时；此小国之独立原受1815年《维也纳条约》之正式保障，使英法两政府态度一致，其国当不至于被灭。

克拉科共和国为古波兰之最后的残迹，然而久已（尤其从1830年以来）为普、奥、俄三强之眼中钉。此国于1836年曾被三强军队占领，至1841年始睹它们的军队撤退。此国既恢复一半的自由，仍旧为波兰革命党之逋逃薮。此等革命党之实行手段虽等于零，而东欧之帝王，尤其俄皇，却似乎很惧有叛乱的阴谋发生。从1845年以来，他们即取必要的军事手段，以期一遇有警，即进取克拉科，盖依警察报告，彼处即时有叛乱发生，行将蔓延于邻省。在1846年2月19日（波兰爱国志士定为举事之期）在加里西果有小动作。然此大半系奥国政府激成，此政府久取一个恶辣的政策，煽动波兰农民反抗贵族，酿成虐杀之祸。在普属波兰地方的叛乱运动，则经捕拘多人，即行阻止。而在俄属波兰，则秩序毫未扰乱。然而东欧之三强则不待事变之终局，已决定克拉科命运。此城于2月18日被占；在3月之初，已决然作征服地看待。未几俄政府召集一个会议，4月中在柏林开会，俄、奥、普三强代表讨论处分克拉科之条件。俄国主张将克拉科归并于加里西（属奥），而由奥国略给俄普两国以土地上的报偿。奥政府对于提案表同意，惟普鲁士稍迟疑；因之会议暂行停止，约定于数星期后再开会于维也纳，在彼处则又再延期数月。

实则俄皇提议的办法之延搁不决，尚不是因为普鲁士之踌躇。此实是因为怕英法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破坏1815年的条约之保障。从3月末以后，吉佐虽不愿与奥反对，然以舆论之迫促，不得不向梅特涅提出一个通牒，声明克拉科之占据只许为暂时的。英国之阿伯淀亦取同样的行动。英国之自由党，亦如法国之自由党、急进党然，群起反对东欧列强之阴谋。巴尔玛斯登在议院中力言拥护1815年条约之必要。于是专制主义的东欧三强不敢急速决定态度。它们力辩其无他意，使西欧国家信以为此不幸的共和国迟早必回复原来的地位。实则它们正待英法两政府亲交全破之时，即将此小国在欧洲地图上抹消。此机会则无须久待者。英国辟尔内阁之推倒，与西班牙之婚事恰给它们以好机会。此等事变尚有其他的结果为它们所未及料的；因为最后的结果不是神圣同盟之复活，而是全欧革命之爆发成功。

英国内阁更迭

英国辟尔内阁于废止《谷物条例》后，不复能维持其地位，于1846年6月29日辞职。自由党复起而组织政府（拉塞耳内阁Russell Cabinet），巴尔玛斯登又出掌外交。此人对法的恶感方深。路易·菲利普疑忌之，吉佐则以1840年之事，恨之更甚。此两政府既如此之不和，一遇有交涉问题发生，即不免冲突。而此时适有一个冲突的原因存在，是即西班牙女王之婚姻事件。

西班牙婚事问题

最败坏英法国交者莫如西班牙问题。英国以历史上的关系不能忘情于伊倍利亚半岛方面的势力，而法国则以地理上的关系密切，始终将西班牙看做它的势力范围。英法两政府虽同为拥护彼代表自由倾向之女王伊沙倍耳（其母摄政）政府，反对彼代表反动主义之僭主加罗斯一派者，但它们对于西班牙利益各有各的用心，其政策互相冲突。最后加罗斯虽然失败（1840年），王位战争告终，然而西班牙内争不息，英法势力夹杂其间，互为暗斗。尤其是女王伊沙倍耳之婚事问题为英法势力竞争之焦点。法王路易·菲利普欲使伊沙倍耳于包本家亲王中求配偶，英政府则推举德意志一个王族列俄坡耳特（Leopold）与女王结婚。在1846年，英内阁改组，排法派之巴尔玛斯登入掌外交，英法之间竞争愈烈。卒之法政府之阴谋制胜，在同年7月之初头，已得西班牙摄政后（即女王之母）允许使女王与包本王家之加逖斯公（Duc de Cadiz）结婚，而以女王之妹嫁与法王路易·菲利普之子蒙藩西公（Duc de Montpensier）。此两个婚典于同年10月10日在西班牙同时举行。

此事在路易·菲利普方面是一个王室的成功，而于法国究不是政治上的利益。依随后的历史，可见其实际损害之大。英法两国外交关系从1846年年终以后，异常疏隔。

克拉科之合并

西班牙婚事致英法两国交谊决裂，其第一个效果，即在给东欧三强以自由行动之机会；它们此时已有大胆的执行它们对于克拉科之计划，再无顾虑之必要。马德里得方面之婚典举行不到数日，三强在维也纳结有一个协约；依此协约，克拉科城及其附带的地方合并于奥大利，奥大利则以加里西省中数郡还给俄普。此一举完成波兰之灭亡；此以前有名的大国至此不留一点痕迹。全欧洲舆论攻击此暴举，尤其在英法两国舆论激昂。1815年之条约竟公然破坏于东欧三强之手，虽然它们原为造成此条约之有力分子，而又是常好援据此条约者。然而此时伦敦巴黎两政府不和，不能联络一致拥护此约。

吉佐不欲与奥国冲突，而为国内舆论所迫，不得不向巴尔玛斯登提议共同向三强表示抗议。但英国外务大臣不肯取共同行动，他答以英国已经提出抗议，两国各当保持行动之自由。实则巴尔玛斯登对于梅特涅说明克拉科合并动机之通牒（11月6日），曾向维也纳致一答复（11月23日），而其答复口气，足以表示他无意为克拉科出力。

吉佐之抗议于12月3日发出，其语调较之英政府的答复为直率严重；他警告列强以破坏条约之危险的效果，但亦未表示拥护克拉科独立之坚决的态度。梅特涅觉得外交上无足畏，乃新发一通牒（1847年1月4日），重申11月6日通牒上所举的理由，以敷衍英法两政府。此后则此不幸的克拉科之事也再无人过问。

英法之竞争与东欧三强联络

英法两国既因西班牙婚事失和，此时它们所注意的处所，不在援助波兰人，而在争得东欧三强之友谊。在数月中英政府极力向欧洲表示法国将破坏欧洲均势，法政府则力辩其无此事。在此项争论中，奥、普、俄三国政府不肯加入。梅特涅不欲对于巴尔玛斯登之提议表示意见，他乃求得一趋避的巧法，而俄普两政府赞同之。梅特涅单说他对于西班牙之事无可答复，因为奥国向来未承认伊沙倍耳为西班牙女王，与她未发生外交关系；奥政府于她的婚事及其妹的婚事均没有意见表示。此项口实，无异赞成法兰西的政策。梅特涅之态度有伤巴尔玛斯登的感情，自后他对于巴黎维也纳两政府同怀忌恨。而在他方面，则法政府深感东欧诸强之好意。此诸强政府容易将法政府牵入它们政策中，而使其与英国调和不可能。尤以奥国之联络法国效力为大，因为奥国比较俄普两国需要法国之协助更大。

奥国内外之危险的情状

在欧洲政治革命运动蔓延之中，尤以奥大利为最感危险。梅特涅虽向来抱乐观主义，此时已觉1815年欧洲改造局面，现在已到处有倾覆之象，他深惧欧洲局面一旦动摇，奥大利首受其祸，奥大利国家将因此破坏。自由民族主义，是此时革命之标语。此两个主义为维也纳公会所漠视而为神圣同盟所压迫，兹则由人民公然要求实现起来。到处民众起来反抗专制政治或寡头政治；到处被压制或被分裂的种族要求民族的独立与统一。欧洲政府之畏惧此种事情无如奥政府者。在内则奥国本土有分裂之虞；在外则在它的势力支配下之邦国行将有脱离它的支配之势。哈蒲斯堡王室的臣民虽然柔顺，然已渐觉悟梅特涅之独裁主义不能再行。法律平等，新闻自由，议院保障之要求，同时起于维也纳、普拉克（Prague）及丕斯特（Pesth）。组成奥大利帝国之四五个不同的民族，各要求自治。波赫米亚及匈牙利在1846年至1847年之中，不平之声日高，要求亦日益奢，更为可惊异之现象。

德意志原受奥大利之支配，今亦显出政治的觉悟来。德意志各邦之自由运动屡为梅特涅所打破，而从1840年以后亦恢复起来。此时自由运动气势之盛可于普鲁士王之发布一钦赐宪法征之（1847年2月3日）。

而在阿尔蒲斯（Alps）方面，则瑞士虽依1815年的条约成为中立国家，然久受奥国政府势力支配。因为奥国所主张的邦联组织使瑞士内政不统一，对外亦乏抵抗力；瑞士无异仍是22个独立的小国，它们互相分立，无共同的首都，无联合权力，无共同的军队，无最高法院。从1830年以来，瑞士国民大多数谋脱离地方的寡头政治，而修改邦联组织法，以实现民主的统一的政治。而在他方面，有罗马旧教的7州，反对改革，组织所谓异多同盟以抵抗其他各州。瑞士内乱又将牵动欧洲均势问题。

奥大利既关怀瑞士之内乱，对于意大利方面之骚动更要注意。在此方面，形势更危险，革命运动趋于极端，已不是如1820年及1831年的时候之限于局部的事变，而是一般的蔓延于半岛全部。半岛人民抱有同一个情感，即驱逐奥大利人。梅特涅此时仍称意大利是一个地理的名词，意大利人自身却已觉独立统一之机会成熟。意大利一旦解放，统一如何实现？其将如多数人所希望依联邦组织以实现乎？抑或如少数有识的人士所主张，仍于君主政治之下实现乎？抑将依玛志尼（Mazzini）之主张，以罗马为首都，组成一民主共和国乎？此皆是将来的问题。而在目前，则意大利大多数要求意大利各邦之君主与人民联合，始则赋予自由，以巩固其团结，后来再一致对待共同之仇敌。尤其是对于罗马教皇很属望，他们望教皇首先示一模范，其他各邦君主必追随他。新教皇辟斯九世（Pius Ⅸ）颇能容纳自由主义的改革，各邦君主渐仿行教皇方针，容纳民意。烈普耳王与玛迭洛公虽犹不肯让步，而塔斯加尼大公已承认新闻自由。萨地尼亚王查尔-阿倍（Charles-Albert）渐觉悟萨瓦王室在意大利之使命，意大利革命之军事上指导当由他任之，教皇仅能任精神上的指导。联邦之思想已表示有实现之望，罗马教皇、塔斯加尼、萨地尼亚三政府订结有关税同盟，似将为政治同盟之先声。

奥法两政府与革命运动

奥大利在1846～1847年中，直接受革命运动的侵逼最甚。在此种危险的境遇，奥政府所可抉择的与国亦复有限。英政府在巴尔玛斯登支配之下，与其援助奥政府，毋宁谋害之。俄国此时亦不能恃作援助。俄皇尼古拉斯虽有意共同抵制革命，但此时他尚不信危机迫切，并且他未始不乐睹奥政府牵制于西方乱事，使俄政府得自由行动于东方。至于普鲁士政府则对于意大利事情不感痛痒，惟关于瑞士问题可望其共行动。然在德意志，则普鲁士实为奥大利之敌，因为德意志民族如果统一，必在普鲁士指导之下。

所余的惟有一个法兰西，此则梅特涅所极欲联络，而对方亦适愿与奥国结托者。路易·菲利普及吉佐之畏惧革命运动，不亚于奥皇及梅特涅。法政府已忘其起源，而背反民主主义，依赖财产阶级之寡头体以行统治；对于铁耳等要求之温和的国会改革案悍然摈斥不顾。如果莱茵、阿尔蒲司方面乱事爆发，势必蔓延到法国。而且革命成功的结果，不免新发生几个统一的国家，至少有德意志与意大利两国，在政治上均难免于法国不利。吉佐与路易·菲利普更觉有抵制革命之必要。吉佐表示在原则上，在一般政策上，与梅特涅意见一致。

然法奥两政府之间要真有协商存在，则单是两国愿意共行动尚不足，必且要无阻力；假设两政府均无完全的行动之自由，不能全然相助，双方的信任心势难长久存在。且如果有一大国，公然鼓励革命，爆发且当更速。后来的事实恰是如此。

法奥协商之无力

关于德意志之事，奥政府却不愿公然受法兰西之助，梅特涅谓恐因此激怒德意志全体人民；他的希望是在法国暗中援助，然此则法政府所不乐为者。因之法国于此实际不给奥政府何等助力。奥政府孤立无援，日益失其地位，而同时仍未能免勾结敌人侵害母国之责难。

在瑞士，则吉佐与梅特涅同助异多同盟及旧教党（Jésuites）。他不认瑞士同盟有不经列强同意，自由更改1815年所规定的宪法之权。在边鲁（Berne）之同盟总会未取强烈的决议以前，梅特涅提议法奥共同出兵干涉。但法政府不似梅特涅对于此事有行动之自由。法政府于此须顾虑议会、新闻、舆论之反对。因之吉佐向梅特涅秘密提议一个巧妙的方法，即：奥大利出兵为反对革命的行动；法国议会必定要求法政府出兵抵制奥国行动，法国即可以此名义出兵；而一旦两国共同占据此邦，即可共同执行他们的政策。但此则梅特涅疑为法政府欺人之计划，不肯承认；而另提一议，即：两政府照会瑞士，声明它们不许瑞士同盟总会得侵犯各州之自由，更改1815年之宪法。法政府仍不敢赞同此议，而主张以五强（包含英国）共同名义向瑞士抗议。但巴尔玛斯登虽不正式拒绝，而亦不表示明白的态度，故意稽延时日。在列强交涉迟滞不决之中，瑞士之急进分子增其气势。同盟总会于7月5日开于边鲁，20日宣告解散异多同盟；数日后命放逐旧教党。此后则惟有执行之问题。

即在意大利方面，梅特涅与吉佐亦互相牵制。他们对于1815年条约所限定之政治区划之保全，虽然意见一致，但关于妨害自由制度之成立，则所见各异。路易·菲利普的政府之反对民众革命，与奥政府同。他不愿民主政治得势于意大利诸邦，且不愿议院政府制完全树立。但他颇鼓励各小邦君主施行行政上的改革，以期合于近世社会的精神，然梅特涅则极力阻害之。法政府不愿奥政府垄断意大利霸权。所以在意大利亦如在瑞士然，法奥两政府之反革命政策无力量。

英国之赞助革命政策

法奥势力相消，而在他方面则革命运动从一大国获得有力的援助。巴尔玛斯登虽在本国不表同情于急进主义，而在外国则不惜鼓励之，以妨害吉佐与梅特涅的政策。英政府在德意志方面赞助革命不力，容或是因为在此方面法兰西无大势力，亦或是以为德意志之统一于英国利少害多。然在瑞士及意大利方面，则英国的政策在积极谋革命之胜利。

在瑞士方面，巴尔玛斯登采狡猾的政策以欺吉佐。新教的诸州正在准备执行总会决议之时，巴尔玛斯登极力拖延法政府提议共同抗议之谈判；嗣复不肯签字，而仅自任在瑞士同盟政府与异多同盟之间当调停之任。法奥两政府不信英国能持公平态度，不肯赞成其议。英政府仍然派阁员明铎卿（Lord Minto）赴瑞士（9月），表面上负有调停任务，实际为鼓励同盟政府而去。此使节之至，适以坚瑞士急进派执行他们政策的决心。他们深和奥大利注全力监视意大利方面，非得法国协力必不敢攻击瑞士；法国非恃有英国之同意亦不敢动，而英国则完全对于瑞士同盟表示精神上的援助。于是瑞士同盟总会重行集会，从10月24日以后，调动大军，攻击异多同盟。29日旧教的7州与同盟总会决裂，宣言抵抗到底。8日以后，同盟政府正式宣战，11月10日开始战斗。

法奥两政府原来久已谋对于瑞士两派之争执，提起欧洲的干涉。但它们久为无益的交涉，枉费时日，而在危急的时候，巴尔玛斯登复行其狡计，使之坐误时机。吉佐从11月4日以后，提议命双方交战团体停战，而受五强的仲裁。此项提议合于神圣同盟之精神，即时见采于奥普两政府。俄皇之赞同亦不容疑。惟英国的态度独异。此时巴尔玛斯登之手段，更在稽延时日；他一面鼓励瑞士同盟政府在军事上迅速进行，一面延缓外交谈判。10日以后（11月16日），巴尔玛斯登始回答吉佐，另提一议，主张在伦敦开会议，而解决瑞士问题之条件，为解散异多同盟与放逐旧教党，法政府反对此议。驻伦敦之法国大使与巴尔玛斯登重开谈判，结果议定一照会，然时已11月26日，异多同盟已经到处战败；29日7州之最后1州亦降伏。迨至30日，瑞士同盟政府始接到列强调停之照会。而此照会仍仅以法、奥、普三政府之名义提出，巴尔玛斯登声明调停已非其时，瑞士问题已经依武力解决。革命在瑞士完全制胜，英政府外交政策成功。

英国外交之成功不仅在瑞士，而在意大利成功尤大。明铎卿于10月赴意大利。英国在意大利诸邦代表久已极力破坏法国信用，只为与奥政府共谋反对革命。他们使意大利爱国者信赖英国为唯一的友国，不仅给意大利革命以精神上的助力，且在必要之时，尚可供给物质上的助力。明铎卿之抵意大利，更为英国助力之好保证。在1847年之末，意大利全土有动乱之征兆，而首先爆发于南部。叙叙利受英人之激励，从1848年1月12日以后，发生动乱，蔓延到烈普耳，国王至不得不退让，而于2月11日公布一宪法。自此以后，意大利全土之君主感觉有不能不让步之势。

法奥之态度

在此革命运动之危机中，法奥两政府将何以阻制此运动？它们既不能共同行动，又不敢独力冒险。梅特涅不信任法政府，必欲法国与奥国同时取一致行动。至于吉佐，则明知国内反对势力之增强，王室之濒于危险，一旦革命在意大利成功，不免波及法国。他极欲恢复半岛之秩序，但他不敢公然与奥大利共行动。迄于2月24日，法奥两政府对于意大利革命尚未取何等重大的手段。此时它们尚谋恢复在瑞士之势力，法、奥、普三政府照会瑞士同盟，命其将异多同盟、旧教党问题及联邦改革问题交付仲裁；它们且准备兵力重占瑞士。

但此老外交家之计算，卒为一大事变根本破坏；此项事变他虽屡预言，然不料其发生如此之速，是即法兰西之二月革命。1848年2月22日动乱起于巴黎，24日路易·菲利普退位出亡。自此以后，瑞士事件在外交上不成问题。所有欧洲王室均在危险状态之中。民主主义、民族主义30年以来为君主所压伏者，行将到处打破障碍，在欧洲发挥新命运。神圣同盟之时代告终，革命之时代开始。



第六章　法兰西二月革命与欧洲一般革命运动

第一节　二月革命之意义

路易·菲利普政府之弱点

路易·菲利普政府自成立之始已露出弱点，其基础极不稳固。1830年之革命本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路易·菲利普乘此机会取得法兰西王位，他受议员的拥戴，但无民主的后援。他的政府依少数之中产阶级以维持，已经日渐在急进派（共和党、社会党）之攻击中。加以保守主义的吉佐执政之八年中，内政上施行反动的手段，对外则追随奥大利，倾向反动政策，有外交软弱无能，丧失法兰西威望之咎。路易·菲利普的政府完全不洽人望，反对方面的势力日增。一旦暴动起于巴黎（1848年2月22日），不仅吉佐下野（2月23日），即使国王自身亦仓皇退位出亡（2月24日）。

第二共和之成立

法国议院不能制止革命的潮流，共和党及社会党劳动阶级之人同时组织临时政府，其一设于众议院，其他设于巴黎市政厅。卒以共和派首领拉玛丁（Lamartine）之应付有方，使两个临时政府机关合为一体。他们于2月24日宣告法兰西为共和政体，决议召集国民议会，制定宪法。在第二共和之最初两月中，法兰西政权操于临时政府之手。

临时政府之对外政策

二月革命起后，欧洲视线集于巴黎。法兰西原被视为革命之策源地，此新成立的共和政府果不发挥宣传的精神，进而煽动各国人民起来为解放运动，破坏1815年之条约乎？这是欧洲各国政府所极注意的问题。一时世人颇疑临时政府必出此举。因为此临时政府不似路易·菲利普政府有充分持重之动机。并且当时法国如出此举，成功亦似甚容易，因为一切受压制之民族均将应声而起。为反对神圣同盟而起之战争，在法国国内必很有人望。但在他方面，则反对的理由亦充足。临时政府尚未从国民正式受有使命，无令法兰西从事此重大的行动之权。法国兵力此时尚不足以积极作战。并且法国在道义上虽可拥护一切民族之自由独立，而在政治上不见得民族独立之事即有利于法兰西；法兰西果有何利益必援助意大利人德意志人之统一计划，在法兰西邻境造出两个强大的国家？此等国家固不免为法兰西未来之敌国。然则临时政府究取何种态度以应付时局？

临时政府之宣言

从种种方面慎重考虑之结果，法兰西第二共和之临时政府觉得对欧洲应取平和的口调。但他自信亦应同时表示拥护法兰西的权利之决心，及其对于各国人民方面的同情。于是3月5日拉玛丁发出一宣言（拉玛丁从2月24日起主持临时政府外交）。他宣言法兰西之宣告共和，不至危害何种政体；战争不是法兰西共和政府之主义；1815年之条约为法兰西对外关系之基础及其出发点。但拉玛丁之承认1815年之条约，并不是承认一个权利，而是承认一个事实。他并且重申非干涉主义，允不煽动他国人民革命，但不许外国干涉他们自动的解放运动。

外国政府之状态

3月5日之宣言究仍不能使外国王室安心。英国政府乐于睹路易·菲利普之推倒，而见比利时方面之安稳，容易承认法兰西新政府，然而其他君主国家则起初对法政府怀疑忌。但它们亦未有余裕可以联合反对此政府。不到数日，革命爆发于全欧洲，各国君主已皆自顾不暇。对于此欧洲一般革命运动，法兰西共和政府起初并未有直接的助力，并且全立于局外。实则八年以来，欧洲一般革命运动醖酿已久，1848年之法兰西二月革命不过与以刺戟而速其发动；意大利革命固已先法兰西革命而发动（1847年之末）。

第二节　欧洲一般革命运动

欧洲一般状态

1848～1849年之欧洲动乱，其情状各处不一。在已经多少享有自由的国家，民众运动比较不甚激烈，政府比较少受侵逼。瑞士免于外国干涉之危险，卒得安然制成联邦宪法，达到改造目的。在荷兰比利时两国君主顺从民意，一时尚能使人民满足。在英国则急进党运动（Chartist Movement民宪运动）与青年爱尔兰党之阴谋容易为政府所制止，未至发生大动乱。在西班牙，则女王政府不仅能制止急进党，并能打平加罗斯党之起事。而在其他人民愈受压制之地方，革命之气势亦愈盛。但其制胜之程度在各地亦不相同。波兰人要求他们的权利，然不到数星期即被克服，从3月以后，俄皇的军队集于瓦塞，使波兰人不能动。而在4月与5月，奥普两国君主容易以武力打平其治下波兰地方的动乱。但意大利与德意志则不容易制服，1848～1849年的革命运动，以在此两国气势为最盛。

意大利革命运动

在1847年之末，意大利革命已开始，及闻法兰西共和政府之树立，气势更张。君主之尚未顺从民意者亦急于退让。1848年3月4日，萨地尼亚王阿耳倍发布《根本法》（Statut Fondamental），其内容几全似1830年法兰西的宪法。数日以后，教皇辟斯九世亦取同一之手段，（3月10日至3月15日。）自由、独立、统一之声彻于全意大利。到处爱国志士投袂而起。一般人民仰望萨地尼亚领袖国民，驱逐奥大利势力。阿耳倍虽久准备兵力当此重任，但见奥大利方面防御亦甚严，一时取持重态度。随后维也纳革命事起（3月13日），影响及于意大利北部。从3月16日至22日威尼斯发生革命（由国民党首领玛林Manin主持），驱逐奥军，组成共和国，以待与意大利他部联合；米兰亦起革命，摇动全伦巴多。同时玛迭那公与帕玛公均被逐出国。到处叛乱的人民属望于萨地尼亚王阿耳倍之指导。3月24日阿耳倍发表一个宣言，檄意大利人共起而争独立，而自任统帅，带领军队前进。2日以后，他入米兰。4月中屡次追败奥军。北部意大利全体响应。塔斯加尼大公虽属奥人，亦派兵为助；教皇派兵断奥军交通；烈普耳王亦派舰队救威尼沙，而命老将丕白（Pepe原为麦拉之部将）率2.5万人向威尼沙前进。一时奥大利帝国军队似绝对失势。

德意志革命

在意大利各地自由运动得势之时，民主势力亦制胜于德意志各小邦。在2月之末，3月之初，德意志同盟之君主，几无不迫而承认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到处宪法成立。佛兰克弗特之同盟总会取消1832年与1834年之反动的命令。最重大的事，是有若干爱国者自行集会于海德堡（Heidelberg），发议召集一个“预备国会”（Vor-Parlament），于31日开会，其使命在使德意志举出一个国民会议。此事得全德意志之欢迎。梅特涅方思有以抵制此项自由运动，而革命事变进行迅速，有非外交家之力所能支配者。奥大利之力不仅不能支配意大利与德意志之形势，即使奥大利本国秩序亦不能维持。奥大利王室自身即要屈伏于革命。

3月13日全维也纳举事，要求自由。数时间的战斗给民众以胜利。奥皇菲地兰鉴于形势危险，决计牺牲此40年来主持奥政之老政治家梅特涅。（梅特涅去职，仓皇逃至荷兰，旋赴英国。）后继政府以奥皇名义允诺发表一宪法。奥帝国之德意志地方大为庆幸。但匈牙利人向来要求他们的国民的权利，不以此为满足，奥政府至不得不给以一个独立的政府，而给丕斯特（Pesth）之立法部以无限的权能。帝国内之斯拉夫人自以为特别构成一个民族，要求宪法的权利，而此懦弱的皇帝亦不能拒绝之（3月28日至4月8日）。

革命运动不限于奥大利，即在普鲁士亦不能逃此危机。从3月15～19日，柏林陷于流血的惨状。普王弗列得列克·威廉四世全然让步，组织自由党政府，而召集“全级会议”，定于4月2日开会，通过选举法，以选举国民议会。

维也纳柏林之形势已如此，再无政府可以反对预备国会之召集。此会从3月31日至4月4日开于佛兰克弗特，决议国民会议依普通选举制由德意志全体人民选出，其使命在依君主政体组织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而国民会议必为主权的，换句话说，其制定之宪法不必交德意志同盟各政府认可，此是完全破坏神圣同盟之主义。

第三节　革命运动之结果

革命运动之挫败

在1848年之革命运动中，民主势力一时似有完全制胜之望。但卒之胜利变为挫败。不仅在法兰西之共和政治最后推翻，英国之急进党运动即时失败，而动乱最盛之意大利德意志两处，其革命亦卒为反动势力所打平。

奥大利内乱之压伏

在奥大利领土内最重大的动乱，于普拉克（Pragne）、维也纳、丕斯特之流血惨状中打平。波赫米亚之革命一时似告成功，及极端的自由党不满足现状起而谋乱（1848年6月12日），给奥军统帅以打破革命之口实（7月15日）。而在奥大利本部，民众运动亦自招破坏。1848年4月25日，奥皇发布一宪法，其基础为普通选举。依此基础举行选举，斯拉夫人在议院占多数。此事非维也纳之革命党人所愿，他们不肯放弃德意志人在政治上的优势。在国会开会之时（7月11日），他们多方妨害议事之进行，而煽动维也纳市民攻击斯拉夫的议员。奥皇及斯拉夫议员均不能不逃难。奥军即以行于波赫米亚之手段施于维也纳。匈牙利之革命带有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之两重性质，其乱较大而较久。匈牙利人于哥修特（Kossuth）鼓励之下，奋力为独立战。但奥大利政府既得库洛特人（在匈牙利治下，要求自由不得）之内应，而复得俄军之外援，匈牙利革命卒全然打破（1849年8月14日）。在此动乱中，奥皇菲地兰让位于其侄佛兰西斯·若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

德意志国民议会之失败

在德意志之自由运动，失败更见滑稽。国民议会开会于佛兰克弗特（5月18日）。此议会于种种争论之结果，卒决议设立一民主主义的德意志帝国（置奥大利及其他小国之反对于不顾），而以帝国首领之位奉诸普王弗列得列克·威廉四世。但普王不肯以其神权的王位换民选的帝位，拒绝此项交涉。统一之计划因此全然挫折，国民议会消灭（6月18日被瓦颠堡政府强制解散），原来的德意志同盟复立（1851年）。

意大利革命之失败

在此悲惨的1849年，意大利革命之失败恰与匈牙利独立之失败同时。奥大利同时在此两处制胜，但匈牙利之事得力于一个专制政府（俄国），而意大利之事则有一共和政府（法国）共谋。其始意大利三个爱国党于教皇辟斯九世、萨地尼亚王阿耳倍及玛志尼各人之统率下，协力驱逐奥大利人。不久内部分裂，自相敌视。教皇见共和党之非宗教的色彩，而恐奥大利全然放弃罗马教会，乃自行抛弃国民运动（1848年4月）。阿耳倍误着戎机，在科司托札（Custozza，1848年7月25日）及在罗洼那（Novara，1849年3月23日）之战，大遭挫败，不得不让位；玛志尼（加里巴耳的Garibaldi与之联合）消磨其精力于罗马之共和政治的试验。（教皇于1848年11月逐出此城。）法兰西（在路易·拿破仑之治下）派兵入意大利拥护教皇。罗马于1849年7月为教皇所克复，玛志尼及加里巴耳的出亡。同月威尼沙亦被奥军收服。意大利之自由解放运动一时中止。

法兰西之路易·拿破仑虽协同奥大利在意大利中部实行反对革命的运动，而却有一事，有助于民族主义及自由。萨地尼亚王阿耳倍之子耶玛溜之能于败后与奥言和，获得比较有利的条件（1849年8月6日），实赖路易·拿破仑与英政府合力调停之力。在意大利屈服于外国压制下，呻吟于反动政治之期中，萨地尼亚新君耶玛溜独以其王国为自由之根据地。此后意大利民族属望于他。

未来的问题

1848年之欧洲总革命如此结局。在此时期中，于许多动乱欣望之后，人民到处战败；帝王到处得胜。但他们的胜利与其说是实在的，毋宁说是表面的。欧洲重大的问题尚待解决，而其解决惟在求诸自由与民族主义。


第二编　民族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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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时代与上述之正统主义时代有几个最显著的异点。在第一个时期中，在欧洲各国，尤其在比较发达的中欧西欧国家几皆有继续不断的骚动，发生许多革命乱事。在第二个时期，虽然在波兰、希腊（1863年）有革命，但除开巴黎之流血的暴动以外，西欧比较发达的国家，无论大小，免于内乱。而在他方面，则在第一个时期，即1815年至1850年之中，文明国家相互间未有正式的战事。然而其次一时代，则大战争迭见。有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 1854～1856年），有意大利战事（1859～1860年），有普奥对丹麦的战事（1864年），有普奥战争（1866年），有普法战争（1870～1871年），有俄土战争（1877～1878年）。此种种的战事都是直接间接起自民族统一独立运动，而1863年之波兰革命亦起于同一的原因。为此时代之支配的因素者，已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此时代政治活动之中心在民族运动，民族主义为欧洲外交之大动力；此时代中支配欧洲政治之拿破仑三世与前一时代之梅特涅于此在外交上正立于相似的地位，即后者为正统主义之拥护者，而前者则为民族主义之提倡者。

第七章　民族统一运动与欧洲政局

第一节　拿破仑三世之政治野心

法兰西第二共和

法兰西第二共和宣告于1848年2月24日，继续存在约五年，而代以第二帝国；此帝国之开始在1852年12月2日。实则第二共和的生命尚较此为短。1848年之宪法，已于1851年12月2日推翻，而在共和政治存在之最后12个月中，法兰西实支配于路易·拿破仑之独裁政治下，所缺者惟一帝号。

第二共和成立之初，即有温和党和社会党之争斗，而引起巴黎流血之惨。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温和党制胜，法兰西人表示对于社会党政策无同情。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4日开会。国民议会之讨议共和宪法，适在其对待巴黎社会党暴动之战斗中；宪法卒于11月4日通过。此宪法设一院制之议会，而以一独立的行政部抵制之，行政首长之任期为四年，由人民总投票选举。当选为此重要之共和政府首长者，为拿破仑大帝之侄路易·拿破仑。此项选举之意义极为重要，而其所生政治上的影响亦极重大。

第二帝国

路易·拿破仑之当选，可说是得力于他的名姓。法兰西在包本王室之反动政治时期中，在路易·菲利普之沉闷的、不光荣的政府下，渐增长崇拜拿破仑心理。拿破仑大帝的思想事业，成为法人想望之中心。拿破仑自己在圣赫列那岛时代（1815～1822年）亦曾述其怀抱。他说，他的帝国所依据之主义及其生平所谋实现之理想，为民主主义，民族主义，平和及宗教。拿破仑之此项思想，后来大为路易·拿破仑所阐扬，他在1839年曾刊行有一书，名为《拿破仑的思想》（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此新共和国之总统概括他的信仰，说（1849年10月31日）：拿破仑之名，即是一个完备的政纲：此名代表秩序、权威、宗教；在内人民之福利，在外国民的威望。为实行此政纲，首先要废除1848年限制总统任期为四年之规定，因为职任非永久则不能有为。此项促成专制倾向之主张，大为新选出的立法议会所反对。路易·拿破仑以光荣号召军队，以繁荣及社会改革诱无产阶级，而得其赞助，乃依武力破坏立法议会（1851年12月1日），而依人民总投票，取得一新宪法。在此新宪法中，总统任期定为十年，总统之权力高出于立法行政两部。以后只须一变其名，即可将共和改成世袭的帝国；而此项变更，则于一年以后，再依一次人民总投票安然实行之。第二帝国宣告于1852年12月2日，共和总统路易·拿破仑，乃以拿破仑三世之名号称帝于法兰西。

拿破仑三世之政策

拿破仑三世自知其帝政之是否能长久，全视其政治成功如何。法兰西在内要求社会安宁，行政改革；在外则要求收复在欧洲已失去的威望，恢复光荣，及一强硬的外交政策。法兰西之国民精神复表现于雄长欧洲之希望上。最初四围情势，使拿破仑能满足此希望；八年之间，一切情势似利于他及他的王室。他压平社会党的动乱，奖励工商业，执行公共工事，维持光耀的宫廷。为罗马旧教的利益及拥护法兰西在东方之势力，他从事于克里米亚战争，卒以巴黎会议（1856年）收得胜利。法兰西首都复成欧洲外交之中心。为民族的利益，他极力助塞尔维亚与罗马尼亚脱离土耳其羁绊；他并且以兵力助意大利驱逐奥大利人（1859年）。他迫奥皇佛兰西斯·若瑟夫永远退出伦巴多及帕玛，以之交与萨地尼亚王国。1797年之光荣，似已恢复。最招恨的1815年的条约已被破坏。法兰西复自居为欧洲之仲裁人。意大利人为得拿破仑许塔斯加尼、玛迭那等地加入萨地尼亚王国，不得不举萨瓦及里司（Nice）两省以让之，于是在1860年法兰西国境扩张，新领土加入，使它再在阿尔蒲司方面恢复天然国境。在1860年，拿破仑三世之权威，达于极顶。从1860年以后，形势渐不利于他。他提倡许多主义，彼此不相容。他说帝国就是平和；但平和是与争光荣、破坏条约、扩张法兰西国境、树立欧洲霸权之思想势不两立的。帝国政府依据人民主权，但此与皇帝独裁制度不能调和。帝国拥护民族主义，于是有增进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之义务。但如铁耳所云，统一的德意志必为法兰西之害；又如帝后友坚尼（Eugenie）所道破，统一的意大利必掠夺教皇，而此则罗马旧教的法兰西所要防护者。于是在德意志与意大利，拿破仑为相冲突的势力所累，对于此等势力，他既不得调和，又不能支配。从1860年以后，他对于国内外的事情，均失其支配力。在法兰西则自由运动渐起，他迫而让步，已危及他的权力及拿破仑主义。在外则他的政策，更是迭次失败。1863年波兰人求助于他，对俄皇为民族的反抗；他的公平而强硬的答复，使波兰人误信可靠他的帮助而不惜激怒俄皇；卒之他未能以行动实践所言，俄皇漠视他的照会，而压平波兰人。次年他干涉墨西哥的事，派兵渡大西洋；及美国南北战争结束，法军乃不得不退回欧洲。然而他的失策尤以在意大利德意志为最甚。因为此等失策之结果，不仅他自取灭亡，并且累及法兰西。

第二节　克里米亚战争与巴黎会议

第一项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

东方问题复起

克里米亚战争与巴黎会议为拿破仑三世对外关系上最得意的事。此事变不仅增高法兰西之政治地位与光荣，并且使维也纳会议以后多年平凡沉滞的欧洲政治忽呈大活跃的气象。克里米亚战争之近因，虽在俄法之互争圣地教民保护之权，而其真正的原因，还是在此传来的东方问题之纷纠，与俄皇侵略土耳其帝国的野心。

自1822年至1841年之间，东方问题之扰攘不绝者20年，自此时期以后，东欧一时得享安宁（1841～1852年）。年少的土皇阿蒲德-美的得有余裕整理内政。在土皇各种改革之中，有一件关系最重大而根本的推翻土耳其传习的政策，就是，土皇宣言对于各种不同的教派，概不歧视，无论是回教徒、犹太教徒、耶教徒，均平等的受皇帝之保护。如此开明的思想付诸实行，不免招国反动党的反抗；反动党的势力极大，他们认此举为违反土耳其帝国的根本法，而谓回教徒与耶教徒之同等待遇，不但不能消除不平，并反以增长属下人民之不安，而鼓励永久的动乱。实则教派争斗较前益烈，各派竞求助于外部的保护者：正统派教徒求助于俄皇；罗马旧教徒求助于法兰西；少数的新旧徒倚赖英国。

法兰西对于土皇领内耶教徒保护权

克利米亚战争之最近的主动者为拿破仑三世，此不容争。在1850年，他已热心赞助近东的罗马旧教徒之利益。1852年，他训令驻君士坦丁堡的法国大使拥护拉丁僧侣，监护帕莱斯丁的圣地之权。法兰西及其被保护的教徒之地位，已正式经1740年5月28日之条约保障。不过从大革命以后拉丁僧侣疏忽其监护圣地之义务，希腊教徒起而代之，而得法兰西之默认。

拿破仑三世之在国内得势，得力于教会之助不小。他为永久维持教会之助力，乃谋在国内外取利于教会势力之政策。近东利益之保护，在法兰西已成300年的外交传习。法国在东方之威望，曾因路易·菲利普之外交无能大为坠落。法兰西在外交上坠落于如此地位，全与拿破仑的光荣思想不相容。拿破仑三世欲复行实现此项思想，法兰西外交之传习，适指示以方向。加以关于本身的事，拿破仑三世亦与俄皇不和：俄皇始终歧视拿破仑三世，不肯对待他以君主相互间的礼节。

俄罗斯的地位

在东方问题上，法兰西之威望受损于巴尔玛斯登之手，俄国之威望亦未尝不受损失。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罗斯有两个大目的：对于土皇的耶教徒臣民为保护者；支配玻斯佛拉斯、靼鞑雷斯海峡。此等目的在1833年缔结《温恰斯开列塞条约》之时，可谓实际达到。而此条约则在1841年为巴尔玛斯登所破坏。

英国的政策

英国深感觉法国为埃及保护国，或俄国为土耳其保护国那项事势之危险。防制法俄在东方之独占权，实为通19世纪前半期英国东方政策之主旨。英国所主张的原则是：近东问题惟有欧洲列强协调可以解决。它极力谋维持此协调，而在维持此协调之中，不知不觉的，助成民族主义成长之机会。

德意志及意大利之地位

奥大利对于东方问题关系密切，但此时别有用意。哈蒲斯堡家之领地，方才脱离1848～1849年之危机。以俄皇之助力，始得保有匈牙利，此时奥皇之政策完全与俄皇相同。普鲁士从梅特涅得权以来，对于东方问题未有独立的活动。统一的意大利尚未造成，但他日手造意大利之人，一日执权，即断定将来之意大利于近东问题之解决有重要的关系。然在此时则此问题之处决，全操于俄皇尼古拉斯、拿破仑三世及英国政府之手。

圣地之监护权问题

拿破仑在1850年关于俄皇保护下之希腊僧侣侵夺拉丁僧侣势力，已表示抗议。1851年之政变成功以后，拿破仑的权威更张，其驻土大使洼列特（Yalette）敢于在君士坦丁堡关于拉丁僧侣对圣地之监护权问题为严重之交涉，其结果则土皇乃依1852年2月9日之敕令，承认法兰西之权利。一时法兰西要求满足，而俄皇政策未达目的。

俄皇之特别使节

1853年3月，俄皇派缅什可夫（Menschikoff）亲王赴君士坦丁堡，其使命不但是在求得关于圣地监护问题之满足解决，并向土皇要求以正式条约承认俄皇对于土领内正统教派人民之保护权。关于圣地问题，俄皇之理由甚强；反之，而他对于希腊教会保护权之要求，则是将《库恰克-开拉齐条约》中及其后俄土两帝国之条约中所载的空泛不定的协定，滥事扩张。

英国反对俄国之态度

自英政府视之，俄国使节缅什可夫之对土要求，凡顾体面重独立之国家决不能容纳；如依俄国所要求，是正式给外国以干涉土国内政之权利。英国政府对于俄皇对土之要求表示反对。缅什可夫在君士坦丁堡之行动为英国外交所妨害。从4月5日以后，英国大使雷得克利夫（Lord Straford de Redclife）回君士坦丁堡任，外交形势顿经一个大变化。

俄政府计划之龃龉

俄皇敢于对土耳其政府为此过分的要求，因为他自信在外交上有所恃。奥普之守中立（或甚至与俄同盟），是他久以为可靠的。惟有英国的反对，是一件可顾虑的事，因之，他于实行他的政策之先，曾费踌躇。单对法兰西一国，是不足畏的；法兰西而加以英国之援助，却是不可等闲视的事。然在1853年之开始，俄皇乃信英国必不来妨害他的政策之执行，甚或可望其为助。英国内阁才更迭，新内阁中虽有拉塞耳（Russell）、巴尔玛斯登诸人颇嫉视俄国之野心，然他们在政府不占重要地位；主持外交之克列连敦（Clarendon）及其多数同僚，如格兰斯顿（Gladstone）者，都是绝对的平和派；而新内阁之首相为阿伯淀更是俄皇之至友。在英国国内舆论亦久反对一切战争之主张。俄皇且知此时英女王维多利亚不十分对拿破仑表同情。因之俄政府坚信英法联合不可能。俄皇正极力联络英国。在1853年1月（值缅什可夫赴土正待成行之际）及2月（时值缅什可夫将抵君士坦丁堡），俄皇向英政府为一突飞的交涉；自彼视之，其交涉无论成功与否，均便于俄国计划之执行。俄皇连续几次与英国驻俄大使西摩（Hamilton Seymour）会见，明言土耳其在垂死的状态，提议英俄两政府协定继承问题。但无论英国或其他列强均不得领有君士坦丁堡。俄国亦不永久取有此城，不过他有暂时占领之必要。至于其他土地，则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依旧构成一国家，受俄皇之保护；塞尔维亚保加利亦可取得同一之地位。为抵制俄国此项利益，英国可合并埃及与库列特（Crete）。

缅什可夫在土之活动

在俄皇与英国大使谈判进行中，缅什可夫已抵土耳其。但俄皇在未确定英国意向之前，不肯公然表示其训令之主要部分。在俄皇之意中，以为如英国赞成他的主张，他即可立时致此病夫于死。然如英国不同意，他即可以单独进行，依直接对土谈判，取得东方势力。英政府必然最后尚误于表面的形势，无所动作，终当遇着一个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即土国之完全屈服于俄国势力下。英国彼时虽起而抗议，亦将无效用。此是俄皇之确信，但后来的事实未如他所想望的。

英国之拒绝俄皇提议

英政府拒绝俄皇此项秘密提议，停止谈判（1853年3～4月）。因为有俄皇与西摩之会谈，英政府对于俄皇之用意，更怀疑虑。法兰西政府虽未与闻秘密，但已猜到，而从2月以后，即向英政府揭破之而大施攻击。未几俄皇之意向暴露出来，此从不是由于俄政府之自白（俄政府始终否认对于缅什可夫之秘密训令），至今是由于缅什可夫自己之示意，而尤其是土耳其国务员之泄漏秘密。缅什可夫于2月28日入君士坦丁堡，随即要求撤换排俄派之外交总长。而在英法两国大使不在中，土皇阿蒲德-美的觉得不得不让步。最后在3月之末，土耳其国务员秘密向英法代理公使通知缅什可夫对土的提议（俄使原禁土政府宣布此项提议）。此等提议条件至苛酷。俄皇对土皇提议结一永久同盟，而要求土皇承认俄皇为土耳其帝国内希腊教会之合法的保护者。

英法两大使之活动

未几英国大使雷得克利夫与法国大使拉库耳（La Cour）抵君士坦丁堡，他们洞悉当时形势，而又由各本国政府令其一致行动，即时采用一个极巧妙的策略。他们明知缅什可夫提出的要求，但佯为不知，而认定俄国代表之使命，是如他自己所公言的，专为解决门的内哥罗及圣地问题。他们想将此两问题之争议了结，除去俄国与土决裂之口实。门的内哥罗之事，依奥大利之力，从2月以后，已告解决。（门的内哥罗得俄国之外援，于1852年7月以后举兵反抗土耳其；土政府派兵征门的内哥罗，惹起欧洲的注意。奥大利恐俄国乘机干涉巴尔干事情，自起而当调停之任，1853年2月卒得与土政府协定，维持现状，和平了事。）至于圣地问题则雷得克利夫容易劝得法国结一可以满足俄国之协定。迄至5月4日，似一切皆告结局。此时为俄使计，只有两个办法：或则回国，或则揭开假面具，实行他的政策。俄皇对于他与英国之秘密谈判既无希望，乃命令其代表即时现出真面目来，公然迫土皇承认其要求。俄皇欲于英法未有余裕协定干涉以前，威吓土皇阿蒲德-美的，而不知此两国政府在几星期以前，久已防备，且久已教导土耳其政府如何行动。5月5日，缅什可夫突向土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命土政府于五日以内答复，是否愿与俄国订结条约，保障希腊教会以宗教的自由及俗务的特权。如其答复为否定的，即俄皇之代表离君士坦丁堡，而俄政府自己即将取必要之手段，以拥护其权利。

土政府之态度

土政府受英法两国之鼓励，于5月10日答复俄使，声明为维持本国独立计，决不能依一条约将内政置于一外国政府之监视与支配下。土政府依英法献议自行提议，以一公令保障国内一切人民以完全的宗教自由。但此在土政府方面为主权的行为，它于此并不对任何外国承认有何项义务。至于希腊教会之俗务的特权，则土政府绝对拒绝。缅什可夫后来再提出几次通牒于土政府，而无结果，乃断绝交涉，于5月21日愤然离君士坦丁堡。数日以后，俄国外务大臣闻缅什可夫出发，乃以俄皇名义向土政府致一最后通牒，命土政府承认缅什可夫之提议，限八日内答复，过时不复，则俄皇即当自取必要之保障手段，第一步即当占领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最后于6月11日，此大臣以文书通知俄国驻各国外交代表，说明俄皇取此重大手段之动机。

欧洲之杀机

俄政府此项行为震动全欧。英国舆论尤为激昂，则以俄皇佯为求与英国协定，而隐秘缅什可夫使命之真性质，最近尚约定非得英国同意决不在东方取何决定。英法两政府团结日益坚固，此时急于派舰队赴鞑靼雷斯海峡口，以备一遇土皇请求，即可驶入海峡（6月1～3日）。未几，土皇以一敕令给领内人民以宗教的自由，以表示对于耶教徒之好意（6月6日）。最后，法国外交总长本1841年条约之精神，提议欧洲五强集会，解决东方危机（6月10日）。

俄皇之军事行动

俄皇闻英法舰队开赴鞑靼雷斯海峡之报，极为愤怒。至接土政府对于他新提出的最后通牒之答复，他向俄国人民发表宣言，将他的行动说作一种神圣义务之十字军（6月25日）。而在他方面，则外务大臣列塞耳洛得（Nesselrode）极力向欧洲表白俄皇之敌忾心，不单是由于土政府，并且由于英法两国之挑拨；无论就权利、利益上着想，抑就名誉上着想，均有动作之必要。俄军从7月4日起，攻击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数日之后即占领之。但俄政府向列强声明，此占领不是战争行为，但是为满足他的正当要求之一种实物的保障。

奥大利之调停

俄皇自信战事如发生，他必能得普奥两国之援助，但此亦误信。奥大利此时唯一的用意，在防止战事之发生。奥政府颇处于困难的地位，它虽不能忘1849年俄国之助力，并且欲长倚之以抵制革命运动，然同时亦不愿睹俄国之支配土耳其命运，并且亦不敢公然开罪于英法。奥政府乃求取两全的手段。为缓和俄皇反对计（俄皇不承认欧洲有干涉他在东方行动之权），奥大利表面上屏斥法国外交总长共同解决之提案，而提出非公式的调停案；俄皇欲将奥国牵入问题旋涡中，速即承认之。同时使土政府对于俄国之占领摩洼两州不答以宣战，而答以单纯的抗议（9月14日），为将来留一妥协之余地。奥政府第二步行动即在满足英法提案，而在维也纳召集列强大使会议（7月24日）。俄国不肯与会，但不拒绝就通牒开谈判。奥、普、英、法四国大使在维也纳协定一通牒，以为可以满足俄土两方。此通牒仅重申“土皇承认开拉齐、亚得里亚罗堡两条约于耶教保护之条文与其精神”。俄国以此通牒之含义朦混，可作有利于俄国之解释而承受之。土政府则见条文用语暧昩，将来土政府必立于不利的地位，乃要求修改通牒。俄土之主张冲突，其结果维也纳通牒拋弃。英法见战事之迫切，命令舰队进越鞑靼雷斯海峡，以掩护君士坦丁堡（9月末）。奥政府方欲继续调停，以求平和解决，而东方战事发生。

土耳其之宣战

土耳其受英法之助，从7月以来，极力为军事上的准备。在9月之末，一切准备完成。国内回教徒排俄之气势日张，土皇觉得不可不应声而起。此时英法舰队已开近君士坦丁堡，土皇乃决定对俄开战（9月26日）；10月8日土将阿玛拍奢（Omer-Pasha）迫令俄将哥恰可夫（Gortchakoff）于15日内退出摩洼两州，23日土耳其宣战。

俄国之防御态度

土耳其之强硬的主战态度并未足以威吓俄皇，他始终信以为可望普奥之好意的中立，而坚信英法同盟之不可能；他并且属望于巴尔干耶教人民起来反抗土耳其。俄国此时仍与西欧国家居于平和状态，俄皇且宣言虽以土耳其之宣战，他决不在摩洼两州取攻势（10月30日），俄皇态度如此，使奥政府有平和解决之希望。奥政府急询俄政府是否愿听调停，以解决俄土间之争议。及得俄政府答复表示愿意，奥政府乃重开维也纳会议，从12月5日以后，英、法、普、奥四国代表正式采决一议定书，似足为平和谈判之出发点。此项宣言表示他们一致主张两个原则，认为维持欧洲均势必要的条件：（一）土耳其帝国之领土保全；（二）土皇之政治的独立（列强请土皇改善并保障其耶教臣民之状态）。于此议定书之后，附以一照会，请土政府表示其对俄谈判之条件。

东方危机之增长

欧洲已希望可以平和解决俄土争议，不期东方事件之危机因一新事变而增大。土耳其自宣战以后，在欧亚两面军事上的胜利出乎俄皇意料之外，在黑海沿岸占得俄国之要塞圣尼古拉斯（Saint-Nicolas）。俄皇得此消息，震怒，顿忘其10月30日之宣言，而命令俄国舰队开赴小亚细亚方面土领海岸，11月30日在叙洛浦（Sinope）港内，完全摧灭土耳其舰队。从此以后，土皇再不能与俄皇争雄于黑海，并君士坦丁堡而亦无以拥护。幸而英法舰队亦抵泊此城下，土皇见事机迫切，迫而求助于英法，正式请求它们命令其舰队驶越玻斯佛拉斯海峡。12月17日英法两政府通告俄政府，说英法舰队将占领黑海，命俄舰退进港内。英法于此实已表示战意，其所以未即宣战者，则以尚需数月方能完成军事上的准备及组织同盟。

英法之宣战

奥大利此时在外交上颇立于两难的地位。一方面俄皇尚倚之为后援，至少亦望其好意的中立；而他方面则英法力谋将它牵入对俄同盟。最后调停（1854年1月13日奥政府将维也纳会议议定的新条件转致俄政府）已因俄国之拒绝而失败；奥政府既反对俄国政策，同时亦不敢积极加入英法同盟。奥政府取一种诡谲的外交手段，于2月22日示意英法政府，如果英法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命俄军于一定时期内撤出摩洼两州，奥可助英法。英法两政府随即依照此意思，于2月27日通告俄政府，限于4月30日以前撤退摩洼两州境内俄军。3月18日，俄政府宣示拒绝之意；27～28两日，法英次第对俄宣战。其时始知奥国所允诺的援助仅在外交上，而普鲁士亦与奥取同一态度。

英法土之同盟条约

英法与土耳其之间已依3月12日在君士坦丁堡之条约，结成军事同盟关系。英法约定以兵力防护土耳其，至媾成和议、能保障土耳其帝国保全及土皇权利为止。在土政府方面，则承认更改帝国制度，对于帝国内人民无分教派，一律保证其享受法律法庭之平等保护，及官职公开、租税公平负担之制度。

4月10日英法约定对于俄国不单独讲和，在战事中不谋特殊的利益；且制伏希腊，使不能煽动土耳其内地人民叛乱，暗助俄国。

四国议定书

4月9日，英、法、普、奥四国代表在维也纳签定一议定书，决定未来谈判之根本原则及条件。此等条件为：（一）土帝国之领土保全；（二）俄国退出摩洼两州；（三）土皇之独立及其自行对于耶教人民给与自由与特权。四国约定维持一致态度以处决悬搁的困难问题，而非将其条件经共同讨究，不与俄国结何特别协定。此议定书在精神上极为重要，俄国之孤立因此表露，而英法联军既确定中欧的态度，可以在战事上放胆积极进行。

克里米亚战役之性质

从军事上说，克里米亚战争可算是战役中一个最特别而最困难的。双方交战国家，分处欧洲之两极端，彼此不接触，惟有从海上可以施攻击，因之英法方面运输极为困难。在俄国方面，其困难亦略同等，则以俄国地大而交通机关不备，道路不良之故。

联军之间关于政策亦无一致的协定，英法军事计划各不相同。起初想作战于达溜白方面，后以7月中俄军退出摩洼两州（6月2日奥政府曾令俄皇撤退摩洼两州的俄军），拿破仑三世乃想从事于大陆战争，而英国则谋派兵赴克里米亚，破坏塞巴斯托堡（Sebastople）之海军兵工厂。克里米亚之远征计划既卒决定，而关于半岛作战计划，联军意见复不一致。为满足双方国民的自负心，同盟国家各保有其独立的军队指军权，无一个单一的统帅。在克里米亚联军统帅间商定军事计划，其手续亦如同外交，则联军军事活动之困难可以想见。从1854年9月14日英法联军在塞巴斯托堡之北方一港上岸，以至1855年9月9日联军占领此要塞，其间苦战几一年，英法虽达军事上的目的，而联军损伤亦大；且尚有赖于萨地尼亚生力军之助（1855年4月之末，意大利之萨地尼亚军队1.8万人开赴克里米亚助战）。

战时之外交活动

在战事进行中，外交家之活动仍末停止。奥大利在此次东方问题中大施其巧妙的外交手段。奥政府注意的处所在摩洼两州；从7月31日俄国在此方面已开始撤兵，奥政府依据6月3日与土政府缔结之条约，继俄军而占领此两州。奥大利之主要目的已达，不愿更进而与英法共行动。奥大利急于重开谈判，了结战局。在8月中，奥大利与英法三国共签一议定书，发表四条，认为解决东方问题之基础：（一）对于摩洼两州及塞尔维亚以国际保护代俄国单独保护；（二）达溜白河航行自由；（三）破灭俄国在黑海之优势；（四）俄国放弃其对于土帝国内耶教人民之保护权。11月俄皇命其驻奥大使依此四条讨议讲和条件；而于1855年1月之初，他决然承认依此基础议和。3月15日和议正式开于维也纳。然在和会开会以前，有两个大事变发生：其一为俄皇尼古拉斯之逝世（3月2日），其他为萨地尼亚之兵加入英法联军助战。

维也纳和议之失败

俄皇尼古拉斯之固执，视为克里米亚战争之祸因，他之死去，可说是消去平和之障碍，后继者或能本调和之精神促成和议。当和会开会之初，一时似颇有希望。第（一）、第（二）两条即摩洼诸州之保护与达溜白河之通航问题，未发生何种困难。但议到第（三）条，俄国与英法之意见不相容。英法主张将黑海化为中立，以保障土耳其之独立，而对于此层，奥、土之赞助不力。奥大利只要能通订第（一）、（二）两条，它的目的已达；土耳其则注重在最末一条，因其可以免除俄国干涉土国内政之口实。俄国代表于是以为在第（三）条上可以争胜；他改提一议，主张或将黑海全然对一切国家船舶开放，或给土皇以自由容许外国军舰通过海峡之权。（至于俄国在黑海设置舰队之权绝对不让步。）然而英法反对此议，和会无成而散，战争继续进行。

萨地尼亚之加入战争

战争再开，形势已大变。拿破仑三世一面想牵入奥大利于英法方面，同时亦利诱萨地尼亚加入战争。萨地尼亚原来直接与俄国无冲突，无开战之理由。但萨地尼亚将来欲得参与解决东方问题之国际公会，与列强并列一堂，正式唤起欧洲对于意大利问题之注意，则此为唯一入手的好方法。从1854年5月以来，法国大使已与萨地尼亚王耶玛溜及其宰相加富洱（Cavour）商议订结同盟，而其条约在1855年1月26日签字。依此条约，萨地尼亚派一军赴克里米亚助战。英法联军得此一支生力军，在军事上获助极大。

和议运动之再开始

9月初头，联军攻克塞巴斯托堡，战局大定，讲和之时机复至。俄国战败，兵力疲敝，讲和之心因之更切；拿破仑既获得战功，而渐感久战财政负担之重，亦极欲了结战事。他说平和是他的目的。如战事必要进行，他将给此战争一个新性质，而在波兰或其他方面唤起民族运动，反抗专制君主。拿破仑之有意诉诸民族主义，给战事以新性质，使英奥均有戒心。英国政治家如巴尔玛斯登之徒，虽有意继续战事，但未准备在各地唤起革命。奥大利原来的目的已达，而亦感拿破仑唤起波兰的民族反抗之危险。奥政府于是起而运动讲和，向拿破仑开始交涉，于11月提议向俄皇发一最后通牒（此通牒经英国修正之后，于12月16日发出，限俄皇于11月17日以前承认）。普鲁士至此亦渐怕莱茵方面战事之危险，力劝俄皇承认讲和。1856年1月16日，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表示承认四条（包含黑海中立之一项）为讲和之基础。2月1日，英、法、普、奥、俄五强代表在维也纳签定一议定书，包载此等条件，是为讲和预备条约。（最后的和约于3月30日正式缔结于巴黎。）

第二项　巴黎公会（1856年）

公会之性质

巴黎公会于2月25日开会，此会在19世纪过去公会中，其重要之度仅次于维也纳公会。此公会不仅解决东方战事，并影响欧洲国际政治甚大。

和会召集之初，有两个问题：（一）何国有到会之权？（二）会议地点在何处？关于第二问题，容易解决，列强皆以在此次战事，法兰西占重要地位。为对法国表示敬意，公会当然开在巴黎。至于第一个问题，则颇引起争论。英、法、奥、俄、土之与会，自不成问题；但此外发生问题的，尚有瑞典、萨地尼亚、普鲁士、德意志同盟。瑞典虽然在1855年11月21日与英法订有对俄同盟，但它未实际加入战争，容易承认自立于局外。萨地尼亚有到会之权，但奥大利不愿其到会。然而奥大利亦不敢公然要求排斥它，它乃得安然到会。普鲁士本于东方问题有关系，又为欧洲强国之一，极欲与会而列强尤其是英国，反对它到会，则以其在战事中未负责任之故。卒依拿破仑三世之援助，许其于和议条件议定后，议到海峡问题之时加入会议（因为普鲁士为1841年关于海峡问题之《伦敦协约》之当事者）。至于德意志同盟，则奥普均反对其加入会议，而其他列强亦无望其到会者，卒彼屏斥。

巴黎公会到会的列强代表主要者为法之洼洛斯基（Walewski）、奥之鲍尔（Buol）、英之克列连敦、俄之阿罗夫（Orloff）、萨地尼亚之加富洱、土耳其之阿里-拍奢（Aali-Pasha）。依国际礼节惯例，推法国代表洼洛斯基为议长（洼洛斯基时为拿破仑三世之外务大臣）。

会议之进程

列强关于东方问题已有协定，它们关于和约条件已有一致之意见，此庄严的公会不过正式登记已成之议；所以会议进行比较圆满敏捷。惟关于摩尔达维州境界修正及其与洼拉恰州合并问题，颇有争论。关于第一层问题，俄国卒让步。至于第二层问题，则留在后来议决。从3月14日以后，缔约当事者之间协议十分妥定，公会命一委员会整理和约各部，其本文在3月之末逐条采决。18日普鲁士之代表蒙特菲（Manteuffel）加入会议，他惟有承认列强已定之议。

《巴黎条约》

巴黎公会缔结之条约于1856年3月30日签字，其主要条件如下：

（一）土耳其帝国政府正式加入欧洲国际社会，参与欧洲公法，列强相约尊重并保障土耳其帝国之独立及领土保全。土耳其与缔约国之间如有争议，当不诉诸武力，而先求其他缔约国之仲裁。

（二）土皇自行对列强表示愿改善它的人民（不分种族、教派）状态之意思，而列强自行否认一切干涉土国内政之权利。

（三）黑海化为中立，其海面及港湾许各国商船出入，但禁止军舰出入；在黑海岸上无论俄、土均不得设置兵工厂。

（四）交战国彼此占领的欧亚地方各退回原国。

（五）达溜白河对一切国家开放，而设一国际委员会管理之。

（六）倍沙拉比亚南部由俄国割让于摩尔达维州。摩尔达维、洼拉恰两州立于土耳其宗主权之下；俄国放弃其保护权，而缔约国共同保障其特权。此两州当享有一国民的政府及保有国民的军队。在各州均应开一国民会议，以决定此两州之最后的组织。

（七）塞尔维亚之自由亦同受保障。

附加条约

《巴黎条约》本约之外，尚附有几种特殊协定。其一个重要的订于英、法、普、奥、俄、萨与土耳其之间，重申1841年海峡条约之原则，声明土耳其帝国之旧制：在土耳其平时禁止外国军舰驶入鞑靼雷斯、玻斯佛拉斯海峡。

再一个附加条约，是所谓《巴黎宣言》（Declaration of Paris）。此虽与东方问题无关，然在国际法上成为极重大的原则。依此宣言：私船捕获制宣告废止；中立国旗可以保护敌货（除战时禁制品外），中立国货（除禁制品外）在敌船内亦不得被捕收；封锁须真有效，换句话说，即须有适当的海军维持之。

和议的结果

巴黎和议，在表面上有利于土耳其。土皇签订国际条约而不是承认土帝国之瓜分，国权之减损者，在19世纪中，此为第一次。1815年之维也纳公会拒绝土耳其加入欧洲国际社会。今则土帝国正式加入欧洲国家团体，而其独立与领土保全受列强之共同保障。英法既破坏俄国在黑海之武力，而禁其重新组织，更将土耳其置于安全地位。

奥大利与英国在此战役中均收大利。前者睹俄国之离开达溜白，后者睹俄国海军势力之破灭，至不能出地中海侵害英国利益。但奥大利以忘恩之故，结怨于俄国，而以在外交上行动不贯彻之故，招英法疑忌。英国禁止俄国在黑海方面设舰队，置兵工厂，未免过举。俄国一时战败，不能不忍受此条件，一旦时机到来，它即不惜破毁此约。

法国之所得的利益纯为精神的：在欧洲则它的威望恢复，在东方则势力复树；至于物质的利益，则原非其所望。但拿破仑究获得一个良果，即：破坏俄、普、奥之专制国同盟，因而使意大利解放之思想可以实现。此事实至会议结尾显示出来；当时法国代表洼洛斯基于加富洱与拿破仑会商后，公然在会中提出意大利问题，说及教皇领内与双叙叙利国内部之危险状态，而结论有警告各邦君主之必要。惟奥国代表对此表示抗议。公会虽然未取何种严厉的决议，然而意大利问题从此以后成为欧洲的问题，则无容疑。此不能不算是克里米亚战事重要结果之一。

至于《巴黎宣言》之通过，则解决了海战法上重大问题，于国际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

而在他方面则巴黎和议实际的结果有与表面的形势相违者。土皇约给其一切臣民以宗教自由及平等待遇之敕令从未实行；黑海之中立仅能维持至1870年；俄国所割让的倍沙拉比亚一部分之地，于1878年仍归还之；而在是年土耳其帝国领土保全受侵逼之时，列强无一起而为之防护者。土耳其之各州，大部分如尼古拉斯所愿，变成自治的属国。于此可说战败国之意见制胜。然而俄国终未因此而得支配君士坦丁堡。俄皇虽看清事变之趋势，然究未料置于俄国保护下之自治的各州，迟早必脱离其保护者；它们不助俄国发展，反将为俄国向玻斯佛拉斯方面的进路之新障碍。

第三节　意大利之统一

第一项　统一以前的外交活动

统一运动与外援

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运动之悲惨的失败，给意大利人一个教训，使知有变更政策与方法之必要。从前关于意大利统一，有三个不同的计划；但皆基于一个假设，即意大利可以独力成就解放事业。玛志尼想于一意大利民主共和政体之下，建设一解放的意大利国；而裘倍逖（Gioberti）则主张于教皇主宰之下，组织一个联邦，以达解放统一之目的；萨地尼亚之政治家，则视其君主为抵抗奥大利唯一的希望。而1848～1849年之事变，已经证示此等计划——共和、联邦、君主——非得外援，无一能实现者。首先看清此事实而用其手腕与决心以取得必要的援助之人，是为加富洱。

意大利的状态与耶玛溜二世之政策

在1848年革命爆发之后，继以1849年之反动，意大利似复归于维也纳公会协定的原状。意大利人不能团结以争回民族的独立与政治的自由，在1850年，似意大利去此两个目的之远，几如在1815年。意大利半岛仍受外国势力之支配，专制政治到处复立。意大利人此时解放之希望已不在罗马，而在狄林，则以此处为意大利政治上唯一的光明地。从1849年以来，唯一的意大利的君主君临是邦，而始终忠于国民运动，未曾复立专制政治。1849年萨地尼亚王阿耳倍军事上失败后，耶玛溜继登王位，对外对内均能维持一强健忠实的态度。他知外倚法兰西之助，内得人民之爱戴，辟得蒙可成意大利统一运动之中心。在意大利半岛专制主义得势之时，耶玛溜独维持宪政，虽以1849年议和时奥大利之利诱，而不肯废止1848年之根本法。辟得蒙此时成为意大利革命志士之避难地。耶玛溜渐接近法兰西。路易·拿破仑虽曾出兵罗马，然对于意大利国民表同情，有意使之脱离奥大利势力。在1852年之末，拿破仑三世对萨地尼亚之大使屡表示愿为意大利统一事业尽力之意志。

加富洱的政策

加富洱是当时第一流政治家，他于1852年11月4日由耶玛溜二世任为国务总理。意大利统一之实现，主归功于此大政治家。

加富洱具有远大的眼光，敏捷的外交手腕，他不仅欲使辟得蒙为一个政治清明之国，并且要致其国于富强俾能得友邦之信任。而在他方面，则他不鼓励革命党之急激行动。他欲使欧洲大国君主，尤其是法兰西皇帝，确信他的政策不至摇动他们的王位；而依制止并指挥革命之方法，反可以巩固之。

萨地尼亚在克里米亚战争之活动

奥大利知萨地尼亚政策之倾向，急起而威吓之，然而无效。

从1853年以后，因辟得蒙保护伦巴多的亡命者，维也纳与狄林政府国交已坏。但加富洱时正谋求得两大国之保护以对抗奥大利，对于此事亦不恐慌。英法两国方预备对俄战争。如果奥大利皇帝加入英法方面，加富洱希望耶玛溜取同一的行动，其意以为奥皇在近东取得繁富的土地，可以将伦巴多威尼沙让与萨地尼亚王。反之，如果奥皇不加入战争，辟得蒙之提供协助，更为英法所欢迎，而战后可望得更好的报酬。

英法对俄开战（1854年3月）而不得奥大利之援助，且以后者之暧昧的狡猾的政策，联军不得不离开达溜白方面，而从事于塞巴斯托堡之远征。于长时期失望的谈判之后，英法知为奥政府所舞弄，乃决计利用萨地尼亚之好意。从1854年11月以来，拿破仑三世之密使已赴狄林，容易与加富洱协商妥定。加富洱以为一经在克里米亚援助英法，萨地尼亚即取得在战争结局列席和会之权利；在和会中他即可向欧洲提出意大利问题；彼时可得英法之助，而在和会中必不至为俄所反对，因为俄国正欲报复奥大利之忘恩行为；至于普鲁士则他亦明知其决不会助奥。于是萨地尼亚与英法之间同盟成立（1855年1月26日）。为将来取得较高的报酬计，萨地尼亚不愿单以副手之资格加入同盟（英国原如此提议），而愿与其他缔约当事国立于平等地位，自备军费，共当危险。它于是提供一军，独立受萨地尼亚国将校之指挥，而以借款之名义向英国受领事费。意大利之统一可说是产生于此同盟条约。

辟得蒙之议会悟得此举的实利，容易赞同加富洱之政策。玛麦拉（La Marmoral）将军统帅之军队，于1855年4月中即开赴近东，而在实战中大具功绩，有助于克里米亚战争之胜利的终局。奥大利畏拿破仑三世在欧洲大陆煽起革命，危及奥国的地位，乃迫令俄国休战讲和，此时萨地尼亚之列席和会已无问题。从1855年7月以后，拿破仑三世已发表他的意见，愿使萨地尼亚分担战事之福祸说：“危险、名誉、利益，一切当分担之。”

加富洱与巴黎和会

在巴黎和会（1856年2月开会），萨地尼亚所占的地位远过于其实在的国势。有许多难问题依加富洱之巧妙的手腕以渡过，他的信用迅速增加，同时其本国信用亦因以增加。所有到会之列强，除奥大利外，咸与之携手。人皆知他的秘密希望受拿破仑三世之鼓励。《巴黎条约》签字以后，和会议长洼洛斯基有感于加富洱向他提出关于意大利危状之一个通牒（3月27日）起而警告和会注意意大利之现状。

随后在巴黎公会结局之时（4月16日），加富洱向巴黎政府致一通牒，明白提出意大利问题，而力言如再将此问题置之度外，不免危及欧洲自身的平安。他说意大利半岛之情状，因外国军队占住与政治的反动之故，危险已达极点。其祸源尤在奥大利。维也纳政府破坏1815年条约所创立的半岛均势，侵逼辟得蒙。萨地尼亚因之不得不维持负累很重的军备，以备万一。萨地尼亚是意大利唯一能抵制革命而同时仍保存独立之国家。如果此邦倾覆，则无再能在半岛抵抗奥大利之势力者。西欧列强如欲防止此事变发生，应当注意。加富洱固知它们必注意者。他于1856年5月6日在议院报告他的政策，即断言纵令耶玛溜王此时未因加入战争取得何等显明的利益，然辟得蒙之金钱血肉，究未尝纯然虚掷，盖窃示意于人民代表以将来的大希望矣。

拿破仑三世与民族主义

拿破仑三世是一个空想家，热衷民族主义，思破坏1815年之条约，修改欧洲地图。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曾谋联合欧洲帝王以维持均势，而拿破仑则思团结解放的种族，各组成独立国家，以树立均势。然两者皆发生于抽象的观念，而未计及所以实行之方法。拿破仑心目中的急务，是在使他所爱慕的意大利成一民族个体。他曾从事于是邦之自由革命运动；他犹带有1831年老烧炭党之情感。他的亲戚亦几全为意大利人，求他起而帮助他们不幸的祖国。他的从兄弟拿破仑亲王（le Prince Napoléon）一则为本身的野心，一则动于革命的本能亦促他帮助意大利。他自觉从派兵罗马以后，半岛方面大多数的旧友视他为叛党者。如果他不有以偿他的过恶，本身亦不免危险。

而在他方面，拿破仑三世之实行意大利的政策，亦有须慎重考虑之处。在意大利唤起革命，未免惊动教皇，此则他曾以武力恢复其权力而约定不抛弃之者。如此不失去他的旧教僧侣之助力乎？如此不惹起选民之反对乎？如此不摇动帝国组织之根基乎？皇后及他的许多大臣，立法院一部分议员及贵族院大多数，皆反对他的意大利政策。但拿破仑三世自以为得有一折中方法，可调和他的思想与利益。在他的意中，解放的意大利，不当组成一个单一国家，而当于萨地尼亚主宰之下组成联邦，脱离奥大利，依附法兰西。教皇失去一部分领地罗玛尼（Romagne），仍然在位，而法兰西无再以兵保护罗马之必要。然谓半岛的君主与意大利人民肯赞同此计划；而依附维也纳政府之各部君主肯降身而服属萨地尼亚；意大利人民既被唤起自行组织解放运动，肯于半途而止；此诚未免是思想简单，而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后来因之以受损失者不小。

意大利革命之先声

巴黎和会闭会未久，意大利方面形势顿呈险恶之象。罗马教皇与双叙叙利国王恃有奥大利之助，继续施行专制政治。维也纳政府绝对不肯放弃其在半岛之优势。萨地尼亚为在意大利唯一能抵抗奥大利之国家而恃有法兰西后援者，此时更为奥政府猜防疑忌的目的。加富洱明对议会说，神圣战争开始之日即在不远（1856年5月）。而奥政府则诋加富洱为革命之庇护者。加富洱不以介意，而继续其宣传事业。在1856年，玛林等组织有国民协会（Societé Nationale），即依加富洱的主持；此团体所以集合国民中活动分子，以备将来的大争斗者。他同时并极力扩张军备。维也纳政府深愤狄林政府之行动，而咎加富洱纵容辟得蒙的新闻攻诋奥皇。加富洱答以萨地尼亚之根本法，不容辟得蒙政府干涉新闻言论。未几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战争似甚急切（1857年3月）。

此时战事之所以未即起，是因为拿破仑三世准备尚末完成，而巴黎公会以来的悬案（例如达溜白诸州问题）正待解决，一时使他搁置意大利问题。半岛之状态益危险。意大利对于奥大利及各专制君主之恶感，已成一般的事实。1849年失败亡命的革命党人，复从各方面集合；加富洱纵容他们在辟得蒙方面之活动。他的计略是在恐吓拿破仑三世，俾知如不急起为积极的行动，必落于半岛民众煽乱家之后；而拿破仑加富洱及耶玛溜不能支配半岛形势，共和政体一旦能成立于意大利，不久必传播到法国。

加富洱与拿破仑之密约

1858年1月14日，有意大利人阿叙尼（Orsini）谋杀拿破仑三世之举，此事及于拿破仑精神上的影响甚大，有以促拿破仑之决计速发；则以此人在狱中曾致书拿破仑，乞其为意大利自由尽力，以偿其过恶，否则拿破仑本身将不免危险。拿破仑之密使正式召加富洱与拿破仑会商意大利未来问题。加富洱与拿破仑三世会见于普伦比耶（Plombiéres，1858年7月20～21日），谈判的结果，订有普伦比耶之密约（7月21日）。此实是一个真正的对奥阴谋，而1859年之战争所因以发生者。依此密约之协定，法兰西与萨地尼亚合力驱逐奥大利人出意大利；战争在来春开始；萨地尼亚取得伦巴多威尼沙，甚至于帕玛、玛迭那及教皇领地之罗玛尼省，以组成一个人口1000～1200万之国家；法国取得里司与萨瓦（Savoy）；塔斯加尼可合并一部分教皇领地；意大利减为四国，组成一个联邦，置于萨地尼亚国王之实际的霸权之下，而戴教皇为名誉的首领。拿破仑亲王（拿破仑三世思之以为塔斯加尼王）当娶耶玛溜之长女。

对于此项不贯彻的协定，加富洱并不反对。他知革命一旦开始，拿破仑三世无法制止之。并且他自知所以鼓励宣传，而使之成不可抗的势力之方法。国民协会随时可听他的指挥。

大战争之先机

加富洱离普伦比耶之后，即赴德意志，而确定普鲁士不愿为奥大利牵入战争，于是回到狄林，而在1858年之末，继续从事于战事之准备，及与法国之秘密谈判。至于拿破仑三世，则对于要求对奥战争，解放意大利之新闻表示好意，已经使公众疑其别有用意。随后他自己揭破他的意志。1859年1月1日他在皇宫接见外交团，对奥大利大使说：他深以两国关系不如以往之好为遗恨。此语传到维也纳，惊动奥人。奥大利的军团随即开赴伦巴多威尼沙。数日以后，耶玛溜对议会言及形势之险恶，宣布萨地尼亚之爱国的义务，而宣言对于被压制的意大利到处嗟苦之声不能置若罔闻。1月30日，拿破仑亲王与萨地尼亚公主之婚典举行于狄林。同时发刊有题名《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之一小册子，此出于拿破仑三世之授意，而不过是普伦比耶密约内容之变形。2月9日，加富洱在议会通过5000万公债以为辟得蒙之防御费，战事之紧迫更不容疑。大军迅速云集于意大利。奥大利军队之在迭散（Tessin）河上者近20万人。

英国之调停

英国对于意大利方面之危机不能坐视。英政府恐法国在战争中获利太大。但它之调停提议为拿破仑三世与俄皇（俄皇欲减损奥国势力）所破坏。俄国于3月中主张将意大利问题提交一公会解决。此实欲致此问题之解决不可能。维也纳政府以为自己在战争中可操胜算，要求屏除萨地尼亚于公会外，而强是邦即时解除武装。狄林政府极力激怒奥政府，使之为戎首。加富洱向意大利爱国者发一热烈的檄文，鼓励新闻强硬的论调，而正式委任加里巴耳的（Garibaldi）组织义勇队。从4月之开初，维也纳政府已决计进攻，英国之外交努力，不过压住它数日。加富洱一旦确知奥政府必首开战端，觉得可以安然取让步的态度。4月21日，他宣言赞同伦敦政府提议总解除武装之原则。而在此时，他知维也纳方面已决计提出一最后通牒，迫令萨地尼亚单独解除武装，否则即开始攻击。实则此通牒从23日递到，答复期限只有三天，而在三天之末，萨地尼亚决然给以否定的答复。其结果为战争。法兰西政府即时宣言它不抛弃它的同盟国。英国尚为最后一次的调停计划，亦无成功；从4月29日（1859年）起奥军渡迭散河。恰在同时，法军先锋队越阿尔蒲司山。

第二项　意大利王国之建设

拿破仑之入米兰

拿破仑三世于5月3日依一宣言，发表他愿解放意大利至于亚得里亚海为止之意志，而于10日离巴黎，赴前敌督战。他一抵意大利，联军即取攻势。玛坚塔（Magenta）之役（6月4日），拿破仑大败奥军。4日以后，拿破仑三世与耶玛溜入米兰。拿破仑急于胜利，向意大利人民发一檄文，唤起他们爱国的努力，命其来集于耶玛溜旗下，共成意大利解放之大业。

中部意大利之举事

同时拿破仑三世睹英国达倍（Derby）内阁推倒，继之者为巴尔玛斯登，较有利于意大利之解放。拿破仑与科修特（Kossuth）接洽，谋煽动匈牙利举事。一时形势似全然于他的政策有利，但不久他始觉悟他的政策不能贯彻到底。他在意大利激动革命，今见革命蔓延到半岛的中心，而他已再不能支配之，制止之；加富洱不倾向于联邦主义，而倾向于意大利的完全统一。4月以后，塔斯加尼、帕玛、玛迭那各国革命发生，统治者出亡；而教皇领地于奥军撤退之后亦为革命党所支配；罗马教皇及烈普耳幼主佛兰西斯二世（Francis II）以有罗马之法军在，仅得维持其地位。拿破仑三世无反对各地革命之权利，因其第一效果，即增加法兰西萨地尼亚联军势力。然他深知革命的结果必致萨地尼亚合并革命的各国。无论在帕玛，在玛迭那各地，一切权力均握于加富洱部下之手。拿破仑三世惊恐。皇后及大臣洼洛斯基报告以国内可惊的情状，谓富人阶级及乡村人民受旧教僧侣之影响，对于此侵害教皇利益之政策极为不平；并且告以国外形势亦殊可虑，德意志对于法兰西表示威逼之势。

拿破仑与奥皇单独讲和

1859年6月24日有沙菲利洛（Solférino）之大战；此役由奥皇佛兰西斯·若瑟夫亲督军出战，双方军队数逾30万。激战15小时之久，奥军至被包围，在中央及左面有法军，而在右面有萨地尼亚之军，结果奥军又遭大败，受莫大的损失而退。

沙菲利洛之役，于联军为光荣的胜利。但拿破仑却急利用此机会向奥皇提议讲和，大出乎欧洲之意外。拿破仑感于战争流血之惨（沙菲利洛之役法军损伤万人），眼见战事前途进行之难关，而顾虑及俄皇之态度（俄皇不愿匈牙利起革命），及德意志同盟之态度（德意志同盟开始动员），而尤其是法国国内旧教党之对他表示恶感，乃不惜向奥皇开始交涉。奥皇既为战败之人，而又不肯降身于普鲁士之前，亦乐得讲和。从7月8日以后，休战条约成立。三日以后（7月11日），法奥两皇会见于维那佛兰克（Villafranca），缔结讲和预备条约，其主要条件如下：伦巴多割让于法国，由法国转让给萨地尼亚；奥大利保留威尼沙；威尼沙构成意大利联邦之一部分；意大利联邦戴教皇为名誉的盟主；塔斯加尼大公、玛迭那公各回原邦；教皇当在其领土施行必要的改革。关于帕玛（其统治者已逃亡）之处分则未说及。

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革命

维那佛兰克之预备和约，于欧洲，尤其是于意大利民族，为意外之举。一般的意见，咸认奥大利在此战事受损极少，它在半岛之优势如故。拿破仑三世回法兰西后，忠告教皇及其他意大利君主使急为必要的改革，而他们仍是仰望奥大利的保护。至于意大利人民深愤为拿破仑所卖。到处反对拿破仑之联邦计划，谓为不可能，因为奥大利既仍构成联邦之一部分，联邦必不能有自由，而独立战争迟早又须再起。合并于萨地尼亚，为人民一致之要求。自意大利人视之，必须建设一强大的统一的国家，方可抵制奥大利。拿破仑所欲防止之事变乃因维那佛兰克之预备和约而速其实现。

加富洱闻法奥预备和约之成立，表示愤慨，从7月13日以后即辞职下野。但他退为一私人，更有行动之自由，可以实行他的政策。实则从7月之末，佛罗伦斯（Florence）、玛迭那、波洛加（Bologna）三处皆有临时政府之设立，即受他的主使；此等临时政府表面上为独立的，但实受萨地尼亚政府之指挥，它们的使命是在使中部意大利的人民表决合并于萨地尼亚。

佛罗伦斯、玛迭那、波洛加三处之临时政府的行动，得英政府之鼓励。维那佛兰克预备和约签字之时，拿破仑已表示希望召集列强公会，协议1815年条约关于意大利部分之修改问题。从7月27日以后，英政府向欧洲发表意思，谓英政府在原则上不反对此一提议，但须依几个的条件，方肯与会。其条件之主要者如下：（一）撤退教皇领内外国军队，法奥对于半岛事情承认非干涉主义；（二）尊重中部意大利人民之自决权。此项宣言之结果，使加富洱及其党徒敢于在塔斯加尼、耶米里（Emilie包含帕玛、玛迭那等地域）及教皇领地罗玛尼举行人民总投票（8月16～20日），以表示此等地方如何希望合并于萨地尼亚。

拿破仑三世此时陷于困难地位。他向倡人民公决主义，而自居为意大利之友，势不能以武力反对意大利民意之自由表示，亦不能任奥大利去取反对革命之行动。结果，他惟有用劝告方法，派人赴中部意大利，劝意大利人容各君主回国。而自己亦于9月10日之公报发布的一个通牒上，正式主张遵行维那佛兰克之协定。而在他方面，则他向英政府声明，如果萨地尼亚合并玛迭那及波洛加，则为报偿及回复均势计，法兰西应当取得萨瓦，或则波那巴特家当在意大利取得一个王位（塔斯加尼）。英国之巴尔玛斯登对此交涉不甚重视。他知萨地尼亚政府决不许拿破仑亲王得立足于佛罗伦斯，至于萨瓦，则他知法兰西之合并此地，适为意大利怨恨法兰西之一个有力的动机。

英政府继续激励萨地尼亚之政策，于是中部意大利之形势益加危急。在9月中佛罗伦斯、波洛加、玛迭那之三政府合而为一体，有共同的军队，由加里巴耳的统率。萨地尼亚王耶玛溜正式接见报告人民总投票结果之代表（9月），他不宣告合并已成事实，而约定向列强主张人民的意思，罗马教皇与萨地尼亚断绝一切外交关系。

意大利半岛革命进行之中，法兰西、萨地尼亚、奥大利三国全权代表会议于瑞士之爵利希（Zurich），议将维那佛兰克之预备和约，变成正式和约。拿破仑三世致书耶玛溜，劝其诚实执行维那佛兰克之原则（10月20日）。他向耶玛溜发表他对于将来意大利联邦运用之思想，谓此联邦当戴教皇为名誉的首领，而以萨地尼亚王为实际的首领。联邦之首都定于罗马；意大利国会由各邦君主在各自议会中选任之议员组成之。萨地尼亚王对于此空想，答以彼须酌量国民的意思，而中部意大利之国民的意思则要求合并。他并且力言如他不让步，他必为革命的潮流所压倒，玛志尼尚在半岛，意大利统一将于共和之旗下成就。玛迭那之政府亦取同一的论调。实则合并之事实已经成就。在爵利希之全权代表缔结有三个条约（11月10日），以执行维那佛兰克之协定。此等条约并不似预备和约之正式规定各国君主各回原国，但以明文保留他们的权利。关于此层之最后决定，则委诸未来的公会。然而公会能召集乎？此是一个大疑问，则以在原则上英国不愿夺去意大利人自择政府之自由，而奥大利则以各邦君主先行复辟为奥国到会之条件。

拿破仑之要求新土地

奥大利宣言如果辟得蒙继续提倡合并政策，它即不认再为《爵利希条约》所拘束。拿破仑三世觉得合并为终不可免之事，乃决定迁就情势，于中获利。因此从1859年12月以来，他的政策经历过变化。他的《教皇与公会》（Le Pope et le Congrès）一书之刊行适在此时；在此书中他主张教皇抛弃其领地为恢复意大利秩序之最良方法。拿破仑并且以亲书向教皇为同样解决的提议。

有此一举，公会之召集不复成问题。教皇辟斯九世对于拿破仑之提案表示抗议。奥大利亦如教皇然，不肯以意大利问题提交列强会议解决。拿破仑今将如何解决此难题？

在1860年之初，拿破仑有意组成英法与萨地尼亚之同盟。此时（咸丰十年，即1860年）法国正同英国联合攻击中国（为1858年，即咸丰八年，《天津条约》不履行之故），且拿破仑正与英国谈判缔结一通商条约，合于英国自由贸易派之主张，有利于英国工业。但是此等事实尚不足使英政府决然与法同盟。英政府惟向法国提议关于意大利问题，依下之四个条件，结一协商：（一）法奥以后非得列强许可均不干涉意大利内政；（二）于教皇政府组织有军队可以自卫之时，法政府撤退驻罗马之法军，法政府且须撤退伦巴多之军队；（三）威尼沙之内政组织屏除于列强谈判之外；（四）萨地尼亚王不再派兵赴中部意大利，以待此地方依一正式民选议会重新表示合并之意思。

法兰西在原则上赞成此计划，但它为稽延时日计，须待与列强协议后再正式承受之。拿破仑三世想利用此时期从事于萨瓦与里司割让之秘密谈判。我们犹忆加富洱在普伦比耶已经许他以此两省。在维那佛兰克议和之后，拿破仑颇觉难于要求，因为法国自己对辟得蒙已未完全践约。然而现值萨地尼亚领土扩张至预定的范围以外，拿破仑之要求乃振振有词。他且觉为巩固他此时在法国国内渐摇动之信望计，亦有取得此两省之必要。教会派之反对已开始。而在经济社会则保护贸易派攻击他与英国缔结的通商条约。此时之急务在依外交的成功转移舆论。因之他极望取得萨瓦与里司。加富洱不惜忍受一切牺牲以期他的政策成功，愿给拿破仑以此等土地。加富洱以为惟依此代价，耶玛溜乃有合并那些中部意大利诸公国之自由，而法兰西一旦牵连于此交易，不能再反对萨地尼亚之最后的领土扩张。于是在洼洛斯基去职之后，加富洱秘密与拿破仑三世协定关于里司萨瓦两省之割让问题（1860年1月初）。1月20日以后，加富洱复入为内阁总理。27日他宣言拟召集一个议会，在此议会中，中部诸公国亦得与辟得蒙固有的各省同派代表。而在2月3日，拿破仑三世在议院开会之时，公然宣言，如中部意大利合并于萨地尼亚，则法国在阿尔蒲司方面当重划国界。

拿破仑与狄林政府

拿破仑上项宣言起初颇激起英国的恶感，然随后英人亦悟法意协商将因前者对后者要求若大的牺牲而冷淡。奥大利亦依同一的理由不阻止萨瓦里司合并于法。拿破仑三世本可以即时实行此项合并，惟须顾虑加富洱在意大利，尤其是在辟得蒙之困难地位，而取必要的慎重举动。加富洱为免于在国内丧失人望计，不得不装作被逼迫之景象。拿破仑形式上要求萨地尼亚王放弃塔斯加尼，及在教皇领地仅充教皇之代理。狄林政府举主权之原则与人民公决权以答之。塔斯加尼、耶米里及教皇领地之人民应狄林政府之要求，于3月15～20日之间，几以全体一致之表决，决定合并于萨地尼亚；耶玛溜宣言承受此项决定，而召集新议会，于4月2日集会。此后加富洱即须决定抛弃萨瓦与里司两省。以加富洱表面仍示踌躇之故，拿破仑乃派遣一专使赴辟得蒙，其使命在严重催迫狄林政府实行割让此两省。耶玛溜及加富洱乃若屈服于一种最后通牒，而卒于狄林缔结条约（1860年3月24日），割让萨瓦里司，但附以取决于人民意思之条件。此条件实际履行，而依4月15～22日之人民总投票，两省表示愿合并于法国。

罗马与烈普耳之命运

1860年之事变以后，世人皆知罗马与烈普耳两政府之地位岌岌可危。拿破仑三世有意防其灭亡，但亦愿其自取必要之处置；然而两政府之顽固态度，实有自取灭亡之道。教会拒绝拿破仑提出的革命之要求（1860年4月）而组织军队。拿破仑愤教皇之态度，思召回法国军队，但又恐加富洱一得有口实即从事于新合并计划。

在烈普耳之形势更坏。新主佛兰西斯为左右宵小所惑，肆行专制恐怖手段，拿破仑三世久劝其立宪及联结萨地尼亚，而他置之度外。骚乱起于全国。叙叙利岛首先叛乱（1860年4月5日）。此运动是随后革命党为意大利统一而起的一个大运动之先声。加里巴耳的在吉诺亚组织义勇队，以备侵入叛乱中之叙叙利岛。加富洱与耶玛溜本可以阻止其行动而故纵之：在他们的意中，此举若失败，他们可以否认其行为；如其成功，则可取而代之，而以防止欧洲与意大利陷于无政府状态为名。于是5月11日，加里巴耳的之军队得在叙叙利上岸。6月末，全岛落于他的势力中。

欧洲列强，尤其是法兰西，闻叙叙利方面之事变，为之震骇，深咎加富洱纵容加里巴耳的。加富洱否认有此事，而明言奥大利法兰西既不禁其人民投效于教皇与烈普耳王之下，萨地尼亚自然不能独对于前往援助被压制的人民之本国人民，特加严禁。在7月末，烈普耳王已表示不肯实行立宪之约，大多数人民均属望于叙叙利方面。

加里巴耳的虽以耶玛溜之正式命其停止前进，不肯服从（7月27日）。耶玛溜亦不坚执己见，而任其进行。英政府既得狄林政府保证不再割让新土地于法国，对于萨地尼亚之新合并无异议。拿破仑三世既已承认非干涉主义，而此时又特别有与英政府保持一致之必要（为中国方面的战事），亦不阻断加里巴耳的之进路。加里巴耳的乃于8月8日渡海峡。拿破仑三世仅以一通牒将未来重大事变之责任归在英国。伦敦政府不欲与法奥决裂，急宣言如加里巴耳的攻击罗马或威尼沙，他认为不合法的行为。但谁能保此事变之不发生？加里巴耳的向烈普耳急速前进，国王佛兰西斯退向格特（Gaïta）方面。翌日加里巴耳的进入烈普耳城，建设临时政府，表示继续北进之意向。他声言将在罗马宫宣告耶玛溜为意大利国王。他此时已全为急进派所支配。玛志尼急赴烈普耳，他的徒党集于此临时政府首领之左右；意大利之革命原以王国之名义起者，似行将以共和之名义告成。

加富洱之收拾时局策

加富洱急欲阻止加里巴耳的，免其轻举，贻误意大利大事。在8月末，他遣使访问拿破仑三世（时在萨瓦），说明加里巴耳的行将进攻罗马，有制止他前进之必要；法国既不能以武力制止意大利之革命进行，亦不肯任奥大利独为反对革命之行动，不愿再与此国有战争，则应任令萨地尼亚自行救护君主政治。辟得蒙之军队当开赴烈普耳国境。然如此则须通过教皇领地拉玛契（les Marches），不免与教皇军队接触。然此不违反国际公法乎？教皇军队不将公然侵逼教皇旧领地及塔斯加尼乎？萨军经过地拉玛契的人民不表示欢迎耶玛溜乎？拿破仑口中不得不反对辟得蒙之新政策，然事实上不阻止之。

从9月7日以后，萨地尼亚政府令教皇政府解散军队，而在其拒绝之回答尚未到狄林以前，辟得蒙军队已越过教皇领内。9月29日教皇军队投降。法兰西军队仍旧占领罗马及其附郭小部分地方，但辟得蒙军占领其余教皇领地，在10月初，进至双叙叙利国境界。

辟得蒙虽不与烈普耳在交战状态，然军队竟越国境。加里巴耳的之态度，日益使萨地尼亚政府不安心。加里巴耳的似将延缓双叙叙利之人民总投票，以俟攻克罗马。他为革命党所包围，此类人对于耶玛溜及加富洱均无拥戴之诚意。加富洱为抵制此等激烈派势力计，召集议会于狄林，其第一件事即在许国王合并新占领的教皇领土，及双叙叙利王国。加富洱在致欧洲列强之通牒中，声言烈普耳王佛兰西斯既离国都，实际他自己抛弃王位；萨地尼亚政府有防止意大利陷于无政府状态之必要。而对于意大利人民，则加富洱立论又异，他说：耶玛溜对于各方面拥戴他之民意应当顺从。耶玛溜久已向双叙叙利前进。10月21日，烈普耳国及教皇领地均以庄严的人民总投票表示服属于他，数日以后，加里巴耳的让位于他。此时佛兰西斯逃避于格特；此为他唯一未丧失的地方，将固守以待欧洲之援助者。

欧洲与意大利王国

法政府对于加富洱之举动表面上表示不满足，召还其驻狄林之大使；但仍留一代办在彼处，以示此项决裂性质并不十分重大。普鲁士政府对于加富洱之最近的行为，亦只为空言的抗议，而加富洱答以“他先示一模范，不久普鲁士即将乐于仿行”。惟奥政府则大有利用此机会对萨地尼亚起新战争之势。如果奥大利能得俄国之赞助，必再攻击萨地尼亚无疑。但俄皇虽反对萨地尼亚之侵夺烈普耳王位，然非至耶玛溜取攻势而且与法皇联合，不肯承诺为好意的中立。拿破仑三世对他声明决不助萨地尼亚攻击奥大利，而只为他保障维那佛兰克条约之利益；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乃于波兰首都瓦萨之会见，阻止奥皇用兵（10月22～26日）。而后者亦以国内乱机四伏，不敢坚持主战政策。

同时（10月27日）英政府亦表示赞助愿附耶玛溜之人民，而宣言一切民族均当有更换政府之权利。此项宣言适对拿破仑三世而发，他本是一个提倡国民主权，人民公决主义者，英政府即以此塞其口。拿破仑三世犹对烈普耳王表示保护态度，一则因为教皇表同情于佛兰西斯，一则欲借以牵制耶玛溜之行动。法国舰队游弋于格特之前，不许萨地尼亚封锁此港。然英政府以非干涉主义之名义要求撤开法国舰队，而法国此时正为中国方面之事须与英国提携，亦觉得不能拒绝其要求（1861年1月19日）。2月13日格特陷落，佛兰西斯退入罗马，受教皇保护。

萨地尼亚势力巩固。耶玛溜命新合并的土地选举议员；意大利第一次国会乃于1861年2月18日开会于狄林，随即宣告耶玛溜为意大利国王。加富洱之政策卒获得良果。意大利半岛之政治的统一，已成事实。惟有威尼沙与罗马尚不在此新改组的国家以内。然而加富洱对于未来抱有十分的确信。在3月27日，他敢使议院宣告，在原则上罗马为意大利之首都。

第三项　威尼沙与罗马问题

拿破仑与罗马问题

意大利是否当取得威尼沙，取得罗马？依何种政治的方法以达取得此两地之目的？此在1861年尚为欧洲注目的主要问题。关于威尼沙问题，解决似不能即时实现；欲此问题之能解决，须得普鲁士与意大利同盟以抵制奥大利。关于罗马，加富洱希望可以即时得一解决。自由国家中的自由教会，是他所提出于教皇辟斯九世与拿破仑三世之计划。此计划不为教皇所嘉纳。而在法国不无成功；拿破仑现已欲撤回罗马之驻兵。不过他不愿与教皇失和。

加富洱之骤死（1861年6月6日）惊动欧洲，而给意大利一个精神上的大打击。此大政治家之事业似将受挫折，而事实却不然。拿破仑三世不欲增长耶玛溜政府之困难，乃急行正式承认此新王国，而派主张意大利统一之倍列迭逖（Benedetti）为驻狄林大使（6月末）。意大利新内阁总理黎加索里（Ricasoli）以为可依法政府之调停解决罗马问题，乃于9月向法政府提出一保障教皇独立之计划，请法政府转达教皇，使他放弃政权而取得大宗补助金及管理教会之自由。但拿破仑三世及其大臣等不敢以此计划转达教皇。在年终，法政府派一主张意大利统一之外交家为驻教皇处之大使；随后此外交家提议在教皇与狄林政府之间，当调停之任。但教皇始终执拗，不肯受调停。

教皇此项执拗态度，自然激动意大利之反感。革命党复谋用武。加里巴耳的又准备举事。未几黎加索里辞职，拉塔齐（Rattazzi）继任为意大利内阁总理（1862年3月）。拉塔齐声言愿防止半岛一切革命举动，专依外交的方法以解决威尼沙与罗马问题。法政府觉得应当起而为之援助，而命法国大使正式向教皇提出一个妥协案：在意大利之领土现状维持；教皇保留他的权利，但除于一小部分土地圣佩耳（Saint-Pierre）外不执行之；罗马与狄林间之外交关系恢复；旧教国家协定给教皇以适当的维持费；列强保障教皇领有罗马城及剩留的土地，但要求他给人民以改革（1862年5月30日）。教皇政府对于此调停案，仍是绝对的拒绝。

拿破仑三世愤教皇之执拗态度，巴黎与狄林政府之关系因之更密切。依拿破仑之助力，意大利王国得俄国之承认（1862年6月）；随后此王国亦为普鲁士所承认，从此时起，人已预料意普两政府之间将有协商出现。

加里巴耳的之轻举

拉塔齐内阁之有利的地位，忽因加里巴耳的之行动而破坏；加里巴耳的之目的在进占罗马，不复能忍耐。7月19日加里巴耳的率其党徒由叙叙利下船，渡过美西拉海峡，宣言向教皇领地前进。意大利政府急起而阻其进路，至于用武。加里巴耳的受伤被擒（8月27日），他的小军队打散。

拿破仑三世与反动政策

拉塔齐内阁依1862年9月10日之通牒，向欧洲宣言，意大利国民全体要求他们的首都，而现状已不容持久，恐于意大利国王政府有极恶的结果，行将危及欧洲之安宁及罗马旧教之宗教的利益。对于此项宣言，俄普取冷静态度，奥大利则表示愤慨；惟英政府公然赞助此宣言，英政府此时乐睹法兰西陷于难境。至于拿破仑三世本意未始不愿顺意大利人之意志。拿破仑亲王及其与党怂恿之。但皇后及洼洛斯基极力阻止此举，而他们的意见制胜。拿破仑卒变计，召回亲意派之大使倍列迭逖等。而以外交委诸多罗安得溜斯（Drouyn de Lhuys），此人则与教皇政府接近者（10月15日）。新外交总长即时表示无意赞助狄林政府解决罗马问题。其结果则拉塔齐内阁倒（12月5日）。意法协商似已破裂。

1864年9月15日之条约

在1863年及次年大部分，意大利政府专注意内政。同时而列强主注意于波兰与丹麦事件。此等事件有失拿破仑威信，而引起奥、普、俄对法之敌视。拿破仑三世不能望得英国之助力，乃复转而联意。于是意法之间重开1862年已断绝之谈判，其结果有1864年9月15日之法意协约；依此协约，意大利约不攻击教皇之现在领地，且为之防护；法兰西约于教皇军队组成之后，撤退法军，但至迟须在两年以内。教皇可自由组织军队，但不得用为攻击意大利之工具。意大利担负旧教皇领地公债之一部分。此项协约至有用意。如果革命起于罗马，意大利政府即可以恢复秩序之口实占领此城。但为预防此项事变，法兰西政府保留重新干涉之自由。拿破仑三世结此协约，未先商诸教皇，大招其抗议。教皇之态度适以坚意法之联合。拿破仑三世为延缓罗马问题计，随即表示愿助意大利获得威尼沙。他起始谋促普鲁士意大利两国同盟以攻奥大利，继见普奥一时妥协，乃转而直接与奥大利秘密谈判，劝其以威尼沙让给意大利（1865年9月）。但奥大利拒绝此项提议。未几普鲁士政治家毕士马克（Bismarck）赴比耶利仔（Biarritz）访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一方面为此政治家所说动，而他方面自以为容易乘机立于普奥之间为仲裁者，复承认耶玛溜与普王威廉同盟以夺回威尼沙。普意之间于1866年4月8日缔结协约，其条件是：意大利举全力攻奥大利，但须在普鲁士先取攻势之后；普鲁士可择时机宣战，但如果它未于三个月以内开始战事，意大利政府即认此条约为无效；此两盟国家不单独休战，而其一非取得威尼沙，其他非在德意志取得相等的土地决不息兵；普鲁士王当供给耶玛溜以120兆军费。

普奥战事及威尼沙之合并

战事复因外交上关系而延迟。拿破仑三世之政策日益混沌矛盾。他秘密与奥大利谈判，而依6月12日与此国缔结之密约，希望使意大利以取得威尼沙单独讲和了事。毕士马克恐意大利政府脱离同盟，决计及早开始战斗行为，战争乃于6月16日开始于德意志。于是意大利军队开始动作。意大利大军直攻威尼沙前面（6月20日）而遭大败。开始一举即于意大利不利。但数日以后，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7月3日）之大胜使意军恢复气势。

大战之翌日，奥大利急要求拿破仑之调停，而愿割让威尼沙于法，俾得转交意大利。拿破仑三世极愿使意大利休战，而强普鲁士如命议和。然他欲达此目的，须有军事上的示威举动，然而此则他所不能为，而亦所不敢为者。意大利始终忠于同盟，与普鲁士共行动。意大利虽败，不愿休战。在意大利政府自有它的用意：设使普鲁士而败，意大利或当承认拿破仑之调停，乐得取得威尼沙了事；然在萨多瓦战后，它自信可以唱高调。它的想依征服以得威尼沙。它并且不以此省自足，而垂涎于托里斯特（Trieste）与托连特（Trent）。然不意普鲁士忽然不商同意大利，独自与奥大利缔结《尼哥斯堡预备和约》（The Preliminaries of Nikolsbourg，7月26日），随即继以《普拉克和约》（The Peace of Prague，8月24日）。

意大利闻此消息愤慨。它提出抗议亦无效。毕士马克答谓普鲁士只约助意大利取得威尼沙，其他非所问。而此地之取得则已保证于意大利。于是耶玛溜不得不签预备和约（8月10日），嗣复签正式和约（10月3日）。

1867年以后之罗马问题

意大利王国依1866年普奥战役获得威尼沙，只待取得罗马，即可完成意大利半岛之统一。在1867年之初，意大利人要求罗马之声更急，则以当时保护罗马教皇之拿破仑三世已因普奥战役对普谈判失败，丧去威望。当卢森堡问题紧急之时，拉塔齐复执政权（1867年4月10日）。拉塔齐原得拿破仑三世欢心，极力对法政府表示友谊。但一旦遇拿破仑三世正式促他联法，他即声言法普两国于意大利均有恩惠，在此两国之中，意大利很难抉择何所适从。实则他对于两者皆无意为之用。他的目的是在罗马。加里巴耳的公然煽动教皇领地人民，组织新义勇队；而拉塔齐任其进行，意以为法普冲突，可给他以占领罗马之机会。

但法普冲突卒以伦敦会议（1867年5月）而延缓。萨瓦王室不得不停止它的计划之执行，但它未抛弃其希望。加之，加里巴耳的之运动仍未停止。普鲁士政府实鼓励之，因为法意失和为普之利。拉塔齐亦不阻止加里巴耳的之计划进行，而一方声言尊重1864年9月之协约，同时向拿破仑声明他不能径逆国民意思，恐因此激起革命；因为国民固要求取罗马为首都者。

教皇态度与法意关系

拿破仑急欲结束此困难之罗马问题。在1866年末，他曾提议召集列强公会解决此问题而不成功。教皇政府不肯对于人民行何改革；教皇辟斯九世且公然拥护教皇大权。教皇如此的挑衅态度已令意大利人激昂，而拿破仑政府此时尚曲意见好于教皇。在教皇军队中不仅有大部法国兵士服役，且有一法国大将公然赴罗马，为之检阅并改组军队。

拉塔齐对于此事提出抗议。拿破仑三世允诺与此项军队不生关系，然同时关于加里巴耳的之义勇队提出责问；此时加里巴耳的军队日益逼近罗马。意大利政府给以空言的保证，而实际不阻止加里巴耳的运动之进行。

加里巴耳的之侵袭罗马

加里巴耳的在1867年9月之初，自赴瑞士之日内瓦（Genève），对欧洲各地革命党代表发表他占取罗马之意见。法政府为及早防止此项暴动计，乃在加里巴耳的转回意大利之时，向意政府要求对加里巴耳的取禁制手段。拉塔齐屈服，而命将加里巴耳的禁锢。但数日以后（9月27日），加里巴耳的之党徒侵入教皇领地，直逼罗马。拉塔齐当然宣言他与此事无关系，而提议由法意两国军队共同保护罗马（10月13日）。拿破仑三世此时既为罗马旧教党所包围，乃严命意政府尊重教皇国境。拉塔齐乃辞职（10月21日），而在意大利新内阁未成立之前，加里巴耳的已经走脱，复出现于塔斯加尼；他在佛罗伦斯发表宣言（10月22日），公然依一专车出发，加入他的义勇队，侵入教皇领地，进逼罗马。

此时拿破仑三世已不再踌躇；法国军队奉命由海道开赴意大利，从10月30日以后，先锋队已抵罗马。意大利全岛哗然。意大利之新内阁为缓和舆论计，亦派军队入教皇领内。加里巴耳的之义勇队为法军所击败，而意政府亦速撤去其派赴教皇领内之意军。同时意政府捕加里巴耳的，其义勇队亦星散。然为表示意政府之爱国心决不让于加里巴耳的起见，意内阁乃于11月9日发一通牒，决然主张意大利要求罗马之权利。

拿破仑之新困难地位

拿破仑三世此时更处于困难地位，不知所以为计。其将延长罗马之占领耶？意大利必不容他。其将撤退罗马之驻防军耶？旧教僧侣党必抵死反对他。他于是又想到公会召集之一法。但许多国家（尤其是英国及普鲁士）甚望此举不能成事实。加之，他的大臣以他的名义在立法院宣言说，法政府决不令意大利得取有罗马（12月5日）；此在法政府方面，固将以见好于议院旧教党之多数，然因此束缚了法国的政策，致公会之召集不可能。

此后法意亲交不复能维持。欧洲协商亦不复成问题，且亦不再提及。1864年9月之条约，已成过去纪念。法兰西军队继续占住罗马，保护教皇。意大利原赖法兰西国民之血而达解放之目的，今乃变成它的仇敌，专待它失败衰危之日以攻入罗马。

法奥意三国同盟计划

然而在1868～1869年之间，尚有些政治家不仅对于意法接近未绝望，并且谋巩固此两政府之团结。在普法战争（1870年）未起之前，已屡次有实现此思想之企图。此事始由奥政府发动，此时奥政府在毕士马克的仇敌毕司特（Beust）主政之下，思报萨多瓦战败之仇，而视联法政策为实现此目的之最良的方法。拿破仑三世经过1866年与1867年外交谈判失败之后，窃打算对普开战之计划，亦甚愿联络奥国，乃向之提议同盟。在1868年严正的谈判进行。从此时后，毕司特认定非得意大利加入，法奥同盟势不可能。仅有法国同盟，奥政府尚不敢对普作战。奥国惧意大利从侧面来攻击，意大利固已从1866年以来，露出夺取托连特、托里斯特诸地之意者。反之，如果奥政府能调和拿破仑与耶玛溜，而法、奥、意三国结成同盟，则可大胆对普开战。但欲得意大利之赞同，必须允其占取罗马。毕司特不反对此举，他此时已无见好教皇之必要。

拿破仑三世似当然赞成此计划，因为拿破仑三世自身对于教皇之态度已当不满意；而在法兰西国民亦颇不解拿破仑三世自居为革命之产儿，何以继续拥护此反动主义之教皇。然而拿破仑三世迂回于两个矛盾的政策之间，一方面对自由党让步（尤其是在1869年总选举之后），同时又不敢公然与旧教党决裂。在1869年之中叶，三国同盟计划之秘密谈判似将成一现实的协定。但阻力仍在罗马问题。拿破仑不能如意大利之愿以解决此问题。法、奥、意三强乃停止谈判，而在8月仅含糊相约从事于共同的政策，意奥两政府保留其在法兰西无端发难攻击普鲁士之时，宣告中立之自由。

数月后，毕司特断定普法战争必至，而恐为拿破仑牵入旋涡中，窃思与意大利结一保障条约，使奥意两国静待时机，立于交战国之间，取武装调停之态度。拿破仑三世不仅知有此谈判，并且窃愿鼓励之。然而毕司特之政策始终败于一个阻力，即拿破仑三世不能令意大利占有罗马。

普法战争与意大利政策

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此举直接为普法争雄之决战，间接给意大利以完成统一之机会。拿破仑从事于此冒险的战争而无一同盟国。从7月11日，奥政府已警告他说，奥政府决不为他牵入战争中，他须对于将来的决定全然自负责任。至于意大利政府则在法政府重邀意大利同盟之时（16日），亦明白拒绝与法同盟，则以法国不肯给以罗马之故。此时意政府所能与拿破仑三世协定者，则为法兰西军队撤出教皇领地；1864年9月之协约重行遵守（7月20日）。但意政府犹望幸得奥政府之斡旋，可以自拿破仑三世索得他迄今不敢应允之牺牲。以毕司特之尽力，奥意同盟在7月末似有成立之望。其主要条件，为奥意两国联合兵力以备实行武装的调停；奥国派军队入叙列色（Silesia）及巴威利亚；在巴威利亚意大利军可与奥军会合。但奥意两政府均要求六星期之期间为动员之用，而非等到法军已侵入德意志南部不肯发动。并且拿破仑三世须承认意大利有占取罗马之自由。最后一条全不能行。拥护教皇的一派人士向拿破仑三世说，如果他战胜，他可以得意大利同盟，而不须给以罗马；否则他无论如何牺牲，决不能得意大利同盟。当拿破仑三世出发赴前敌督战之时（7月28日）他尚未决计。意大利之特使往会拿破仑三世于梅仔城（Metz），拿破仑亲王极力帮同意大利人进言，然而一切无效。拿破仑三世之惰性的抵抗，继续至于8月5日。翌日法军大败，八日以后，普军已进入法兰西中心。法军败退，同盟再不成问题。拿破仑三世于8月8日犹求助于耶玛溜，然亦无效。耶玛溜未始不寄同情于拿破仑之末运，然他是一个立宪君主，他的大臣不肯往救拿破仑三世。意大利整备武装，但不是为助拿破仑三世，而是为占取罗马，此则意大利今将无报酬得之者。拿破仑三世外遇敌军之侵袭，内顾革命之发生，犹作最后的希望。他尚信任意大利，而于8月19日派拿破仑亲王赴佛罗伦斯，对耶玛溜王为最后的求援。然此举无功如故。拿破仑三世即在此危急之时，犹不敢许意大利人占取罗马。然意大利人此时则更傲然主张他们占取他们的首都之权利（8月29日）。

意大利人之占取罗马

塞丹（Sedan）之投降（9月2日），巴黎之革命（9月4日），卒使意大利人得安然占取罗马。法兰西军队早已从教皇领地撤退。9月6日，意大利政府通告巴黎之“国防政府”以不能再遵守1864年9月协约之意，而巴黎政府对于权利问题未表示意见，而任令意大利政府自由行动。随后耶玛溜王向教皇辟斯九世下一最后通牒（9月8日），教皇绝对拒绝与意政府妥协。教皇自知无力可以阻意大利人来占罗马，然他须表示他非自己屈服，惟遇着武力逼迫，乃始退让。9月20日，意军安然占得罗马。数日以后，教皇领地内人民依全体一致之投票，承认此土地合并于意大利王国。

第四节　德意志之统一

第一项　普鲁士与德意志统一的准备

德意志与意大利

在19世纪下半期之初期，德意志如意大利然由一地理的名词变成统一的帝国。毕士马克是德意志的加富洱；普鲁士之为德意志统一事业之首领，亦如萨地尼亚为意大利统一运动之中心然。德意志之统一事业与意大利之统一事业皆成于战场，不过前者全由国民自己的实力，后者利用外援。在此两邦，政治的统一皆由抵抗奥大利而得来，而拿破仑三世又实直接间接有以促成之。德意志与意大利之统一，皆受法兰西政治之影响，同时其统一的效果亦转以影响法兰西之国势。不过此两个19世纪中政治的大革命事变，有一根本不同的点，即德意志问题远较意大利为复杂，而其统一之阻力亦较意大利统一上遇着的阻力为大；手造此大业之毕士马克较之加富洱政治生涯长久，乃能于新造之帝国自当建设之任，其政策影响于欧洲政治者至大而且久远。所以德意志之统一，是在法兰西大革命以后欧洲政治史上一个最大的事变。

德意志统一之阻力

在19世纪中对于德意志之政治的统一，有三个大阻力。其一是德意志各邦之传习的地域主义之观念太深，各邦不肯轻易放弃其主权，就治于一国民的中央政府；尤其是南部德意志诸国，极力拥护其独立地位，而忌嫉普鲁士之雄长德意志，侵害它们的主权。其二是德意志内部有利害关系不同，而向来相敌视之两个强国，即奥、普，互争霸权，不能相让；以它们之势不两立，不仅德意志的统一不能依两国之合力以促成，而反因它们之敌视，至于一切统一计划皆不可能。其三是在外有德意志人所视为世仇之法兰西，亦素忌在其东方国境有强大统一的国家出现；拿破仑三世继承拿破仑大帝之思想，不利于德意志之统一，而乐睹其始终分裂；尤其是对于南部德意志诸国，极力谋所以羁縻之，使保存其独立地位，以与普奥对抗。对于第一个阻力，则以普鲁士组织德意志关税同盟之成功，已经依经济的统一促进政治的统一之思想，在适当的外交活动之下，尚不难打破；至于第二第三两个阻力，则为德意志统一之致命伤，非依决然的武力，不易打破。毕士马克之精透的眼光，首先看清此层，而其对于统一事业之努力，亦注重在此。

毕士马克之人物政见

毕士马克可说是19世纪中欧洲最有手腕的外交家，于德意志最有功的政治家。他认定德意志统一之业不是可以演说决议而成就，而是要依“铁”与“血”而造成的。这是他和德意志一般自由主义的爱国家、统一运动者思想根本不同的处所。

在佛兰克弗特之德意志国民议会失败，德意志同盟复立（1851年）以后，毕士马克代表普鲁士出席于佛兰克弗特之同盟总会。在佛兰克弗特驻在八年，后来复出使圣彼得堡与巴黎。他在佛兰克弗特之时，已看清奥普在德意志势不两立，德意志欲于普鲁士主宰之下完成统一之业，第一步即在将奥大利排出同盟。他不愿静待国民的冲动之迟缓的动作，盖此虽未始不可以卒成统一之业，然其形式未必利于普鲁士。他决计依战争之迅速的动作，将德意志造成一个国家，且受普鲁士王室之支配。因为普鲁士所以有阿耳米仔（Olmtüz）之屈辱（1850年11月28日普鲁士代表曼特菲尔Mantenffel与奥相什洼全堡Schwarzenberg会于阿耳米仔，普鲁士屈服于奥大利威胁之下，关于德意志同盟改组问题，表示让步，抛弃自己主张的新同盟组织，迁就奥大利意见，普鲁士人视为莫大的耻辱），是由于俄皇援助奥大利，毕士马克乃采定一离间德奥关系之外交政策；则以在叙列色维格和耳斯太因问题（Schleswig-Holstein Question）（俄国因为王室亲戚关系及波罗的海势力关系与此问题有关）及破坏哈蒲斯堡王室在德意志的优势上，普鲁士的野心皆可为俄皇所妨害。

国际形势之变动

克里米亚战役变更国际形势，有利于普鲁士。此战役为俄奥关系变动之关键。在克里米亚战役中普鲁士踌躇于奥俄之间，然得列席于1856年之欧洲会议。奥大利在此战役中之政策表示忘记俄国在匈牙利及在阿耳米仔之援助。奥大利采此种自利的政策，损坏对俄关系。

1859年之意奥战争，亦间接影响于普鲁士的地位。伦巴多之丧失，损伤奥大利之威望。普鲁士在战事进行中，虽未能对于法奥两方面取决然的态度，然其动员之举已足以影响法奥之战事政策。

毕士马克与威廉王

1858年普鲁士王弗列得力克·威廉四世因精神病不能执政，命其弟威廉摄政。威廉于1861年1月卒继弗列得力克·威廉之位为普鲁士王（威廉后于1871年1月18日宣告为第一任德意志皇帝）。威廉执政后，普鲁士政策的精神一变。威廉不似前王之柔懦，而实为一具有壮志果断之人。他执政后即认定普鲁士有创造一强大的陆军之必要，而决心造成之。因为此项确信与决心，他乃有使用毕士马克及一个坚决的政策之必要。

毕士马克于1862年9月应召入阁。他登时遇着一个重大的政治的危机；此危机之起，即因为国王欲不管议会是否同意，迳行取得普鲁士利益上必要的军备改革之决心。1859年之意奥战争已为普鲁士兵力之显著的证据；因为仅以他的军队之一动员，已经使法奥急于言和。威廉欲改组军制，扩张兵力，使普鲁士在欧洲中原成一强大的势力。他欲实行此计划，不能不要求增加预算上军事经费。在1860年5月，当威廉尚为摄政之时，威廉即以此要求提出于议会，而提议增加地税，以充此费。但他的提案受自由党（Fortchrittspartei）之决然的反对。自由党不愿增加国王之兵力，不愿普鲁士以武力取得帝位，而深信德意志民族主义可不需武力之助而制胜。而在他方面，威廉决意贯彻其主张，不肯与议会妥协。在1862年3月，议会取强硬态度，削除新军费预算，至于新召集的军队不得不解散。威廉一时决计退位，后卒以有名的军事家龙恩（Roon）之献议，召毕士马克组织内阁，从此时起（1862年9月），毕士马克实际统治德意志者几30年。

毕士马克之政策

毕士马克最初的政策之要点，可以他自己的话语表示之：德意志不需要普鲁士之自由主义；“先普鲁士，后德意志”。他深咎前王弗列得力克·威廉之柔懦。毕士马克曾谓政治的争议当取决于武力，而不取决于权利。他已决计为争普鲁士之霸权战。实则他的目的在七年之中依三次战争以达到：1864年之丹麦战争；1866年之普奥战争；及1870～1871年之德法战争。

在毕士马克政府之初期他决计贯彻威廉王之主张，组成他所需要之军队。他敢统治普鲁士而不依议院多数；维持新增的军备，而不顾议院之拒绝通过经费。他为实行他的政策，达他最后的目的，不惜冒违宪之大不韪。

第二项　由1864年之战争至1866年之战争

毕士马克外交成功之初步

1864年，丹麦战事发生，此为德意志统一之三个战争中的第一个。此战事表现毕士马克之外交手段于其国人，而致那非自由主义的态度渐与国民意志相融洽。毕士马克于此事发生以前，已经在外交上获有初步的胜利。他欲达普鲁士政策之目的，必不可不防止俄奥或俄法协商之成立，两者有一于此，皆有害于他的计划之实行。恰值1863年有波兰革命之事，给他以联络俄皇之机会。他对俄皇亚历山大约，普鲁士决不许其治下的波兰人得给俄领波兰之革命军以助力，他关于压平两国共通危险之叛乱一事，自认与俄皇协力。俄皇原有意给波兰一个自由的政府，至此乃变计，而决然以兵力打平叛乱。因普鲁士之此一番保证，俄皇对于法兰西联合英奥两政府向俄政府提出共同抗议之举，乃敢漠视。奥大利此时正谋博得德意志自由派之好意，以抵制普鲁士之反动政策，欲强普鲁士赞同他提出的德意志联合改组计划，而以毕士马克反对普王赴佛兰克弗特之德意志君主大会（1863年9月），其计划卒归失败。毕士马克政府之第一年中，已表示普鲁士在德意志地位之大改善。

叙列色维格和耳斯太因问题

叙列色维格和耳斯太因问题，为丹麦战争之起因。此两州住民大都为德意志人，然两州隶属于丹麦国王已历数世纪。但它们都各保有其地方议会，未并合于丹麦国，1815年德意志同盟组织，和耳斯太因与罗奄堡（Lauenbourg，1815划归丹麦王者）构成同盟之一员。在1848年1月，丹麦王克里斯丁八世（Christian Ⅷ）死，其继任弗列得列七世（Frederick Ⅶ）随即发表他给他的王国各州一共同宪法之计划。和耳斯太因得德意志之助曾表示抗议。和耳斯太因人要求一特殊的组织同适用于叙列色维格。继承权问题更给他们以要求特权的口实。弗列得列七世无子，其继承者当为女系，丹麦王位虽许由女子继承，而和耳斯太因则适用男系继承法。而属于丹麦王室男统旁系之俄古斯丹堡公克里斯丁（Duke Christian of Augustenberg）视此州为他应继承的权利，兼要求叙列色维格。俄古斯丹堡乘1848年柏林、维也纳革命潮流，煽动和耳斯太因叛乱，组织一临时政府，自为首领（3月24日），而求助于普鲁士。普鲁士未尝不乐得在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扩张势力。于是普王弗列得列克·威廉不经宣战，无端派普军进和耳斯太因。一月以后，他且占取叙列色维格，并侵到齐特兰（Jutland）。

在德意志国民统一计划失败后，普鲁士威望失坠，欧洲列强（英、法、俄）亦表示援助丹麦王室之倾向。普王势孤，乃从丹麦撤兵（《丹普和约》于1850年7月2日签字于柏林）。和耳斯太因之革命军失却德意志人之助，随为丹麦军所击败（1850年7月）。丹麦王收复此两州，而依一敕令（1852年1月）宣告此两州之联合解散。继承问题由列强依《伦敦协约》（1852年5月）处决之；依此协约，五强及瑞典保障丹麦王室之领土保全，格溜克斯堡公（Duke Christian of Glücksburg，丹麦王之侄女婿）继承丹麦王土全体，包含叙和两州。此约屏除俄古斯丹堡公之继承权（他自己承认放弃之），且约给全国以一共同的宪法。列强之干涉可谓如丹麦之意解决了此困难的问题。但此解决既不为叙和两州所承受，亦不为德意志同盟所承认，亦不为男系继承人俄古斯丹堡公之后继人所承认。在德意志惟有奥普两国为1852年协约之当事者。

恰在《伦敦协约》缔结之前，丹麦政府声明将对于王国全体施行一个共通宪法，但各部许设地方议会，依它们自己的政务员以管理与全体不共通的事务。丹麦国王于宣告此宪法之时，并且约诺决不将叙列色维格合并于王国领土内。在1855年，上项声明之共通宪法，确然成立，施行于丹麦王领土全部；关于由地方议会管理纯粹地方的事务之规定，仍然维持，但至于何项事务为丹麦全体共通之事务，则决定之保留权在丹麦政府。叙和两州人民及德意志对叙和两州表同情之人均表愤慨。德意志同盟不承认此宪法在和耳斯太因罗奄堡有效，普奥亦攻击此宪法。丹麦政府卒觉它的计划在和耳斯太因之实行不可能，乃决变计，而有1863年3月之敕令。

在1863年之初，叙和两州及罗奄堡问题仍是受1852年《伦敦协约》之支配。在同年3月30日丹麦王弗列得列下一敕令，给和耳斯太因以独立的议会、预算、军队，而宣言为丹麦与叙列色维格发布一宪法（但弗列得列于此宪法未公布以前已死）。依此敕令，叙列色维格成为丹麦之一省，完全与和耳斯太因分离。丹麦国王之此举，自其敌人视之，有两层违法的处所：第一，此新敕令加于和耳斯太因而未商得其人民代表之同意；第二，丹麦实行合并叙列色维格。前者漠视德意志同盟之权利，后者违反1852年之《伦敦协约》。叙和两州问题因此复起，而成为丹麦与德意志之冲突问题，是即为丹麦战争之起因。

丹麦战争

德意志同盟虽不是《伦敦协约》之当事者，但叙和两州问题却是一个民族的问题；盖罗奄堡及叙和两州之住民（除叙列色维格北部外）皆属德意志人；而要求此两州继承权之俄古斯丹堡公弗列得列（对于其父在1852年之放弃权利未表承认者）亦是德意志人。至于普鲁士，则毕士马克正利用此问题以达他的政策之目的，他方有意在此方面扩张普鲁士国境，且垂涎基尔（Kiel）之良军港。同时他处此情势之下，亦须特别慎重其行动。如果暴露普鲁士政策的实在目的，必致给《伦敦协约》当事者之列强以干涉之口实。但如得奥大利共行动，此危险可减。加之，如专谋普鲁士利益，不免与国民统一运动之爱国主义相违。于是关于此政策之执行，有使奥大利与普鲁士分过之必要。

在1863年7月9日奥普两国在德意志同盟总会通过一个决议，要求丹麦王弗列得列取消3月所发之敕令，恢复1852年之状态。奥普两国行动一致，但动机不同。奥大利的最上策是在与同盟之诸小邦（它们对普恶感正深）联结，以谋于叙和罗三州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奥大利之欲使德意志不受列强干涉，则与普一致。但普鲁士不愿有独立的国家之组织，则以在此诸州设立一独立的统治者，必致因其畏普之故，依附奥国，在此方面新增出一个奥大利的属国。一时列强未必肯坐视普鲁士之侵夺丹麦国土。毕士马克乃如奥大利然，宁愿赞同同盟总会之缓慢的动议。1863年11月13日丹麦国会通过3月中所宣言之丹麦叙列色维格联合宪法。

叙和两州之反对丹麦

1863年11月15日丹麦王弗列得列七世死，克里斯丁九世继位，形势一变，叙和两州问题更形纷纠。俄古斯丹堡公弗列得列不管其父之曾放弃其继承权，而要求叙和两州，此两州之议会宣告他为弗列得列八世；和耳斯太因与叙列色维格脱离丹麦而合于德意志。德意志之爱国者赞助德意志的叙和两州及弗列得列八世，反对丹麦。丹麦王克里斯丁继承前王之政策，公布11月13日之宪法。

叙和两州之行动激动德意志之热狂。12月7日同盟总会决议，派同盟军队（于一萨克逊将军统率之下）去占领和耳斯太因，英政府犹想调停，曾派特使赴丹麦，但丹麦政府关于合并叙列色维格问题不肯让步，一则因为丹麦之民族的热狂方盛，一则因为丹麦以为英国可以助丹麦保全领土。1864年1月8日和耳斯太因为德意志同盟军所占，俄古斯丹堡公在基尔组织政府。

普奥之行动

其时英政府复起而调停，通告德意志同盟总会，要求开列强公会。在此次英国提议以前，拿破仑三世亦曾提议开列强会议以解决叙和两州问题（1863年11月5日），但英国以其提议中含有1815年条约失效之宣言，不敢与之共事。而此次则英国之提议不为德意志同盟所容纳，因为同盟总会向未加入1852年《伦敦协约》，不愿受列强之干涉（1月14日同盟总会声明否认《伦敦协约》），毕士马克乃觉干涉之时机已到。因为普鲁士为《伦敦协约》之当事者，本可以离德意志同盟而独立行动。奥大利因惧拿破仑三世之图，它不能不与普交欢，乃与之共行动。1月16日，普奥两国政府协定对丹麦下一最后通牒，限于两日以内，取消上年11月之宪法。如果丹麦拒绝此要求，奥军6万人即进取叙列色维格。至于叙和两州取得后如何处置，则未说定；但两国政府约“以相互协议”（by mutual agreement）规律它们未来的行动。此项协定，实为毕士马克之大成功，他依此取得所希望之同盟，以解放叙和两州，而复保有将此两州附于普鲁士之可能。奥国外交当局列希堡（Rechberg）原想关于将来的行动有所商定，以免将来在北方发生[image: alt]
 [image: alt]
 ，然以毕士马克之不肯如他所愿，不能不退让。普奥之向丹麦发最后通牒，固明知丹麦必拒绝所求。于是普奥军队可以于德意志同盟军队占据叙列色维格之先，急速的攻入叙列色维格。普奥虽为1852年《伦敦协约》之当事者，然依毕士马克所说，它们之承认丹麦领土保全，是以丹麦王室自动的承认不合并叙列色维格之约诺为条件。兹当由普奥军队占住此两州，以为丹麦履行上项约诺之保证。实则普鲁士政府当局之自始已蓄意侵并此两州，可于毕士马克之《回顾录》中看出。（毕士马克在他的《回顾录》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 Vol.Ⅱ，Chap.XIX自谓从最初起，他即抱定合并此土之思想。）毕士马克预料之事情发生：丹麦政府拒绝最后通牒之要求；普奥对丹麦宣战；联军进逼叙列色维格。

英国之调停

英国政府亦非全未看破此层者。丹麦战争起后，英内阁之拉塞耳（Russell）即向列强下一通牒，提议开欧洲公会（1月20日）；及此提议无效，有意取强烈之手段。但俄法均不肯赞成此行动。俄政府既已感激毕士马克之助，在1863年之波兰革命中，俄国得普鲁士好意中立之助甚大，于是毕士马克在波兰事件中对于俄国表示之友谊，产生一良果，即俄国在叙和两州事件中对普不取何项行动；俄国之友谊的态度，容或更因为未来的希望增强。而在他方面，则法兰西在1864年关于叙和两州事件不欲取强硬手段，半因为他方有事于墨西哥方面，而半因为英国既在1863年关于波兰问题拒绝与法国共行动，它不信英政府能坚执强硬政策。故值丹麦已示有被征服之势之时，英政府（巴尔玛斯登）以共同武装干涉向法政府出一提议，法国外务大臣依1864年6月14日之公文表示拒绝。此公文系对法国驻伦敦之大使而发，所以指导他对于英政府之态度者。在此公文中，法政府表示法兰西不能与英国同盟，它说，英国只专致力于支配波罗的海，而法国则须对奥大利与德意志之联合兵力从事大陆的战争。

在英法不干涉之事尚未明确之时，已有许多事变发生。普奥军队继续前进，迫萨克逊汉洛瓦军（同盟总会派遣之军队）撤退，而占领和耳斯太因（普奥联军与德意志同盟军幸免于冲突）。而在2月之初，普奥军队攻入叙列色维格。4月之中旬，联军占有叙列色维格全部。

丹麦与普奥之和约

此时丹麦已完全在普奥武力之下。外国亦无起而援助丹麦者。即英国亦除谋得召集列强公会（1852年《伦敦协约》当事者之诸国会议）外，别无能为力。此会议于4月25日开于伦敦。会议所行的第一件事，即在协定休战（从5月12日至6月24日）。而议到叙和两州问题之最后解决，则普国要求两州之政治的独立及它们的联合，而丹麦代表绝对不肯承认此主张。在6月25日，伦敦会议无结果而解散。伦敦会议失败，战事再进行。6月之末，普奥联军进入丹麦本土，容易占齐特兰（Jutland）全部。丹麦此时已知孤立无援，不能再抵抗，乃向普奥乞和，从6月20日起休战。5日以后，丹麦代表与毕士马克、列希堡会于维也纳议和。在此和议中，德意志同盟全被漠视。英法论理可以主张，关于叙和问题之和议与其处决，实为欧洲之公共事务；但毕士马克不使它们有与议的机会，而丹麦代表鉴于事机之紧迫，再战之危险，又不能拖延谈判。于是在8月1日预备和约签字；依此预备和约，丹麦王放弃他对于叙和两州及罗奄堡之权利，而以之让与奥普两皇。丹麦赔偿此次战争中普奥所负之军费。10月30日普、奥、丹三国在维也纳订成正式和约，包载上项条件。于是依事势之推移，原为取得叙和两州自治而起之运动，乃以两州置于普奥两国同盟支配下之结局。

普奥利益之冲突

丹麦战事结局，维也纳条约成立后，普奥利益之冲突，渐表现出来。普奥在战前之协定（1864年1月）原期依“互相协议”决定叙和两州之将来。然现值普奥共同管理叙和两州，奥国始觉普鲁士之意图合并。奥国且觉此次与普取共同行动，有逆德意志国民意志。但得普鲁士肯保障奥大利之非德意志的领土，而让以下叙列色（Lower Silesia）之一部分土地（奥国所希望者格拉兹Glatz），它宁愿让出它对于两州之权利。值柏林拒绝此议，奥政府乃提议任俄古斯丹堡公领有此两州。但此则大违毕士马克之意志，不过他尚不敢明言反对耳。毕士马克为此提出条件，破坏奥大利之提议。他谓（1865年2月）保护俄古斯丹堡公抵制丹麦之侵逼，责任在普鲁士，普鲁士须有交换条件，因而要求叙和两州加入关税同盟；基尔港割让于普鲁士；而由普鲁士代管军队、邮政、铁道及各种要塞军路；此等条件，是将叙和两州化成普鲁士之属地。

加斯太因之协定

毕士马克虽准备与奥冲突，完全将它排出叙和两州，然一时尚不欲开衅。他对于拿破仑三世之态度尚未有把握；他尚须取得意大利之同盟。适值奥大利正在内政改组之危机中，欲于对普决斗以前，先与匈牙利人调和，向普鲁士提议妥协办法，毕士马克乃亦承诺之。于是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政府在加斯太因（Gastein）缔结有一协约。加斯太因之协约，在奥大利为退让，而于普鲁士为胜利，普鲁士至夸为“未流血的战胜”。依此协约，普奥保留它们对于叙和两州之共同权利，而分任两州之治理：叙列色维格之治理属普；和耳斯太因属奥。此外则普鲁士依一小额的代价（250万丹麦币），取得罗奄堡之完全领有权。此协约满足毕士马克之意愿，然而奥大利则以此更陷于纷纠的问题中，失去其他德意志各邦君主之好意，至少在表面上有抛弃俄古斯丹堡公之嫌。俄古斯丹堡公不承认此协约，普鲁士声言如他出现于叙列色维格，即当捕之。

比耶利仔之会见

普奥之处决叙和两州问题，可以说是从精神上破坏1815年之德意志同盟，而引起更重大的德意志新组织问题。毕士马克已有俄国之友谊可靠，但尚须确定法兰西之态度。普鲁士与巴黎协商，即有接近意大利政府之利益。毕士马克自知不久须与奥大利决战；他知对奥战争之时，决不利于有法兰西之为敌。所以在加斯太因之后，他即往访拿破仑三世于比耶利仔（Biarritz），正如七年以前（1858年7月）加富洱赴普伦比耶（Plombières）之故事。毕士马克于1865年10月4日抵比耶利仔；他与拿破仑三世为数次之会谈。两人之谈论均是口头的，全未笔记出来；然而他们会谈之大概性质是明白的。在此会谈中，拿破仑极欲问明者，是究竟于公表的《加斯太因协约》之外，有无秘密协定，尤其是究竟普鲁士是否保证奥大利保有威尼沙州。而此层则毕士马克断言其无者。拿破仑深信法兰西支配当时局势，德意志不足畏，奥军必胜。他断定酌量情势，他可以给法兰西以乘机干涉之机会。而在他方面则毕士马克深知拿破仑三世如愿取决然的行动，纵不至打破普鲁士对奥之计划，亦可以妨害之。他知拿破仑主要的用心，是在再依取得里司、萨瓦之方法，博得国内人望。毕士马克愿承诺一提案以换得拿破仑之中立，而衷心仍打算见机避脱默认的或现实的义务。双方均视此次会谈为满足。拿破仑承诺守中立；表示希望增加领土以为报酬，而允劝意大利与普鲁士协同行动，自不容疑。毕士马克因未承受有何项特别具体的义务，然实有以使拿破仑三世误信以为法国必能因其好意获得报酬。实则拿破仑三世之威望，曾为墨西哥事件损伤，急欲立功以恢复之。然而毕士马克固已确知普意联合必败奥大利，而蓄意欺骗拿破仑三世，使不能得预期的分赃。

普鲁士之武断政策

纠纷不能解决之叙和两州问题，于1866年之初，给毕士马克以对奥挑衅之机会。奥大利惟有德意志小邦之后援可恃，顺从它们对于两州问题之意见，鼓励和耳斯太因之俄古斯丹堡党，而任令俄古斯丹堡公弗列得列立足于基尔。1866年1月23日，在阿托那（Altona在和耳斯太因）有群众集会，攻击普鲁士，毕士马克登时向维也纳致一通牒，表示抗议。他咎奥大利政府违背加斯太因之协定，损伤普鲁士对于和耳斯太因之共同管理权，而鼓励彼妨害普鲁士在叙列色维格的行政之革命的宣传。奥大利辩护其行为，谓加斯太因之协定，不许奥大利之外再有何项权力可干涉和耳斯太因之事。2月28日普王在柏林开御前会议，公然攻击奥大利之行为，而认叙和两州之合并为普鲁士国民的意志。政府多数认战事为不可免的。毛奇（Moltke）将军论对奥战争，意大利之协助为必要，因之普鲁士驻意代表与意政府开始谈判。而从巴黎方面，有法兰西皇帝赞成意大利与普同盟，从奥大利收得威尼沙之报告；于是战争准备之第二步，即是有名的意大利之果洼鲁（Govone）将军赴柏林，而缔结有4月8日之普意同盟条约。依此条约，在三个月之内，如果普军开始攻击奥大利，意大利即加入普军方面，对奥作战；同盟继续至于同盟国家各达到目的为止。

1866年之普奥战争

普奥战争之根本原因，究不在叙和两州（此虽是一个重要的助因），而是在另一个事实，此即是德意志同盟在其存在之50年中，运用日益困难，则以普奥两国在一处势不两立之故。为救济此事实状态，必须改组同盟。然唯一利于普鲁士的改组方法，是在排出奥大利；而此则非经一战不能实行者。在3月24日当两方正调动军队之时，毕士马克已致通牒于德意志各邦政府，提出联邦改组问题。

在4月中期维也纳得意大利大军调动之消息；4月21日奥大利南部军队动员。毕士马克通告维也纳政府说，普鲁士不能坐视意大利之受侵击。大约奥大利此时始知普意同盟，此同盟条文原守秘密。4月26日意大利军队动员，于是德意志次等国家开始武装。

毕士马克曾通告奥国，拒绝以两国争议交付同盟总会处决，双方各从事于战备。在此时期中，拿破仑三世复自居调停人之地位，提议召集一欧洲公会，解决此争端。他提议将叙和两州、威尼沙问题、德意志同盟改组问题为公会之议题。普鲁士、德意志同盟与意大利均表示愿意加入。但奥大利明言拒绝承认增加何方领土之提议；它之加入公会，附此一个条件，是即使意大利之威尼沙问题不能付公会讨议（1866年5月）。奥大利之条件根本的反乎意大利、普鲁士与拿破仑三世之目的，公会召集之举乃作罢论。拿破仑后再为一度限制战争范围之企图：6月12日他与奥大利缔结一秘密条约，规定，法国守中立，奥大利于战局得利可以让步而不损名誉之时，即可割让威尼沙于法国，转交意大利，以便自由对待普鲁士。意大利不愿承受此不可靠的利益，不愿从拿破仑获得威尼沙而坚守与普鲁士之盟约。

因拿破仑干涉而中断之形势趋近于危机。1866年6月1日，奥大利声言将叙和两州之命运交付同盟总会处决，而同时召集和耳斯太因之议会。毕士马克随即宣言《加斯太因协约》失效，共同治理权复旧，而派兵入和耳斯太因；俄古斯丹堡公退走阿托拉。6月10日，毕士马克提出普鲁士要求的联邦组织计划。他提议排出奥大利；设立一依普通选举制选出之国会；设置一联邦行政部，综理大政，主持外交；设立一联邦舰队；设置一共通军队；由普王与巴威利亚王分领之。毕士马克声明如他的提议否决，普鲁士即将脱离同盟，而认凡赞成奥大利提议之邦为敌国。奥大利在和耳斯太因与德意志同盟两方面之地位均受攻击。在6月11日，奥大利攻击普鲁士之行动为破坏同盟法律，而要求同盟军队动员。

奥大利之动议经巴威利亚稍修改之后，于6月14日通过于同盟总会（以9票对6票之多数）。萨克逊、巴威利亚、汉洛瓦、瓦颠堡之对奥大利方面投赞成票，因为根本的反对普鲁士之霸权。拉素（Nassau）、巴颠、赫塞加塞耳、赫塞达姆斯打特之反对普鲁士，则因为它们的土地介于普鲁士本部与其莱茵省份之间，惧于普战胜时为它所吞并。同盟总会决议通过，普鲁士即时宣告退出同盟，6月15日普鲁士对在总会袒护奥大利的各国家下一最后通牒，限令数小时内解除武装，及被拒绝，乃行进兵。实则在叙和两州之国境已发生冲突；普鲁士进兵最先，6月7月普兵已开入和耳斯太因。奥大利之宣战书发表于6月17日，普鲁士宣战书发于18日，意大利之宣战则在6月20日。

《尼可斯堡预备和约》及《普拉克和约》

在普奥战争中，普鲁士虽有意大利之助，然在德意志方面陷于孤立地位。普鲁士之敌方，有奥大利、萨克逊、巴威利亚、瓦颠堡、汉洛瓦、巴颠、赫塞加塞耳、赫塞达姆斯打特、拉索及佛兰克弗特自由市。然而此不过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普军到处战胜，战局定于1866年7月3日之萨多洼（Sadowa）或克利希格拉仔（Königgrätz在波赫米亚）之大战，此役奥军主力破灭，普军优势完全树立。

普鲁士战胜之速完全出乎拿破仑预料之外，而使奥皇无复有获一军事上胜利，使其能抛弃威尼沙而不至大损声威之希望。萨多洼战败之翌日（7月4日），奥皇请求拿破仑三世出来干涉，而以威尼沙交付于他，冀以卖退意大利。此时拿破仑如能决然勇断，尚或可以操纵时局。拿破仑三世虽尚未准备直当战胜的普军，但他如能与奥大利或且与意大利协定，可以妨害普鲁士胜利之完成，而防止有一在普鲁士王室主宰下之统一的德意志产生。毕士马克知此危险，乃赞成与巴黎政府商议时局，而以意大利共同休战为条件。但意大利报仇心切，于萨多洼战后一星期内，继续战争；拿破仑惟禁止意军侵入威尼沙，因其此时已成法国领土。拿破仑三世此时耗费时光于无益的谈判，他的迟疑不决的态度，使毕士马克有完成对奥胜利之余裕。

毕士马克在普奥战争中，更表示他在政治上远大的眼光与果断。他知利用胜利之限度。新进气锐之普军初获大胜，尚要进攻维也纳。然而毕士马克却敢决然停止此战胜的军队进行。他之为此，大有深意存乎其间；他不欲过伤奥国皇室的感情，而留为将来妥协之地步。依他的意见，则与其徒然攻陷维也纳，损伤奥国体面，毋宁表示宽大精神，获得普国必要的利益了事。加之外国政府，尤其是拿破仑三世之态度尚不可逆睹，更不利于久延战局。所以毕士马克希望和议成立之心甚切，卒能打破普王及各将校之战争热而决定和议。（7月12日及23日普王曾在大本营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毕士马克之意见孤立，后卒得皇太子之赞助，说动国王主和。）

奥皇要求拿破仑干涉后之十日（7月14日），拿破仑三世以调停者之资格与普鲁士驻法大使果耳仔（Goltz）之间商定之和议条件成立，22日普奥休战，26日毕士马克与奥国代表在尼可斯堡签订预备和约，其主要条件即是拿破仑三世与果耳仔在巴黎所协定者。依此条约，奥大利获有领土保全之保障（惟除威尼沙，此地应归意大利），萨克逊之领土保全亦被承认；奥大利交付约当英金300万镑之赔款。此等条件似未能全然如普王之意愿。然毕士马克全然获得他所需要者：奥大利承认德意志同盟之解散，承认在缅因（The Main）以北组织一新同盟，而奥大利不在内；奥大利承认缅因以南之国家可以特别组成一同盟，而可依条约与北部联结；奥大利放弃对于叙和两州之权利，而许普鲁士对于缅因以北奥大利的同盟（除萨克逊外）行使合并。实际说起来，现代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年）之基础，即树立于尼可斯堡。

最后正式和约订立于普拉克（1866年8月23日）。《普拉克和约》第1条载有普通的平和修好条款。第2条规定威尼沙割让于意大利。第4条规定解散德意志同盟，而承认在缅因以北组织一新同盟，奥大利不加入。第5条规定奥皇将他对于叙和两州之权利转让于普王，但规定叙列色维格北部人民如依人民总投票表示愿属于丹麦，即当将此地方交还丹麦。（此条件为拿破仑三世与普国大使在巴黎协定的，然始终未为普鲁士所履行，而卒依1878年10月11日之普奥条约取消。）其他列于《尼可斯堡预备和约》之条件均载入此和约。于是奥大利及萨克逊各得享有领土保全；但汉洛瓦、赫塞加塞耳、拉索及佛兰克弗特自由市则全被普鲁士合并，而在巴威利亚及赫塞达姆斯打特亦有极小部分地方合并于普鲁士，为普鲁士在德意志中部之领土与西南部之领土间开一通路。意奥和约于1866年10月3日成立于维也纳。

1867年之北德意志同盟

《尼可斯堡预备和约》签字以后，毕士马克重申组织新同盟之议，而主张以6月10日提出同盟总会之案为基础。1866年8月4日普鲁士邀北德意志各邦与它订结同盟，组成临时的联合，以一年为期，以俟和约上规定之新同盟组织协定成立。德意志各邦代表于12月15日至翌年2月9日之间，会议于柏林，讨论新组织计划，而承受毕士马克之提案。在1867年2月12日，各邦举行选举，选出一具有制宪权之国会。国会于2月24日开会于柏林。在4月17日新同盟宪法经国会通过，于是提交各邦议会得其承认。7月1日此宪法正式发布，而有名的北德意志同盟（Norddeutscher Bund,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告成。

在1815年之德意志同盟（Deutscher Bund）之建设与1867年7月1日北德意志同盟成立之期间，德意志国家分子变化甚多。1815年之39邦在1867年7月1日已减成27邦（或是因为被合并于普鲁士，或是因为王室继承关系相互合邦），而在此27邦中，有5邦完全立于北德意志同盟之外，即奥大利、巴威利亚、巴颠、瓦颠堡与利希颠斯太因（Lichtenstein）；有一邦部分的属于此同盟，即赫塞达姆斯打特（缅因以北的领土）。因之北德意志同盟包含22邦。

1867年之宪法为德意志组成一联邦，以代1815年创立之邦联（Staatenbund）：1871年德意志之联邦组织即继承1867年之北德意志同盟宪法者。北德意志之组织完全出自毕士马克之立案，适以便于普鲁士行使霸权。北德意志同盟之机关有三个：盟长（Präsidium）、联邦参议院（Bundesrat）、帝国议会（Reichstag）。盟长由普鲁士王任之；他有对外代表、同盟、宣战、讲和之权。盟长统率一切军队，公布法律，任免官吏，命令议会闭会。盟长之下有联邦宰相（Bundeskanzler），辅佐盟长，执行政权，而对盟长负责任；联邦宰相为联邦参议院之议长。联邦参议院继承1815年之同盟总会；参议院以43个代表（代表22邦）组成；就中普鲁士得出17个代表，换句话说，即有17个表决权。国民议会依直接、秘密、普通选举制选出，其权能有限；议会对于财政上之监督限于可决新租税；其通过之法律，须经参议院同意，始有效。

北德意志同盟之权力及于一切军事上、政治上、商业上的问题。同盟之财政依两个财源以维持：其一为关税，邮政收入，及间接税；其他为各邦的临时贡输。如第一项收入不足时，则自各邦（依人口之比例）征集之。各邦保有自治权，维持其关于宗教、教育、公共工事、司法之权能，惟对于中央政府方面之侵权，未有充分的保障。

南德意志诸国之同盟

《普拉克和约》第2条规定，缅因以南之德意志国家当组成一同盟，其与北德意志同盟之联结，当依后来的协商定之。法兰西政府对于此项分立视为极重要，而谓如此将德意志分裂为三：北德意志同盟、南德意志同盟、奥大利，优足以抵消普鲁士之扩大。但南德意志同盟究未产出。巴威利亚及瓦颠堡均忌有此，因恐同盟之组织便于普鲁士之兼并南部德意志。但毕士马克之揭破拿破仑要求取偿于南德意志之提案，大有以影响南部诸国对普之意向。南部地方割据主义，为民族爱国心所战胜，而普鲁士正利用之，以达其联络南部诸国之目的。在1866年8月，巴威利亚、巴颠、瓦颠堡与普鲁士结成军事同盟，同盟当事者相互保障它们的领土保全，而相约战时举其全力助战。此项同盟条约，迄于卢森堡问题发生之时始发表于欧洲。而依1867年6月4日之协约，关税同盟中之南德意志诸邦及北德意志诸邦（除三自由市外）结成一个关税议会（Zollparlament），由南德意志诸国依直接普通选举制选出之议员加入北德意志国民议会组成，以讨论关税问题；是无异北德意志国民议会之扩大。此项条约实以表示经济的统一之再进一步（关税议会继续到1870年），而为南北两德意志之一个连锁。

第三项　普法战争与《佛兰克弗特和约》

拿破仑之失望

在萨多洼之役以前，拿破仑三世有助于普鲁士，他是赞成普意同盟者。在此大战之日，他尚对普国大使果耳仔说，若不是法兰西守中立，普鲁士之如此大活动势不可能。然而拿破仑三世不愿，且未想到，奥大利有一败涂地之事。所以萨多洼之战报，于法兰西好似一个极大的惨变。此时再不许静观事变之成行，而当取敏捷的行动。7月5日拿破仑三世开御前会议，其外务大臣鲁易斯（Drouyn de Lhuys）向以联奥为政策者，主张取坚决的行动，调集大军于东境：如是则或至开战，或调停成功。但拿破仑迟疑不决，久无成议。

拿破仑三世亦不能采绝对镇静的政策：他仍欲向毕士马克要求报偿。法国大使倍列迭逖（Benedetti）受命办理此事。倍列迭逖由柏林经过萨多洼，抵普鲁士军大本营（7月11日）。毕士马克以优礼相待，但谈判不得要领。毕士马克希望得法政府之赞同以行其所计划的大兼并政策。倍列迭逖继续其旅程，抵尼可斯堡。他似未从拿破仑得有明确的训令。同时普国大使果耳仔在巴黎与拿破仑维持亲交，而获得内密消息。在其与普国大使之数次会议中，拿破仑首先表示赞同德意志同盟之改组（7月11日），后复认可普鲁士合并德意志次等国家之土地，惟除萨克逊（7月13日）。拿破仑之此等行为殊出轨外，他决定此重大的外交问题而置其外务大臣于度外，而且他自己亦未有确定的意见。且拿破仑三世既在巴黎对普国大使为种种的许诺，然则倍列迭逖之与毕士马克从事于困难的谈判，又有何用？

最后拿破仑三世明白表示态度：他采定一个报偿政策。此政策如发动在开战之前，普鲁士正图使其政策进行无阻之时，或当可以实行，但在普鲁士全胜之后，拿破仑三世自己既表示无意用兵之时，此政策之实行殊不可能。而且以调停人而为此要求，更为滑稽的政策。

在尼可斯堡之时，倍列迭逖奉训令对于普鲁士领土之新增加，要求报偿。当倍列迭逖转回柏林之时，他接到更确定的训令：即他须提议与普鲁士缔结一密约，将莱茵左岸与缅阳司（Mayence）割让于法兰西（8月5日）。此项土地主属于普鲁士，但亦包含有巴威利亚及赫塞达姆斯打特之小部分地方。倍列迭逖以书面将此提案通告毕士马克。而在第二次会见（8月7日），毕士马克决然拒绝商议德意志土地之割让，但示意可以在别处给法国以满足。（毕士马克将此提案详细通告南部德意志诸邦政府，使知法国之不可靠。）

倍列迭逖报告缅阳司案失败。他从巴黎政府接到的第二道训令，更为严重。他受命要求兰陀（Landau）、萨蒲溜克（Saarbruck）、萨洛邑（Saarlouis）及卢森堡，如不得卢森堡，即要求比利时（8月16日）。

倍列迭逖持此提案走访毕士马克，要求同意。毕士马克要求写成文书。倍列迭逖乃执笔书成一《普法条约草案》：依第1条，法兰西承认普鲁士在上次战役结果合并的土地；依第2条，普鲁士约助法国取得卢森堡；依第3条，法国承认将组织的新德意志同盟；第4条规定，普王值法国皇帝为情势所促迫，派兵入比利时，或征服此邦之时，当给法国以军事助力，而当举海陆军全力助之抵抗一切对法宣战之国家。第5条规定普法结成攻守同盟。此是毕士马克从倍列迭逖索得的第二件重要文书。老练的毕士马克保存此等文书，以备将来利用。在此期中，谈判止于此，未再进行。（随后倍列迭逖请假赴加耳斯巴特，当他回柏林时，毕士马克自己亦出外休养。）

卢森堡问题

卢森堡事件是拿破仑的报偿政策最后努力的结果。卢森堡（Luxemburg）由1815年之维也纳公会，建为大公国（Grand Duchy），而以之交给荷兰王。维也纳公会当时将此大公国加入德意志同盟，而宣言卢森堡为同盟的要塞。德意志同盟既无常备军，此要塞乃从1815年以来由普鲁士军队当守备之任。当普鲁士组织的关税同盟发展之时，此大公国亦加入在内。拿破仑三世欲取得此小邦，为对于普鲁士国土扩大之报偿。

拿破仑三世之计划不是全然未见机的。《普拉克和约》成立之后，普鲁士政府于1866年12月召集北德意志各邦代表于柏林会议，建设北德意志同盟。德意志之新组织影响于卢森堡之问题，因为此大公国虽属旧德意志同盟之一员，而不在新同盟组织之内。因之普鲁士再无驻守卢森堡要塞之理由，而卢森堡大公（荷兰王）有任意处分此大公国之自由。适值此时，荷兰王困于债务，不惜割让此邦以换得金钱上的补偿，卢森堡问题乃牵动欧洲外交政局。拿破仑三世久有意觊觎此邦，值兹好机会，乃施其买收之计划。

法兰西之外务大臣鲁易斯（Drouyn de Lhuys）于1866年8月退职，此人为一抱有健全政策而主慎重行动之政治家。洼列特（Valette）代理外务数月；在他在职的期中，他曾发书于法兰西驻外代表，表示法兰西承认既成的事实之政策（1866年9月16日）。同时拿破仑三世政府谋合并卢森堡，以补救既成的事实。新外务大臣摩斯逖（Mousti）才自君士坦丁堡回法就任，已值卢森堡事件正在进行中。他须极力使之成功；而嗣值买收计划失败，他须使法兰西退出此事件而不损伤威望。摩斯逖在此事件之行动，于挽回法国外交危局很有力。

在1867年之春季，法兰西之计划已似将成功。法政府与荷兰王之间，协议渐有头绪。荷兰王愿卖去此大公国。法兰西政府担任取得普鲁士王之同意（荷兰王对于普鲁士方面自然很有顾虑），而卢森堡之向背，须依该地人民总投票决之。1867年3月26日荷兰王威廉以手书通知拿破仑三世，表示承认割让。此后惟待正式签约。

然而此事又有令拿破仑三世大失所望者。承认之手书虽然缮发，而条约则迄未签成。卢森堡割让于法兰西之紧急，激动德意志国民感情。在北德意志同盟之国会中许多诘问抗议提出。毕士马克于3月27日亲晤法国大使倍列迭逖，谓卢森堡之事或不免为普王游巴黎的计划之阻力（时巴黎正将举行大博览会）。同时普鲁士驻海牙之公使虽然承认荷兰王处分卢森堡之权利，但警告荷政府说，此项割让之事激动德意志国民感情，请其注意。荷兰王固悟此项警告之意：他以一小邦而国境开放，无防御，势不能与普鲁士失和。于是荷兰王抛弃他与法政府之尚未完成的交易，而拒绝签定割让条约。荷兰王之为此，亦在他的权利范围之内；因为法兰西迄未能履行它分内的条件，即：取得普鲁士之同意。

于是拿破仑三世又一度徒劳无功，毕士马克又一度居于胜利者之地位。在此种情势之下，法兰西新外务大臣摩斯逖收拾此事件之外交手腕，有功于法兰西不小。摩斯逖通告关系各国政府，谓法兰西今已不再图扩张领土；它已抛弃兼并卢森堡之思想，但普鲁士当取同样的政策，即：普鲁士当撤退驻守卢森堡要塞之军队。如此提议，则法兰西之主张一方面表示温和，而同时亦示其强硬。实则法兰西已无异说普鲁士必须撤除卢森堡之兵，否则须预备开战。如果普兵因此撤出卢森堡，世人将觉得不是法兰西遇普鲁士之威迫，退去卢森堡，而是普鲁士遇着法兰西之要求而退去卢森堡。

在数星期中，欧洲政治上有一个真正的危机存在。拿破仑三世最后卒决定一个坚决态度，他提出一明确的要求，要求不遂，必致战争，此为显明之事。毕士马克虽久已预计战争必有一日发生，彼时适给他一个开战之机会。但他不为此，容或是因为彼时战事机运尚不利于他。于是他乃任令法兰西获得一个外交的胜利。

欧洲列强此时亦皆为平和尽力。英国政府提出召集公会之议，极力主张实行。女皇维多利亚（Victoria）亲致书普王威廉（1867年4月24日），明说如战争发生，普王从英国方面并精神上的援助亦不可得。加之奥大利新任宰相毕司特（Beust）亦依其驻柏林巴黎两处之代表，竭力谋保平和。毕司特方谋奥大利之恢复元气，欧洲战争不免有以迟误其事。最后则俄国政府于宰相科耳恰可夫（Gorchakoff）之下，久守沉默，亦急宣言反对普鲁士继续驻守卢森堡。4月25日科耳恰可夫向列强发通牒，正式提议召集公会。普鲁士此时绝对陷于孤立，别无他法，它惟有承受召集公会之提议。

5月1日，以荷兰王之名义，发通牒于1839年《伦敦条约》（此条约承认比利时与荷兰之分离，重立卢森堡大公国）之当事国及意大利。5月7日公会开于伦敦。公会议事进行迅速，四日之间，全部事件议决，而1867年5月11日之《伦敦协约》成立。依此协约第2条，卢森堡大公国定为永久中立国，受缔约列强之共同保障（Collective Guarantee）。卢森堡大公国既化为中立国，不需再有要塞与守备兵，于是普王承认撤去他的军队（第3条、第4条）；荷兰王仍保有卢森堡大公国。

卢森堡事件依欧洲公会如此处决，实使法兰西能保全威望，退出它那不幸的报偿政策，普鲁士承认让步，撤退多年驻守此大要塞之军队；而在他方面，则有一欧洲保障的中立国家存在，可为法兰西东北国境之防护。

普法冲突

卢森堡事件解决，拿破仑三世的报偿政策告终。然而普法关系不因是而示改善之兆。从1867年到1870年之时期中，普法之间继续暗斗。普鲁士成长巩固之程序尚未完成；稍待时日未必不可从容完成毕士马克之事业，然而他宁愿手造此大业，而依更迅速的手段行之。谓普法战争为绝对不可免的事，亦未必然；但欲免此战争，需要一个大政治家的手腕。尤其是法、奥、意三国之间，如有一坚固的协商存在，或可以使毕士马克抛弃战争政策，至少亦可使战争之发生时期延缓。不幸而此项协商不存在。奥大利之毕司特为唯一看透毕士马克野心之人，但亦未十分热心承受法兰西同盟之提议。亦不能说拿破仑之从事于1870年之战争全然是冒昧之举。他的政府准备战事已两年，不过是常有踌躇不决与政策更动之嫌。法兰西外务大臣摩斯逖于1869年逝世，其后继者为格纳蒙公（Duc de Grammont），此人亦由外交官出身，而持联奥政策者。但格纳蒙是一个好外交官，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以外交官做政治家而失败的一个好例。

拿破仑三世之同盟计划

1870年之春季已终，夏期半过，战争之征兆尚未出现。6月犹保有平和之状态。拿破仑三世之政府固已戒备一切。意大利政府之意向，已曾窥探，但在法兰西军队驻防罗马之期中，此方面之同情殊少希望。从奥大利方面，究尚有所希望。在3月，奥大利军队中要人阿耳倍（Albert）亲王赴巴黎，大受高级将校之欢迎。而在5月之末，法国陆军大臣鲁丕伦元帅（Maréchal Lebrun）持拿破仑三世亲书赴维也纳访谒奥皇佛兰西斯·若瑟夫。鲁丕伦元帅曾与阿耳倍亲王会谈数次，与奥皇会谈一次（6月16日）。但此两政府之协商只于笼统的空泛的原则。奥皇不肯结确定的条约；他恐普鲁士利用德意志国民的感情以对待他。而至于7月，则欧洲空气为西班牙王位问题所扰乱。

西班牙王位问题

西班牙王位问题之争端，产生于西班牙革命。1868年9月，在西班牙有海军谋叛，酿成革命，女王伊沙倍耳逃难于法国。于是两年之间，西班牙王位无主，西班牙政府在普林将军（General Prim）主持之下，于欧洲四处寻求新君主。有许多候补者提出（路易·菲利普之子与女王之妹结婚的蒙潘西公亦在内），然或以本人决然拒绝，或因为不能得本国承受，皆无成议。惟有普鲁士王室，即和显佐列伦（Hohenzollern）家之一亲王，名列俄玻耳特（Leopold）者，有希望。列俄玻耳特亲王之兄弟为罗马尼亚王。起初列俄玻耳特犹表踌躇，后在柏林开家族会议（罗马尼亚王亦列席）之结果，他决然拒绝受西班牙王位（1870年3月15日）。于是西班牙政府次向列俄玻耳特之弟弗列得列（Frederick）交涉，他亦拒绝。

西班牙王位问题之交涉，当然为法兰西政府所注意。有一巴黎新闻在1868年11月已发表和显佐列伦候补者之新闻。倍列迭逖亦注目于柏林之西班牙密使。他于1869年之春，已询诸普鲁士外交部，时毕士马克不在柏林，外交次长答以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与闻和显佐列伦候补问题。但下一个月，倍列迭逖遇毕士马克之时，毕士马克之所说，就不如是之明显。

毕士马克之侵略的外交

但列俄玻耳特亲王已经表示拒绝，其事可谓已告终局。然此问题忽为毕士马克自己所挑发，他于1870年6月之初，致书西班牙政府首领之普林，示意对于列俄玻耳特之招请，可再提出。于是普林得西班牙议会之同意，再派人请列俄玻耳特为西班牙王。此次则列俄玻耳特承受之；其向来踌躇不决之心志卒决定，其得有柏林方面助力之保证，可以想见。

法普之交涉

7月2日西班牙政府向法国驻西大使宣告列俄玻耳特承受西班牙王位之事，法外交当局格纳蒙即起而反对。西班牙方面之消息，传到巴黎，法人哗然。格纳蒙向议会宣言表示强硬的态度。（政治家如铁耳者大不以其宣言为然，谓为发狂。）格纳蒙之欲撤退和显佐列伦之候补，使普鲁士政府承诺此举，诚是正当之举。但执行此举之正当的方法，是在如何使彼自负心甚强之普王及其人民能圆满的退步。然而格纳蒙则在此最困难的谈判中，如此的坚执，且近于威胁，殊不是大政治家的态度。

7月7日，倍列迭逖接格纳蒙训令，赴耶姆斯（Ems，时普王在此避暑）。当他启行之后，在途中接得法外交部确定的训令。在此训令中，平和与战争之问题说得极明确。训令中有一节，明说，如能得普王取消列俄玻耳特亲王之承认，此为一大胜利，且为大功绩；而普王亦可保持欧洲平和。否则即是战争。

7月9日倍列迭逖会普王于耶姆斯，述及和显佐列伦亲王候补西班牙王位之事，如何在巴黎激动人心，而示意如由普王表示否认，必有一镇静的效果。普王威廉似亦承认此情形，同时明言格纳蒙在议会之挑衅的演说，致普王之此项行为稍感困难。实则此时普王正待列俄玻耳特家之消息，于是他命法使暂退，约接到消息之后，再接见他。7月10日倍列迭逖连接到巴黎两道训令，催其急速从普王取得确定的答复，明言如普王拒绝劝列俄玻耳特辞退王位，即要登时开战，数小时内，法军当抵莱茵。7月11日，倍列迭逖再见普王，而普王答以列俄玻耳特家之消息尚未到，实则其时普王已致书列俄玻耳特亲王之父（Prince Antoine of Hohenzollern-Sigmaringen）劝其撤消其子候补之事。格纳蒙之坚执，已幸得结果。7月12日，列俄玻耳特之父电告西班牙政府，声明其子接受西班牙王位之举已取消；同时他以同文电报发寄驻巴黎之西班牙大使，此大使即时告知法国内阁总理。法总理俄里维（Ollivier）大为宽怀，谓平和已得，不可再失。然则后来战争果何由爆发？是则彼要求保证之一举，败坏大事。

普法之开战

所谓要求保证，是谓普王应当正式表示认可列俄玻耳特候补之取消，而且保证以后不许重提出此项候补之事。此思想不出自拿破仑三世，他与俄里维皆信战机已过。此要求首先见诸新闻，而后有人在议会提出，格纳蒙采定此保证主义，而得拿破仑三世同意（7月12日），乃于当夜重发训令于倍列迭逖，使之向普王要求承认取消上项候补，并保证以后不许重提此项候补之事。7月13日，倍列迭逖会见普王。提出此项要求，普王登时拒绝，不肯继续再谈此事，而散。次日普王命一副官通知倍列迭逖说，他证实列俄玻耳特候补取消之消息，而认和显佐列伦候补之事于此已告结局。

在此种情势之下，如果法兰西政府再坚执其要求，战争必启，其事至明。乃法政府依国务会议之多数决定，仍坚执原来的要求。如是则即令未有毕士马克之有名的删改耶姆斯电报之挑战行为，普法战争此时亦将不免发生。

耶姆斯电报

所谓耶姆斯电报之事，正以见毕士马克之狡猾。毕士马克于6月12日从暑地回柏林，闻知普王继续与倍列迭逖谈判，颇为失望。他嗣接得列俄玻耳特亲王撤去候补承认之消息，以为损伤德意志威望，愤而有意辞职。13日他接耶姆斯方面发来一急电，报告普王与倍列迭逖在耶姆斯会见经过情形。电报中言及最后会见一节，说普王既告倍列迭逖，他正在等候列俄玻耳特家之回报，乃决定关于上项要求不再接见法国大使；而但由一个副官去通知他，说：国王业已从列俄玻耳特之父得有回报，证实其撤退候补之事，对于该大使再无可说者。毕士马克即利用此节情形，而于语句中略加删改（即谓普王已决计不再接见法使，而命一副官通知他说，王再无事可通知他），送诸新闻上发表。原电如其发布在新闻上（本属普王与其大臣之私电）已经可伤法人感情，而经毕士马克之删改，事情更为重大。电报经此一番修改，表示谈判全然决裂；一经发表于新闻，在巴黎惹起极大的反感。毕士马克之为此举，则依他自己所说，是因为鉴于法兰西之态度，为保全国民名誉，不能不一战。普王自身并无敌意；当倍列迭逖与普王在耶姆斯相别之时（7月14日），普王威廉犹以礼貌接见他，与之握别，而倍列迭逖自身，亦未以为他的政府受侮辱。

即便在耶姆斯电报发表，人心激昂之情势中，如法政府持镇静态度，徐待详细的说明，亦不难揭明事实之真相，打破毕士马克之诡计；然而格纳蒙不能静待。他已愤不可遏。值英政府提议法普两国请第三国出来调停（7月17日），而他不容纳之。7月18日立法院议会可决战事经费。19日法政府对德宣战，同日普王威廉命德意志国民效他们的祖先，为他们的自由与权利而战。

普法战役中之外交活动

在战役中，毕士马克之注意，在防欧洲列强之干涉。纵令无干涉之机会，他亦不欲逆欧洲的公论；尤其是英国之公论视为重要。于是他第一件毁坏法兰西信用之事，就是给伦敦《泰晤士报》以一副法国合并比利时之条约草案（倍列迭逖在1866年交给他手的）。此条约草案登载于1870年7月25日之《泰晤士报》。此文件发表，法人大失英国的同情。英国之格兰斯顿（Gladstone）虽忙于改革内政，不注重外事，至此亦决心保全比利时。因此他于战争中与普鲁士（8月9日）及法兰西（8月11日）各订一条约，约定英国对于侵犯比利时中立之任何国家，当举海陆军全力以攻击之。

法兰西希望结一欧洲同盟，敌对普鲁士之事，全然失望。它完全算错南部德意志之形势；南部诸国家之畏法兰西，过于其对于普鲁士之疑忌；而法政府之在1866年要求巴威利亚及赫塞达姆斯打特领土，与其对待和显佐列伦候补问题，激起此等国家对法的反感。在普法开战的时候，南部德意志之瓦颠堡、巴颠及巴威利亚登时会合普军，致法兰西作战计划根本龃龉。法军不能取攻势运动，直入南德意志，以鼓励奥大利及意大利之协助，而乃不得不沿摩佐耳沙耳（Moselle-Saar）战线取守势，以御进攻的德军。在普俄之间，已有协定存在。毕士马克承认在东方赞助俄国之计划，而俄宰相科耳恰可夫则约定如奥助法，俄即从背后攻奥，因此使奥不敢轻动。拿破仑赴前敌督战之时，他尚未能与奥意结成他所久希望的同盟；但三国政府谈判结果，产有一个协定，然战事之急速发展，致此协定不能生效。奥意声明它们的军队非至9月中不能加入战线，奥意两政府约定，如法军在南部德意志取攻势，它们的军队即开赴巴威利亚及叙列色。意大利且附一条件，即须拿破仑三世承认意大利取得罗马。但即在急需意大利助力之时，拿破仑三世因有罗马旧教党及皇后之阻力，仍不肯抛弃罗马。拿破仑拒绝意大利之条件，法兰西乃至于独力以与德意志战。在7月20日及25日，奥大利及意大利宣告中立。毕士马克又复算中欧洲之形势。

战争的结局

普法战争（实则是德法战争）于1870年8月2日开始，9月2日，拿破仑三世在塞丹（Sedan）举全军投降，德军完全制胜，战争的主要部分实际可谓已告结局。9月4日，法兰西经一个平和的革命，刚必大（Gambetta）在立法院宣告废黜路易·拿破仑及其一家的皇位，而法兰西复宣布共和政治。后来虽“国防政府”（Gouvernement de défence Nationale）犹继续在各省从事一种壮烈的战斗，坚守巴黎，然大势已不可挽回。1871年1月，战争最后的日子到来。1月28日，“国防政府”与普军间之休战条约成立。2月26日法兰西共和政府之首领铁耳与毕士马克在乌塞订成预备和约。在预备和约之谈判中，毕士马克挟战胜之威，持强硬态度，其所提出之苛刻条件，绝少谈判之余地，但铁耳竭尽心力，得使他承认减少赔款（由6000兆法郎减至5000兆法郎）及为法兰西保存倍耳佛特（Belfort）城。

1871年之《佛兰克弗特和约》

法德之最后正式的和约，于1871年5月10日订立于佛兰克弗特。此和约承认乌塞预备和约之条件，而补充其执行上必要的规定，并其他项关于两国恢复平和关系之要项。依此和约，法兰西割让阿耳沙斯罗连（Alsace-Lorraine）两州（阿耳沙斯全州，惟除倍耳佛特城；罗连州之大部分，包含美仔Metz城）于德国，且认赔款5000兆法郎。

德意志帝国之成立

塞丹战役之后，南部德意志国家已与普鲁士开始谈判，准备加入北德意志同盟。巴颠首先向毕士马克提议，而瓦颠堡及巴威利亚随之。至11月25日，毕士马克与南部四国之谈判已告完成。依其所协定，巴威利亚当在联邦参议院有6个投票权，瓦颠堡4权，巴颠及赫塞达姆斯打特各3权。巴威利亚所得之权利虽未能完全如它所愿，然较之他邦保有较大的独立地位，而获得参议院之外交委员会长。此四国依1867年采定的人口比例，得派代表85人于国会。于是北德意志同盟之22邦，今乃增加两王国，一大公国（其他一邦，即赫塞达姆斯打特，以其缅因以北的领土之关系，原已为同盟之一员），共成25邦。《佛兰克弗特条约》又为德意志增加一个新分子，即阿耳沙斯罗连；此地虽享用联邦宪法而派代表于国会，然迄于1911年，在参议院无代表，而以帝国领土（Reichsland）之资格受统治于一总督。

11月25日，北德意志同盟与巴威利亚联合条约成立，南北两德意志联合完成，德意志国民最后政治的统一于以告成；自此日以后北德意志同盟改用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之名号，而在12月18日请普王威廉进受帝号。南部诸邦议会，除巴威利亚以外，即时赞同。巴威利亚独迟久不决，延至1月21日始以很小的多数承认之。1871年1月1日德意志新宪法实施，而在其尚未得巴威利亚承认以前，在1月18日，德意志帝国乃于法国之乌塞宫正式宣告成立，普王威廉进登德意志皇帝之尊位。3月21日，德意志帝国之第一次国会（Reichstag）在柏林开会。

北德意志同盟变成德意志帝国，其宪法并未修改，不过扩张之而已。同盟（Bund）之名虽易为帝国（Reich），德意志仍是一个联邦。1867年创立之制度，如联邦参议院及国会，皆保存未改动，不过人数增加而已。选举权制度亦未因此改变。帝国之首领仍保存其专制的权力。他依其17投票权，在联邦参议院占优势，而帝国宰相（Reichskanzler）受他的指挥。全德意志之军备均受他的支配。此新造之德意志帝国，于普鲁士之主宰下，在欧洲大陆形成一个大势力，不仅侵逼法兰西，并且根本的破坏欧洲均势。


第三编　帝国主义时代

[image: alt]




第八章　帝国主义之发达

第一节　1871年以后之国际政局

欧洲之新势力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宣布成立，毕士马克从1864年侵入叙和两州以来之事业告厥成功。普鲁士继续三次胜利的战争（对丹麦、对奥大利、对法兰西），根本的改变欧洲政治生活。德意志尚未构成一个政治的势力，（因为旧神圣罗马帝国之性质是国际的，而不是民族的，）忽成为欧洲之霸国；而继续保有此地位，以至于1914年之欧战。普鲁士为新德意志之主宰，输入德意志素所缺乏的纪律与组织。从此以后，屹立于欧洲中原的强国，就不是一个单独的普鲁士，而是一个大一统的德意志。换句话说，全德意志在政治上皆已经普鲁士化。如此一时在欧洲政治上产生一个强大的新势力，旧来的国际均势完全推翻。所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之建立，可说是19世纪中一个最大的政治事实。凡欲了解最近国际政治、外交关系者，皆不能不追溯到此事。

新欧洲与旧欧洲

从普奥战争以至普法战役结局（1866～1871年）之五年间，国际形势所生之变化如此之大，实破坏梅特涅建设之旧欧洲及其条约，而产出一个新欧洲来。1871年之欧洲对于1815年之欧洲有一个优点，即此新欧洲是建立在制胜的民族上；意大利与德意志在维也纳公会之时，视为仅属地理的名词，今乃完成民族的统一，组成巩固的国家。然而对于此优点，亦有其劣点，即1815年之决定为国际的，而1871年之决定则由单独一国之意志所强致者；《维也纳条约》至少表面上系根据确定的公认的原则，而1871年《佛兰克弗特条约》则纯为一个战胜国的利益而订立。德意志帝国完成本国民族的统一，但全不为异民族之利益设想，而且全然漠视之、蹂躏之。因为政治上军事上的理由，它从法兰西强索得阿耳沙斯罗连两州，从丹麦夺得叙列色维格，而其治下之波兰人亦从18世纪以来，始终屈服于其压制政治之下。尤其阿罗两州之割让，于法兰西为莫大的损失与耻辱；法兰西国民虽咎拿破仑三世之误国，然深愤德意志之骄横强暴，认为不共戴天之仇。从1871年《佛兰克弗特条约》缔结以后，法德两国互有敌视，无融洽之地步；此后40余年武装和平的局面可说是在此处种的祸根。

民族的发展与冲突

普法战争直接的结果，完成德意志统一，建设德意志帝国；而其一个间接的结果，则是完成意大利半岛统一。在战争中，法国驻防罗马保护教皇之军队撤回，而值塞丹战役以后，意大利敢公然进兵罗马，取为意大利王国之首都，于是意大利人多年渴望的统一事业乃告完成。普法战争的再一个间接的结果，就是俄国恢复它在黑海的支配权。黑海中立化，换句话说，即不许设置兵工厂与海军，本是1856年《巴黎条约》所规定的。俄政府乘普法战中，而得普国的好意赞助，乃公然宣言《巴黎条约》关于此层之规定作废，恢复俄国在黑海行动之自由（1870年10月29日）。《巴黎条约》当事国（尤其英国）虽愤俄国之行为，然亦无法抵制，惟有任《巴黎条约》破坏，而以1871年1月17日之《伦敦议定书》，立一“公约不得由一方单独废止”之宣言，敷衍面目了事。3月13日之《伦敦协约》废止《巴黎条约》关于黑海中立化之一条，以适应既成的事实，惟鞑靼雷斯海峡不许外国军舰出入之原则仍旧保存。俄国从此恢复黑海权力，亦是近东问题再起纷争的张本。

从全体上看来，1815年维也纳公会建造的欧洲政局，到1871年全然推翻。从1871年以后，欧洲的政治问题，已不是关于此一国的王位继承，或彼一国的革命扑灭，甲民族的解放运动，或乙民族的统一完成等项局部的问题，而是新旧国家势力冲突问题，独立的大民族对外发展、彼此争霸的问题。所谓大德意志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大英帝国主义乃至未恢复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运动，皆是以民族利益的名义，从事帝国主义的政策者。从1871～1914年，虽然在欧洲的强国彼此尚未有互相战争之事，然武装平和之负累，较之前一时代的战争，更为难堪。

战后毕士马克之外交政策

德法战后之45年间，德意志帝国为欧洲政治之主要的因素。毕士马克主持新帝国之政府，对于德意志之地位亦颇不能安心。他在对外关系上一件最苦心的事，是在如何巩固此新帝国之地位。他要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能不设法减少外敌，多植与国。他要在德意志势力之下组成一个亲德的联合，以防其仇敌法兰西之复兴。此时希望可以积极为德意志之与国者，惟有俄、奥、意三国。意俄两国比较的容易联络，惟奥大利方面之协定一时煞费苦心。而毕士马克之事业，则因毕司特之去职而臻于利便；毕司特虽不是一个大政治家，然他是始终极力反对毕士马克之唯一人。毕司特之去职，殆因为奥皇觉得与德意志帝国对抗已无成功之望，而采定安德塞（Andrassy，匈牙利政治家）主张的东向侵略巴尔干政策。于是毕司特外调伦敦大使，而安德塞伯入为奥国宰相。

三皇同盟

在1872年9月，奥皇佛兰西斯·若瑟夫带同安得塞亲游柏林。俄皇同时亦带同科耳恰可夫赴德京。所谓“三皇同盟”即订于彼处。严格说起来，此不是一个同盟，而不过是一个协商：德、奥、俄三国宰相交换文书，约定维持既存的欧洲形势；协同处决欧洲东南部的纷争；共同抵制革命运动（时俄皇亚历山大畏惧虚无主义Nihilism）。

德法的关系

此时法兰西势力之渐恢复，有以使毕士马克抱不安之念。塞丹战后之第3日（9月4日），巴黎起一个平和的革命，推翻帝政，建设临时的国防政府。1871年1月28日巴黎降伏，与德军缔结休战条约。29日，临时政府以命令宣布于2月8日举行国民议会之选举，定于2月12日开会于博多城（Bordeaux）。2月16日，国民议会举铁耳为法兰西之行政首长。国民议会议决废黜拿破仑、对德讲和两事之后，决定移于乌塞开会。3月20日，国民议会在乌塞开第一次会议。国民议会与德国缔结《佛兰克弗特和约》（5月10日），结束战事以后，又须对待巴黎之急进党叛乱，而于流血之惨状中打平之（5月21～28日）。国民议会既完成此项困难事业，乃从事于恢复法兰西元气，及为法兰西制定永久的国宪。铁耳于此表示其为一富于热诚毅力的政治家。法兰西在他的统治之下，恢复元气之速，出人意外。不到1873年年终，对德赔款已付清（1872年法兰西政府所发之公债应募额超过14倍）；而在同年7月，德军全然撤出法境。在同时期中，一般兵役制采定；地方政府改组；国境防御增强；工业与信用恢复。最后在1875年麦玛韩（MacMahon）元帅执政时代（麦玛韩于1873年继铁耳为总统），法兰西国宪制成，第三共和成立。法兰西如此积极进行的情景，不免大招德国的疑忌。毕士马克从法国索得阿罗两州，于佛兰克弗特课以苛酷的条件，原想一举打落法国，使不能再与德为敌。今见法国渐渐恢复元气，国力增强起来，于是又要施其侵逼手段。1875年为法兰西树立第三共和之年，而法国议院又适通过增加军备之议案，德意志政府以为此是法兰西各党一致准备复仇之兆。毕士马克表示开战之意，而德意志军人又为攻击法国之准备。一时法德战争似将复起。幸而俄英两国政府起而干涉，公然对法表同情，制止德政府之行动（1875年4月），毕士马克乃不能达到欺压法国之目的。法国因此得立足于西欧，安然作生聚教训之计。德政府与俄国之感情，自此亦渐疏隔起来。此事亦可说是俄国对外倾向移动，欧洲国际关系变化之一个转机。

第二节　东方问题与柏林公会

第一项　东方问题

克里米亚战后之近东政局

克里米亚战争结局，近东争端并未根本解决，欧洲仍旧有一个纷纠的东方问题存在。在1856年之巴黎公会，欧洲列强正式招请土耳其帝国参与欧洲公法，承认保障土耳其之独立与领土保全，而不干涉其内政，而土耳其政府亦自认对于国内耶教人民在政治上宗教上改善其待遇，保障其自由。则似土耳其对内对外可以维持平和安宁的状态，不至再起纷争。然而言行之矛盾有出人意表者。土耳其政府在巴黎公会闭会以后，在国内迄未实行其承诺之改革，而列强亦从未真实的放弃干涉土耳其内政之政策，甚且思利用其内乱而达侵略之目的。巴尔干诸民族骚动之度日增，不免受有意大利德意志民族统一之刺激。巴尔干人民在半世纪之间，已增进其自觉心。塞尔维亚、保加利一步步的争得其自治权利，实际有完全脱离土耳其支配之势。加以所谓大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之气势日益张大。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大斯拉夫主义之提倡者（大部为俄人），盛行其宣传运动于其同种同教之人民中。1867年有一个大斯拉夫会议开于莫斯科。此运动隐然有政府的赞助。在民众宣传之背后有外交之势力。凡在巴尔干半岛之俄国领事，几无不是大斯拉夫主义者；而最热心的大斯拉夫主义者伊格拉逖夫（Ignatieff）乃被任命为俄国驻君士坦丁堡之大使。

东方问题祸根伏得甚深远，一遇有导火的事变，随时皆可爆发。从1856年至1870年之间，近东尚未发生重大的危机。至1870～1871年，则俄国破毁黑海中立之条款，重开东方问题争议之端；此事虽幸和平解决，然已大足使巴黎公会之协定根本动摇。及至1875年，则巴尔干祸乱大作，东方问题复成欧洲政治争斗之中心，而惹起国际关系之危机。

1875年之叛乱的起因

在1875年之夏季，土耳其领地赫洛仔果维那（Herzegovina）州之斯拉夫人民之叛乱，为巴尔干乱事爆发之导火线。随即牵动土耳其国内斯拉夫邦土之全部，而在此乱事未平之前，已惹起俄土开战，几激成欧洲大战祸。

赫洛仔果维那叛乱之最初的原因，与其说是政治的，毋宁说是经济的、社会的；叛乱之强力，不必全基于民族精神，而土耳其官吏与土著的地主所课于住民的租税负担之繁苛难堪，实有以激发反抗之气势。1875年7月，赫洛仔果维那之农民，忽拒绝纳税及提供劳役，而遇土耳其军队来攻，则迎击而大败之（7月24日）。同情的人来自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及达玛逖亚（Dalmatia），及至列强领事起来干涉，谋调停于土政府与其不平的人民之间，则事势渐见险恶；在10月2日，土皇虽承认为一般的改革，而乱事已扩大。

列强之干涉

欧洲列强对于巴尔干方面之乱事再不能坐视，它们的行动，因财政上的考虑而更加急迫。10月7日，土政府财政上已陷于破产，宣告对于外债之利息不能全付。土政府之此项部分的赖债，致已经纷纠之国际形势更加纷扰。于是德、俄、奥三国政府协商结果，于12月30日，由奥国宰相安德塞从蒲达丕斯特（Budapesth）发出一通牒，此即有名的《安德塞通牒》（Andrassy Note）。

《安德塞通牒》表示列强极欲缩小叛乱区域，维持欧洲平和；通牒上指出土政府未实行其久应施行之改革，列强当迫促土皇践行其约，尤其要促土皇给与完全的宗教自由；改良租税征收制度；将直接税应用在此诸州之地方需要上；改善农民状态；而任命一回教徒及耶教徒之混合委员会，此委员会将不仅对于列强兹所提议之改革，并且对于土皇自己先已允诺之改革，监视其执行。最后，德、俄、奥三国政府且要求土皇依一条约，自认迅速实行此种种改革；如其拒绝，列强不肯再任阻止或调和叛乱人民之劳。法意赞成此通牒，英政府对于此通牒，表示一个笼统的赞成，不过英政府指明，在最近数月中，通牒上所指的改革中之重要者，曾经土皇承认实行。

《安德塞通牒》于1876年1月30日提出于土政府；土皇急速承认此通牒上要求的五条中之四条，其未肯承认者，惟直接税应用于地方之一条。

叛乱区域之扩大

然而外交家之努力，因叛乱人民之顽强的态度而失效。赫洛仔果维那之人民，不肯以此空洞的保证为满足，非至有实质的保障不肯息兵。土皇则坚持在地方人民举兵反抗之期中，势不能实行改革。此时则叛乱扩大。波斯尼亚加入赫洛仔果维那之叛乱；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及保加利亦准备取同一的行动；适值5月初在萨罗尼克（Salonica）港有回教徒之暴动，残杀法德两国之领事。此时为免于欧洲大争乱，列强有取严厉的手段之必要。

5月11日，奥俄两国宰相复兴毕士马克会议于柏林，决定再对于土皇提出更严厉的要求。土政府与叛徒应当即时休战，以两月为期；在此期中，当于列强委员监视之下，执行几种镇抚及善后手段。叛乱人民当许其保全武装，以待土皇实行他前回所承诺的改革。如在休战期满之后，列强之目的尚未达到，即当再取严重手段，援助外交行动。此即所谓《柏林觉书》（Berlin Memorandum）是。

《柏林觉书》与英政府态度

法意两政府均赞成德、俄、奥之提议，惟英国内阁则一致反对之，谓其提议太专断。英政府之首领毕孔斯菲特（Beaconsfield）此时颇愤德、俄、奥三帝国政府之独立行动，认为漠视英国。英政府在5月19日拒绝加入《柏林觉书》，而在24日命令英国舰队开赴倍西科湾（Besika Bay）。因之德、俄、奥提议之共同干涉抛弃。回教徒的爱国者，对于耶教徒之逼迫，表示反抗之气势。5月29日，他们废黜土皇阿蒲达-阿塞士（Abdul-Aziz），因其太弱。其后继者之穆拉特（Murad）在位只三个月，亦被废黜（8月31日），而让位于其弟阿蒲达-哈密得（Abdul-Hamid）。

英国毕孔斯菲特之拒绝加入《柏林觉书》，招国内外的攻击。欧洲关于东方问题之联合，因英政府的态度而破毁，自不容疑。如果英国与其他列强一致行动，对于土政府当有不可抵抗之压迫，则土耳其方面有些凶险的残忍手段当可以免。而在他方面，德、俄、奥三帝国政府对英态度，亦有疏忽之处，它们既有保持平和之诚意，而乃于议定《柏林觉书》中的要求之先，不先征求得英国的协力，自是大错。

土塞开战

在此时期中，巴尔干方面之事势变化急速。1876年6月30日塞尔维亚正式对土宣战；一天以后，门的内哥罗君主尼可拉斯亦继之宣战。适此时在保加利方面，叛乱亦已发生（1876年5月），土政府为压伏叛徒施行极惨酷之压制手段，6月23日保加利虐杀之消息载于伦敦之新闻，激动欧洲舆论对土反感。英国前首相格兰斯顿公然刊发传单，主张驱逐土耳其人出其所蹂躏之地方。

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从6月底以来对土开战。此项争斗将扩张至何地步，实为当时外交家所不可逆料的问题。塞尔维亚军中有大部的俄罗斯义勇兵，而由俄国将校统率之。俄国何时起来援助塞人，加入战争，都未可知。一时塞军败北，对于土军攻击势将不支，请求列强出来调停。英政府乃促土皇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讲和。土皇不肯休战，但提出条件，谓如果得列强赞成此等条件，他即时停止战斗行为。但塞尔维亚非得休战不可。战争停止六星期以后，重新开始。英政府仍极力谋平和的方法，而向列强提议几个条件（9月21日）：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之现状维持；波斯尼亚及赫洛仔果维那之行政的自治；保加利恶政革除之保障及一个统括的改革案。此等事项均须订载于列强与土政府间之一个议定书中。俄政府乃提议（9月26日），如果土耳其拒绝上项提案，列强联合舰队即当驶入玻斯佛拉斯海峡，波斯尼亚当暂由奥国占领，保加利由俄国占领。土耳其仍行其拖延之计，然而俄国亦不能忍耐；伊格拉逖夫将军于10月15日膺俄皇特别使命抵君士坦丁堡，而于30日向土政府递一最后通牒，限令于48小时以内与塞尔维亚休战，否则俄国大使即离君士坦丁堡。11月2日土政府屈服；塞尔维亚救全；外交家可以从容从事于平和的活动。

君士坦丁堡会议

列强外交家利用此休战期中，会议于君士坦丁堡（12月23日）。列强赞成英政府在9月中提出之条件，但会议卒无结果，则因为土耳其不肯承受改革案。土政府此时态度之固执，或是因为误信英政府可以防护它，而此层妄想，则毕孔斯菲特于11月9日在伦敦市长公署之对俄强硬的演说，有以鼓励之。于是俄国代表伊格拉逖夫退出会议。俄皇已宣言（11月10日），如土政府拒绝列强提议，他即取单独行动，他的军队已动员，战事即在目前。外交家尚复努力谋免于战事。列强减轻它们的要求，议于国际委员会支配之下，使波赫两州及保加利享有自治。1877年1月20日土耳其决然拒绝列强要求，20日君士坦丁堡会议散会。英政府犹对于维持平和为最后的努力。1877年3月31日，《巴黎条约》当事者之列强大使会议于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达倍（Derby）合签一议定书（依俄使之提议），要求土耳其解除动员，而速施行其所承诺的改革；而如土政府承受此等条件，俄国亦解除动员。一时即毕孔斯菲特亦以为平和可以保全，然而土耳其悍然拒斥《伦敦议定书》（4月10日），在4月24日，俄皇对土宣战。（俄皇此时已依1877年1月15日之密约，取得奥大利之友谊的中立，后来奥国在柏林会议之取得波赫两州之治理权即依据此约。）

俄土战事

俄土开战，更有以鼓励巴尔干人民抵抗土耳其。塞尔维亚在1876年11月与土耳其之休战，至12月28日又延长，而在1877年2月27日，塞土订立和约于君士坦丁堡。但在1877年6月12日，门的内哥罗受俄国行动之刺激，再开始战斗。6月22日，俄军渡达溜白河。俄军欲进攻君士坦丁堡，别无途径，因为俄国在黑海之海军，才于1870年以后恢复，其实力尚不足充用。于是罗马尼亚之协助乃为必要，此则依4月16日之协约而取得；依此协约，俄军得自由通过罗马尼亚，而俄皇自任保证罗马尼亚之领土完整。罗马尼亚军队为俄国防御右翼，但罗马尼亚提议愿为更积极的协助，则为俄皇所拒绝。俄军从达溜白前进至普烈洼那（Plevna）而受挫（7月30日）。普烈洼那之围攻，是俄军一件至难的事。俄皇乃于8月承受罗马尼亚王提供之助力，而任之为俄罗联军总司令。土军主将俄斯曼·拍奢（Osman Pasha）坚守普烈洼那，亘五个月，卒于12月10日投降俄军。四日以后，塞尔维亚第二次对土宣战，加入战线。俄军破普烈洼那后，节节败退土军，进逼君士坦丁堡；他们于1878年1月5日占取索菲亚（Sofia），于20日占取亚得里亚罗堡（Adrianople）。而在高加索方面，俄军亦大胜；加司（Kars）之大要塞于1877年11月18日失守，土耳其帝国似将任俄国之处分。而在3月，俄国迫土政府缔结散斯逖华洛（San Stefano）和约，俄土战争于此结局。

《散斯逖华洛和约》

俄土和约之基本条件，已协定于《亚得里亚罗堡预备和约》（1月31日）；其条件现包载于3月3日之散斯逖华洛正式和约。依此和约，门的内哥罗土地扩张（取得波斯尼亚一部分地方及亚得里亚海之安的发里港Antivari），确然承认为独立国家，与土耳其脱离关系。塞尔维亚亦扩张土地而成独立国。君士坦丁堡会议提出于土政府之改革案，应即时实施于波斯尼亚、赫洛仔果维那，而于俄奥共同监督之下执行之。达溜白河上之要塞应撤毁。对于阿美尼亚人应施改革。俄国应取得巴潼（Batoum）、加司（Kars）与其他一部分亚细亚地域。达普鲁甲（Dobrudja）之一部，亦应割与俄国，由俄国转交罗马尼亚，以换回1856年让给之倍沙拉比亚（Bessarabia）之一区域。和约中之最惊人的部分，是建设一个大保加利，此邦当组成一个自治的贡国，戴一耶教徒政府，备有民团，其区域当从达溜白河延至爱琴海，而西至于阿耳巴尼亚山脉下。散斯逖华洛之和约，实根本的破坏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之势力，而树立俄国对土之保护地位。保加利之扩大，激起其他巴尔干诸国之疑忌。欧洲列强，尤其英国，对于此条约果取何态度？

英国对于东方问题之态度

英首相毕孔斯菲特于1874年入掌政权，有意矫正前任格兰斯顿一派自由党对于外事冷淡的态度，而给英国外交政策一个新倾向，使应世界新情势之要求。英国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之第一个征兆，即在收买埃及王之苏彝士运河的股份。1875年11月25日，举世忽闻英政府以400万镑（一说500万，依Longman's P.H.E.）之价额从埃及王买得他的（17.6万股）苏彝士运河股份（股价总数为40万股）。毕孔斯菲特之第二个举动，挟有帝国主义的目的者，为在1877年1月1日宣告女皇维多利亚为印度帝后。运河股份之收买，印度帝号之宣布，皆以发挥毕孔斯菲特之帝国主义。毕孔斯菲特对于东方问题之态度，亦出于同样的考虑。他认定英国不单是西欧列强之一，并且是一个东方的帝国。巴尔干事变引起英国不安之念。在俄军未渡达溜白河之前，俄皇应英政府之要求，已承诺尊重英国在埃及苏彝士运河之利益，允不占取君士坦丁堡与海峡（1877年6月8日）；但俄军在1877年年终之胜利，使英国对于俄国之是否践言，深怀疑惧。于是1878年1月，英外务大臣达倍警告俄皇，使毋忘前言，并且声明凡俄土间订立之条约，如变动1856年与1871年之协定者，非经此等协约之当事国大家同意，不得有效（1月14日）。为增壮此警告之声威，英国在倍西科湾之舰队受命驶进鞑靼雷斯海峡（1月23日），政府请求议院通过临时经费。英内阁因接得驻君士坦丁堡代表之警报，决定（2月7日）派舰队一支开入玛麦拉海（Sea of Marmora），以保护在君士坦丁堡之英国人民。俄国登时声言：如英国军舰溯海峡而上，俄军即进入君士坦丁堡以保护各族耶教徒生命。但土皇要求英国舰队撤退，于是英国舰队仍退归倍西科湾。英俄冲突一时得免。

奥政府已曾提议开欧洲列强公会，而在3月4日，英政府声明可以同意，但附一条件，即凡俄土和约上的一切条项，均须提出公会讨议。俄国拒绝承受英国提出条件，谓公会尽可自由提出问题，但其决议之承受与否，在俄国保留决定之自由。英国坚执其主张，平和又将决裂。此时除英俄之争议以外，尚有许多纷乱之种因。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以未得参加俄土和议，对于《散斯逖华洛和约》不满足。希腊且实行侵入铁沙利（Thessaly）州，及得列强之保证，承认于最后和约给以有利的考虑，始肯停止用兵。4月17日，英政府宣言已命印度军队开赴马耳他，此项消息，惊动欧洲，表示英国以武力贯彻其主张之决心，有以促进和平。其他势力之活动亦倾于同一的方向。俄国之和议条件，亦为奥大利所厌忌。奥军已于俄国侧面动员，在2月4日，奥皇已要求将和约条件在维也纳开公会提出讨议。奥大利本可以持强硬态度，因其背后有德国在。

毕士马克之政策

毕士马克关于东方问题之争议，已有决心。他因欲保全1872年三皇同盟（Dreikaizerbund），他因曾受俄政府之大惠，极愿援助而且鼓励其野心（如果他的野心仅与英法的利益冲突）；然一值俄国政策与德国有冲突之处，则他的态度就不同。俄国诚于1870年牵制奥大利，有功于普鲁士。俄皇自然以为在1878年之春季，德国报答俄国之时会已到，而要求毕士马克牵制奥大利。毕士马克亦尚愿维持俄德之亲交，但须不伤德奥之关系。他于是答谓，德意志将监视莱茵方面，不能同时抵制奥大利。此推诿之口实，是容易看透的。毕士马克实际已决定给奥大利在巴尔干以行动之自由，并且促之进向萨罗尼克方面发展。毕士马克之态度，自俄国视之，为忘恩叛友。然其有以解免欧洲的大乱，则不可否认。因此俄皇决计不与英奥开衅，而承诺赴柏林公会。

第二项　柏林公会

公会开会以前之外交协定

俄国财力既告窘竭，兵力亦疲敝，无意与英国战，而宁愿在公会开会以前，与英国协定条件。于是俄使史洼洛夫（Schouvaloff）赴圣彼得堡一行，携一条约草案转回伦敦，英国外务大臣沙利斯倍里（Salisbury）与史洼洛夫乃于5月30日在伦敦签订《英俄协定》。依此协定，俄国承认大减缩保加利之国土，而定巴尔干山为南境。希腊之事当在公会受相当的考虑，而罗马尼亚的倍沙拉比亚当交还俄国。毕孔斯菲特尚极愿俄国勿合并亚洲方面之加司（Kars）及巴潼（Batoum），然以不能得俄国允许，而他自己亦不肯以此为开战之原因，乃为抵制此事之效果计，从土耳其取得塞布拉斯（Cyprus）岛，而英国为之保障亚洲方面之领土，惟除开加司、阿达汗（Ardahan）、巴潼三地。英土间之此项协定，由英国驻土大使与土政府在1878年6月4日，订立于君士坦丁堡。（《英俄协定》及《英土协定》，原期在公会开会之前，付诸秘密。但《英俄协定》条文为英国外务部一书记员卖交伦敦一报名《地球》the Globe者，于6月14日登载出来。）

公会之形势

1878年6月13日，英、法、德、意、奥、俄六强与土耳其之代表，于毕士马克主宰之下，会议于柏林。柏林公会是在19世纪中次于维也纳公会之国际大会议，其会议之性质及到会代表之人物，皆足表示此公会之重要。英国之代表为毕孔斯菲特与沙利斯倍里（现今英国有名的老政治家巴尔福Balfour时为沙利斯倍里的秘书，随同赴会）；法国代表为洼丁敦（Waddington）；德国代表为毕士马克；奥大利代表为安德塞；俄国代表为科耳恰可夫与史洼洛夫；意大利代表为科逖（Corti）。此等代表大抵为当时列强第一流的政治家。议事进行迅速，公会开会恰足一个月，而于7月13日闭会。

公会开会起初即有一个问题，惹起争论者，为希腊之与会问题。保加利之膨胀，增长它与希腊之冲突。保加利虽不参与柏林会议，但它的利益有俄国为之照顾；英国拥护希腊利益，主张令希腊代表与会。然英国之提议为俄代表科耳恰可夫所不赞成，结果采用法国代表之调停案：希腊与罗马尼亚各得向公会陈述意见，但无表决权。

公会最大之争端，集于保加利之国境划定问题。但俄国在公会中受先订的条约之拘束，英国反对大保加利之主张卒制胜。毕士马克在公会中自命为一个“诚实的经纪人”（Honest broker），表示对于会中利害关系冲突之各国，不偏袒何方，而惟冀平和了结争议问题。俄皇代表科耳恰可夫在公会中见毕士马克对于俄国利益态度冷淡，不能得预期的助力，不胜其愤慨。惟有关于土耳其赔款一节，因此事专关系土耳其，毕士马克乃援助俄国之要求。及在公会结束，科耳恰可夫要求公会决定执行决议上应取之手段，亦不为毕士马克所赞助，而此提议卒被否决。英国代表毕孔斯菲特对于俄国之态度强硬逼人，反之，而俄国代表常表示温和妥协之精神。惟有一点，俄国代表固执不让：当罗马尼亚大使受英国之鼓励，对于倍沙拉比亚之交还俄国一条提出抗议之时，科耳恰可夫宣言俄国于此问题决不让步。反之，而科耳恰可夫赞成英国之议，使奥大利占领波斯尼亚、赫洛仔果维那，颇令人惊异。

《柏林条约》

柏林会议之结局：英、法、德、奥、意、俄与土耳其之代表于1878年7月13日签立一条约，是即有名的《柏林条约》，将于此后30年间支配东方问题者。《柏林条约》有一时的目的，及永久的目的。一时的目的，是在取消《散斯逖华洛和约》，防免英俄（或英奥与俄）之战争。此目的诚已达到。《柏林条约》之永久的目的，是在处决巴尔干半岛问题，使各方面均能满意。而此目的则究未完全达到。

《柏林条约》之主要的规定约略如下：

《散斯逖华洛和约》建设之大保加利，分裂为三段：马塞顿（Macedonia）部分复归土耳其治下；巴尔干山以南之部分，组成一自治省，名为东罗美尼亚（Eastern Roumenia），隶于土皇治下，但以一耶教徒总督治理之（此总督由土皇得列强之同意任命之）；巴尔干山以北，为保加利本土，于土耳其宗主权之下，组成自治的国家。于是则保加利比较原来在《散斯逖华洛和约》上规定的国境，只余三分之一；它的土地限于达溜白与巴尔干之中间一带地方；它与爱琴海之交通隔绝。

波斯尼亚、赫洛仔果维那仍构成土耳其帝国领土之一部分。但波赫两州划归奥大利占领治理，奥大利且有驻兵洛维巴札区（Sandjak of Novi-Bazar）之权利。后一条之目的，在截断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之交通，而使奥大利支配波斯尼亚达萨罗尼克之军路。

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及罗马尼亚均承认为独立国。门的内哥罗取得安的发里（Antivari）港及其附近海岸，但该港及海岸之警察权属于奥大利。塞尔维亚亦略如《散斯逖华洛和约》所定，增加领土（最重要者为密许Mish及其附近土地）；但其所希望之洛维巴札区不为其所有。罗马尼亚将倍沙拉比亚交还俄国，而取得达普鲁甲（Dobroudja）以为补偿。

俄国则取还1856年所失之倍沙拉比亚；而它在亚洲方面取得的土地，限于加司、阿达汗、巴潼三处。巴潼当开放为自由港，只供通商之用。（但在1886年，俄皇变计，封闭此港。）俄国胜利之结果，似反使俄国离君士坦丁堡之目的地益远；在俄国向君士坦丁堡之进路上，新建设有独立的罗马尼亚及保加利，实造成两种障碍，就物质上精神上说，较之土耳其军队，尤为难破之障碍。

至于希腊，则因英法代表之赞助，得有于铁沙利及耶辟鲁（Epirus）方面改正国境之允许。但希腊当与土耳其直接交涉，而列强但诺之为调停，以助成其协定。

关于库列特（Crete）岛及其他省份，则土耳其重申在《散斯逖华洛和约》上之约诺，保障人民之宗教、民事、政治上的自由。至关于海峡问题，则全无改动，军舰之通过始终禁止。达溜白河划为中立，欧洲国际委员会仍然保存。最后有一条明白保留法兰西在圣地之既得权，而规定维持现状。

《柏林条约》之批评

《柏林条约》可招批评攻击之处不少。有两国即英、奥全未加入战争，而获利独大。英国占有塞布拉斯，在地中海取得一新根据地。奥大利占领波斯尼亚、赫洛仔果维那，控制萨罗尼克之通路。因此巴尔干之均势全然倾覆。奥大利此后较之俄国更近地中海，抑且更近君士坦丁堡。在奥大利之背后有德意志，其东进政策，后渐发挥出来。

塞尔维亚人思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乃被分裂为三截：波赫两州、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而使奥大利隔绝其交通。保加利之分为三截，亦大逆保加利人民之意志。将马塞顿复置于土耳其政府之治下，欧洲不免违反人道。在散斯逖华洛，俄国方将解放一切耶教人民；（俄国同时出于自利的动机，图分裂土耳其，支配近东，自不容疑；）而在柏林，则列强绝不顾及正义、民意或公共利益，而专为自利的处置。《柏林条约》不能保证平和，而乃为后来造成许多冲突与战争之原因。保加利问题、马塞顿问题、波赫两州问题，此皆《柏林条约》所种的祸根。

柏林公会之一般的效果

《柏林条约》在欧洲一般国际政治上，亦有莫大的效果。此后列强关系之许多变化，可溯源于此公会。在公会中，法兰西已为将来占领非洲之突尼斯（Tunis）留地步，求得同意。毕士马克在公会中鼓励法国此项计划，而此计划卒于1881年实现；其时法国与突尼斯订成一约，许法军占领突尼斯，突尼斯成为法国被保护国。意大利表示要求阿尔巴尼亚及非洲的托里玻里（Tripoli）之意。德国虽一无所要求，但它博得土耳其之感激及友谊，促成土耳其亲德之倾向。而在他方面，则毕士马克以在公会中未曾积极助俄，伤了俄国感情，俄国乃从此转向他处求与国；1878年俄国之失望，有以准备俄法同盟。反之，而奥大利赖德国之力，获利既丰，而其东进政策又受德国之鼓励，须与德意志结合更紧固；于是东方问题乃间接产生德奥帝国之同盟。

第三节　三国同盟与俄法同盟

第一项　三国同盟

毕士马克之同盟政策

柏林会议以后，俄德感情既坏，俄奥在近东亦居于势不两立的地位。俄、德、奥三国协商再无维持之望。此时毕士马克须就俄奥两国，抉择其一以为与国，而他卒不得不择取奥国。俄国在东方事件之失望，致其怨恨德国，而大斯拉夫主义者之活动，益令俄国与德奥之关系日益险恶。奥国明知它要利用柏林会议之结果在近东发展，俄国是它前途的阻力，它不得不倚德国为后援。德奥同盟之基础已决定于毕士马克与安德塞在加斯太因之会见（1879年8月27～28日）。及至1879年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卒告成立。

德奥同盟的经过

毕士马克须就俄奥两国择其一以为与国。他原是素抱亲俄政策之人，何以终舍俄而择奥？其理由是一则德国利于将奥国势力移向东方发展，而使之无暇在德意志方面恢复势力；一则就民族关系上说，联奥较之联俄合于德意志的民族感情。且就政治上说，俄虽较奥力强，而其政策常易变动，不如奥国之长可倚靠。

而在他方面，奥皇亦对于俄国之敌意、大斯拉夫主义之活动大为惊恐，而属望于德意志帝国之援助。奥国在西方亦感受意大利人所谓Irredentism之侵逼。毕士马克容易使安德塞领悟，惟有与德帝国密切的联络，乃可脱奥政府于危险。于是在柏林会议闭会之后，德奥两政府之间即时接近起来。从1878年年终以来，奥政府表示亲德之倾向；奥国承诺废止1867年《普拉克和约》第5条，即于叙列色维格北部举行人民总投票之一条。而在1879年之夏季，德帝国之外交的援助使奥大利占领新土地洛维巴札之事业进行利便。最后毕士马克与安德塞会见于加斯太因（1879年8月），协定了同盟条约之基础，即德奥两帝国联合以保障既存的条约之尊重；两国中有一方与其邻国冲突，而受第三国侵逼之时，则他方起而牵制此第三国。

但德皇威廉第一与俄皇亲善，不愿于三皇同盟之外，另对奥有特别协定，他反对毕士马克与奥同盟之政策。因之德奥同盟条约之正式缔结，延迟了数星期。卒至毕士马克以辞职为要挟，德皇乃裁可缔结此项同盟。此即1879年10月7日之德奥同盟是。

德奥同盟之性质

德奥同盟是1879年以后至于欧战期中欧洲国际关系之枢纽。三国同盟为此同盟之扩张者，但并未取而代之，两者仍各自成一独立的协定。三国同盟效力有一定的期限，每次皆须续订。德奥两国同盟虽原订以五年为期，然在1902年实际已定为永久的，不过同盟当事者任何一方，得于每届三年通告改约之意思。

1879年之德奥同盟条约规定：如两帝国中有一国被俄国攻击，同盟当事者之他方须举其全力来助；讲和亦依共同协定行之（第1条）。如同盟中之一帝国被俄国以外之国家攻击，同盟之他方，只须守好意的中立；但如攻击的国家有俄国的援助，则未被攻击之他一同盟国，当然举全力助战。在近世同盟条约常以“非挑拨的攻击”（Unprovoked attack）为助战原因，而1879年之德奥同盟条约，则无此语。在此约中，助战原因即单在俄国之攻击。德意志之于1914年助奥攻俄，即依此规定。（德奥同盟条约付诸秘密，直至1888年2月3日毕士马克始发表之以威吓俄国。）

三皇同盟之复活

德皇威廉原欲以德奥同盟密告俄皇，而毕士马克劝阻之。（据说德政府对于英政府则密告以此盟约，而似有意使之加入。）但毕士马克愿再试行改善三帝国之关系，而使德奥同盟所预期之战争可免。于是在1881年，德、俄、奥三政府之间，有一协定成立，此可说是1872年三皇同盟（Dreikaizerbund）之复活。此协定之条件，载于毕士马克与俄奥两国大使在柏林缔结之一协定（1881年6月18日）。依此协定，如果缔约当事者之一国与第四国开战，缔约当事者之其他二国守好意的中立（第1条）；对于1878年《柏林条约》之修正，须依它们共同协定行之（第2条）；鞑靼雷斯海峡与玻斯佛拉斯海峡之封闭之原则仍旧保全（第3条）。此条约尚附有一议定书，签订于同一日；其第1条规定奥国保留随时合并波斯尼亚、赫洛仔果维那之权；第4条规定，三帝国不反对保加利与东罗美尼亚之并合。（1881年之条约与议定书，原守秘密，直至1920年始揭露出来。）三皇同盟以三年为期；1884年再定继续三年，而至1887年变成所谓“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

德奥意三国同盟

在德奥预计对俄战争之时，自然同时想到俄国必求一与国以对待它的两大敌国，而此与国必为法兰西（俄国新闻早已声言）。因之，德奥两国须求一第三同盟国，可以助其抵对俄法之联合，而以一个新三国同盟代替因东方事件所解散之三皇同盟。而此第三同盟国，则得之于意大利。意大利虽本忘其未恢复的土地，然不惜与德奥携手，则因其敌视法兰西之故。意法之不和，不是因为意人垂涎法兰西之欧洲土地，如里司萨瓦等，而是因为法国之殖民政策有以使意大利政治家不安。意大利政府甚注意地中海之政治的均势；而法国势力之沿非洲北岸膨胀，似将破坏之。1881年5月12日法国派兵占住突尼斯；结一《巴多条约》（Treaty of Bardo），将突尼斯置于法兰西保护之下，激怒意大利。一时意法关系似濒于危机。在柏林公会中，毕士马克已暗中鼓励法兰西占领突尼斯，意在引法国向海外发展，以分其力，而使之无暇在欧洲与德为敌，彼殆已预料法兰西此项行动，必至与意大利利益冲突，因而促起意大利联德之动机。毕士马克之政策于此收得良果。法国于1881年在突尼斯之行动，登时影响意大利对外政策，而有以促成三国同盟。三国同盟对于各方面之利益至为明显。意大利与德奥结成同盟关系，既可以抵制法国，同时亦再无受奥大利攻击之忧。奥大利将来对俄开战，于德国之外，尚须再有外援，则因为德国须以主力对付法国（假定俄法联合），而奥国不能独当俄军。德国联结意奥，巩固中欧势力，可以不忧法兰西之复仇。

在1882年意大利王罕柏特（Humbert）接连访问奥皇于维也纳，访问德皇于柏林；三国同盟之一般的协定，似即决定于此时。三国同盟条约于1882年5月20日正式签订于维也纳。同盟之存在，已为一般认知之事实，但其条文始终未经公布。（在1915年，奥政府始公布在1912年续订的盟约四条。）依最近的发表，1882年之三国同盟载于一个三方的条约。依此条约，如值意大利自己未挑衅而被法国攻击，其他两同盟国当举全力以助被攻击之同盟国。如值德意志被法兰西攻击之时，意大利亦负同一的义务（第2条）。同盟中之一国如被一国以上的敌人攻击，则相互助战之义务亦发生（第3条）。同盟条约须守秘密（第6条）。其期限为五年（第7条）。在此条约之外，尚附有意大利的声明，即谓：此同盟不得视为敌对英国的。德奥亦为同一的声明。此等宣言，如条约本文然，亦是付诸秘密的；故其目的不是为对英国表明态度，而是对其他两同盟国划清意大利之地位；意大利之地中海的利益，与法兰西的利益冲突，而不是与英国利益冲突。（奥大利对外的许多密约，载于战后刊行的Pribram：The Secret Treaties of Austria-Hungary，1920。）

在1883年，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同盟。它之加入此同盟之程序，首在与奥大利订结防御同盟条约（1883年10月30日），而德意两国于同一日签字，加入此条约，而同负其义务。

德、奥、意三国同盟自1882年成立以来，至1915年意奥开战，其间曾经续订过数次。（1887年，1891年，1903年；后之两次，延长同盟期限以12年为期，预计至1915年5月20日满期，但至1912年即又续订一次。）

三国同盟之第一次续约，订于1887年2月20日（预计至1892年5月30日满期）。此项续约以三个文件组成。第一个文件，是单一个三方的条约，延长1882年之三国同盟条约。第二个文件，是意奥间的特殊协约；依此协约，如果在巴尔干或在亚得里亚海、爱琴海上的土耳其海岸岛屿之现状维持不可能，奥大利与意大利惟经彼此协定之后始变更其现状，而协定须依相互补偿之原则行之。第三个文件，为德意间特殊的协约。其第3条规定，如法兰西谋扩张其领土于北非洲之托里玻里或摩洛哥方面，而意大利取极端的手段，因此而起的法意间之战争，即当然构成同盟国助战的原因。如果意大利依战争之结局，对于法国求领土的保障，德国不为之阻力，而且设法使达其目的（第4条）。可知依此两个附件，意大利在1887年之续订同盟，取得有利的地位。

德俄再提携

虽则毕士马克之同盟政策成功，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之地位巩固，然他始终愿维持俄德亲交。1879年德奥同盟成立之后，毕士马克即谋再与俄协商；他欲防止俄法同盟。于是1881年有三皇同盟复活之事。1884年9月，德、俄、奥三国皇帝会见于波兰之显克尼惠斯（Skierniewice），重订亲交；实则在五个月以前，毕士马克已与奥俄两国大使会于柏林续订三皇同盟，以三年为期。（此时排德之宰相科耳恰可夫已退职，吉耳Giers主持俄国外交，尚愿维持俄德亲交，而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又思得毕士马克之助力压制虚无党。）但三年以后，德、俄、奥三国协商，究未如预定续约。则因奥大利在巴尔干愈占优势，因是俄国不愿续订1881年之条约，但求单与德国同盟或协商。于是德俄两国于1887年6月18日重行缔结一更确定的条约（亦以三年为期），此即是所谓毕士马克的“再保险条约”。此条约第1条规定，如果两缔约当事者之一国与第三国开战，缔约当事者之他一国，即当守好意的中立；但在对法或对奥之战争，如其战争是起于缔约当事者之一国攻击法奥两强之一，则此规定不适用。如是则毕士马克既依德奥同盟与三国同盟，对于俄法方面之危险有其防备，而兹以与俄协定对于奥大利或法兰西方面之攻击复加一层保险。但他须加入一条但书，以保全德奥同盟之效力，（俄国承受此但书，当已灼知德奥同盟之存在，）而在他方面，则俄国亦预先声明如德国攻击法国，俄国仍可助法（似此时俄皇亦已预计有俄法同盟之事）。此条约第2条规定，德国承认俄国向来在巴尔干半岛之权利，尤其在保加利及东罗美尼亚之优势。依此条约，毕士马克在外交上取有两重保险之手段。但此为他对俄妥协之最后的一举。及此约满期（1890年），德俄关系全变。

第二项　俄法同盟

国际形势之变迁

毕士马克在一方面主持三国同盟，在他方面立有再保险条约，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势力强大，未有能与抗衡者。然自1890年以后，形势大变，反对的团结渐渐组成起来；他所忌虑的俄法同盟首先成立。1890年为毕士马克退职、德皇威廉二世亲政之年，德国对外政策大变，德政府已不复如毕士马克时代之热心联俄；卒之1887年之再保险条约，到1890年满期，不再续约。俄国乃决然与德脱离协商关系，而采联法政策。俄法同盟之机运日渐成熟。

柏林会议前之俄法关系

1870年之战争结局以后，在俄国已有一部分政治家，认定为抵制德意志帝国之势力计，欧洲有维持一个强大的法兰西之必要。此项情感表现于1875年，时值德法关系险恶，俄皇亚历山大起来干涉，得以无事；此举于保全新败之法国地位，其功不小。不过亚历山大二世与德皇威廉一世亲善，而认对德为协商为俄国外交政策之基础，不肯脱离德国关系。只求平和可以维持，不至再有完全破坏法国地位，危及俄国利益之事，他不愿抛弃对德协商，更不愿与法另结同盟。

柏林会议后之俄法关系

柏林公会以后，俄国政策倾向一变。俄国不慊于毕士马克在公会中对俄态度，而深忌奥国在近东之得势。德意志之袒护奥国，已为公然之秘密，而至1879年德奥同盟成立，更令俄政府有外交孤立之感。（德奥同盟及其后之三国同盟，在其缔结后经过长久时日始公表，然俄国纵不在此同盟缔结之当时，至少在同盟缔结后不久，当已闻知外交上此项大事变。）

惟以旧来传习之不易打破，皇室亲戚关系之不易破坏，与夫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之顾虑国内虚无党运动，俄政府尚不肯决然与德国脱离关系。即在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最初数年（1881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暗杀，其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他统治俄国，至1884年为止），俄政府态度仍如此。因之在1884年及1887年，俄政府与德政府尚两次续订协商。迨至虚无主义运动渐息，俄国战后元气恢复，亚历山大三世渐注意于俄国对外政策之改变，而俄法同盟之思想在俄国方面日渐有势力。

而在他方面，则法国睹三国同盟之成立，其在外交上之感孤立，与俄国正同，而以德法已成仇敌，其地位更危险。法兰西欲得一强国为与国之心，较之俄国更切。当时英国守所谓光荣孤立之政策；不能望其同盟，而俄国在大陆上之地位及其利害关系，则恰有利于俄法两国之同盟。在1875年之危机中，俄皇对法援助之有力，已足示法兰西政治家以联俄之可能与其利益。于是法国乃不计较俄国之为帝政专制国家，与法国的共和主义绝不相容，也就力求与俄接近，以造成协商同盟之关系。

俄法接近之开始

1890年毕士马克之去职，实为德国对外关系之大关键，而有以促成俄法接近之机运。继毕士马克执政之威廉二世，已不继承毕士马克维持俄德协商之政策，俄德关系为之疏隔。法兰西政治家出其敏捷之手段，利用此机会，以达俄法接近之目的。实则即在毕士马克去职以前，法国外交已开始活动。从1888年以来，法兰西之银行家已鼓励俄国在法国市场募债，大满足俄国财政上要求。（在1888年以前，俄国公债多受柏林银行家支配。）法兰西政府利用俄国公债成功之外交上的好影响，乃更进一步而谋增进俄法两政府之关系。在1890年，法国陆军总长已供给俄政府以改良武器之便利。法国之外交总长李播（Ribot）与法国驻俄大使拉蒲芮（Laboulaye）继续不断的致力于增进俄法亲交，谋以之变成同盟。从1890年以后，外交谈判与友谊的访问已开始。至1891年7月，乃有法国舰队应俄政府之招请，开赴克琅斯塔特（Kronstadt）访问俄国之盛举，此可说是俄法同盟之先声。

俄法同盟之形式

俄法同盟从1891年以来已在酝酿中，及至1895年法国总理李播宣言法国和一外国结利害关系，而正式使用同盟（alliance）之名词（1月），1896年10月，俄皇尼古拉斯二世访问巴黎；及1897年法国总统福耳（Faure）游俄，俄皇公然称俄法两国为同盟的友邦（Nations amies et alliées）；世人乃因以确知俄法同盟完全成立之事实。然而同盟之协定付诸秘密，究竟此同盟以何形式缔结，久为疑问。世人一时信以为在1891年，俄法之间缔结有一正式的同盟条约。及至1918年法兰西政府发表关于俄法同盟之黄书（Livre jaune），则知当时并未订有正式的同盟条约，而一般所谓俄法同盟，系依1891～1893年之外交协商与军事协定而成。其条件是：如果法兰西被德国攻击，或被意大利攻击，而意大利有德国之援助，俄国当举其全力与德国战；如果俄国受德国之攻击，或被奥大利攻击，而奥大利有德国之援助，则法国举其全力以与德国战。



第九章　三国协商

第一节　俄法同盟成立后之欧洲政局

俄法同盟之效果

俄法同盟成立，表面上似德意志丧失外交优势，而欧洲之均势恢复。实则此同盟之效果不如当时一般所想像之实在。同盟成立后，德意志实际仍得在欧洲维持其霸权；德皇威廉于此正能显其操纵时局之巧妙手段。德皇一方面曲意联络俄法，一方面将此两国之活动势力引向欧洲以外发展。对于法国，则利其与意英在非洲竞争势力；对于俄国，则怂恿其侵略远东。俄法两国如此的分散其力于海外活动，自然在欧洲无力与德国为敌。

法俄两国之政治家，于此恰中德皇之计。尤其在法国，从1894年以来，有热衷殖民政策而敌视英国之哈罗托（Hanotaux）主持外交，倾向于对德妥协。俄政府则视对法同盟为一种维持现状之结合，而其视线却集于远东，加有德国之协助。1895年有俄、法、德三国共同干涉辽东半岛割让之举，似表示德国与俄法同盟之合作。如是则俄法同盟在欧洲并未足以影响德帝国之地位。毕士马克退职后，威廉二世不能防止俄法之同盟，然而他的外交手腕固足以致此同盟无害于德国的势力。

19世纪末年政局之变化

至于19世纪末年，欧洲国际关系渐见变化，其结果摇动德意志之优越的地位，而新树欧洲均势之局面。尤其从1898年以至1907年之时期中，欧洲外交上经过一番大革命，根本的改变国际政局。19世纪末年以后，一方面，英德势力之冲突日益明显；而在他方面，法国有新人物出掌外交，在对外关系上新采一种独立的态度。英国为抵制德意志计，放弃其所谓“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之地位，转而与法俄弃怨修好。其结果有所谓三国协商（Triple Entente）之成立，以与三国同盟对抗。

我们可以将此时期中外交变动之情形分为四部说明：（一）英德势力之竞争；（二）法兰西之新外交政策；（三）英法协商之成立；（四）《英俄协约》之缔结。

第二节　英德之竞争

英德关系

德帝国成立以后，德意志外交成功之要件，不仅在防止俄法联合之危险，而且要保持英国之友谊。英德两国民在历史上向少敌视之传习，他们对于德意志之统一表同情。19世纪后半期主持英国政策之人物如维多利亚后，沙利斯倍里侯等，均带亲德倾向。英国在此时期中继续抱持其对俄对法之敌视态度，容易与德国立于亲善关系。

英德利益之冲突

迄于19世纪末年，英国对德关系经过了一番大变迁。英国在三四十年间继续与德维持亲交之后，卒看清此新进气锐之德意志帝国实为它的最危险的敌国。

英国是世界最大的殖民帝国，它的领地遍于世界，它的势力在海上。英国多年在海上采行所谓“两国标准”（Two-power standard）之计划；它全恃海军以防护它们的地位。英国国民决计要维持海军优势，而将凡敢对于它的海上权力挑战者视为仇敌。

德意志海军政策

19世纪末年以来，德意志政府新采之海军政策，适启英国之恐慌。继毕士马克主持德帝国命运之新人物，其思想已不似前者之专在维持大陆霸权，而其视线且远注于海外。他们不以在欧洲维持强大的海军自足，他们且欲进而将德国造成大海军国，广布殖民地及商场于世界。大海军建设之运动倡于有名的逖耳毕仔（Tirpitz）将军及德皇威廉自身。1898年在帝国议会有第一次海军建设大计划之提出；1900年继续有第二次海军大扩张案。

此项惊人的大计划，登时影响到外国。但在德意志邻国中未有如英国之深感危迫者。此项海军计划完成之日，英帝国之受德国侵逼，远甚于其受法国的侵逼。

德意志之近东活动

德国海军政策之外，再有一影响英德关系之事，是即德国之近东活动。在毕士马克时代，德意志声言对于近东无利益关系。实则当时此新帝国方锐意从事于巩固其在中欧之地位，无余力经营近东。但德意志人究非无抱东方发展之思想者。此项思想在毕士马克之后代渐有势力，而成为德意志对外政策活动之主要部分。威廉二世实为此项政策之主动者，而躬自执行之。

在19世纪后期，英国因为埃及占领之事，因为阿美尼亚、库列特问题干涉之态度，日益与土耳其疏隔，而丧失其在土帝国之势力；而在他方面，则德国利用此时机对土耳其表示好意，以博得其信任。德皇于1898年访问土皇于君士坦丁堡，且巡游各名城，自居为土帝国之保护者，而公然宣言他是土皇及30,000万回教徒之友人。德皇此举原在扶植德国势力于土帝国，而他成功。德皇此次游土结果，得有土皇之允许，取得八各达铁路（The Bagdad Railway）建设之权利。八各达铁路落在德国之手，德国将支配欧亚交通一条最便捷之路线，无论在商业上或在军事上，均于德国有莫大之利益。英国在埃及印度之地位，将因此受侵逼。

南非事件

德意志关于南非洲事件对英之态度，亦足使英国不安心。在19世纪最末20年间，德意志方热衷于非洲殖民发展事业，自所谓大德意志主义者视之，南非洲正好为德意志民族之新邦土，因之对于南非共和国之抵抗英国，公然表同情，而且暗中鼓励之。尤其在“哲姆孙侵袭”（Jameson's raid）事件失败之后，德皇对南非共和国总统克律革（Krüger）致送贺电，更伤英国感情。在南非战争开始以前，南非总统克律革属望于德皇之援助。说者谓当时德政府自顾海军力不足，不敢与英开衅，否则在南非事件中，德国或将积极干涉，亦未可知。

英国对外政策变动之必要

由上所述情势观之，可知在19世纪末年，德意志之世界政策，在在与英国利益冲突，英德亲交之维持，势不可能。英国政治家渐渐看出英帝国将来之危险不来自旧敌之俄法两国，而将来自新与之德意志。德意志势力增长之速，为前代所罕见，行将与英国争雄于世界。“光荣孤立”已不是英国安稳之政策，而为保全英国地位，有采一新外交政策之必要。而此新政策之指导者为英国政界新起的人物，其中尤以故英皇爱德华七世于组成对德的新团结为最有力。

第三节　法兰西之新外交政策

法国外交上新人物

在19世纪末年，法国外交政策上表现有一种新精神，代表此精神者为有名的政治家德格赛（Delcassé）。德格赛于1898年入掌外交，时恰在英法间有名的华修达（Fashoda）事件发生之前。德格赛虽不及防止此不幸的危机之发生，然而他的新外交方针，足使此事件以后英法两国关系上不再有危机发生，而且两国关系从此进于亲善方向。

在哈罗托主持外交之时代，德意志可以操纵时局，实际减削俄法同盟之效用。及至德格赛于1898年6月执权，法兰西之外交乃寄托于一个最有卓见的政治家之手。德格赛看清了法兰西在外交上所以无力量之原因，而看出法兰西政策如何革新之方法。德格赛在对外政策上执定有两个方针：第一是法兰西发展之全力当集中于它的自然的势力范围，即西部地中海；第二是法兰西外交行动之独立，当依与意国及英国之妥协以树立之。他从1898年就外交总长之职，以至1904年为摩洛哥事件退职，七年之间，继续主持法国外交，根本的变更了法国对外关系，影响欧洲政局全体。

法意之妥协

德格赛就职以后，首即从事于对意妥协。法意之间自1881年因突尼斯问题失和，迄于1896年，继续互相敌视。在此时期中，意大利政治上最有势力者为克利斯毕（Crispi）；他是排法而亲德之人，在他握权之时期，意大利废弃对法商约，引起两国关税战争，而加以其他许多小事件，激动两国国民恶感。

但意大利人在此项排法政策之下，渐感不利，而适在1896年，意大利派赴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之远征军惨遭败北，克利斯毕随即去职。法意妥协从此有实现之可能。德格赛入掌外交，随即开始对意谈判，在1898年协定《法意通商条约》，以调和两国经济的利益。德格赛且进而给此妥协以更确定的政治性质。在1900年，1901年，1902年之三年中，法意两国外交家依换文及会谈，完成两国政治的妥协。法国约定不干涉意大利在托里波里（Tripoli）之行动；意大利在此方面得有行动之自由；意大利则对法国保障，决不妨害法国在摩洛哥之政策。意大利声明，就意大利自身说，三国同盟完全是防御的性质；无论如何，意大利决不能为侵略法国之工具。

意法妥协之效果

法意妥协成立，既使法兰西在西部地中海之地位臻于安全，亦且有助于法国在欧洲外交独立之恢复。法意之不和，向为法国外交上一个弱点，同时即为德国外交上一个强点。意大利对法恶感，实为德国外交所以挟持法兰西之具；此恶感一旦消灭，德国不复能操纵于其间。

对英接近

德格赛于意法妥协成功后，从事于其新外交政策之第二步。而此举则同样的成功，且有更重要的效果。假若法兰西未有对英妥协，则法意妥协之价值有限，而且不能望其安固；法国在摩洛哥之发展纵非不可能，当亦甚困难，而德意志在大陆之优势将不可破。德格赛在1898年华修达之危机中，竭力镇抚法兰西对英之敌忾心；他深信法国如欲恢复其在欧洲之地位，必须取得英国之友谊。幸而在英国方面，亦有新人物主持外交；沙利斯倍里（1900年卸外务大臣职）之后继者兰斯顿（Lansdowne）及英国新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1901年即位），皆能悟解德意志世界政策之对于英国的危险，而看出有英法妥协之必要者。其结果则有1904年之英法协商。依此协定，法兰西与英国相互承认其在非洲北岸之势力范围，使法国得着自由在地中海西部发展必要的保障。

对西班牙妥协

法国在非洲之地位，在英法协商后数月，又依其与西班牙（1904年9月）之协定而更加巩固；依此协定，法西两国在摩洛哥之势力范围相互划定。

德格赛成就此等协定，为法兰西取得外交之独立地位。法国对意对英之争斗告终，可以免于受德国的挟持。他从此可望将法兰西的政策由被动变为主动。德格赛之新外交，实根本的转移了欧洲全盘政局。

第四节　英法协商

英法关系

在19世纪末期以后，英法两国虽有妥协之必要，但其前途究有重大的困难。在19世纪下半期，法国政治家锐意从事于殖民政策；法国势力之发展，在非洲，在远东，均与英国利益冲突。在此时期中，英法之相敌视几不让于德法。尤其在非洲埃及方面两国之竞争，有以增长两国国民的恶感。

埃及问题

关于埃及问题之争执，可说是英法关系的致命伤。法兰西对于埃及之注意，久成国民的传习。从法人雷奢（Lesseps）开通苏彝士运河（1869年）以后，法兰西与埃及之关系更为密切；自法人视之，埃及为法国的势力范围。而在他方面，则英国以为埃及为对印度交通之孔道，于英帝国有重大的利益。在1875年，英国政府从埃及太守收买得运河股份约半部，一跃而在运河公司占重大的势力，增进了英国在埃及之地位。在1876年埃及财政破产，引起国际共管，英法两国共同监督埃及财政，而成所谓两重监督（Dual control）之局面。

外国干涉的影响，在埃及促起有一种国民运动；1882年埃及不平分子集合于一军官阿拉比-拍奢（Arabi Pasha）之下从事叛乱，出以虐杀外人之形式。6月中在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有虐杀欧洲人之举。英国舰队炮击此城，而派水兵上岸，恢复秩序。法国政府不肯使法舰队参加此项炮击之举。其结果则英国单独出兵打平叛军，从此埃及在英军占领之下，实际落于英国一国之手。英国初意犹作临时的占领，久之遂长此占领下去。英法两重监督废去，而代以英国之单独治理。法国觉得它的势力范围被英国夺去，始终不甘心，不肯承认英国之地位，两国恶感因此加深。英法殖民的竞争，民族的敌视，日益激烈，最后至于1898年之华修达事件几酿成战事。

华修达事件

华修达事件可说是英法殖民政策冲突之顶点。华修达是非洲尼罗河（The Nile）上流之要塞，属于苏丹区域。1898年9月侵略苏丹之吉青纳（Kitchener）将军统率的英军，与法国军官玛商（Marchand）由法领西阿非利加率领前进之法国远征队相遇于此。法国远征队在英军之先占领华修达，英军认为法国侵犯英国势力范围，而法国则不认英国在此地域有何权利。法军不肯退，双方相持不下，一时似几无妥协之可能。

幸而英法之军官均取持重态度，而德格赛时新掌法国外交，能以调和之精神与英谈判。其结果卒以法国让步，承认英国权利，撤退华修达之法国远征队了事。法国舆论愤法国计划之失败，对英国更增恶感。

英法接近运动

在如此的情状之下，英法两国欲如德格赛所愿，互相妥协，其困难可以想见。此时英法两政府所须应付之困难有两层：其一为一般的，即在消除英法两国间之多年的敌视；其他为特殊的，即在解决两国之各项争端。第一项困难比较尚易于应付。外交家之努力，于此得着商业的关系及意法妥协之助。英国新皇爱德华七世之自身的活动，有助于两国关系之改善。1903年，爱德华七世亲游巴黎，备受欢迎，激发两国国民的好感。随后，法总统鲁倍（Loubet）答访英皇于伦敦。华修达事件以来之恶感消除，而英法两国一般关系进于亲善之途径。

至于争端之解决，则需要外交家的手腕。在鲁倍总统访问英皇之时，德格赛随行，在伦敦与英国外务大臣兰斯顿开始谈判。由此而开之英法谈判，在伦敦巴黎两方面进行，继续至八个月之久，而卒成1904年4月8日之协定，是即所谓英法协商。

英法协定之内容

1904年之《英法协定》，以三件特殊条约组成，而由英国外务大臣兰斯顿与法国驻英大使康盘（Paul Cambon）在伦敦签字。

第一件条约关于埃及与摩洛哥，法国承认英国在埃及之地位，而约定不再要求英国限期撤兵，不妨害英国之行动自由。英国则承认法国对于摩洛哥之特殊权利，而约定不妨害其行动自由。两国约定对于其宣言的条款之执行，相互为外交的援助。

第二件条约协定纽芬兰（Newfoundland）海岸之渔业权及西阿非利加方面境界之改正。第三件条约划定英法两国在暹罗之势力范围。

英法协商之价值

如此成立之英法协商，尚不是一个同盟，而是解决许多具体的悬案之协定。从此两国立于友谊关系，然尚未有结成同盟之契约。然而此协商之于英法两国，究有较之解决争端更重大的意义。此为英法国民的争斗之最后的总协定，而为新对德团结之中心。

不过英法协商成立后，欧洲政局中尚有一个因素，有以继续维持德国在欧洲大陆之优势者，即英俄之敌视。在此两国互相敌视之期中，英法之新友谊很难望发生实际的效果。所以外交革新之次一步，即在促成英俄之妥协。

第五节　英俄协约

英俄关系

在19世纪中，英俄两国之相敌视，由来既久，而其形势之险恶有时且过于英德之竞争。英俄膨胀政策引起它们在世界各方面之利益冲突：近东、中东（波斯、阿富汗）、远东。在近东、中东，英国之敌视俄国，大半因为顾虑其通印度之要道；俄国之向君士坦丁堡前进，危及英国与其东方领土之交通。俄国之在波斯、阿富汗边境之活动，且直接侵逼印度之安全。近东侵略本为俄国传习的政策；在19世纪后半期，因为近东政策之挫折，俄国乃转而侵略中东，因之英俄在此方面之冲突一时最为激烈。在远东则英俄之冲突从19世纪末年渐显著，而其原因主为商业的利益。尤其从庚子拳匪事件后，俄国占据满洲，危及英国在东亚大陆之商业的优势，两国在此方面立于敌视的地位。为抵制俄国势力，英政府至不得不与日本缔结同盟（1902年）。

日英同盟成立，俄国对英恶感更甚。在日俄战争中，有种种事件引起两国的争论；尤其1904年10月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之炮击英国渔船事件（Dogger Bank Case），惹动两国恶感，几于激起战祸。

英俄关系之变动

由上述情事观之，可知迄于20世纪初年，英俄利益之冲突如何重大；两者之妥协似几无实现之可能。加以俄皇之专制政治久见恶于自由主义的英人，更为两国政府接近之阻力。

然而英俄关系最险恶之时，亦即两国关系变动之起点。日俄战争结果，俄国在远东之势力大受挫折，英国在此方面不须再与俄为敌。而在近东方面，则以德国之在土耳其占优势及其八各达铁路计划之开始，英俄两国势力同受打击，它们已不必互相敌视，反而有共同抵制德国的野心之必要。如是在英俄利益最冲突之三个方面，惟有中东一方面之关系可为将来发生冲突之原因，此则有待于两国政府之特别协定，以为新协商之基础。

英俄协约之缔结

英俄两国政治家渐感两国妥协之必要。日俄战争结局后，两国新闻随即采友好的论调。而两国外交当局如英之古雷（Grey），俄之伊斯洼斯基（Isvolsky），久已表示他们促成协商之决心。1906年之阿耳吉西拉斯（Algeciras）会议，给英俄两国以一合作共商之好机会。而实在构成此协商之外交的协定，则由英国驻俄大使当谈判之任，而在1907年8月31日签字于圣彼得堡。

《英俄协约》之内容

《英俄协约》亦如英法协商然，不过是解决两国之争端，而未立有同盟之契约。1907年之《英俄协约》，共为三件。第一件关于波斯：将此国划为三区域，东南定为英国势力范围；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而其中间定为中立区域，英俄在此区域享有均等机会。第二件关于阿富汗：俄国承认阿富汗立于它的势力范围外，而约定俄国对于此邦之一切外交关系当经由英政府。英国则声明不变更此邦之政治地位或干涉其内政。第三件关于西藏：英俄承认中国对于西藏之宗主权，而相约尊重西藏之领土保全。它们非经由中国政府，不对于西藏为何种谈判。它们相约不派代表驻拉萨，不在西藏索取特殊权利。

《英俄协约》之价值

1907年《英俄协约》，不仅给两国在中东方面一个暂时的妥协，消弭争端；且其最重要之处，尚在其为两国外交冲突之总解决，为英法协商之补充，构成欧洲外交革新之最后的一步。此协约之局部的效果如何，又当别论，而其在政治上之一般的成功则不可否认。

三国协商

所谓三国协商（Triple Entente）之名词易启误会。实则在1914年以前，英、俄、法三国之间并未有一个单独的条约拘束它们。不过法俄既成同盟，而英法协商之后，继以英俄协商，此三国乃自成一种外交的团结，与三国同盟对峙。此团结成立，国际政局大变。1907年之欧洲，已不似1898年时代的欧洲之可任德国支配。三国协商成立后，德意志帝国失其外交的优势，欧洲均势一时恢复。雄心勃勃之德国是否甘居于此新国际政局之下是一极有兴味之点。



第十章　三国协商对三国同盟

第一节　三国协商成立后之国际形势

德意志之旧政策

从德意志帝国建设之时以至20世纪开始，德政府之外交政策，无论是在毕士马克或威廉二世主持之下，其性质是平和的。毕士马克竭全力巩固新帝国在中欧之地位，利于保持平和。威廉二世虽表现侵略的精神，但亦无意轻于从事战争。为德意志经济的发展，商业的扩张，及其海军的建设，平和实为必要之条件。

德意志之新地位

迨及20世纪初年，德意志渐觉其平和政策不能继续。1898年至1907年之间，国际关系之变动，根本的影响于德帝国之地位。英国放弃其光荣孤立政策，而与法兰西携手，已不利于德意志之地位；而1907年英俄之妥协更以破坏德国之优势。实则法兰西的新外交倾向随即引起德国政治家之不安。1904年英法协商之成立表示法兰西在外交上取独立的行动，而且进于主动的地位。在短时期中，法国与意妥协之后，继以对英协商及与西班牙之协定；法国殖民地发展政策受有几重的保障。

德意志态度之变更

德意志鉴于新成立之国际协定，有害德国势力之发展，自然深抱不安。而其最感痛切者，则为德意志在大陆上威望之减削。欧洲列强协定国际事情，似乎全置德帝国于度外，甚且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德意志政治家至此觉得欧洲已脱离它的支配；他们急须一举以恢复德帝国之威望，使世人知道任何国际事情非得德国参加与认可，不能进行。

德意志为应付新变动的国际情状，觉得不能不变动其对外的态度，而由调和的、联络的态度变为挑斗的态度，其结果则其后十年间欧洲生息于外交紧张之空气中，发生许多危机。

德意志之高压手段

1904年英法协商成立以后，德意志曾三次在外交上行使高压手段；每次相去皆只三年。第一次在1905年，为摩洛哥事件而起。第二次行于1908年，为援助奥大利合并波赫两州。第三次行于1911年，系第二次干涉摩洛哥事件。此数次外交举动虽终未引起战祸，然因此而发生之国际危机，已极重大，关系后来的国际政局之变化不小。

第二节　第一次摩洛哥事件

德意志对于英法协商之态度

在1904年，德意志政治家当已企图有所举动，以恢复权势，打破法兰西之主动的新外交政策，而同时以暴露英法协商之弱点。不过起初德政府对于英法协商表面上仍表示友谊之态度，他们宣言德意志不敌视英法之协定，而至于摩洛哥，则德国于此仅有商业的利益，此则亦未因英法协定受何侵害。同时大德意志主义派人士则公然表示不满意于政府之态度，而要求在摩洛哥扶植德国势力，但一时德意志政府未取何行动。

德意志态度之变更

法兰西取得英国同意，并与西班牙协定后，转而从事于摩洛哥之改革事业。法兰西政府于1904年年终派定一特使，携有改革案前赴摩洛哥。此特使于1905年2月抵菲仔（Fez）。依此改革案，法国军官当助摩洛哥王训练警兵，保持秩序；摩洛哥须设立国家银行。法使与摩洛哥王谈判未决，而德意志突来干涉。

德政府闻法国使节携改革案赴菲仔，即时变更态度。在摩洛哥之德国代表昆尔曼（Kühlmann）对法国代表提出抗议，说法国与英西协定摩洛哥问题，将德意志置诸度外；德意志政府不承认受此等协定之拘束。在法国使节赴菲仔之时，德国政府中已有人提议劝德皇亲赴摩洛哥，而宰相毕罗（Bülow）赞成此计划。此项示威运动之目的在德国宰相毕罗对议会（3月29日）之演说中已经表出；他说，德国有经济的利益，德国利于维持门户开放主义。法国驻德大使曾报告法政府（3月22日）说，德意志要求商业的均等及摩洛哥王之独立。最后居然有德皇亲到摩洛哥之突飞的举动。

德皇之赴摩洛哥

德皇依毕罗等之意思，亲赴摩洛哥为一种政治示威运动；他于3月31日在塘吉尔（Tangier）上岸。他对德意志侨民演说，宣言德帝国在摩洛哥有重大的利益；列强当有均等的权利，而当尊重摩洛哥之独立；且明言他此行即为承认摩洛哥之独立。德皇对摩洛哥王之特使宣言，他之此行在表示他拥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之决心；他承认摩洛哥王是绝对独立的，愿与之讨论保全此等利益之方法；至于改革，则他以为当出以极慎重之步骤，而顾及宗教的情感。德意志公表的目的是在拥护摩洛哥之独立，主张各国商业机会之均等。实则德皇此举，根本的否认英法协定，否认法兰西在摩洛哥之地位，此是给法兰西之摩洛哥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而就其一般的政治意义说，则德皇此项示威运动是宣告一个外交的战斗，对于英法协商挑战；因为如其容许德国阻害法兰西在摩洛哥之发展，便是破毁德格赛之全盘政策，抛弃法国新外交的独立，而暴露英法协商之无实际的效用。

德意志在1905年何以决然出此突飞之举？此有其特殊的理由，亦有其一般的动机。

1904年之密约

德政府在摩洛哥示威运动之特殊理由，在防止摩洛哥落于法国之手。当时法国新闻公然主张将摩洛哥变成第二突尼斯，德人以为如他们不出来干涉，摩洛哥或将被法侵并。此项疑虑，不是全无根据的，1904年之密约可以为证。

在1904年8月，兰斯顿与法使在伦敦缔结英法协商之际，同时即签有一密约。密约第1条规定，彼此有变更关于埃及或摩洛哥之政策之可能；第2条规定，两政府互约不反对取消此两地之领事裁判权；第3条所载则更重要，即说直布罗陀（Gibraltar）对岸之地中海沿岸（从美拉Meilla 至舍部河The Sebu River）一带之地，如值摩洛哥不在此行使权力之时，即当置于西班牙的势力范围，而由西班牙治理之。当西班牙在同年9月中承认英法宣言，而声明它确实尊重摩洛哥国领土保全之时，它与法国签定有类似的协定，公然预备瓜分摩洛哥国土。此两个密约至1911年始公布出来；但因为此等约章既为伦敦、巴黎、马得里方面许多人知道，而且通告了圣彼得堡政府，其条文随即为柏林政府所探知。德意志的理由是，如它自己不早动作，摩洛哥将完全为他国所支配，德国商业于此将至无立足之地步。

国际情势

1905年国际情势之有利于德意志，是为德意志挑起摩洛哥事件之一般的动机。在法国则当时的孔白（Combes）内阁似受制于社会党与平和主义派，对外失其活动之自由；而德意志深知德格赛虽在发展其积极的殖民政策，究未备有为执行此政策必要的海陆军备。法兰西不能抵抗德国之强硬的要求。而从英国方面，德意志亦无可顾虑之处。英国保守党内阁基础动摇，自由党已有起执政权之势。德国不信自由党首领如康倍尔-巴那门（Campbell-Bannerman）与鲁意·佐治（Lloyd George）之流，素抱内政改革及对外平和主义者，能决然为摩洛哥事件给法国以有效的援助。德意志之所最要顾虑者为法兰西同盟国之俄罗斯。而此则至1905年3月已受有辽阳、奉天之大败，势不能于欧洲方面以实力援助其同盟国。在此种国际情势之下，德意志之敢于对法国行使高压手段，不能谓为冒险之举。4月11日，德相毕罗决然对列国提出开国际会议之案。而法国特使在菲仔从事之谈判，最后于5月28日依摩王之拒绝法国提案而停顿。

法兰西的地位

法兰西对于德意志之行动取何态度？德政府提出两个要求：其一是开一国际公会以处决摩洛哥问题，其二是法国外交总长德格赛须辞职。换句话说，法兰西当受欧洲会议之公判，而排德的外交家当负责引退。此于法兰西当为莫大的屈辱。法兰西其忍受此等条件乎？德格赛恃有英俄之援助与意西之同情，力主拒绝开会议。但其同僚所见不同。最后决议的内阁会议，开于6月6日，在此次阁议，惟有总统鲁倍赞成德格赛之强硬态度，而其他阁员均反对。德格赛力言法兰西不可赴会议受屈辱，而说他已从英国得有实力援助的提议。法国内阁总理鲁耳（Rouier）则谓如承受英国之提议，必致战争；他表示愿开国际会议。各阁员均赞成总理之说，德格赛乃辞职。法兰西自知军事上准备不充分，其同盟之俄国困于远东战事，不能抵抗德意志，不敢激起战争。7月1日法国总理自兼外务，8日他与德国大使交换宣言，承认开国际会议。在此宣言中，法国声明它赴会议之条件，而德国大使正式宣言德国不反对1904年之英法协定。

阿耳吉西拉斯会议

新外交政策之主持者德格赛去职，法兰西承认开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德意志之高压手段完全成功，法兰西完全屈辱。德意志对于世界可以表示它的外交优势仍不可打破。然而德意志此次之胜利，究竟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初想在国际会议中主张德意志之霸权，后来乃知它不能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各国。

德政府要求的国际会议，延至1906年1月16日始正式开会于西班牙海岸之阿耳吉西拉斯（Algeciras）。到会者除欧洲列强外，尚有比利时、西班牙、瑞典、荷兰、葡萄牙、美国及摩洛哥。在此会议中，摩洛哥王之主权，摩洛哥之领土保全，商业的自由，视为公认之原则，屏诸讨论之外。而在各种议题之中，以警察管领问题为最重要，成为争论之中心。德国要求将摩洛哥警察置于国际管领之下，而法国则要求由法国独管或由法西共管。双方争持不下，卒以美总统罗斯福之调停，依奥大利的提案，决定由法西共管，而任命一瑞士人为检阅长。主要的难题既经决定，最后条约乃于4月7日签字。

阿耳吉西拉斯会议的结果

阿耳吉西拉斯会议是法德一场外交的大争斗。前者公然为俄、英、西班牙所袒助，而美国亦暗中为之援助。而在他方面，德意志虽主张国际责任之原则，而不仅不得一般到会列国的同情，即便从其友邦亦获得很少的助力。意大利不愿为德国政策之工具，且先已有关于摩洛哥、托里波里的秘密协定之拘束；它明白表示不能为德意志的利益牺牲它对英对法之妥协。即使就奥大利说，虽则后来德皇表示感谢它在会议中对于德国之尽力，实则它有时亦取独立的态度，不一定为德国的工具，因为它是决定不与法国冲突的。其结果是，虽则德国争定了此原则，说：摩洛哥问题是列国共同关系之事，然而德意志之根本重要的要求皆被会议否决，而欧洲实际承认法兰西之膨胀政策。法兰西取得与西班牙共管摩洛哥警察之权利，它在摩洛哥之一切重要的利益因此得着保障。大德意志主义的论者至谓阿耳吉西拉斯会议为德意志之败北。但德国政府则自谓甚满足。实则德意志在1906年之外交失败为德国一般新闻所公认，德政府表面上虽表示对于会议结果之满足，而其实德意志衷心未见得愿承受此局面。德意志虽强迫法国到会议，然而未能阻止法兰西之膨胀；英法协商并未解散，而反因此更加紧固。而且因为德国要求开国际会议解决摩洛哥事件，英俄两国外交家获一合作之机会，此实开1907年英俄协商之途径。

第三节　波、赫两州事件

德意志活动之新机会

德意志之政策在阿耳吉西拉斯会议受一挫折，是不可否认之事实。然而德皇及其手下之帝国主义的政治家，肯安于此局面乎？德皇始终要保持德意志在大陆之优势，增高其威望。20世纪初头成立之新外交团结摇动德国地位；德政府凡遇有可以恢复它的地位之机会，决不肯任其过去。即1907年成立之英俄协商并未减弱它的决心，而反有以坚其决心。适1908年在近东方面有奥国合并波、赫两州之事件，发生危机，德意志以为它所需求的机会到来，又可以行一猛举，重树德国的威望。

波、赫两州问题

波赫两州问题，当溯源于1878年之柏林会议。依柏林会议条约，奥大利取得占领并治理波斯尼亚、赫洛仔果维那两州之权，而奥大利且得占据洛维巴扎区域。《柏林条约》缔结后，奥国实行收管此两州，而抱有完全取得此两州主权之希望。在1881年之三皇同盟协定中，奥大利保留随时合并波、赫两州之权利。但奥国政府未即时利用此权利。在1897年之俄、奥秘密协定中，奥国欲重申此权利，而俄国挟疑问。实则因为此两州中住有多数不平的斯拉夫人，即时的合并，究不适宜。但以此两州关系之重要，不能任其落于塞尔维亚之手，亦不能令土耳其恢复其完全主权。以奥帝国内斯拉夫人民族主义的精神之盛，如令塞尔维亚取得此两州，势将侵逼奥帝国之安宁与其领土保全，及其在巴尔干半岛之政治的经济的势力。而在他方面，土耳其在此两州之主权亦不容其复旧，虽则德、奥与土耳其政府亲善，然而土耳其之政策亦非奥国所能全然信任的。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1908年在土耳其有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事，此事实促起奥大利取最后手段之决心。青年土耳其党抱有革新土耳其外交政策，恢复其在巴尔干的权力之志。德奥利于有一强有力的政府在君士坦丁堡为它们监护鞑靼雷斯海峡。然而土耳其之支配巴尔干半岛全部，则非奥国所愿，因为此将侵逼奥大利达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之通路。青年土耳其党执政，以恢复国权为职志，似不免要求奥国交出波、赫两州；此两州在法律上本隶属土耳其主权，土政府固有收回此两州统治之权利。

奥大利之合并政策

在此种情势之下，奥大利决计为先发制人之举，而实行破毁《柏林条约》。奥政府不先商诸《柏林条约》之其他缔约当事国，而在1908年10月3日宣言合并波、赫两州。同时奥大利自愿撤退洛维巴扎之驻军。

奥大利此举直接侵害土耳其权利，登时引起土政府之抗议及土耳其人之排斥奥货运动。波、赫两州之合并于奥，并且对于塞尔维亚为一个大打击，而有害斯拉夫人在巴尔干之利益。塞尔维亚愤慨，预备诉诸武力。俄国政府提出坚决的抗议，要求开国际会议解决此问题。英法两国亦表示抗议。然奥国之背后有德意志之赞助，土耳其之抗议无效。俄政府所以执行其抗议之实力，亦不为奥大利所重视。俄国败于满洲，元气未复，加以俄政府财政紊乱，无力发展军备。则似俄政府决无诉诸武力之勇气。奥国外交家耶列达尔（Aehrenthal）敢于出此旁若无人之举，当然是想到俄国此等弱点。于是俄国召集欧洲会议之要求，不见纳于奥政府。奥政府固不绝对的反对开公会，但须俄国先承认波赫两州合并为既成的事实。一时俄国依英法两国之援助，坚执其要求，此危机益形重大。此事已不是纯然近东局部的事件，而成为欧洲全部的关系，表示三国同盟与三国协商之冲突。

德意志之干涉

德意志于此危机得着第二次行使高压手段，大显德帝国威望的机会。德国欲使俄国受屈辱以惩其对英协商之举，此其时机。法国在1905年受有教训，同样的教训当施于俄国。德国在此方面之政治的经济的利益与奥国相合。即令无此关系，德意志为其更大的外交利益，亦将竭全力援助其同盟国。

德政府的手段首在使奥大利与土耳其妥协，因为德虽要助奥合并波、赫两州，同时亦仍欲牢笼土耳其。奥大利令土耳其承认波、赫两州之放弃，而奥国自己退出洛维巴扎，而且放弃奥大利以前在土耳其之若干特权。奥大利后且愿意给土耳其以金钱的赔偿，偿其领土之损失。以德国驻土大使之斡旋，土耳其卒与奥国妥协，而于1909年2月26日决然承认波、赫两州之合并，而取得赔款5400万奥币了事。

德国既解决了奥、土间之争执，乃决然取高压手段对待俄国，打破协商方面之阻力。德皇于3月21日明白的通告俄政府说，如果它定要袒助塞尔维亚，与奥冲突，须知在奥大利之背后尚有德国在。此项宣言明明是对三国协商挑战。如果它们退让，自然是俄国之屈辱，德国威望之增高，三国协商之败北。然而协商遇着德国之此项威吓，究不敢冒战争之危险。

协商国之退让

英、法两国视波、赫两州事件单是东方问题之争执，而不计及其更远大的关系，不肯为俄国冒险。后者则以友邦援助之不力，而又战争之准备不充分，不敢对于奥国或其友邦挑战而随即让步。3月末俄国声明承认波、赫两州之合并为既成的事实，随后塞尔维亚亦忍辱声明，不再反对奥国合并波、赫两州，而愿与之维持和好关系。《柏林条约》当事者之列强承认废弃该条约第25条。

1908年危机之结局，完全为德、奥政策之成功。德、奥之威望提高，它们在近东之政治的商业的利益巩固，而土耳其之离叛亦卒以免。意大利之不满于奥国波、赫两州，诚表现三国同盟之破绽，然而三国协商之无力或无意取共同行动，似足以抵消此弱点而有余。俄国之弱点全然暴露，大斯拉夫主义之潮流受一重大的阻退。更可注意者，德意志徒以一片宣言，表示它援助奥大利之高压政策，即能强欧洲服从它的意思。则似德意志在欧洲之霸权重行树立。

德意志之优势

波、赫两州事件了结后，一两年间德意志的外交家似觉得彼敌对德意志之势力已经败溃。德意志在欧洲仍立于支配的地位，三国协商无如之何。德意志曾压迫法兰西，而英国不能助法兰西以抵抗到底。它为其同盟威吓俄国，而俄国完全降服。奥大利今于巴尔干为有最大的利益关系之国，而德意志则支配土耳其帝国。在俄国保护下之塞尔维亚完全失了发展之望。德意志此时在外交上似再无表示敌视态度之必要，一时它的态度渐变成温和。它首先与其旧敌之法兰西表示妥协，而依1909年2月8日之协定，德意志承认法兰西在摩洛哥之特别地位，而承认法兰西在此方面之政治的利益，给法兰西以特殊的权利。而在别一方面，德意志似谋与俄妥协，以巩固其外交地位。

1910年之俄、德协定

1908年波、赫两州危机之结果，于俄国为屈辱，而它的势力受一大挫折。但德皇之外交手段，究将有以消除俄皇之恶感。在1910年11月，俄皇尼古拉斯亲访德皇于德国之波仔塘（Potsdam），而关于国际事情交换意见之后，卒成立一个协定。俄皇承诺不反对德意志之八各达铁路计划，而且允诺使此铁路与波斯路线相联络，而在他方面，则德意志承认俄国在波斯有特殊利益。德、俄两国政府且约定彼此皆不缔结有害他方利益之任何协定。如是则三国协商不仅一遇德国之威吓而即动摇，并且其中一个分子又似依此特殊的协定，离叛它们，而入德国势力圈中。

德意志之不安

1908年之胜利与1910年之协定，究不能永久满足德意志的野心，至1910年之初，德意志政府又思再依一个外交的胜利，以增固德帝国的威势。德意志之敌人及三国协商似日益关系紧固，而觉得它们之相互援助更确实可靠。尤其英法两国着着充实它们的军备，似表示决计再不屈服于德意志之前。在法国自信力与勇气既日增长，而且国家主义的精神复盛。英国则日益感知德意志帝国之侵逼，而决计戒备，不使法国独当此强敌，为其所压倒。惟有俄国此时似不直接侵逼德国，其政策较暧昧，而依俄皇自身为转移。然而俄国最大的野心今已移到巴尔干，则是明白之事，如是则俄国势力又将在近东与德、奥利益相冲突。并且日、俄战后之损伤，今将渐次恢复。加之，意大利之政策今正与奥大利冲突，同时而意大利与法国重缔亲交，因而德、奥将来如从事战争，不能再恃意大利之援助。此种种的因素皆有以致德意志政治家不安，而于此后发生的事变有极大关系。

第四节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法兰西之摩洛哥政策

第三次国际危机见于1911年，此次又发端于摩洛哥问题。此次之事，又为德国与三国协商之一场外交的争斗。

在阿耳吉西拉斯会议以后，法国锐意从事于摩洛哥之经营。1908年法政府为在摩洛哥拘捕德籍兵士之事（Casablanca Incident），与德政府发生争议。在1907年，法政府为因法国人民在摩洛哥之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地方被杀，派兵入内地恢复秩序。此举已为德政府所嫉视，实则使无英、西、俄诸国之默许，法国未必敢出此举；至1908年，法国军队尚驻于卡萨布兰卡附近地方，而在9月25日，有属于法国客籍军团（Légion ètrangére）之逃兵五人（二人属德籍）向德领事求保护，德领事给以通行状。然他们仍被法国当局拘捕。此举引起德政府抗议，发生所谓Casablanca Incident，一时似两国交涉几濒于决裂。

然而此事件究属太轻微，不值得为此开衅。11月24日法、德两政府承受海牙法庭之仲裁。此事件之结局，有法德之协定；它们声明尊重摩洛哥之独立，一切商业利益之均等，及法兰西之特殊政治的利益（1909年2月8日）。此项协定在德意志方面似为慷慨之举，而将有以增进摩洛哥之平和。然至1911年，却发生一更重大的危机。

1911年之摩洛哥事件

依1909年之法、德协定，两政府当使彼此的人民共同经营在摩洛哥之经济事业。而在其后两年中发生困难，在一方面，德意志务图利用此项权利，而在他方面，则法国极力避免成一法、德经济的共管之局面。同时摩洛哥内部秩序日坏，法国军队继续占领卡萨布兰卡及其背地。而至1911年之初头，形势更非，摩洛哥王被叛徒围困于菲仔城，法国利用此机会，于4月中派军队赴摩洛哥，打平叛徒，占领菲仔（5月21日）。法军成功之后，卒自行撤退。然而摩洛哥固已迫而承受法兰西之保护。摩洛哥之独立于此实际告终。

在菲仔被围、法军赴救之时，德意志政府已表示不安。德国外务大臣曾对法国大使示意，谓《阿耳吉西拉斯条约》不复存在。法使康盘（Jules Cambon）谋探知德政府意之所在，而德政府不肯明说。随后法国内阁更迭，开约（Caillaux）新组内阁。在此关头，德政府忽出其惊人之举动。

德舰之赴阿格的

法兰西新外交总长赛尔佛斯（M.de Selves）刚才接任，随即受德国大使之访问（7月1日）。德使朗读一个照会说，鉴于摩洛哥地方之暴动，侵逼德国商人之安全，帝国政府决计派一军舰赴阿格的（Agadir）恢复秩序。此即表示德国决然否认法兰西对于摩洛哥秩序之保持有特殊利益。于是有德国炮舰判退（Panther）开抵摩洛哥之事。德意志此项行动之意义甚明白，即：法国于使德意志获得满足，而经德国之认可以前，须停止其膨胀政策。

谓德国商民受危险，明明是一个口实。阿格的并不是一个通商口岸，在此地域之德意志人的利益极轻微。德意志在摩洛哥全体之商业亦甚小，更不必取此重大的举动。人皆知德舰之派赴阿格的，不出于德意志的商业利益，而实为谋增强德意志之地位，而且以破坏三国协商。德政府从1908年以来采行一种妥协政策，此时它对于此项政策似已失去信任心，而决计再使用威压手段。然而因此而发生之危机，则几激成列强间的战祸。

德意志此举之动机

1911年之国际情势，于德意志似为执行它的政策之好时机。直接有关系之敌手法兰西，正为内政问题所苦。铁路大罢工之运动才依军事上非常手段而打破，而工人之反抗尚未消弭。内阁更迭频繁，政府似不巩固。英国此时亦忙于内政，国内表现工业界一般的不安。加以两大政党正从事于宪法改革之争斗，其激烈为1832年议院改革案通过以来所未见。至于法兰西同盟国之俄罗斯，则最近才与德国结有《波仔塘协定》，它对于三国协商之态度已不可恃。无论如何，它于摩洛哥关系极浅，似决不会为此问题与德决裂。在此种情状之下，德国行使高压手段，似可望收得完全的胜利，而确立德国之霸权。

德意志之要求

在此危机起始数星期中，德意志之要求，实际等于瓜分摩洛哥于它自己及法、西之间。此项瓜分可以满足大德意志主义者之殖民的欲望，而陷法兰西于屈辱，以达德政府之目的。此项问题成为三国协商与三国同盟间之一个大决斗，尤其是德国与英法之争斗。在法、德两政府之间，开始磋商，而法国同时谋探知英国至何程度可给以助力。在此危机中，法国开约内阁始终取冷静之态度。法兰西政府自己实际已漠视《阿耳吉西拉斯条约》，然究可说德意志之行动公然侵犯此协定；而在他方面，德意志声明法国已漠视此约，而在新情状之下，德意志当取有摩洛哥之一部分，否则（依德国外交家之暗示）亦须于他处取得补偿。

法、英之利害关系

德意志之要求根本的与英法利益不相容。自法兰西视之，德意志在摩洛哥立足，必为纷扰之祸源，于法国殖民帝国为危险。德国由此容易攻击在北阿非利加之法兰西殖民地，而可以时常煽动阿耳吉（Algeria）及突尼斯之土人叛乱。而在英国方面，英政府亦深知德国在海上已为英国的强敌，如今占有摩洛哥一部分，其危险将更大；此非洲北岸一隅之地接近直布罗陀海峡，而位于南非洲海路之侧面，若落于一敌国之手，势不免危及英国与东方之通路。

加之，德意志此举带有更大的一般的政治目的；此对于三国协商为挑战，它们如果退让，是不啻承认德意志有号令欧洲之权，而自坏三国协商之团结。如是则就利害关系上看来，协商国家，尤其英、法两国，无可以承认德国要求、自甘退让之理由。

国际情状

德意志在1911年究竟算错了国际情状；在摩洛哥危机中，它的敌方抵抗之决心与力量出乎它的意料之外。

德意志以为法兰西仍如1905年然，可以威服；而不料德舰派出及德意志极端的要求提出之消息一达法国之后，激发法国国民之抵抗的精神。各党一致决心对于伤及国民名誉之要求，严行拒绝。法国政府允磋商德国提出的要求，但决不肯退让，而明白表示法兰西决不肯忍受像俄国在1908年所受之耻辱。

而在英国方面，法兰西获得强有力的援助，更令德国政府吃惊。英国政府决计不令德国在摩洛哥获得海军根据地。英国朝野两党虽正在为议院改革问题争执不下，而对外则一致。内阁总理爱斯葵斯（Asquith）公然宣言，英国决不许德国欺压法兰西；而反对党之首领巴尔福（Balfour）则亦随即为政府声援，宣言在对外关系上无容党争之余地。

英、法两国之态度既如此，德国政府所期待的容易的外交胜利，已不成问题。法兰西国民精神之唤起，及英国对于德国野心之疑忌，破坏了德意志威吓之效用。如果德国内部情势顺利，欧洲大战是否已在1911年开始，是一个问题。实则在危机之经过中，有数次似将发生战事。

法、德之谈判

法国之开约内阁对于德国之高压手段，在举国人心激昂之中，始终处之以冷静之态度，而从事于平和交涉。法政府一面征得英政府援助之保证，一面继续与德国交换意见。从7月9日起，法国驻德大使康盘（Jules Cambon）与德政府开始谈判，一直继续至四个月之久。德国外务大臣吉迭连（Kiderlen-Wächter）声明，他愿放弃对于摩洛哥之领土的要求，而要求在公果取得补偿。在7月16日吉迭连示意割让法领公果，从散格河（Sangha）至海为止。法国大使拒绝此提案。法国政府表示割让至此限度，势不可能，但法国愿改定国境。同时法国大使与德国外务大臣之间，关于两国政府所取之态度，有激烈的争论，在此争论中，法国大使维持其坚强不让的态度。

英国之干涉

在法、德两国政府之谈判进行中，英政府始终注意监视。7月21日英国外务大巨古雷（Edward Grey）会见德国驻英大使，他声明英政府之守沉默并非不注意摩洛哥问题之利益，他知德国对法的要求实在不是改定国境，而是割让法领公果，而此则明明为法国所不能让步者；他知法、德谈判仍在进行，他希望其成功，然如果失败，则他以为将发生极纷纠之情势，英国更有取保护英国利益的手段之必要。德国大使报告次日达柏林，而从柏林方面，登时发出保证的回答。但在德使与英国外务大臣会见后数小时内，英国政治家忽公然发表英国的政策；此项举动殆于原来困难之局面中，加上一重新危险的因素，英国财政大臣鲁意·佐治在伦敦市会厅（Guild Hall）演说，宣布英国维持其地位与威望之决心，明明对于德帝国为直接之警告。此项宣言之意义经伦敦《泰晤士报》之社论道破，更加严重。

鲁意·佐治为英内阁重要人物，而在外交政策上向以平和消极主义著名者，乃忽出此惊人之举，更显示英政府有意袒助法国。鲁意·佐治此举引起德人激昂，其转移德、法交涉局面之力甚大。法、德两政府方在磋商摩洛哥问题，而法国政治家尚无何等危急的表示，忽然有一附条件的宣战来自北海彼岸。自德人视之，此明明是英国极力阻害德意志殖民的商业的野心，而鼓励法国野心之证。大德意志主义者大为愤怒，有主张对答以宣战者。

鲁意·佐治之演说虽激怒了德国舆论，但改变了德国要求。7月24日，法国驻德大使已可以报告本国；说：德国外务大臣之论调大变。吉迭连仍要求从公果河至海之地，而愿提供托哥兰（Togoland）及加美伦（Cameroon），及绝对放弃摩洛哥。法国大使仍旧声明不能割让法领公果。及至8月1日，妥协之谈判更见进步，则时以吉迭连于谒见德皇之后，宣言切要的要求是在使德领加美伦接近公果河，而他不反对法国之收摩洛哥为被保护国。法政府承认此原则，而吉迭连放弃其对于公果海岸之要求。但虽则两国主张已稍见接近，然而两方去妥协尚远，而在8月14日，吉迭连撤回其提供托哥兰之议，因为德国舆论反对。危险仍然存在，法国大使且报告本国说，德政府正计议使军队在阿格的上岸。

8月30日，法国大使康盘由巴黎回柏林任，（在8月17日后，法国驻英、意、德各国大使应开约内阁之召，回国共商外务，）携有两道训令，其一关于摩洛哥，其他关于公果。关于后者之让步，必俟法国已收得摩洛哥保护权后，方可磋议。9月4日当吉迭连与康盘的谈判再开之时，吉迭连实在承受关于摩洛哥之提议，而所要求之赔偿则较法国所提供者为大。9月8日吉迭连关于摩洛哥提出一对抗的提案，他自己以为是在防止德国工业被驱逐，而法国大使则以为德意志谋于经济的保障之下，保持其在摩洛哥之地位。双方谈判方达于最危急的阶段，而德国财政恐慌发现。

德国金融上的恐慌

此时德意志之财政状态不满足。法国的银行家渐开始收回其在德国之资金；德国银行准备金减少，提款风潮发生；股券落价；德国顿现一般金融恐慌之象。银行家宣言德国财政准备未完，不能开战。此时财界人士一般反对战争。

德国之退让

鲁意·佐治之演说在英国及大陆上发生有深大的印象。此为英法联带关系之第一次公示的宣布。此是说如果此时德法间发生战事，英必助法。德国遇着此坚决的抵抗，不得不敛其锋。它之派军舰赴阿格的，原不料英国如此的反对，英法之团结如此的坚固。德意志识者于此深感德国欲得摩洛哥，必须与英法两国开战；所得不偿所失。及至财政恐慌发现德国政治家对于成功之自信力，完全破坏。在德国经济的弱点暴露之后，德国外务大臣之态度益趋于妥协方面。

内外情势如此，德意志政府决计退步，而从9月初旬以后，竭力谋取得相当的报偿，了结摩洛哥事件。而在他方面，法政府亦表示愿给德国以相当的领土报偿，使柏林的外交家能在本国辩护他们的政策。在此种情形之下，康盘与吉迭连继续其谈判，而卒于11月4日签定两个协约，其一关于摩洛哥，其他关于公果。依第一个协约，德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为军事的占领，及为摩洛哥政府主持外交关系之权利；换句话说，即许法国在摩洛哥行使保护权。而依第二约，法国割让法领公果约一半之地域于德国。于是继续四个月之德法谈判，屡次濒于决裂之摩洛哥危机，于此结局。

1911年协约之效果

1911年摩洛哥问题之协定，于法政府为满足。法国在摩洛哥确定其政治的地位，而在经济方面，它仅允诺维持关税的平等。此处发挥法兰西政治家的手腕，他们不用诉诸战争，而得对于摩洛哥问题下一有利于法国之总解决，同时仍依殖民地之割让，至少在表面上满足了德意志政府之膨胀政策。1911年之协定，实于法国为胜利，它因此巩固其在非洲之殖民帝国的地位。（依1912年3月之《菲仔条约》，摩洛哥王承受法国之保护权。）

至于德国，则对于此协定一般表示不满足。德意志在公果方面殖民地之扩张，不能隐蔽其摩洛哥政策之失败。德国政府尽管在公示的布告上盛夸德国所得的利益，然而柏林新闻则不禁表示失望，而责难外交当局。德意志国民在1911年诚尚不愿有战争，然而对于最后协定之不平，则是极普遍的。德国之初意在对于法国争得外交的胜利，解散英、法团结；柏林的政治家实使大德意志主义派人信以为德国可于摩洛哥得一海军屯煤地或一势力范围。但法国不肯屈退，它且与英国联系更加紧固，而决然不使德意志在摩洛哥占何政治的地位。

摩洛哥危机之一个主要的结果，为英国与德国之敌视益深，则以英国于此危机中力助法国。自德意志人视之，英国之助力实使法国能给德国以至大的外交打击。德国各方面从此表现有一种决心，即：如值第二次危机发生，德国务有充分的准备，决不退步；德国遇有相宜的机会，当再行使1905年、1908年、1911年之类似手段，一举以恢复德国之威望。而此机会则适见于1914年。



第十一章　东方问题与巴尔干战争

第一节　近东问题之复起

近东问题与欧洲政局

有人将1914年之欧战称为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殆因为欧战之最近的原因在巴尔干方面势力之冲突。此项说法，诚未免小视欧战之意义。然而近东问题之于促发欧战与有大力，则不可否认。巴尔干称为欧洲政治之火山。欧洲政局之因为近东问题益臻纷争，而引起重大的危机，即在1878年以后亦是层见迭出之事。然而迄于1908年近东事件，如1885年保加利之合并东罗美尼亚，1897年土耳其与希腊之战争，均限于局部的变动，而未至于引起列强间之公然的冲突。然及于1908年，局面一变，则以其时土耳其内部有青年土耳其党之革命运动发生，此革命中虽经短时间之挫折（1909年反动党于短时间恢复权力），然最后土耳其政权完全落于彼以恢复国权为职志之“统一进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之手。土耳其内部之政变登时影响列国对于巴尔干事情之态度，东方问题又成为欧洲政治冲突之中心点。而首开东方问题冲突之端者，为1908年奥大利合并波、赫两州之举。

1908年波、赫两州事件之效果

青年土耳其党抱有改革土耳其政治，复兴土耳其帝国之志，如果任其自由施展怀抱，土耳其或可以变成强盛的国家，而近东问题或将别开生面。然而欧洲国家不容他们有实行其政策之余裕。奥大利首先采先发制人之手段，即时宣言合并土耳其主权下之波、赫两州。此举不仅是侵害土帝国之利益，并且对于欧洲政局产生有极深远的效果：奥大利合并波赫两州之重大的效果，在其公然破坏《柏林条约》，合并土耳其领土，给其他国家，尤其巴尔干诸小国，一个群起瓜分土耳其帝国领土之先例。且令已经纷争之巴尔干问题，更加一重纷争因素。巴尔干之乱机乃从此复起。

近东危机

1908年波、赫两州事件起后数年间，为近东多事之秋。与奥大利之合并政策同时发作者，有保加利之宣告独立。继奥大利而侵犯土耳其帝国领土者，则有1911年意大利之强占托里波里。意、土战事方告终，而所谓“巴尔干同盟”又对土开战（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局，近东事情益形纷争，因之激成第二次巴尔干战争（1913年）。识者预料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尚不是最后的解决，而更重大的冲突且将一触即发。

第二节　意、土战争

意大利与托里波里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一个反响为意大利之强占托里波里（Tripoli），意大利是继奥大利而侵害土耳其帝国领土完整者。意大利久垂涎于非洲海岸，不幸而它的殖民政策常落英、法之后，它的殖民活动之结果在在使它失望。它谋支配突尼斯，而1881年法兰西之行动使它绝望。未几而英国占领埃及；最后意大利对于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之野心则以1896年远征军之败灭全然挫退。但法、意妥协的结果，1901年意大利在托里波里之利益为法兰西所承认，以为意大利承认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之报酬。而在阿耳吉西拉斯会议，意大利对于托里波里之利益为一切列强所承诺。实则意大利久已将托里波里视为它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之政治家逖托里（Tittoni）在1905年已公然宣言说，一切关系列强皆已承认意大利在托里波里之优先权利。托里波里之变成意大利领土，不过是时日问题、程序问题。

意大利之平和侵入政策

意大利在托里波里之地位既得列强承认，而又未招土耳其之抗议，意政府随即在托里波里施行一种平和的商业的侵入政策。意大利开发托里波里之富源，从事于种种的经济活动，而着着发展意大利之势力。罗马银行在托里波里设分行，以助意大利事业之发展；受其补助的航船往来于托里波里之港口，补助的学校开设于此；意大利资本准备供给全部铁路建设之资金。意大利在托里波里之势力已经立有基础，只待时机，即可实行合并。实则除政治上的名分外，托里波里实际已成为意大利之一省。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反响

意大利合并托里波里之动机因为青年土耳其党革命而促发。土耳其帝国之复兴者，决计不令托里波里如波斯尼亚然，落于外人手。他们派新官吏赴托里波里；此等官吏随即开始阻害意大利一切事业之运动。意大利人受压迫，意大利资本不能取得企业之特许；而土耳其采行军事性质之手段，明明表示土耳其立意保持其在非洲残余之领地。如果意大利欲不丧失其在北非海岸殖民地之最后的机会，则它之须用武力助成其对于托里波里之合并计划，至为明白。

意大利对土宣战

1911年6月意大利外交家圣格里诺（San Giuliano）告奥国外务大臣耶列达尔（Aehrenthal）说，意大利或须合并托里波里；而在德国外交次长雅各（Jagow）通知德舰判退号开赴阿格的之消息的时候，他对此外交次长说，托里波里合并之期近了。8月26日，在圣彼得堡之意大利公使发表意大利政府将强迫土耳其尊重意大利的利益之意思。他且说，其他列强知道此计划，而无异议。但驻维也纳之意大利大使及至9月26日，始通知耶列达尔说，他的政府将即时动作。意大利政府限令土耳其退出托里波里之最后通牒发于9月26日，而它于9月29日对土宣战。

意大利取此重大手段之理由说是在土耳其之虐待意国侨民及阻害意大利贸易，此明明是口实。意大利之目的在合并此非洲北岸之殖民地，而其影响所及，行将侵逼土耳其帝国之领土完整，重开东方问题；因之，意土战争牵涉欧洲列强全体之利益。

列强之态度

意土战争对于欧洲政局之影响虽是间接的，而却仍是关系重要。列强中固无一国衷心表同情于意大利之对土宣战者。英、法恐因此摇动地中海之均势，虽则它们会承认意大利对于托里波里之地位，而不料意政府之发动如此其骤。然无论如何，协商侧对意既有先约，至少对于意大利之行动不能不消极的默认。而在他方面，德、奥对于意大利之攻土，自然深表不悦，意大利得协商国之消极的好意，而不商及其同盟国之利益，取此行动，足示它对外倾向变动之再进一步。意大利在阿耳吉西拉斯之独立的态度及其对于波、赫两州事件之表示不悦，已经是叛党的征兆，而其进攻托里波里，则更是独立的宣告。德皇见其支配回教徒世界之计划龃龉，大为愤慨。德国总理倍特曼-和卫格（Bethmann-Hollweg）说，“意大利无商诸吾人之义务，而它未商诸吾人。但当它欲攻击欧洲之土耳其，巴尔干之现状维持成为危急的问题。吾人又不能不出来调解，使吾人的同盟国间之争端不至成为危险”。德国际兹意土战争之中，处于两难的地位。意大利是德国正式的同盟国；土耳其则是德皇所卵翼的国家。德国既对土耳其深感利益关系，不愿睹其瓜分；而又不能公然反对意大利之行动，奥大利此时利于维持土耳其之领土完整，而以德奥关系之密切，德国于此亦不能不与奥国表同情。而在他方面，德国明知意大利之久有异志，然始终欲牢笼之于三国同盟中，不使之决然脱离，则又不敢与之失和致其与德为敌。

奥大利对于意大利之行动公然表示攻击。在奥匈帝国中，一般以为意大利对于托里波里明明无何等权利，它之骤然攻击土耳其，谋取有托里波里，是为强盗之行为。奥国军队中有力人物至主张对之以开战，但为耶列达尔所制止。但奥大利亦如德国然，不愿与意大利公然冲突，只要求意大利不在耶辟鲁（Epirus）爱琴海诸岛及鞑靼雷斯海峡径施攻击。

意大利之战事动作

意大利自身亦诚愿免于扰动土耳其在近东之地位；它希望战事为时必短，或甚至宣战之结果，土耳其必将平和的交出托里波里。因之意大利将它初期的军事动作限于非洲海岸。意政府宣言它必遵守它的约束，而不对于亚得里亚海东岸及巴尔干半岛施攻击。

意大利之困难地位

意大利政府继续表示无意对土耳其为侵略的战争，只要它交出托里波里。但土耳其政府不肯如意大利之愿以降伏，而意大利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地位均感困难。土耳其之抵抗意外的顽强。在1912年2月，意大利已看清，如土耳其拒绝承认意大利之征服，则意大利欲肃清并支配其新土地，恐须待数年。唯一的打击土耳其而使之承认败北之方法，是在将战争移至亚得里亚海或爱琴海方面。在亚得里亚方面之攻击不是可能的，因为此与意大利之同盟国奥大利的利益冲突。而对于鞑靼雷斯海峡之攻击，则直接侵逼土耳其之地位，行将重启东方问题之全部问题；而意大利之他一同盟国德意志则要求东方问题依旧不变。土耳其以监护鞑靼雷斯海峡之地位于德国之近东政策为切要。

意大利在开战之初约定决不扰动巴尔干半岛之现状维持。但至于1912年4月，以北非军事行动之无进步，对土耳其之施直接攻击，日见其必要。惟如是乃可迫土耳其承认意大利对于托里波里之征服。在4月18日，鞑靼雷斯海峡入口之要塞库木卡勒（Kum Kalé）被炮击，而在5月初，意军侵入罗得岛（Rhodes）。爱琴海上的其他诸岛亦被占领。土耳其随即封锁鞑靼雷斯海峡。如果土耳其之行动能自由，意大利即令对土帝国施直接攻击之后，恐仍难致土耳其政府承受其条件。鞑靼雷斯海峡坚不可攻入，而土耳其或可长久支持。意土战争或且延长为长久的战争。

巴尔干形势之变动

但在意土战争不决中，巴尔干方面之新形势又令土耳其增一重后顾之忧。在阿耳巴尼亚有革命发生，大消磨青年土耳其党之兵力。如以巴尔干诸小国对于土耳其开始取一种敌视的态度，而此方面之爆发似在目前。于是土耳其受一个新战争之侵逼，如果此战争在意土战争未结局以前爆发，似于土帝国为致命的危险。

德、奥两国在意土战争进行中，久居于监视之地位，而值此新形势出现，它们更不能不顾虑事情之更增纷争，而求所以防止之法。它们皆欲使意大利速对土息兵，俾土耳其有以全力在巴尔干活动之自由。德国对于近东事变之顾虑更甚于奥国，它急于使意大利与土政府讲和。

以德、奥两政府之促迫，从7月末以来，土政府已明明倾向和议。

洛桑和议

实则讲和会议久已由意、土两国代表非正式的开于瑞士之洛桑（Lausanne）。时则巴尔干诸国对土之举动日益紧逼。和议谈判拖延至10月，而意大利不复能忍耐，明白对土威吓，说，如值巴尔干方面战争发生，意大利或当与巴尔干诸国协力。土耳其卒乃让步，而意、土两国之和约卒以1912年10月15日签定于洛桑。

《洛桑和约》规定，土耳其军队撤出托里波里，而意大利军队撤出其所占领之爱琴海诸岛；至于托里波里之割让则未说及，以保全土耳其体面；但征服之承认是绝对的，虽则是默认的。

意土战争的政治的效果

意土战争之真意义尚不在托里波里之征服。此事久为列强所预料，而在1911年以前，意大利已着手准备实现此目的。意大利对土开战之重要关系还是在意大利给欧洲一个直接攻击土耳其之先例。如此而欲期望巴尔干诸国之不效尤，而利用1912年所给予之机会，以达瓜分土帝国领土之目的，势不可能。

第三节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诸国与土耳其

在1912年10月，土耳其之不能继续从事于托里波里战争，而须急速与意大利讲和，是因为在巴尔干方面有一新战争将发生。此即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为巴尔干半岛之保加利、塞尔维亚、希腊、门的内哥罗四国对于土耳其而起；此四国组成所谓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它们对土冲突的目的说是在解放在土耳其治下之耶教省份，尤其是马塞顿（Macedonia）；而其真正的动机，则是欲乘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势力未巩固之际，急起而压迫土耳其，各遂其扩张领土之欲望。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之反响

青年土耳其党执政之结果，于各国在巴尔干方面之政策大生变动，因之有1908年奥大利合并波、赫两州，保加利宣告独立。及1911年意大利对土开战之事，已如上述。然而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之最大的反响，还是在巴尔干诸国对于巴尔干问题态度之变动。

1908年奥国合并波、赫两州之结果，于塞尔维亚之国民的野心为致命的大打击。在柏林会议中，塞尔维亚人不能分得波、赫两州，已经失望，然犹冀后来有取得之机会。此两州今既正式被奥国合并，明明断绝塞尔维亚自己取得此两州之希望，而永久致其与海隔绝。不仅大塞尔维亚帝国之梦想于此打破，而且它自己将永受奥大利之支配。塞尔维亚为保全它自己的生存独立，势不得不于别地求得补偿，以抵偿在波、赫两州之所失。于是而巴尔干方面之现状打破乃于塞尔维亚为必要。

马塞顿问题

青年土耳其党政策之再一个切要的结果，见于马塞顿问题及保加利对于马塞顿问题之态度。

马塞顿问题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巴尔干之一个纷争的问题。人说马塞顿问题是巴尔干问题之缩影。保加利独并马塞顿之目的既在柏林会议破坏，它乃转而趋向于自治政策。马塞顿如得自治，可容保加利从教育上、宗教上为宣传之运动，便于最后使此州真正保加利化；它可望如1885年平和吸收东罗美尼亚之故事，以吸收马塞顿。但青年土耳其党随即明白表示他们的政策，不许有马塞顿之自治。土耳其政府随即开始一种强化手段，将土耳其人中最下等分子移入马塞顿，以充实回教分子，而强令耶教徒服役于土帝国军队。保加利看清自治之可能日益减小。加之在马塞顿的保加利人种之迫害开始；他们求救于保加利。保加利国内人民见马塞顿方面同胞的惨状，不胜其愤激，他们极欲设法解放他们。在此种情状之下，保加利国王自不敢逆国民之要求，坐视不理。如是保加利亦如塞尔维亚然，它为政策及感情之理由，倾向于打破巴尔干之现状。

库列特岛问题

青年土耳其党之执政于别一方面亦有重大的结果，即库列特岛。库列特岛住民大部为希腊人，而曾参加1821年之希腊革命。此岛希腊住民常起叛乱，土耳其从未能完全压伏之。最后在1896年与1897年之叛乱中，土耳其对希腊人施其虐杀。在希腊本国，人心激昂，希腊王至不得不起而干涉。希腊派兵赴库列特，援助叛军，其结果有1897年之希土战争。在此战争中，希腊完全败北，列强出来干涉，促成两国和局。希土战争了结，此战争之目的亦已部分的达到，因为库列特取得自治。库列特之自治是完全的：它有它的邮征、国旗、法律；而在其与土耳其之关系上，后者待之如外国。最后希、库之联合不过是时日问题。

但青年土耳其党之政策有使希腊不能安心者。青年土耳其党人对于库列特亦如对于马塞顿然，不肯放弃其国权。他们决意不许库列特岛合并于希腊。他们的使命在中兴土帝国；他们失之于波、赫两州者，行将求补偿于库列特。他们的政策在1910年表现的很明白，当时他们开始要求列强恢复土耳其之权利，而要求希腊抛弃合并此岛之意思。为实行此项要求，他们命令对希腊货物行排货运动，因之希腊商务受极恶的影响。

在库列特自治后半期中，其首领为威尼佐洛斯（Venizelos）。他是一个实行家，他主张继续库列特岛之自治，以至其希腊化，及列强有肯承认之意思而后合并之，其事较为简单平稳。但鉴于青年土耳其党之政策，觉得希腊将无平和合并此岛之望。库列特终当依希腊之武力以解放。1910年威尼佐洛斯自赴希腊，主持希腊政权，而开始改组希腊国家。18个月之后，他已完成了宪法的、财政的改革，他改良了海陆军备，致希腊已能于必要之时对土耳其取最后行动。

于是则塞尔维亚、保加利、希腊之三国皆有强烈的动机致其蓄意破坏近东之现状。意土战争适促起它们急速行动之决心。

巴尔干同盟之组织

巴尔干诸国欲压迫土耳其，惟有结成同盟乃可成功，甚为明白。1897年希腊之败北，已足使它再不敢独立为冒险之举。而保、塞两国无希腊之助，亦不能望其抵对土耳其。希腊海军之合作尤为急要，因为惟如此，乃可阻止土耳其从亚细亚运兵在慈拉斯（Thrace）海岸登陆。巴尔干同盟为土耳其及列强一般视为不可实现之事。塞尔维亚之恨保加利，仅逊于保加利之恨希腊；而三国皆于马塞顿有利益关系，似不相容。然而国际情势有以迫之抛弃争执，协力行动者。

从1910年至1912年，巴尔干诸国间之相互关系有许多改善之征兆。公开的社交的聚会与暗中进行的政治谈判，趋于同一方向。1911年4月，希腊总理威尼佐洛斯已向保加利提议订同盟。1912年3月13日保加利与塞尔维亚两国间结成同盟条约。此协约保障彼此的独立及领土完整，而如值任何一强国谋合并或占领土耳其治下之巴尔干土地，它们约定相互援助。关于将来土地之分配，亦明白协定；而关于争执的马塞顿中部地带，则交由俄皇仲裁。4月末，俄皇通告愿当仲裁者之任。一个月以后，另签有一军事协定，规定在它们被土耳其、罗马尼亚及奥大利攻击之时，或它们攻击土耳其之时，相互援助之条件。

在保塞盟约签定两个月之后，希腊与保加利之间亦订有协约（5月29日）。此约与保、塞两国间之约有一大异点。保加利与希腊间之协约未涉及马塞顿之分割目的。而且规定，如果希、土之间为库列特议员入希腊议会之问题发生战事，保加利与此问题无关，惟须守好意的中立。5月中，保希防御同盟条约缔结之后，又在9月订有详细的军事协定。在8月中保加利与门的内哥罗亦有口头的协定。

列强之外交活动

当土耳其与巴尔干诸国正在动员之中，列强极力谋维持平和。9月，巴尔干同盟请求列强协助它们要求在马塞顿施行即时的根本的改革：马塞顿须设一耶教徒总督，设一地方议会，而组织全然从此州征募之民兵团。列强一方面促土耳其政府让步，而对于巴尔干同盟则劝其忍耐。然而两者皆不可得。此时舍在君士坦丁堡加极大的压迫，无可以免于战争者。列强不取那种行动，而徒向保、塞、希、门四国政府同时提出最后通牒，抑制它们的极端举动。经过数星期讨论之后，卒于10月7日商由俄、奥两国通知巴尔干诸国说，列强反对一切惹起决裂之举动；它们自己将主持改革；从战争而生之任何现状变更皆所不许。但此已太迟，因为10月8日列强通牒始提出诸国首都，而门的内哥罗已于是日对土宣战。

巴尔干战争之开始

门的内哥罗之发难，为巴尔干大战之先声。一星期后（10月14日），保、塞、希三国向土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一切领土省份之自治。此时土耳其始悟巴尔干同盟已成事实，而同盟国之意志是真要实行的，然已太迟。土政府急速向保加利政府提议翻改其马塞顿之政策，向希腊承认其合并库列特，而皆被拒绝。国际事变有使巴尔干同盟决计急速取最后手段者。土耳其政府如此顽强，原不能望其如巴尔干诸国要求，取何改革。同盟诸国如欲维持其地位，有急速动作之必要，亦甚明白。土耳其之兵力已不足畏；意土战争及阿耳巴尼亚之革命减杀了土耳其之实力。如果它们要动作，此其良机；它们决不可待至土耳其军队改组之效果实现而后发动。加以巴尔干诸国国民舆论之要求，更为强迫它们开战之有力的因素。保、塞两国之王室不能长久抑制民族的愤慨心，它们如不应民心以开战，国内将不免发生革命。对于它们要求的条件，土耳其为国民体面，势不能容认；于是土耳其决然拒绝它们的最后通牒，而于10月18日对塞、保两国宣战。同日希腊亦对土耳其宣战。

战争之进行

虽土耳其已即与意大利媾和，然而其兵力终不能抵御巴尔干同盟联军之猛攻。依同盟国之作战计划，希腊与塞尔维亚阻制土军于马塞顿，以防阿耳巴尼亚援师之来。希腊海军控制小亚细亚至土领欧洲地方之水路，于是援兵不能急速的运到马塞顿。而进攻慈拉斯，直当土军主力攻击之责任，则委诸保加利。在各方面战场，同盟国对土完全制胜。同盟军队各尽其职役，不过是保加利之出力更多。保加利军于10月22日大胜于慈拉斯之启岐力塞（Kirkkilisse）；塞军于26日大胜于马塞顿之库马诺服（Kumanovo）；而希腊于11月8日攻下萨罗尼克（Salonika）。至于希腊海军，则自始即完全支配爱琴海。

列强之态度

俄国自始即对巴尔干同盟诸国表示同情。虽则俄国外务大臣萨佐洛夫（Sazonoff）在第一次大战之后，即示意列强干涉，然而在11月2日向其驻外各代表发电，声明被征服之土地，依占领权属于同盟诸国，而当依友谊的协定分配之。英国舆论一致赞助耶教诸国；而英国总理于11月9日在伦敦市会厅演说，说列强当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不反对从同盟国胜利所生之领土的变更。而在他方面，则中欧之德、奥深忌巴尔干同盟之胜利。

幸而德政府倾向平和。通巴尔干战争中，德皇持慎重之态度。为防止战争，当抑制维也纳政府之行动，但德国明白表示，如其同盟国被攻击，它当助之。法国同样地倾向平和，但其对于其同盟国之忠实亦不亚于德国；德国总理波安加雷（Poincaré）告俄国大使伊斯洼尔斯基（Isvolsky）说，如奥国对俄开战而有德国之援助，法国当履行同盟之义务。在此时期之间，法国总理热心运动平和，而与列强磋商召集会议解决时局之法。波安加雷之计划得着英国外务大臣古雷之助，卒得实行，而列强会议最后能开于伦敦。

伦敦会议之开始

土耳其军队之败北，致青年土耳其党政府推倒，而土耳其之老政治家启密尔·拍奢（Kiamil Pasha）复掌政权。他知道讲和之必要，乃命与巴尔干诸国开谈判；而在1912年12月3日各交战国依列强之提议签定停战条约。于是政治利益的中心由巴尔干移到伦敦。停战条约成立后之十日，交战国代表会合于伦敦。在此议和代表会议之外，另有一个会议，以五强驻伦敦之大使组成之。后者继续从1912年12月至1913年8月，于英国外务大臣古雷主宰之下开会。土耳其与巴尔干诸国之谈判自始即多困难，而俄、奥意见之冲突，更不容易调和，惟以古雷之手腕及耐性，与其有时坦白的坚强的发言，乃能致伦敦会议维持许久。

在伦敦会议中，土耳其坚持保有残留的四城：君士坦丁堡、亚得里亚罗堡、斯库他尼、雅里拉（Janina）。关于第一城未有争论；而阻害和议之主要的困难究是亚得里亚罗堡与慈拉斯问题。第二个困难起于罗马尼亚之要求改正达普鲁甲（Dobroudja）之境界，以为其守中立之报酬。迨至1913年1月22日，两项困难大致已解决，而土耳其承认以从黑海岸之米的亚（Midia）至爱琴海岸上玛利扎（Maritza）河口之伊洛斯（Enos）之一线为土耳其与保加利之国境，土耳其抛弃亚得里亚罗堡。

战争之再进行

但在1913年1月22日土耳其军官燕维（Enver Bey）在君士坦丁堡起革命，反对亚得里亚罗堡之抛弃，要求启密尔·拍奢辞职，而杀死土军总司令拿仁·拍奢（Nazim Pasha）。燕维之行动致伦敦谈判突然告终，而在2月1日，会议解散。同盟国已于1月29日宣告解除停战之约，2月3日战争再开，4日保加利军复攻亚得里亚罗堡。青年土耳其党虽复取得政权，而其力仍不足以挽回颓势。亚得里亚罗堡于3月26日为保塞联军攻落；而希腊亦已于3月6日攻下雅里拉城。亚得里亚罗堡及雅里拉既下，土耳其所保留者，在君士坦丁堡之外，仅有阿耳巴尼亚之斯库他尼未下。斯库他尼卒亦于4月22日降于门的内哥罗。

伦敦和议之再开

在1913年3月2日，土耳其政府知大势已不可挽回，正式请求列强调停。但在战争进行中，同盟诸国之内讧已渐显出。在希腊军进雅里拉城之日，希军与保军已在萨罗尼克附近冲突。同盟国之间公然互相仇视。塞尔维亚要求修改1912年之分割条约，而得希腊之助。

斯库他尼陷落之前数日，土耳其与巴尔干同盟之间已约定停战，而随后（4月21日）巴尔干同盟承诺无条件的受列强之调停，而保留与列强讨论慈拉斯与阿耳巴尼亚境界问题及爱琴岛处分问题之权。议和谈判于5月20日再开于伦敦，而在5月30日《伦敦条约》签字。

《伦敦条约》

《伦敦条约》宣布土耳其欧洲领土之瓜分。伊洛斯与米的亚界线（Enos-Midia Line）以西之一切土地（除阿耳巴尼亚外）及库列特岛均割让于同盟国，任其分配；而关于阿耳巴尼亚及爱琴群岛问题之处决，则委于列强之手。土耳其只留得东部慈拉斯一带之地。然而战胜者分利不均，发生内讧；虽以俄皇之力谋维持平和，而不能免其自相攻击。巴尔干同盟之胜利，究未终结巴尔干战祸，而所谓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随即继之以起。

第四节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巴尔干诸国利益之冲突

1913年5月30日之《伦敦条约》虽然结束了巴尔干同盟对土战争，瓜分了土帝国，而未能解决巴尔干问题，巴尔干诸国于攻击土耳其虽有一致之决心，然而对于其从土耳其所夺得之土地之分配，则有极大的利益冲突。《伦敦条约》所划让于同盟诸国之土耳其领土将如何分配乎？库列特岛之当划归希腊，此为一般所预计，自然不成问题。然而关于其他土地之分配，则问题不如是之简单。就常理上说，巴尔干诸国可迳依它们战前所订之协定以分领马塞顿之土地，然而战争产生之新事实致情形为之复杂，不容如此解决。

马塞顿之分配

依1912年3月13日保加利与塞尔维亚之协约，马塞顿之大部分划归保加利。兹值第一次巴尔干战事结局，慈拉斯亦包入在应当分配的土地内。而慈拉斯则未规定在1913年3月之《保塞协约》者。今则慈拉斯自然归于保加利之手，于是塞尔维亚乃要求将曾经协定划归保加利之马塞顿部分重行分配。（在巴尔干战争二次开始，保军攻克亚得里亚罗堡以后，塞尔维亚即已要求修改1912年之协约，而它得有希腊之赞助。）然而保加利拒斥塞尔维亚此项主张。

阿耳巴尼亚处分问题

列强对于阿耳巴尼亚之处分，更令巴尔干诸国间分配征服的土地之问题愈臻困难。

阿耳巴尼亚之一州在军事上极占重要，因为此控制亚得里亚海之入口；为此理由，奥、意两强皆垂涎此地，而塞尔维亚为求一出海之口，亦欲取而有之。

从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建立以来，奥、意两国对于亚得里亚海支配权之竞争甚烈。意大利谋取得一阿耳巴尼亚港，以支配俄特兰陀海峡（Straits of Otranto）之野心，公然暴露。而在他方面，奥大利亦决计不使意大利在此重要地点立足。30年之间意、奥两国各从事于继续不断的宣传运动，以期在阿耳巴尼亚占得经济的文化的优势。

意、奥两国本为同盟，它们觉得关于阿耳巴尼亚问题有立一个协定之必要。从1907年以后，它们决定最重要的点，是在防止阿耳巴尼亚于欧洲土耳其分裂之时落于塞尔维亚之手。因为在塞尔维亚之背后有俄国，而塞尔维亚之支配阿耳巴尼亚，似为大斯拉夫主义势力扩张到亚得里亚海之先兆，此则意、奥两国俱所不愿之事。因之，它们援助阿耳巴尼亚之国民运动；阿耳巴尼亚独立之原则为它们所主张，而经列强承认。

其结果是，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局，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不能不抛弃其阿耳巴尼亚之征服地。门的内哥罗虽取得斯库他尼港，而不能不如列强之命退去，实则此亚得里亚海上之良港，门、塞两国人视为他们出海之口，于他们的国民经济生活为不可缺的。阿耳巴尼亚完全由列强处分，而建成一独立国，以一德意志王族（Prince William of Wied）为其君主。

阿耳巴尼亚之处分，对于1913年之巴尔干政局有重要的影响。当巴尔干诸国讨议分配土耳其的土地之时，塞尔维亚可以说，它应得之战利品一份为列强所夺去。塞尔维亚之于1912年与保加利订立马塞顿分配之协定，是预计有塞尔维亚可于阿耳巴尼亚求发展之事。如果阿耳巴尼亚建为独立国，而1912年之分配协约如原定计划以执行，则保加利获得一切，而塞尔维亚相形见绌。加之，摩拉斯逖（Monastir）与萨罗尼克原为保加利所垂涎者，今已在塞尔维亚之手，塞尔维亚可以占住不放。

塞尔维亚决计推翻1912年之土地分配协定，以剥夺保加利在马塞顿应得土地之部分。为增强它的地位，塞尔维亚于1913年6月与希腊订有攻守同盟条约，抵对保加利，而它们相互保障其在马塞顿征服之地。

保加利之地位

保加利之地位究亦困难。保加利的军队在对土战争中出力最大，自以为应得补报。但它所占得之地是慈拉斯，虽说此地域自然当划归它所有，然而究非它所宝贵之地；至于保加利人种之乡土，而为一切保加利努力的目标之马塞顿，则今为塞尔维亚人及希腊人所征服。亚得里亚罗堡之征服，于保加利无甚大利益；而摩拉斯逖及萨罗尼克之取得，则于它为根本的重要。及见塞尔维亚欲据有马塞顿征服地之意志明白，保加利之不平益甚。而加以塞尔维亚虐待在马塞顿之保加利人之风说传出，保加利人更为愤慨。起初保加利政府谋以贿动希腊，使不为塞尔维亚援助，如希腊不助塞尔维亚攻击保加利，保加利承认其占有萨罗尼克。及遇希腊总理威尼佐洛斯之拒绝，保加利政府之激烈分子，乃开始以武力贯彻其野心之计划。

德、奥之态度

保加利激烈派之主战政策似为德、奥所赞助。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结果于德、奥为不利。德国之军事的威望因土耳其之败北而受打击，法国军器枪炮之有效力及土耳其军队组织之缺点，使人渐觉得德国军事上的优势不如一般想像的确实。奥国舆论援助土耳其，而以土耳其之失败，奥国之外交的威望亦受大挫。加之，如果塞尔维亚与希腊之分配土地计划实行，将见塞尔维亚在巴尔干之权力大增加，行将侵逼奥帝国之领土保全。对于德、奥政策之有利，再无如战胜的巴尔干诸国间之同室操戈者。

保加利之对塞开战

关于土地分配问题之争议，俄皇曾出来调停，而不为保王所承受。在保加利与塞尔维亚之谈判进行中，保加利突然诉诸战争手段。1913年6月29日，保加利王不经宣战，而下令对塞尔维亚及希腊军队施总攻击。保加利军队突攻在马塞顿之塞军，而保加利南军进逼萨罗尼克。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于此开始。

自保加利政府视之，或者它仅以一示威运动，可如它的要求，成立分配之协定。但塞希两国军队所占之地位甚优，而保加利兵力已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疲敝，一遇塞希军队反攻，即节节败退。

罗马尼亚之加入战争

保加利战胜之希望至7月末而全断绝。罗马尼亚王深忌保加利雄长巴尔干半岛。保加利在1912年对土之胜利侵逼了罗马尼亚之地位，此似将令保加利在巴尔干占优势。为抵消保加利之利益，罗马尼亚在1913年之春季要求从保加利割让一部土地，俾罗马尼亚在其南境得一军事上可防守的国境。保加利不肯承认罗马尼亚要求为正当，虽则在1913年5月已将后者所要求之土地之一小部分割让与它。罗马尼亚不以此为满足，而塞、希两国军队于7月中第一星期之胜利的前进，给它以积极行动之机会。

罗马尼亚于7月10日对保宣战，越达溜白河侵入保加利，进逼保加利国都苏菲亚（Sofia）。随后土耳其之军队亦克复亚得里亚罗堡。保加利四面受敌，势不能再支。

《蒲加雷斯特和约》

罗马尼亚之行动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7月30日各方停战宣布，而巴尔干半岛五国之代表会议于罗马尼亚国都蒲加雷斯特（Bucharest）。第二次巴尔干战事如此的急速终结，已无容列强取共同行动之余裕，而和议乃为战胜国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及门的内哥罗强迫订成；是为1913年8月10日之《蒲加雷斯特和约》。

蒲加雷斯特和议之条件自然不利于保加利；以罗马尼亚军队之逼迫于背后，它不能再继续与塞、希两国战斗，而当服从其要求。希腊不但取得萨罗尼克，并且扩张其海岸线至东方，而包含加洼那（Kavalla）港在内，如此则于保加利所得的马塞顿一小部分之经济的发达极关重要之爱琴海上一港，亦被敌国夺去。库列特岛划归希腊。塞尔维亚扩张其领土南至于摩拉斯逖，它与门的内哥罗分领洛维巴札区；而罗马尼亚从保加利取得在其南境之领土，即扩张其达不溜甲（Dobroudja）之领土，此为促它加入战争之目的物。保加利尚受一个屈辱，即土耳其居然争回亚得里亚罗堡。保加利则只分得马塞顿之极南部，它的领土扩张，南至于爱琴海之狄德加（Dedeagach）；此为保加利在爱琴海上唯一之港。

蒲加雷斯特和议之效果

世人知道1913年巴尔干之协定不满足，很难望其持久。保加利之失望及其不平，亦可想见。塞尔维亚在马塞顿获有之土地，有在人种上言语上应属于保加利者。而希腊之在马塞顿海岸如此的膨胀，侵逼保加利之经济的发达，同时将大部分保加利人种置于希腊统治下。保加利国人自以为受欺压，而不忘复仇之念。

奥大利在10月之初，促其同盟国意大利协同压伏塞尔维亚而不成功，今乃要求将《蒲加雷斯特和约》提交列强审议，为列强所拒绝，而罗马尼亚表示决心拥护此约。8月11日伦敦大使会议最后一次开会，决定阿耳巴尼亚之南方境界；但至10月，塞尔维亚始屈服于奥大利之威逼，撤退其所占领之阿耳巴尼亚地方。土耳其军不肯退出亚得里亚罗堡，而保加利与土耳其于9月订成和约，默认土耳其保有此城，随后继以订结同盟之谈判，已表示保加利变更对外政策倾向，预备保留全力为复仇之举。

列强之态度

《蒲加雷斯特和约》之协定对于列强有重大的关系。欧洲列强皆受近东现状打破之影响。列强之外交威望亦皆大受挫折。然而蒲加雷斯特之结果于英、法可以相安，它们在此方面不感直接的利益，而在维持平和。塞尔维亚及希腊之胜利为俄国所乐睹。而至于意大利，虽睹此两国之兴盛而吃惊，而亦对于和约能相安，因为此保证了一个独立的阿耳巴尼亚，于此可继续意大利的宣传运动。

但至于德、奥，则对于1913年之协定感想大异。巴尔干战争结果，于此两国威望利益皆有损伤。奥大利诚能坚持建立独立的阿耳巴尼亚，以阻止塞尔维亚的势力侵到亚得里亚海岸。但奥大利此项外交的胜利因为塞尔维亚在马塞顿之领土大扩张而抵消。奥大利于1908年在巴尔干树立之政治的经济的支配权，行将破毁。奥大利注目之萨罗尼克今落于希腊之手。

加之奥大利在国内亦受侵逼。波斯尼亚人既已不安居于奥国治下，今受塞尔维亚扩张之刺激，更于奥国为危险；奥大利须应付斯拉夫人之革命问题。如果塞尔维亚新得的势力不打破，奥匈帝国将有分裂之虞。

至于德国，则1913年之巴尔干协定，将伤及其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它方竭力谋贯通柏林至八各达之铁路交通，实行美索不达米亚开发之计划，贯彻其近东政策之目的。《蒲加雷斯特和约》给此政策以一个大打击；巴尔干之优势似落于斯拉夫人之手。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屹立于半岛，实足为德国近东交通之阻力。加以巴尔干战争结果，它所保护之土耳其及表同情之保加利皆一败涂地，而同盟国奥大利之地位亦动摇。鉴于德国政治家之如何重视德国威望的维持，及其在1905年、1908年、1911年所行之高压手段，则其不能安然忍受1913年的巴尔干协定，从可想见。



第十二章　欧洲大战与巴黎和议

第一节　欧战发生前之国际形势

欧洲长期的平和

从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设，以至1914年欧洲大战爆发，其间40余年，欧洲（巴尔干方面以外）未有大战争。在此时期中，欧洲国家诚有在海外从事战争者，如西班牙之在1898年从事于西美战争，俄国之在1904年、1905年从事于日俄战争，意大利之在1911年从事于托里玻里战争，然而欧洲列强相互间则未尝以武力相对待。近世欧洲之享有如此长期的平和，此为第一次。然而在此平和之外观下，即伏有敌视暗斗之事实。法、德为阿尔沙斯罗连问题积怨既深，俄奥两国则因在巴尔干半岛之利益冲突互相敌视。加以德意志帝国之世界政策引起英国之嫉忌，而新增一英德冲突问题。至于20世纪开始，形势更险恶。于三国同盟之他方有三国协商之对立；双方势均力敌，不肯相下。在此时期中，欧洲之得维持平和，不是因为无发生冲突之原因，而是因为战争之危险太大，各方皆不敢轻于发难。换句话说，欧洲之平和不是基于列强情感利益之融洽，而是树立在均势之基础上。而此项平和之基础是极不巩固的；何时均势有变动，不可逆睹。在此局势之下，国际冲突原因繁多，危机四伏，战争随时皆有爆发之虞。

军备竞争

在此种情形之下，欧洲列强一般的扩张军备，自不足怪。各国民情感利益之相冲突至于此极，彼此无信任心；各国对于邻国宣言之平和政策不信其出自诚意，而视为欺人之手段。而以在现代战争动员之迅速，攻势之有利，则欲有抵抗敌军之机会，不可不预为戒备，以便随时可以应战。近世战术进步如此其快，各国欲不落敌国后，势不得不时常补充军需，增加人员。于是列强竞投掷巨额财富于军备上。法、德、俄、奥、意诸国既竞相扩充陆军，而以从19世纪末年以来，德国海军之急速的实行大扩张计划，英帝国为维持其海上地位，亦卷入军备竞争之漩涡中。至于1914年，欧洲列强分成两个武装的团结，其军备之发达，准备之充分，为前代所未见。欧洲国民继续于40余年之中享有平和，但是一个武装的平和，其负累较之前时代之战争更为繁重。

国际平和运动

在军备竞争运动中，同时在他方面起有对抗的运动，即国际平和运动。19世纪后半期民主势力发达，对于日增不已之军备负担，到处有抗议之声；而国际主义，人道主义渐影响于欧洲之舆论，造成一种确信认战争为不必要而且可免的害恶；平和运动渐露头角。国际社会渐承认有减除军备及平和处决国际争议之必要。仲裁方法渐多用以解决重大的国际争议。最后于1899年依俄皇尼古拉斯之提议，开国际会议于荷兰之海牙，以讨议裁减军备问题，是为第一次海牙会议（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俄国虽提议于五年间不增加军队或军事预算，而以德国代表之反对，其议无成；海牙会议只通过一希望限制军费之空洞的决议案。但幸而在他方面，海牙会议立有陆战规例，减杀战祸痛苦。而最重要者是创设一常设仲裁法庭，以为处理国际争议之机关，于国际关系上开一新纪元。然而《海牙条约》虽于1899年7月29日经到会26国签字，而军备仍是继续的增加无已。

1907年有第二次海牙平和会议。此项会议原于1904年由美总统罗斯福倡议，曾以其意通知各国政府。但俄国为第一次海牙会议之提议者，彼时正在日俄战争中，主张待至战争结局而后开此国际会议。俄皇且示意愿由他自己召集第二次会议。罗斯福尊重俄皇之意思，让其为发起人。俄皇乃于1906年4月3日经由其驻外代表向各驻在国政府发通牒，发起会议。1907年5月，由荷兰政府正式发招待状于47国，平和会议又于6月15日开于海牙。到会者有44国。第二次海牙会议，虽然成就有改良战争法规，扩充国际争议平和解决方法及创设国际捕获审检所等立法事业，然而关于军备减除之运动，则其失败仍与1899年同。而最可异者，俄国在前次发起平和会议，以裁减军备为主眼，而此次发起会议，则将军备问题全然置之度外。而在第二次海牙会议提倡裁减海陆军备计划者，乃为英国，而以不得会议之赞同，海牙会议乃止于重申前次会议希望裁减军费之决议。

英、德妥协运动

在1907年海牙会议以后，英、德之竞争日烈，它们各竭其全力从事于扩充海军计划。在此等激烈的危险的竞争中，双方主张平和政策之人想求一妥协之途径。1912年2月英国大法官哈尔登（Haldane）带特别使命赴柏林，与德皇及其政府磋商两国妥协条件。德国政府提议英、德订结一约，约定彼此不相攻击，而在一方与第三国开战之时，缔约国之他方至少守友谊的中立。英国政府则不肯承受此无条件的中立义务，因为如此则在德国攻击法国之时，英国不能助法，而德国则可自由援助其同盟国。英国只允于德国非因自己的挑拨而受攻击（Unprovoked attack）之时，守友谊的中立，而德国政府不以为足。1912年哈尔登之使命未能达到妥协之目的。

1912年4月，英国之海军大臣查赤尔（Churchill）关于英国海军政策为重大的宣言，以期中止英、德两国海军竞争。他说，如在任何一年，德国海军造舰计划减缩或取消，英国计划亦当自动的减缩或取消。如是则德国不必依条约拘束其将来，而可减迟其造舰速率，减少海军经费，而其海军势力与英国势力之比例，将全如故。但德国对于此提议亦置之不理。如是则两次海牙会议既未能成立裁减军备之议案，而英德两国间之特殊的协定，亦不成功。其结果则欧洲继续生息于军备竞争之危险中。

近东危机

在武装平和之局面下，欧洲列强间之关系日益险恶。欧洲战祸随时皆有爆发之虞。而近东危机适为此不幸的灾祸之导火线。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果，于列强均势欧洲政局发生有重大的变化。1912年之初，大斯拉夫主义运动之势力似在巴尔干已受挫折，而德、奥在此方面占优势。弱小之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罗亲俄，而恃之为后援；希腊则与法接近。而在他方面，则巴尔干最有力之罗马尼亚已与德奥有盟约，成为三国同盟之附属物；保加利则对于奥匈帝国极表亲善；土耳其在巴尔干诸国中犹视为最强之国，而与德帝国有密切的关系。但在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役后，不仅土耳其在欧洲之地位如此的降落，只留有君士坦丁堡附近地方及亚洲领地，而且向为奥大利仇敌之塞尔维亚，则从两次巴尔干战争扩张权力及土地，其威望亦大增；罗马尼亚虽原对德、奥亲善，现与它们的关系已不密切，而曾逆它们的意思以行动。就全体说来，在巴尔干方面，德奥之地位远不如前之优势。奥大利欲即时攻塞，使之一蹶不振，而以不能得意大利之赞同，未竟其志。彼时德意志究取何行动，不得明白，然大约亦劝阻奥大利，勿令轻举，可以想见；德国在1913年自觉其准备尚未完成。然而一个强大的敌意的塞尔维亚之立于巴尔干，总是于汉堡八各达铁路交通之计划，于德国近东政策之发展，是一大障碍物，因为此路线须贯通塞尔维亚。德、奥决计不许有独立的塞尔维亚阻其进路；而在他方面，则俄国若任塞尔维亚被打倒，则俄国支配近东之大希望亦将告终。

战争之准备

1913年德国之未助奥主战，因为准备尚不足。巴尔干形势之变更似减弱了德国的优势，而在1913年许多德国人宣言，如果德国欲免于俄国及大斯拉夫主义运动侵逼之危险，惟有忍受牺牲，大增军备。于是德国议会通过巨额的非常经费，用以扩充军备；陆军常备兵额新增17万人。德国之行动引起法国方面之反响；蒲立央（Briand）内阁提出之三年兵役案由巴道（Barthou）内阁执行之。德国军备之增加，同时增加了法国政策之国家主义的倾向。而在他方面，俄国亦有大扩张军备之举。在1914年之春季，俄国国会于秘密会可决巨额之军费，每年征兵新增13.5万人。

如是则双方之决心已经表明，战争之机运益迫切。在20世纪初头，欧洲遇着几次战争之危险逼近而卒以免。然至1914年，则国际情势已至如此田地，一有危机发生，很难望其不起战祸。德、奥两国决计执行其政策，尤其在巴尔干方面之政策，而协商国则亦决计准备抵御。1914年，德国自顾准备已足，如能不用战争而达其政策之目的固善，否则有必要时亦将决然一战。此次则只要一个口实即足，而此则得之于1914年6月奥国皇太子被暗杀之事变。

第二节　欧战之开始

塞拉甲洼事件

近东方面之暗杀事件，是为1914年欧洲大战之最近的起因。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之皇嗣菲地兰大公（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及其妻在波斯尼亚之首府塞拉甲洼（Serajevo）市中，被人暗杀。暗杀者为波斯尼亚人，而奥大利则认为此阴谋发源于塞尔维亚之国都，而为塞国政府明知之事。奥大利之政治家，尤其倍希托尔得（Berchtold），即时决计利用此机会以行其久已准备的对待塞尔维亚之政策。奥皇佛兰西斯·若瑟夫（Francis Joseph）之取最后手段之决心，表示于其致德皇之亲书中；他说塞拉甲洼之暗杀事件为俄罗斯及塞尔维亚的大斯拉夫主义者运动之结果，他们唯一目的在减弱三国同盟而破坏奥匈帝国。德皇于7月5日接到此亲书，即对奥国特使说，奥国于此事可得德国全副助力，而劝奥大利对塞尔维亚从速动作。德皇在对奥皇之答书中，重申他的口头保证。

德国之政策

在1914年，维也纳政府固自有其独立的政策。然而德皇鼓励奥国之行动，其造祸之罪过亦不减于奥政府。德政府之为此，自有它的理由。德国不安于1913年巴尔干之协定，而久欲有所动作，以恢复其在近东之外交的威望及政治的商业的利益。塞尔维亚如果屈服，德国可对于塞尔维亚保护者之俄国获一外交的大胜利，减弱巴尔干之斯拉夫分子，而打通由柏林达君士坦丁堡及美索不达米亚之通路。德国为达其目的，似再未有如1914年机会之好者。它的同盟国奥大利之利益于此与德国利益一致。奥大利急欲打倒塞尔维亚，抑制巴尔干之斯拉夫分子，它原利于为塞拉甲洼之事件惩罚塞尔维亚，使之不敢再与奥为敌。德国不仅恃有奥大利之合作，而且信以为列强不至于起来干涉。奥国皇嗣之被暗杀，引起欧洲对于波斯尼亚阴谋党之嫉恶及对奥国之同情。即令奥大利之行动有过分之嫌，亦似不至引起协商国之干涉。自德国视之，在1908年之波、赫两州事件，协商国已屈服于德、奥之高压手段，而兹在1914年，亦或当任令塞尔维亚及俄国受屈辱。即令它们有所抗议，亦无效力，因为它们不能以武力来贯彻其主张。俄国之军事上财政上的实力尚不足以与德、奥抗衡。俄国既无力量动作，至于英、法更不能望其为反对德、奥压迫塞尔维亚及破坏在巴尔干的斯拉夫人的势力而取何行动；它们抵抗的实力，自德国视之，亦不足畏的。就全体上说，德国相信一般战争之可能甚少，因为协商国准备未成。即令俄国自己不肯受屈辱，亦不肯任令塞尔维亚忍受屈辱，德国亦已确有十分准备，而其依武力增强它的地位之时机再无好于此次者。在此种情势，此种信念之下，德国鼓励奥国实行取极端手段，而奥大利亦决然从事于冒险之举。

奥国之对塞通牒

奥大利政府既接得德政府回答之后，于7月7日开会议讨论政局，其时倍希托尔得发表他的意见，说一次灭绝塞尔维亚之阴谋，此其好时机。德国约定相助，而对塞之攻击不一定引起对俄战争。一切到会大臣，除逖札（Count Tisza，他以为奥国攻塞必引起世界战争）外，皆相信纯然外交的胜利是无用的，奥国必须对塞提出如此极端的要求，致其必拒绝。在第二次御前会议（7月19日），对塞通牒之文稿已经拟定，而议定于7月23日提出。

奥大利对于塞尔维亚之最后通牒卒于7月23日提出于倍尔格纳得（Belgrade）政府，限定于48小时内答复。奥大利之要求条件共为十条，其主要的条件如下：（一）禁止一切排奥出版物；（二）解散所谓Narodna Odbrana（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组织）之团体；（三）从学校屏除一切养成排奥宣传运动之教育；（四）凡有参加排奥运动之嫌疑之官吏概行免职，而许由奥大利指出此等官吏之名；（五）塞尔维亚承认许奥国官吏参加对于侵害奥帝国领土完整之禁制手段；（六）塞尔维亚当关于塞拉甲洼之阴谋事件，开司法的检举，而许奥国政府派员参加。后之两条尤为苛酷，非独立国家所能忍受。奥大利之提出此通牒，似自始即特意使塞尔维亚不能承受。英国外务大臣古雷读此通牒，即宣言他从未见有向一独立国家提出之文件如此的厉害者。如果塞尔维亚服从一切的要求，它的主权与独立行将告终，而将成为奥大利之属国。如其如是，奥国及德帝国将获得其所争的巴尔干之优势，打通柏林达君士坦丁堡之通路。

通牒之效果

塞尔维亚登时诉诸俄国，求其援助，自为当然之事。塞尔维亚人可恃俄国之同情，而俄国当亦不能置身事外，坐视德、奥在巴尔干占优势，亦可想见。奥大利不得德国之助，不能敌俄国，然而奥国对塞通牒之拟定事先虽或未为柏林政府所与闻，而德国之约给奥大利以全副援助，则于7月5日已经确定。如俄助塞，而德助奥，则祸害且不止此。法国依其同盟关系，应当助俄。如果法国卷入战争漩涡中，英国随后亦势必起而助法。有心防止此大祸发生之政治家，乃须竭力调解，以谋平和解决危机之法。

英国政府之调停运动

奥、塞冲突发生之初，英国外务大臣古雷即深虑俄国必不能旁观，而奥、俄冲突必牵入德国，因而引起一般的战争。他于是示意于列强，说当在圣彼得堡、维也纳两方面尽力解劝，以便平和解决奥、塞争议。同时法国外交当局亦对德使有同样的示意。但为达此目的，德国之合作是必要的。而德国则拒绝此议，谓它不能干预此项仅关涉奥、塞两国之冲突。德国欲迫令俄国勿为塞国出来干涉，同时则愿奥大利有行动之自由。在7月26日，奥、塞外交关系决裂而尚未正式宣战之时期中，古雷再度为调停运动。他提议由彼不直接关涉此事之英、法、德、意四强大使开会议，求一妥协之法；而在此时期中，塞、奥、俄均不从事于何项军事动作。法、意两国赞成此提议，而俄国亦表同情，后者已向奥国提议开直接谈判（7月26日）。但德国拒绝此项会议之提案，它以为此举等于将俄、奥两国置诸一国际仲裁法庭之前，此则必须俄、奥自己请求方能召集者。其结果，调停之计划全然无成。

塞尔维亚之复牒

塞尔维亚此次对于奥大利之要求意外的发挥退让之精神，殆系受有协商国劝告之影响。塞尔维亚对奥复牒于7月25日提出，实际等于完全降伏。塞尔维亚几于完全承受奥国通牒所提出之要求，惟有两点附保留，即塞尔维亚只能于合于国际法原则、刑事诉讼规则及善邻关系之限度内，承认奥国官吏参加禁止排奥运动之手段，而至于奥大利之参加关于排奥阴谋事件之司法程序，则不可能，但塞尔维亚允将审问结果通知奥国官吏。最后塞尔维亚且声明如奥政府尚不以塞尔维亚所取之手段为满足，它愿将此事提交海牙法庭或列强公断。如是则即后之两点，塞尔维亚虽未完全承诺，然亦留有妥协之余地，可遂奥大利之要求。

奥大利之对塞宣战

奥大利似决计用兵于塞尔维亚，而贸然将塞尔维亚之复牒认为不满足。驻倍尔格纳得之奥国公使仅以40分钟之短时期审查塞政府之复牒，遂即宣告为不满足，而离开倍尔格纳得，以示外交关系之决裂。26日英国古雷提议之调停会议为德国所拒绝（7月27日）。28日奥国政府始发表其所以拒斥塞国复牒之理由，说是，塞国答复非真让步，而全是趋避性质。28日夜，奥国正式对塞尔维亚宣战。奥军随即开始侵入塞境。欧洲大战从此开始。

德、奥对俄之开战

奥大利固决心打倒塞尔维亚，而俄国亦同样的决计履行约言，给塞尔维亚以援助。加之俄国军人派对于战争结果，占有君士坦丁堡之事，抱有大希望。在德、奥方面信以为塞尔维亚即被攻击，俄国将置身事外；实则此种假定是错误的。奥国对塞宣战之报达于圣彼得堡，俄政府下令动员于奥大利国境方面（7月29日）。而在7月31日，俄国下总动员令。数小时以后，奥大利亦下总动员令。奥大利似于俄国部分动员实行之际，已感知它的极端行动惹起危险之局面，奥国外务大臣倍希托尔得于30日忽表示允与俄国开直接谈判。而31日俄国之总动员，似更增加了奥国之平和倾向。奥政府允将23日致塞通牒付诸讨议。奥政府允承受英外务大臣古雷提议之列强调停案，于奥军占领倍尔格纳得以后，停止前进，以讨议一个协定，俄国则允停止军事准备之进行。

值俄、奥正在从事于妥协谈判之际，德国忽表示其挑战的态度。德政府似不愿奥国对俄妥协，而决计打断它们的平和谈判。在7月31日俄、奥皆行总动员之时，德国亦宣布所谓Drohende Kriegsgefahr（实际有动员之效果）。同日半夜，德政府经由驻俄大使向俄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令于12小时以内，对奥对德两方面概行解除动员，停止一切军事准备。而在8月1日德政府于预定的时限内，未接得俄国答复，乃正式对俄宣战。

德国之对法宣战

德国既经对俄开战，法国之加入战争，自不容疑。德国预期其势必至有此事，而先已为之备，它的动员同时在东西两方国境均已执行。7月31日德国政府训令驻巴黎大使探询法国政府在俄德战争之时是否愿守中立，且要求占领凡尔登（Verdun）及都耳（Toul）两要塞以为担保。而在8月1日法国总统魏汪理（Viviani）给以确切的答复说，法国“当依本国利益所命者以行”，此已表示决计助其同盟国抵御德国。在同日，法国为预防危险计，下令动员。但法国为表示此次战争在它为防御的性质，特别慎重，不使法国方面表示有挑斗之行为，而命令法军退至离德境十基罗米突之地。法国政府信以为表示它自己立于被攻击之地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盖为获得舆论的赞助，及确定意大利的中立，此为最好之手段。德国为执行其预定之计划，利于速向法国进攻，不能久待。8月2日德军越法境，3日夜德国大使向法政府要求护照回国，而提出宣战书。德国正式的宣战理由，说是法国飞行机已飞过德境内，开始敌对的行为；但其徒为一种口实，甚易明白，彼时亦无人重视之。

英国之加入战争

德国已准备与俄、法战争。但对于英国之战争，则确是德国所欲避免的。德国继续发展其世界政策，对英战争诚终有发生之一日，但德国希望此事不发生于它在大陆上完全打倒俄、法之前。德国不可同时与一切协商国开战。在奥、塞冲突之危机中，德政府已努力从事于确定英国之中立。德政府最初于7月29日利诱英国守中立。德国宰相倍特曼-和卫格（Bethmann-Hollweg）与英国驻德大使会谈，说，如英守中立，德国不剥夺法国本国土地，虽则对于其殖民地，则不敢说。荷兰之中立当尊重，至于比利时之中立，则德国非至法国计划披露之后不能给以保证，然如比利时不与德国为敌，它的领土完整，在战争结局当尊重之。最后德宰相说，他的政策始终着眼于英、德妥协而他有意订成英德一般中立协定，如果英国在此次战争能守中立，他的意思当可实现。一般中立之协定，诚可以动英国急进党人士之心，而德政府希望以此除去英国之障碍，俾勿加入俄法方面与德国为敌。但英国大使不肯对德为何等约诺以拘束英国之行动，而英国外务大臣古雷接到此提议，随即表示决然拒绝（7月30日）。

而在他方面，法政府亦极力谋取得英国援助之保证。在7月30日，英国驻法大使报告英政府，法总统波安加雷（Poincaré）促英国表示助法之态度，说平和在英国手中，如果英政府宣言英国将助法国，可免战争，因为如此则德国将改变其态度。同日，法国驻英大使请英国外务大臣注意，英法之间有1912年之换文。但在7月31日，英国外务大臣答复法使，犹说不能给何保证。法国总统波安加雷亲致电英皇，乞其表示援助。

在英国不肯决然表示态度之中，欧战已经进行。奥、塞从7月28日起立于交战状态；8月1日以后，俄、德开战。同日法国拒绝对德守中立，下令动员，法、德开战即在目前。英国至此乃不能不决定它的态度；而在8月2日晨，外务大臣古雷受内阁之命，对法国约允附条件的给以海军助力；如果德国舰队来海峡攻击法国海岸或其船舶，英国舰队当以全力为之保护。英政府虽说它之为此约束，并未负着于德、法开战时对德宣战之义务，然而英国之实已决然进于助法抗德之政策，则不可否认。英内阁取上项决议之时，有反对党首领波那劳（Bonar Law）代表保守党诸领袖力主援助俄、法之公函以坚其志。而在内阁决议海军助法之后，平和派阁员两人摩芮（Morley）、庞士（Burns）即时辞职下野。可知英政府上项决议之性质重大。而在8月3日正午，伦敦传说比利时接得德国最后通牒要求自由通过比利时领土，更有以坚英国对德行动之意志，而给英政府以加入战争之一个好口实。

比利时中立之破坏

英国之拥护比利时中立，可说是它的传习的外交政策。而在德法战争中，比利时中立被破坏之危险极为明白。德国军事当局久决定，以从比利时进兵为其作战计划之重要部分。7月31日，伦敦接有俄、德两方动员形势危急之报，英外务大臣古雷即电告法、德两国政府，探询它们是否尊重比利时之中立，而且通告比利时，鼓励它极力防护中立。法国即时给予其所要求之保证，德国则支吾其词，而谓明白的回答不免暴露军事计划。古雷对于德国之答复，表示不满足。德国始终不肯给予尊重比利时中立之保证。8月2日德国驻比公使向比政府提出通牒，要求许德军过境，限以12小时内答复。比政府决计拒绝此要求。英、法两国驻比大使皆向比政府声明，他们愿履行《伦敦条约》保障中立之义务，而助比国防护中立。8月3日，英外务大臣古雷在议院发表外交政策，而特别注重于德国对比通牒之事情，暗示英国或有不得已而取非常手段之举。其时德国对法宣战。4日，伦敦接有德军侵入比境之报。英内阁此次开会不再踌躇，随即拟定最后通牒送于德政府。英国对德通牒重申要求遵守比利时中立之保证，而限于当夜12时回答。德国卒未给何回答，而此亦非英政府所期待者。于是从4日半夜以后，英、德立于战争状态。

两日以后，奥大利对俄宣战（6日），而英、法则答之以对奥宣战。于是奥、塞两国的冲突卒成欧洲一般的大战争。

意大利之宣布中立

欧洲大战爆发之始，三国同盟方面之意大利及罗马尼亚两国皆宣布中立；此虽属奇异之现象，然究是两方交战团所预期的事。罗马尼亚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时，已显然表示脱离德、奥羁束，恢复独立行动；它的政策渐倾向于接近协商国。于是在德、奥与俄冲突之时，势难望得罗马尼亚加入德、奥方面以攻俄国。加以罗马尼亚久认定在奥匈帝国治下的托兰叙维尼亚（Transylvania）及蒲科维那（Bukowina）之两地为其同胞所住之地，应取归罗马尼亚，以完成其民族的统一；因之罗马尼亚对于奥匈帝国更未尝不利其战败分裂。虽则罗马尼亚王室与德国王室有同宗关系，而罗王带亲德色彩，彼国国民政策则固不必与德、奥利益一致。德、奥固久已知罗马尼亚不可靠，后者之宣布中立，于它们不为出乎意外之事。

至于意大利之宣布中立，亦为极自然的事。在1896年，它已经通知它的同盟国，说，如果英国和法国一同与它们开战，它是不能助它们作战的。在1902年它已依条约约定不参加攻击法国之战争。在1909年，它约定助俄国实现其野心，以为俄国助它实现它自己的野心之交换条件。如是则在1914年，意大利对于三国协商之各国，均依条约或协商结有关系。而在他方面，虽则意大利与德国之关系尚好，而其对于所谓“未恢复的意大利”（Italia irredenta）之愿望及其支配亚得里亚海之野心，惟有牺牲奥大利的利益方能实现。奥、意两同盟国之间向无共同利益，而从接近法兰西以后，意大利于三国同盟已不是一个积极的分子。奥大利深知此同盟国之情感；它亦几于全不打算后者的援助。在此种情形之下，意大利的政治家势不能劝动意大利国民为助奥大利在巴尔干的野心而从事战争。1914年8月1日，英、法方面已知道意大利之态度，意大利外务大臣圣格里诺（San Giuliano）遇德政府之探询，曾明白答谓，奥大利所从事的战争，具有侵略的目的，此与三国同盟之纯粹的防御性质抵触；在此情势之下，意大利当守中立。8月3日意大利正式宣布中立。

战争区域之扩大

1914年的欧战之为空前的大战争，不仅在其战事规模之大，而且在其战争区域之广。战事进行中，交战国数增加，战争涉及于世界各部。日本于8月23日对德宣战；土耳其于11月加入战争，与德、奥合作。1915年5月23日意大利对奥宣战，加入协商。同年10月保加利加入德、奥方面以攻塞尔维亚。1916年8月有罗马尼亚之加入协商方面以攻奥国。而至于1917年4月6日，则最重要的中立国之北美合众国对德宣战；同年8月14日中国亦对德宣战。其他加入战争之小国尚多。于是欧洲的战争，最后成为世界的大战争。

第三节　巴黎和议

战事之结局

在欧战之初头，德国比较协商国在军事上有两个长处：第一是它的军事准备完足，行动敏捷；第二是它的位置适中，居中策应，可收指臂之效。而在他方面，协商国的长处在资力无限，可以持久。开战以后，第一步的胜利属于德国。但德国利于速胜，而不利于久战，则以协商国方面之资力无限，如任其日久发展出来，于德为危险。所以德国对法开战而必假比利时之捷径以进兵，虽负违反中立之咎，至于授英国以加入战争之口实亦所不辞。但比、法抵抗之顽强，出乎德国意料之外；加以英国之赴援踊跃，更有以阻害德国之成功。德国预定在西方迅速结束对法战争，而转以全力打倒俄国之计划，乃未能达到目的，而战局延长下去。

从1914年8月德国与协商国开战，以至1918年春季德国大攻击之开始，其间四年，两方互有胜负，战局不能决定。德国的陆军战胜，但海军封锁在港内，不能发展；而协商国支配海上。德国在欧洲大陆占优势，而在其他世界各地之势力则落于协商国之手。德国在军事上足以自雄，而在经济上则协商国制其死命。及至1917年4月，美国加入协商国方面，从事于对德战争，形势大变，德国最后胜利之希望已觉极少。经济的压迫，国内民心的不安，使德国当局日益觉有不能支持之势。1918年春季之总攻击，于德国可说是孤注一掷，将以此打开一条生路，以了结此战争。然此最后之一次猛攻亦卒未能达到目的而停止；而协商国联军之反攻（7月18日开始）随后开始；从此德军节节败退，识者已逆料德国完全陷于绝望之地位，战争结局已在不远。适同时在东南方战线，德国之同盟国亦受协商联军压迫，不能支持。保加利遇英法联军从希腊方面之进攻，首先败退投降（9月末）。保加利之事变登时牵动土耳其之形势，后者亦随后降伏（10月31日）。保、土两国既相继降伏，德、奥两国支配巴尔干之政策完全破坏。而且因此奥大利之侧面空虚，随即有受协商国联军从几方面侵逼奥都之危险；奥大利乃亦于11月4日投降，而退出战争。

在此种情势之下，虽以德意志自负心最强之军人领袖，亦渐失其自信力，而德国人民之不满与绝望益甚。在基尔（Kiel）之海军中发生军士抗命之事（10月28日），此于德政府军事上的威信尤为致命伤。于是德政府乃不能不降伏，而此空前的大战，乃于1918年11月中全部终止。

对德停战条约之成立

在1918年10月4日德国政府于新总理巴登（Drince max of Baden）之下改组，而在5日，德政府请求美总统威尔逊依其宣布的所谓“十四条”（The Fourteen Points）以主持和局，而请求各交战国派出议和代表。威尔逊总统于10月8日要求德政府先回答三件事，而后他始答复德国通牒。第一，德国宰相是否承认他于1月8日宣布之十四条原则及其后他在各次演说中宣布之条件？第二，德、奥是否即时从其侵入之地域撤兵？第三，德国宰相是否仅代表迄今主持战事之帝国当局说话？后经德政府两度回答说明，威尔逊觉得满足之后，乃回复德政府，说，他已将德国的请求转达协商侧同盟各国，请其提出停战条件。11月5日，威尔逊通告协商国提出之议和条件；协商国表示愿依美总统在1月8日及其后演说中宣布之条件以议和，但对于1月8日十四条中之第2条关于海上自由之原则附保留，而于1月8日宣布关于占领地复元之项，则解释为包含有损害赔偿之义务。威尔逊并说他对于协商国之此项解释同意，而已委任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Marshal Foch）接受德国代表，通告以停战条件。福煦乃于召集联军统帅会议讨议之后，拟定停战条件，交由协商国最高会议（Supreme Council）裁可，而于11月8日通知德国代表。他们的条件是很苛酷的，其主要者如下：德国当即时退出所占领的一切土地，而且抛弃阿尔沙斯罗连，德军须退过莱茵河，在莱茵右岸设定中立区域；德国须取消在3月中与俄国所订之《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i），及与罗马尼亚所订之和约；德国且须交出军械及舰队于协商国。德国代表于11月8日接得此等条件，已无容拒绝之余地。其时德国内部革命正发生，共和宣布，而在11月9日德皇退位，逃往荷兰。德国新政府承受此等停战条件，于是11月11日总停战条约签字。

威尔逊十四条

所谓威尔逊之十四条，双方交战国承受以为停战议和之基础者，是在1918年1月8日美总统对于国会所发表，而他认为世界平和之要件的：（一）公开的和好条约；（二）战时平时海上航行绝对自由；（三）一切经济的障壁撤除；（四）裁减兵备；（五）公平的调节殖民地利益；（六）从俄国土地撤出敌军；（七）比利时撤兵而当复元；（八）一切法国土地当解放，而其被侵入之地方当复元，阿、罗两州亦当退还；（九）依民族境线以改正意大利国境；（十）对于奥、匈国治下之异民族当给以自治的发达之机会；（十一）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当撤兵，而其被占领之土地当复元，塞尔维亚当给以出海之口；（十二）土耳其帝国之本部地方当给以安全的主权；但其他民族当享有生命安全及自治发展之机会，而鞑靼雷斯海峡当依国际保障对一切国家的商务开放；（十三）波兰当建成一独立国，而具有出海之口；（十四）当组织一个国际联合会，对于大小国家之政治独立及领土保全，同样给以相互的保障。

巴黎和会之形势

1919年1月18日，协商侧27国之代表70人会集于法国巴黎之外交部内一室，是为巴黎和会之开幕。关于巴黎和会，有两个特点须注意的：其一是和会（Peace conference）一语，不足以代表此会议之真性质。美总统威尔逊及其他列国之进步思想的政治家之使命，不徒在对敌缔结和约，收束战局，而且将积极的藉此国际大会以树立世界永久平和之基础。自国际联盟之组织以至国际交通、劳工问题，均为该会之重要议题。当时威尔逊自谓巴黎之会不徒在提出条件迫德国画诺，而其责任有更大于此者，盖已道破巴黎和会之真性。其二是巴黎和会就其议和条件之决定上说，是一面独断的，而不是双方谈判的性质。换句话说，协商国于此不使德国与之立于平等地位；惟有协商侧之大小国家为和会之构成分子，德国及其同盟国则关于和约条件的拟定之讨议不得参加，而只在和约已议就之时，提出于它，听其承认或拒绝而已。

和会之程序

巴黎和会会议之组织分为三部：第一为英、美、法、意、日五强代表主脑所组成之会议，每国代表二人，每日开会两次，通称为“十人会”（Council of Ten ），关于和会议题之采列及大政方针之决定，皆于此会议行之。第二为委员会，通常由五强各出委员二人，其他各国共选五人组成之，以审查和会特别问题，例如国际联盟委员会，讨论联盟组织方案；欧战责任委员会，审查欧战祸首以定责任；赔款委员会，审查协商国损失以定德国赔偿程度等。委员会审查之问题经“十人会”议决，而后提出于所谓总会（Plenary session），正式表决。总会为和会本体，各国代表全体出席（法总理克雷曼索被举为会长），自表面上观之，觉得最关重要，实则不过履行形式上一种手续；问题均先经“十人会”议决，只于总会取得全体国家之画诺而已。从3月25日起，“十人会”减成为“四人会”（Council of Four），以英，法，意、美四国代表团首领组成。而从4月20日意大利代表团首领俄南陀（Orlando）为阜姆（Fiume）问题与威尔逊意见冲突，愤而离开巴黎以后，和会之主脑更减缩为美总统威尔逊、法总理克雷曼索（Clemanceau）及英总理鲁意·佐治之三头会议。

一般的说来，在巴黎和会中之重大决议，不是公开的议就或经和会全体与闻者。重要的事务，均先经五强代表议定，而后通知其他各国代表，实则主持和会最有力之人物，还是美之威尔逊、法之克雷曼索及英之鲁意·佐治三人。此三人有两个相同之点：他们皆不是外交家，皆缺乏外务经验；而在他方面，则三人各代表协商侧三个最重要国家之一，皆为其国中当时最有势力的人物。

和会之人物政见

巴黎和会三个主脑人物中之两个，即威尔逊与克雷曼索，对于和议所抱之政见似极端的反对。威尔逊怀抱自由思想，主张正义，相信以宽大的条件成立和议，为树立平和之好方法。他思利用此机会设立国际联盟之组织，以为增进国际平和，防止战争之要件。而在他方面，则法兰西之老政治家克雷曼索，在欧洲政治上饱尝忧患，注重法国实际利害问题。他对于国际联盟无大信任心，他不以为此即可以保障法兰西将来之安全，而主张对于德国加以极严厉的制裁手段，以免其再为法国之危害。立于此两极端之中间者，有英之鲁意·佐治，他一方面赞成威尔逊之联盟思想，同时亦愿使德国受处罚，而使法国对于德国方面有防备危险之保障；鲁意·佐治于此常须调停法美两国首领之主张。

和会之障碍

11月11日停战条约签字，双方皆有一个默契，以美总统之十四条原则为议和之基础。美总统不顾其国务员之劝阻，躬自远赴巴黎，代表美国出席和会，亦即为欲实行其理想之主张。然而事势有令他不能无失望者。威尔逊之理想的和局究竟在1919年是否是可能的，兹且不论，然而至少有两个事实，致其实现之机会减少，则是不可否认的。第一，和会开设于巴黎之战争空气中，其决议不免受环境之压迫，不能如理想以行。第二，协商国相互间在战争进行中已有种种协定之拘束，而失其行动之自由。例如阜姆问题及山东问题均受有此项拘束。美总统虽力言，他们承认十四条之原则即是废止以前一切与此等原则相抵触之协定，但他不能说服他的同盟国；其结果则彼此争执之时期延长，而终于采定不彻底的调和解决以了事。

和会的重要问题

欧战牵动全世界关系，需待于巴黎和会处决之大问题至为繁多，其最重要者如下：

一、国际联盟之创设

巴黎和会最大的建设事业，首推国际联盟设立之一事，而在会中遇着困难较少者，亦为此问题。将世界国家组成一个联盟，以维持世界平和，本属于威尔逊十四条之一，而威尔逊赴巴黎议和，自始即决志将此项国际组织及早促成，列入和约。他的此项理想的主张得着举世的同情，而有英国之赞助。虽则法国之执政者如克雷曼索、辟勋（Pichon）之流，自始即对于联盟组织之功用怀疑，不热心赞助，然而大势所趋，在和会中对此世界新组织之原则，亦不容独持异议。于是在1919年1月25日，和会第二次总会，依威尔逊之动议，决议设立联盟，而任命一委员会起草组织案；威尔逊自己为此委员会之主席。在2月14日和会之第三次总会，国际联盟规约草案提出于大会，交各国审议；而在4月28日，和会之第五次总会，威尔逊说明草案修改之处，将草案付大会表决。草案修正最重要之点，为应付美国方面之批评，《联盟规约》声明孟罗主义不因此受影响。日本在总会上随即动议，说联盟各国应承认人种平等之原则，而以无通过之可能，卒自行撤退。法国代表白齐洼（Bourgeois）请求和会设立联盟军事监督机关，以监督军备之裁减，并请求设立联盟之陆海军参谋部，而其议亦不为和会所采纳。如此改正之《联盟规约》，卒经大会正式通过；虽则国际联盟至1920年1月始正式成立，而此前途多望的国际新组织，实于1919年4月28日产生。

二、莱茵境界

和会最难解决之事业为法兰西东境之防备问题。1917年，俄帝国政府与法兰西政府之间已依换文、协定，从德国夺取莱茵左岸之地，建为中立国，而暂由法国军队占领；及俄国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将此秘密协定发表，英国政府随即否认之。然而莱茵左岸之与德国分离，自多数法兰西人视之，似于防备未来的侵略为唯一强固确实的保障，停战条约签字以后，法军总司令福煦随即促克雷曼索坚持要求莱茵为界；而在1月，他以同一的要求诉于协商联军诸帅。法国总理乃命法国代表达狄阿（Tardieu）拟一说帖，主张法国权利。法国代表说，法国无意于合并莱茵左岸，但愿以莱茵河为法国东方境界，而由联军占据其桥头要塞。英国代表极力反对法国此项要求。在3月14日，美总统由美返巴黎，他与鲁意·佐治共同提出“联合的军事保障”之案，以代法国的要求。法国则要求此项保障不作占领之替代，而为占领之补助。英美两国代表于此与法国代表意见不一致，威尔逊不认于联合保障之外再有取何手段之必要。威尔逊一时至命美国军舰准备载他回国，以示谈判决裂。法国于此孤立无援，克雷曼索乃不得已而撤退其分离莱茵左岸之要求。在4月20日，美总统允许联军占领莱茵左岸，以15年为期，而在22日鲁意·佐治亦赞成之。他们且约定，如果对于法国安全之保障在期满后觉其不充分，则此占领期尚可延长，而如德国未能偿付它的债务，协商国亦可再占此地。

三、萨尔煤区

对于莱茵河左岸永久占领之主要的反对来自英国，而萨尔区域之合并则为美国所极力反对。各方面皆承认法国在它自己的煤矿不能足用之期中，当享用萨尔之煤；但鲁意·佐治允于此地建造一自治国家，置于法国保护之下，而美总统则起初除许法国取有与其所损失的同量之煤外，不肯承认他项处置。法国卒乃抛弃其合并此项德国土地之要求，而仅要求于此区域设一特殊的政治组织，包括煤矿区全部在内。和会卒乃采一个调和的方案，设一行政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三人由国际联盟任命，一人由本地住民举出，一人由法国任命），而于15年之后，举行人民总投票，以决定此区域之是否合并于法国，或继续既存的制度，或返归于德国。在后之场合，则德国当照彼时煤矿之估价偿付法国金额。

四、德皇之惩罚

英国代表关于莱茵河左岸及萨尔区域问题主张稳健之解决，而关于其他两个问题，则自其他同盟国视之，亦似为过分，而甚至显示有徒事报复之嫌。德皇威廉二世之付惩罚，原为1918年英国总选举中鲁意·佐治对于选民之誓约；虽以日美之反对，而德皇引渡之要求，卒向荷兰提出，但其要求无效。而关于赔偿问题，则英国之要求，自美国人视之，似不仅为过分，而且无理由。威尔逊第14条之宣言，包含着占领地之复元；而德国所援据之11月5日通牒，则言及“德国在陆上海上空中之侵犯举动，对于协商侧同盟各国住民之生命财产所加之损害之赔偿”。然英法的政治家后来忽主张德国应偿付全部战费。克雷曼索及鲁意·佐治均不肯定出一定的赔偿数额。美国代表则全体一致主张定一确数，以便恢复确定的状态而鼓励德国工作。

五、赔偿问题

何项要求可纳入赔偿之项，此为久经争论之问题。美国代表团说战费不能纳于赔偿之项下。美总统于3月由美回法之途中接有关于此事之报告，而答谓，战费之加入，显然与他对于敌方表明之政策不相容。而在他方面，则鲁意·佐治声明必履行选举运动之约言，要求德国偿付全部战费。最后调和的方案是，赔偿项下包含战争抚恤金、年金在内，而要求于两年内先交付200亿金马克，即约10亿金镑；而在此时期中，由同盟国联合赔偿委员会定出一个赔款偿付计划，将偿付期限展为30年。

六、阜姆问题

关于阜姆、山东及波兰问题之协定，亦殊困难，而其关系之重大不让于莱茵河左岸、萨尔区域及赔偿之问题。依1915年之协约，意大利经协商国承认，取得对于北达尔玛逖（North Dalmatia）之权利，大违反民族自决之原则；然而在巴黎和会中，它却即以此原则之名义，提出其对于阜姆（Fiume）之要求，虽则意大利人在阜姆与其附近地方，合计起来究居少数。英法虽愿意履行条约，然劝意大利放弃其对于达尔玛逖之权利，而谓如它坚持执行1915年之条件，即不能获有阜姆。威尔逊深信意大利既承受了其十四条之宣言，则当抛弃一切与此宣言抵触之要求，而值塞尔维亚请求他出来仲裁之时，他主张南斯拉夫人须取得一个有效的出口。在4月之末，值德国代表将抵巴黎之时，意国代表俄南陀（Orlando）坚持和会须即时考虑阜姆问题，虽则此问题并不构成对德和议之一部分。英美诸强代表劝他待至对德和议之一切问题解决后再议。在“四人会议”中，经过长久的讨论而无结果；威尔逊与俄南陀争持，两不相下。4月20日，美总统对英法代表提出一说帖，他提议于意大利拒绝一切调停方案之时即发表之。他说平和必树立于若干确定的原则之上；如此原则遵守，则阜姆当为匈牙利、波赫米亚及南斯拉夫诸国之商务出入口，而不当为意大利之商务出入口。此说帖为鲁意·佐治及克雷曼索所赞成，美总统觉得他们两人皆赞成发表。后来再经会议讨论，仍无结果；而俄南陀声明，在此问题未依意大利之利益以解决之前，他不再参加“四人会议”。美总统于是将他的宣言送于新闻发表。同夜，意大利代表团宣言他们将于次夜离巴黎，而俄南陀发表一答复，主张意大利对于阜姆之正当权利，说阜姆旧为意大利城市。他们在罗马大受欢迎；但在5月4日，英、法、美三代表仍招请他们赴会，5月6日他们又复回到巴黎。在后来的会议，意大利表示让步。阜姆问题之解决卒延搁下去。

七、山东问题

意大利代表之愤然离去巴黎，不无影响于山东问题之处决。意大利之加入战争，是因为有北达尔玛逖让与之约，日本参战之功则亦于1917年2月得有报偿，时则英、法、意、俄和日本秘密约定，允在讲和会议赞助日本对于山东之权利。美总统到巴黎后始闻知有此项秘密协定，不肯认为受其拘束；他公然对中国的要求表同情。日本代表则取胁迫态度，表示如其不能贯彻要求，保留其战利品，则他们将离开和会。美国国务卿蓝辛（Lansing）视日本此种态度不过是虚声恫喝，而美国代表团全体欲辞职，以表抗议。但威尔逊信以为如意大利及日本皆不签和约，则构成和约一部分之国际联盟的命运将陷于危险；而他的态度因为日本有交还青岛主权于中国，而只保有德国固有的经济的利益之口头约束而渐软化。美总统在和会主张之失败未有甚于山东问题之处决者，而其授反对党在攻击国际联盟及他自己之时以极好的武器，亦无逾于此事者。

八、波兰问题

无论在阜姆问题，抑在山东问题，美总统从英国代表处皆未得有何项有效的助力；鲁意·佐治则独力抵抗波兰之过分的要求。法国代表辟勋宣言，必将波兰组成强大的国家，他意欲扩张其领土。同盟国联合委员会提议给波兰以普鲁士的波仙（Posen）及西普鲁士两省之将近全部，包含着维斯逖那（Vistula）河两岸及但泽（Danzig）港，并给以玛林维德区域（District of Marienwerde）以便支配由瓦萨通但泽之铁路。委员会且提议将上叙列色（Upper Sileisa）之大部分划归波兰。鲁意·佐治极力反对将200万德意志人移归波兰治下；于是决定在玛林维德区域举行人民总投票，而将但泽组成一个自由市，置于国际联盟之保护下，但关于税关及处务，则隶属波兰。波兰且可使用其船渠、河流及铁路。

《巴黎和约》之签字

及至1919年5月，和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已经议就，对德和约全文拟成；其次之一步即在将和约全文交由德国承认。德国代表团于4月29日抵法国巴黎郊外之凡尔赛（Versailles），而于5月7日在凡尔赛宫领受和约全文。从5月9日和约稿之交付德国代表，以至6月28日和约签字之日为止，德国曾竭力促“四人会”改正其苛酷的条件；为此目的，在德国代表团领袖布洛克道夫（Brockdorff-Bantzau）与和会议长克雷曼索之间为数度之交涉。5月29日德国代表团提出反驳案，在此通牒中，德国声言，德国所依以停战之原则被侵犯；德国惟保留上叙列色乃能履行它的义务；德国当承受阿罗两州人民投票之结果；德国当即时加入国际联盟，享受平等权利；裁减军备须是一般的，而非片面的。德国且反对但泽之分离，而提议于委托形式下保留其殖民地。协商国对于德国反驳案意见不一致。鲁意·佐治主张改提温和条件，而克雷曼索反对对德让步。美国代表团虽一般对于鲁意·佐治之态度表同情，然而威尔逊自身急于睹和约之签字，不要求变更根本原则，不坚持其专门顾问对于财政条款修正之主张。其结果则和会采定一调和案，而改订和约，于6月16日提出于德国代表团，但其让步于德国亦殊重要。在上叙列色许举行人民总投票；波兰之西境略为改正；对东普鲁士之交通改善，减兵之速率减迟；而偿付赔款之方法须与德国委员会商议。德国代表团全体仍不愿承受此改正之条件。和会限德国于6月23日以前表示签字之意思，否则即将取消停战条约，而进兵德境。德国内阁意见不一致，但国民议会多数表示赞成签字，组织一新内阁，负着签字之使命。德国旧代表团辞职，而由新任外务总长米勒（Müller）代表德国，于6月28日在凡尔赛宫与协商国代表签订和约（7月9日，此和约在德国国民议会批准）。惟中国一国因为山东问题，对于此和约不肯签字。

英、法、美保障条约

在《巴黎和约》签字之同一日，代表英国之鲁意·佐治与代表法国之克雷曼索签一协约，约定如德国无端攻击法国，英国起来援助法国；同样的协约，亦签定于克雷曼索与威尔逊之间。此等协约，盖为反对莱茵左岸分立之结果，对于法国给予之一种保障。

《巴黎和约》之内容

简括起来，《巴黎和约》（《凡尔赛和约》）之主要规定大致如下。在西方则德国割让阿尔沙斯、罗连两州于法国，而割让普鲁士国境上几个小区域于比国。后项区域当于移转后举行人民总投票。萨尔区域以15年之期限交出，卢森堡退出德国关税同盟，而莱茵左岸解除武装。而在丹麦国境，则北叙列色维格及中部叙列色维格之所属问题，当取决于人民总投票。最重大的领土牺牲是在东方，则以波仙及西普鲁士两省之大部分割让于波兰。在上叙列色当举行人民总投票。但泽当于国际联盟之保障下建为自由市，而圈入于波兰之税关区域内。德国在海外之殖民地概行抛弃。德国陆军至1920年3月当减成10万人；德国的参谋本部当取消；军器之种类立有限制；莱茵东岸30哩以内之地带解除武装。海军舰队之数大加限制。而潜水艇不许建造，在波罗的海上不许建造要塞，海里果南德（Heligoland）岛之要塞当破毁。军用飞艇不许保留或建造。赔偿之总数当于1921年5月1日以前由同盟国联合委员会核定之以通知德政府；但截至那日为止，德国须先行交出200亿金马克（10亿金镑）；其余的赔款则分作30年付清。德国当交出所有1600吨以上之商船，而800～1600吨之商船则交出其半数。对于法国须交出多量煤炭，以10年为期。基尔运河（Kiel Canal）对一切国家之军舰商船开放。德皇威廉当由五强推出之裁判官审判，而其他违反战争规例之犯人则由德国交出，由特别军事法庭裁判。

和约执行之保障在由联军于15年间占据莱茵左岸。如果德国在15年内或15年以后不履行其赔偿之义务，则此地域可再行占据。

对奥和约

对德和约签字以后，英美之主脑人物鲁意·佐治与威尔逊均离巴黎；在巴黎仅留有次重要的代表与其他敌国缔结和约。对奥和约始于6月2日交付奥国代表，嗣于7月20日交付改正的全文；及至9月10日始签字于巴黎郊外之圣泽门（St. Germain），通称为《圣泽门和约》（Treaty of St. Germain）。奥大利帝国在战争结局，已经是四分五裂，《圣泽门和约》不过是登记已成之事实。奥大利承认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南斯拉夫（Jugo-Slavia）、波兰及匈牙利之独立；此等国家皆自认保护国内之少数人种。东加里叙亚（Eastern Galicia）让渡于同盟国；而托连逖洛（Trentino）、南逖洛耳（South Tyrol）、托里斯特（Trieste）、伊斯托里（Istria）则割让于意大利。陆军减至3万人，海军及空中飞行艇队概行废除。奥大利当引渡战事犯，而从1921年起，于30年内付清赔款。一切商船当交出。非经国际联盟之执行部许可，奥国不得与德国合并。

其他和约

对保和约于11月27日签字于法国郊外之涅宜（Neuilly）；对匈牙利和约于1920年6月4日签字于托里亚垅（Trianon）。最后对土和约则于1920年8月10日签字于塞洼尔（Sèvres）。

在此等和约中，《国际联盟规约》均列于约文首部，与对德和约同。此等条约，除对土和约外，皆经批准执行。对土和约之条件最苛酷，而其所遇着之反抗亦最大。依此和约，土耳其丧失其领土之大部分。君士坦丁堡只于名义上保留于土皇，而鞑靼雷斯海峡及玻斯佛拉斯海峡化为国际共管；欧洲之土耳其领土大都给予希腊，而其在亚洲之领土则分配于英、法、意及希腊诸国之间。然以土耳其之国民党首领凯末耳（Nustapha Kemal）之极力的反抗，此和约始终未执行，而卒代以1923年7月24日之《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

世界之新局面

欧战结果，破坏了三个大帝国，而产生了许多新国家，欧洲地图大部分为之改色。然而以收束欧洲战祸改造世界政局为使命之巴黎和会，究竟未能完全履行其使命。不仅是协商国对敌和约之条件太苛，事实上难于执行，即使对于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亦尚未给以满足之解决。欧洲战事虽于1919年结束，然而平和之基础仍是动摇。巴黎和会唯一的前途有望的建设大业，在国际联盟之创立。此项新国际组织之成立，确于国际政治上开一新纪元；而此后之国际社会生活将于此新国际组织之保障下以进于国际互助联治之途径，则是1919年抱平和人道主义之思想家、政治家所共希望的。他们的希望能实现乎？此为今后国际政治上最有兴味之问题。


第四编　国际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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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从巴黎和议到罗卡诺公约

第一节　巴黎和议以后的国际政局

会议的外交

对德和约签字之后，巴黎和会领袖人物如美总统威尔逊、英总理鲁意·佐治等随即各回本国，但尚有多数全权代表留在巴黎与其他敌国签订和约及处理关涉诸和约之详细事项。《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10日批准。和会最后一次的会议，开于1920年1月21日。自此以后，关于巴黎诸和约的执行之监视事宜，则委诸以协商列强驻巴黎之大使及法国外交部代表一人组成之“大使会议”（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但是和议虽然成立，而关于诸和约的执行及一般国际事件的处决，需待列强协商之处尚多。而且有的问题，专依通常外交文件的往还以交涉，尚嫌其迂缓，因而有由负责的政府首领躬亲集议之必要。

于是和会闭会以来，协商列强，即和约上所谓“主要同盟国”（principal allied powers）之内阁总理或外交部长，不断的召集会议，形成一种“会议的外交”（diplomacy by conference）之制度。此等会议之频繁，远过于19世纪初期维也纳公会后之所谓“公会时代”。从1920年2月12日开会之伦敦会议至1925年10月5日开会之罗卡诺（Locarno）会议，其间大小会议，以数十次计，关系之重要，事件之复杂，大有空前之象。虽则大部分会议成绩极少，然而会议的外交之发达，似亦足觇国际政治方法上之进步。

美国之抛弃和约

在巴黎和会中，主持和议，倡设国际联盟最有力者，为美总统威尔逊，而首先抛弃和约，拒绝参加国际联盟者，即为他所代表之美国。巴黎和会开会之时，美国具有条约批准同意权之元老院，适以威尔逊的敌党共和党占多数。威尔逊出席和会，既未邀请共和党代表人物加入美国代表团，而和会的决定亦有充分授人以攻击的口实之处。《凡尔赛和约》发表，大招美国物议，和约在元老院讨论中，大受敌党之批评；尤其对于国际联盟，他们认为有伤美国主权，侵害国会之宪法的权力，或且认为不免将美国卷入欧洲政治漩涡。于是元老院多数只肯附保留批准和约，乃提出14项之保留案，而此则威尔逊所绝对反对，而命令其在元老院中之与党否决者。其结果，则《凡尔赛和约》之单纯批准，既不见容于元老院多数，而附保留之批准案，则亦于1920年3月19日不能得到三分之二多数投票而被否决。于是美国不批准《凡尔赛和约》，不参加国际联盟，而且1919年在巴黎与法国签订之特殊保障条约，亦无形打消。此为国际形势之逆转，此为巴黎和议及国际联盟所受之第一大打击；而美国之在国际关系上亦因之陷于畸异的境遇，更不待说。1920年11月美国总统改选之结果，威尔逊的敌党当选。新总统哈定（Warren Harding）就职之后，即向国会宣布不参加现行国际联盟组织之方针；而于1922年7月2日，裁可国会之决议，正式终止美国与德、奥诸国之战争状态。同年8月中，美国乃分别与德奥匈三国次第签订和约，（至于对土对保，则因美国原未与此两国宣战，故不必特订和约。）而将美国军队从欧洲悉数撤回。

对德和约执行的困难

《凡尔赛和约》已因美国之抛弃而受一大打击，而在其对德执行上，自始即遭遇莫大之困难。此和约之目的，全在破坏德国之军事的经济的优势而使之降落于二三流国家之地位。然而此方针行到极端，不但惹起德国国民精神的反抗，而且事实上亦有绝难执行的。前德皇威廉之惩罚条款，既因威廉逃入荷兰，荷政府拒绝引渡而成为具文。荷政府拒绝之理由，在尊重不引渡政治犯之原则（1919年1月27日复牒）。几经交涉的结果，荷政府（3月2日）只约以防阻威廉返德，而协商国亦不再追问此事；实则在和约上所谓“主要同盟参战国”（principal allied and associated powers）之五强中，日本及美国自始即不赞成执行此惩罚之条款。关于德国交出违反战争规例之犯人于同盟国特别军事法庭裁判一节，亦未能如和约规定执行。在1919年至1920年期中，德政府明告协商列强，说鉴于德国舆论的反对，任何政府无法将它们所指名要求之德人引渡。其结果则协商方面不得不采妥协办法，而许德国政府自己依德国法庭审判此等人犯。此项审判卒于1921年5月至7月间在莱卜济希（Leipzig）高等法院开审；其结果被检举之12人中只有6人宣告处刑，而且处刑甚轻，大为法国所不满意。然而协商国似亦只以此项形式的处分敷衍了事，不再要求厉行和约条款。关于德国解除武装之条款，执行上亦感困难。在1920年4月因为莱茵右岸中立地带内有共产党之乱，德政府即漠视和约规定，而进兵于罗尔（Rhur）打平叛乱。法国攻击德国违约，而取报复手段，因有派兵渡莱茵，占领德国城市（Frankfort及Darmstadt）之举（1920年4月6日）。及至英国抗议，而德军撤出中立地带，法国始撤兵；协商方面之英法两国关于和约执行之意见冲突，于此亦渐暴露。德国裁兵之规定更不容易执行。和约规定，德国陆军至迟到1920年3月31日止，当减至10万人。此项限制，不但德国人自始不愿承受，而且因为革命内乱之危险事实上亦难于遵行，后来协商国允许德国展缓完成裁兵期限至7月10日。协商国一方面指责德政府之不诚实履行条约规定，同时亦不能不承认事实上之困难。于是它们在1920年6月之蒲鲁尼（Boulogne）会议，决议许德国警察队（地方的）由8万人增至15万人；而在同年7月8日之斯巴（Spa）会议，给予德政府以6个月之犹豫期限，俾至迟到1920年年底，减缩陆军至10万人之限度。斯巴会议并决定如果至1921年1月1日，德国裁兵义务尚未完成，同盟国得占领罗尔（Rhur）或其他地域。德国代表卒亦接受此项条件（7月9日）。和约不但限制德国陆军数额，而且要求德政府消毁大宗军火。关于后项规定之执行，协商国亦与德政府不断的发生争执。德国之未诚实履行和约义务，亦为后来法国侵占罗尔区域之一口实。

然而在《凡尔赛和约》之各种条款中，关系复杂，执行困难而引起长久的重大的纷争者，尤以赔偿条款为最。《凡尔赛和约》破坏德国的经济优势。使之不能再与协商国竞争。然而那种经济条款，固然减杀德国国民经济的力量，同时亦即减少了德人担负赔款之能力。协商国一方面极端摧毁德国人民的经济资力，他方面又欲从德国索得最大限度的赔款，其政策之矛盾，自始即为识者所看出。（例如英国经济学者吉因司（J.M.Keynes）于其1920年出版之名著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早已批评此部分和约规定之谬误，而论其完全执行之不可能。）在和约中，并未规定德国赔款之总额，而以总额决定之责任，及赔款偿付之方法，委之于赔偿委员会（The Reparation Commission，由主要同盟参战国，即英、法、美、意、日之五强代表组成）。于是则一切系于此委员会将来之决定，而赔偿全部事情继续在不确定之状态。此不但加重协商国与德政府间关于偿付问题之争执，而且引起协商国相互间，尤其英法两国间关于对德政策之冲突。于是从1920年和约实施以后，赔偿问题，成为对德和约执行上之最繁难的问题，引起各方面重大的纠纷。枉费了不少的国际会议。最后至于1923年，卒有法国派兵占领罗尔，德国之宣布“消极抵抗”，及英法态度公然相反对之局面。

东方问题

巴黎和会强迫土耳其代表签了《塞洼尔和约》（1920年8月10日），但是东方问题并未因以解决。和会闭会以后，对土和约的执行，始终是一个至难的问题。依《塞洼尔和约》，土耳其欧亚领土大部分瓜分于英法意及希腊之间，君士坦丁堡及海峡地带化为国际共管；土耳其帝国势力几于完全从欧洲排出，其统治权，减退到小亚细亚内地一隅。但是签约之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命令已不出都门；而在亚洲之安哥拉（Angora）方面，凯末耳将军之国民运动，日渐得势。于是《塞洼尔和约》的执行遇着莫大的阻力。土耳其的国民会议成立于安哥拉，凯末耳正式推为新政府的首领。凯末耳领导之国民党，自始即不承认《塞洼尔和约》，协商国乃须对付此新兴的势力。在1921年至1922年中，安哥拉政府在军事上外交上已取得初步胜利。他们内依土耳其人之民族热狂，外依外国（尤其苏俄）军火之援助，已经组成有力的军队与希腊军抵抗；而且乘协商国军队有事于他方面之机会，凯末耳的军队，消灭了阿尔美尼亚共和国（《塞洼尔和约》所立），逼退了意大利占住南部阿拉托里亚（Southern Anatolia）的军队，法国占住叙里西（Cilicia）的军队。法国及意国政府慑于土耳其武力之恢复，而又忌嫉英国及希腊依《塞洼尔和约》取得之多量利益，乃于1921年春间各与凯末耳单独订结协定，而于若干经济的权利让与之交换条件下，约以退还叙里西及南部阿拉托里亚于土耳其，而为之赞助修改《塞洼尔和约》。1921年10月20日之法土协约（Franklin-Bouillon Convention）成立，实宣示关于东方问题英法协调之破裂，大张安哥拉政府之声势。对土和约执行上英国之孤立亦如对德和约执行上法国后来之陷于孤立地位然。同时安哥拉政府尚从另一方面得到有力的声援。1921年3月16日苏俄政府与安哥拉政府间在莫斯科订立同盟条约，否认《塞洼尔和约》，宣布反对帝国主义之共同行动。最要抑制土耳其国民运动之英国，乃不能不全靠希腊之兵力以对抗凯末耳军队，而希腊政府以急于享受和约所给予之利益，亦自告奋勇，从其所占有之根据地斯美那（Smyrna）派遣大军向凯末耳军进攻，于是在1922年中，东方重睹希土大战争。希军最初虽获胜，然后来安哥拉政府自法意取得军火的供给，逐渐恢复优势，不但能阻止希军前进，而且终将希军打败，至其不得不退出斯美那（1922年9月）。凯末耳军占有小亚细亚全部，乘胜向欧洲方面进攻。土耳其国民否认《塞洼尔和约》，要求改正近东协定，今其势已不可抵抗。占驻君士坦丁堡之同盟国，卒于1922年10月11日与凯末耳签订停战协定（The Mudania Armistice），在此协定中同盟国政府承认将东部慈拉斯（Eastern Thrace）及亚得里亚罗堡归还土耳其。安哥拉之国民会议，于11月1日宣布废黜土皇及其王统，土耳其政权从此统一于国民会议之下。

最后对土讲和会议于1922年11月20日正式开于瑞士之洛桑（Lausanne）。洛桑会议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1月20日至1923年2月4日止；第二期从1923年4月24日至7月24日止。参加会议之国，除交战国之土耳其及希腊外，为英、法、意、美、日本、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国。在讨论海峡问题之时，俄国代表亦参加。第一期的会议，因为土耳其拒绝接受同盟国提出之条件而无结果；2月4日最后谈判不调，英国代表回国，会议停顿。在此时期中，各方面趋向妥协交涉，4月24日洛桑会议重行开会。其结果协商国与土耳其之间于7月24日签订《洛桑条约》，而凯末耳将军之国民运动大告成功。

《洛桑条约》将土耳其依《塞洼尔和约》所丧失之地位大部分恢复。依《洛桑条约》，土耳其虽决然抛弃其对于海甲（Hedjaz）、帕列斯丁、美索巴达米亚及叙利亚诸地域之权利，并承认埃及及苏丹之脱离土耳其，塞布拉斯岛之合并于英国，然而它保存了东部慈拉斯、亚得里亚罗堡、阿拉托里亚全部、阿尔美尼亚、叙里西、斯美那等地域。此条约并且正式取消列强在土耳其之领事裁判权，使土耳其恢复数百年来丧失之法权自主。依一附属协定，土耳其承认鞑靼雷斯及玻斯佛拉斯海峡通行自由（军舰及商船），及海峡两岸地带解除武装之原则；但君士坦丁堡仍由土耳其军队驻屯，而管理海峡之国际委员会，以土耳其代表为委员长。最后《洛桑条约》签字之际，同时英、法、意三国政府签有一议定书，声明于本约经土耳其国民会议批准之后，它们随即撤退其在土耳其领土内之军队。《洛桑条约》成立之后，土耳其完全从列强势力解放，着着改革内政，使其国民生活近世化。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凯末耳将军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土耳其首都由君士坦丁堡移于安哥拉（1923年10月13日国民议会宣布定安哥拉为首都）。土耳其的国际地位增高，远非往昔之东方病夫、可以任列强欺压者可比。但土耳其政府未加入国际联盟，在国际政治上始终为不确定之要素。

与东方问题有关的，尚有埃及问题。土耳其于1914年加入欧战之时，英国宣告埃及为英国的被保护国（1914年12月18日），将土耳其名义上的宗主权取消。在欧战期中，土耳其军队曾侵入苏彝士运河地带而被英军击退；英国对于埃及之占领及防御，特别加紧，视为维持东方通路之生死问题。于是埃及在名义及事实上，均等于化为英国的领地。1919年巴黎和会开会时，埃及曾以民族自决之名义，要求独立，但不得协商国之容纳；而《凡尔赛和约》反使德国承认英国之保护权。自后埃及国民运动日益猛烈，而英政府卒不得不让步，而于1922年2月28日宣言保护关系终止，而承认埃及为独立国。但在此宣言中，英政府保留处决下列四项事件之自由：（一）英帝国经由埃及之交通之安全；（二）埃及对于外来的侵略或干涉之防御；（三）在埃及之外人的利益之保护及少数民族之保护；（四）苏丹。在英政府寄送其驻外代表转达所在国政府之公文中，亦声明英国对埃及保护权之终止，并不于他国在埃及之现存地位生何变更。则知英国一方面宣布埃及之独立，同时尚不肯全然放弃其向来支配埃及之实权。于是埃及问题，始终未有彻底解决，而留为东方问题纷扰之种子。

苏俄的反帝国主义活动

对于西方列强所支配的国际政局，构成一个最大的扰乱的要素者，实为新兴的苏俄势力。俄罗斯在1917年3月革命之后，执政权者为旧国会中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一派；他们代表中流阶级，而在外交上亦不能全脱帝政时代帝国主义的传习。所以自始即宣布在对德战争上继续与西方协商列强共行动。临时政府于5月改组，加入社会党分子数人于内阁，并且后来由社会党员克伦斯基（Kerensky）主政，俄政府的内外政策倾向于早日议和，但是他们对于协商国形式上仍维持同盟关系。及至同年11月革命结果，形势根本变化。新取得俄国政权之社会民主党过激派，即所谓鲍尔雪维格派（Bolsheviks）组织苏维埃式政府，标榜共产主义，宣布阶级战争、世界革命及反帝国主义之宗旨，并且否认帝政时代一切外债及条约义务，不但决不肯与协商国继续对德战争，且其政治主义根本的与西方列强之政制及政策不相容。鲍尔雪维格派支配之苏俄政府，主张全体停战讲和，要求协商国发表其战争目的而不得到后者之回答；他们仍决然与德国单独讲和，而有1918年3月之《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此和约表示俄国与西方列强关系之破裂，而给协商国军事上以莫大之打击。从此西方列强之敌视苏俄，或且较之嫉恨德国有过之无不及。1918年德国战败求和，协商国强其接受的停战条件之一，即是取消《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约》。而俄国内部之反鲍尔雪维格政府之运动，亦受西方列强，尤其英、法之鼓励不少。当时法国政府领袖人物如克雷曼索之流，至声言，对于鲍尔雪维格势力之西侵，当于东欧张“防疫线”（cordon sanitaire），即可见在国际政治上苏俄之新势力，如何与西方列强势不两立。列强早已对鲍尔雪维格政府断绝国交，而采用武力干涉政策，以促此政府之推翻。在巴黎和会开会时，美总统威尔逊氏曾提议（1919年1月22日）召集俄国相争的各派，开会议于普林基坡（Prinkipo），以期中止俄国内乱，但无结果，则因为其时鲍尔雪维格政府虽允诺到会，而反鲍尔雪维格政府之各派，则不肯参加，法国亦反对调停之提议失败，内战仍然进行，而西方列强之军队及军火，大有助于俄国各方面反鲍尔雪维格政府之白党军队的活动。协商国并且久已封锁俄国，实际断绝其对外通商（从1918年3月以来）。及至1920年中，各方面白党军队失败，波兰之对俄攻击亦大遭败北。从此鲍尔雪维格政府权力巩固；而协商国国内舆论亦反对继续武力干涉政策，尤其英国工党，采行强烈的反对态度。协商国政府，乃不得不承认干涉政策之失败，而渐改变对俄方针。而在他方面，苏俄政府亦急思恢复平和，救济国内经济危机，于是在1920年至1921年之中，力图对外恢复国交，从事外国贸易。其结果则1921年3月16日，英、俄之间有通商协定之订立；此为苏俄对外关系之一大转机。英国对俄恢复通商关系之后，德、意仿其前例，亦于1921年中与俄国成立通商协定。在1922年4月之吉诺亚（Genoa）会议，苏俄且被邀到会，但以不肯接受协商国关于俄国外债偿还之条件，会议无结果。然而苏俄代表乘此会议之机会，秘密与德国代表签订拉拍罗协约（Treaty of Rapallo，1922年4月）；因此苏俄政府取得德国之承认，完成两国友好通商关系。但在此时期中，苏俄只与其近邻之波罗的海沿岸诸国（Baltic States），波兰、土耳其、波斯及阿富汗，成立外交关系，而多数强国，除给予苏俄政府以事实的承认，与之开始通商关系外，并未给予正式承认（de jure recognition）。并且即在开始通商关系以后，彼此间的纷争仍无已时。最后至1924年英国第一次工党内阁成立，情势一变。英国工党首领麦克唐那（MacDonald）组阁之后，不到三星期，即照会苏俄政府（从1923年以后，俄罗斯各部分组成联邦（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所以又称苏联），给予正式的承认（1924年2月1日）。（英、俄两政府于1924年8月在伦敦签订之友好通商条件，则以工党内阁之退职，迄未批准。）意大利亦步英国后尘，迅速于2月7日正式承认苏俄政府。随后瑙威（2月15日），奥大利（2月25日）、希腊（3月8日）、瑞典（3月15日）、海甲国（3月30日）、丹麦（6月18日）、墨西哥（8月4日）、匈牙利（9月18日）次第承认苏俄。而极东之中国（5月31日）及日本（1925年1月20日）经过长期谈判之后，亦卒与苏俄正式订约，恢复国交。而因为债权上的原因反对苏俄政府坚决之法国，亦卒于急进党内阁总理赫里欧（Herriot）之下，正式承认苏俄政府（1924年10月28日）。在列强中始终不肯承认苏俄政府者，惟美国一国而已。

苏俄自1924年以后与列强次第成立外交关系，已不似以前之与它们公然相敌抗。但是苏俄仍然立于国际联盟之外，而以“第三国际”为中心，提倡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国际政治上，苏俄自成一个系统，对于西方列强支配之国际团体，隐然为对抗之一大势力。所以从1925年以来，对俄问题，仍是列强外交上极困难的问题，继续影响于国际政局的安定。

同盟协商制度的复活

巴黎和会创设国际联盟之后，同盟协商制度，仍复流行于国际社会；此实为国际政治的开倒车。实则在巴黎和会中，旧派的政治家，尤其法兰西政府当局，自始即对于国际联盟缺乏信仰，依然相信依旧式的同盟协商制度，维持国际均势，最能保障平和与安全。所以国际联盟之新组织尽管成立，立于联盟外之苏俄，在东方组织同盟（如1921年3月俄土同盟条约）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列强，姑且不论；就是在联盟里面之列强，亦积极制造同盟协商的系统，则是极显著之现象。尤其法兰西政府，因战前受德国侵逼之经验，及战后地位之仍不安全，在巴黎和会中，同意于设立国际联盟，原只为敷衍美总统威尔逊，而其衷心始终仍在另求安全保障之方法，则是公然的秘密。所以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之际，同时法国即与英、美两国各订一保障协约。依此两协约，英、美约定，如值法国未先挑衅，而受德国之攻击，它们出来援助法国。但以美国不批准和约之故，法美保障协约亦被抛弃；而英法保障协约，因之亦不生效。在1922年1月之康鲁（Canne）会议，英国代表又提议与法国订立保障协约，防备德国对法为“非挑发的攻击”。此次则法国代表以其属于片务保障的性质，有伤法国体面，而不肯接受。此后则英法保障协约不复能成问题，因为两国政府关于国际问题，彼此政策的冲突，日渐显著；最后因1923年法国出兵占领罗尔区域之举，英法协调且几归破裂。

但是法国所恃以为外援者，究不是英国，而是大陆方面同样怕受德国或其他敌国攻击之国家。第一个与法国结成同盟者，为比国。1920年9月中，法、比两国之陆军当局订立一军事协定，规定于被攻击之场合，相互援助。法、比两政府将此协定付诸秘密，而不肯如《国际联盟规约》规定，在联盟秘书处登记。此约成立，大引起世间物议，因其不但违反国际联盟打破同盟协商制度之精神，而且公然破坏联盟防制秘密条约之规则。法国的第二个同盟国为波兰。波兰以新产生之国家，内部既杂有异族，又无天然疆界，而介乎俄、德两大国之间，时有被侵逼之危险。波兰自然仰赖法国之外援，以巩固其地位；而法国在对德或对俄之战争上，亦自然利有波兰在东欧之援助。1920年俄波相战，波兰战败告急之时，法国曾迅速给以最大的援助，挽回危局。1921年2月，在波、法两国政府之间，订有政治的协定，约定关于对外问题，行动一致；而一方如被攻击，他方即来援助。在1924年1月，法国与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国订立同盟条约，其规定与法波协约大致相同。于是在东欧方面，法国有两同盟国可以牵制德国之行动。同时而法国在国际政治上所负之义务亦大增加，因为此等同盟国受德国或其他敌国攻击之危险殊多。

与西欧之法国所制造之同盟系统有同样的目的，而且间接相关联者，则有东欧之“小协商”（Little Entente）。组成“小协商”之捷克斯拉夫、罗马尼亚及南斯拉夫国，有的国土完全属于旧奥匈帝国之领土，有的新从奥匈割得大部土地，皆利于维持巴黎和约所定的现状，而防止奥匈势力之复兴。于是它们次第订立互助协约，形成一种新同盟系统。捷克斯拉夫与南斯拉夫之间，有1920年8月14日之协约；捷克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之间有1921年4月23日之协约；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之协约，成立于1921年6月7日。此三约皆以对待匈牙利的攻击为目标，而约定为军事的互助。波兰虽然未正式加入同盟，但自来实与“小协商”合作。而在西欧方面，则“小协商”尚有法国的外援。法国不但精神上与“小协商”表同情；而且对于“小协商”之组成分子，均有互助条约的联结：法捷间已有1924年之同盟条约；法国与罗马尼亚间有1926年6月之友好仲裁协约，与南斯拉夫国间有1927年11月之友好仲裁协约。依此项新同盟系统之树立，法国在大陆上明明占得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

法国及“小协商”方面之同盟系统成立之结果，在欧洲引起对抗的同盟协商运动。1926年4月24日，德国政府与苏俄政府之间，在柏林签订有友好中立协约，表示德俄联络，一时大引起世间注意。而最显著的对抗运动，起自意大利方面。意大利与法国争地中海势力，对于法国之与“小协商”联结，扶植势力于东南欧洲，既存敌视之心，而对于“小协商”之南斯拉夫国亦立于竞争地位。休姆问题，虽然依两国间1920年11月之拉拍罗条约（Treaty of Rapallo），将休姆建为“自由国”（free state），及依1924年1月27日之罗马协定，将休姆自由国消灭，由它们两国瓜分，而告解决；然而意大利与南斯拉夫之关系始终不圆满。为对抗法国及“小协商”之同盟系统，意大利近年来亦极力与他国订结同盟协商关系。其最重要者，为1926年8月7日之意西和好中立协约，约定值意大利被法国攻击，西班牙当守中立。意西协约成立之后，次年又有意匈协约（1927年4月5日）；此为匈牙利在战后第一次订立的政治协约。依此协约，意政府约定将两国争议交付仲裁和解，许匈牙利以出休姆港之通路；并且意政府于订约之后，且表示同情于匈牙利要求修改巴黎和约（Treaty of Tiranon）之运动。对于敌视南斯拉夫国之阿耳巴尼亚，意大利亦于1926年11月27日与之订立协约（Pact of Tirana），保障阿耳巴尼亚之领土的政治的现状。而且于1927年11月法国与南斯拉夫国间新协约成立之后，不到两星期，意政府又与阿耳巴尼亚新订立20年军事同盟协约（11月22日），以示对抗。

总之自巴黎和议成立以来，同盟协商运动复兴，一时大有回复欧战以前之旧观之势。此项运动，即令不一定出以公然破坏《国际联盟规约》之形式，至少亦违反联盟组织之精神。欧洲是不是要根本的离开联盟之新组织，而走回同盟均势之旧路上？

第二节　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创设之目的

国际联盟的创设，为1919年巴黎和会最大的成绩。此为国际主义所寄托，为世界新组织的始基。此实行了美总统威尔逊十四条原则之一，于国际社会发达史上开一新纪元。威尔逊及其他平和主义之人士，希望国际合作，世界平和之理想，依此新组织以实现。但联盟尚另有一项特殊使命，即补救巴黎诸和约之弊害及缺点。巴黎和会的决定，尤其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招攻击之处极多。有的决定不公平（如将战争责任全部归在德国方面）；有的条件太苛酷（如极端破坏德国经济资力）；有的条件违反威尔逊宣言之原则（如割让德国领土）；有的事实上完全执行不可能（如要求德国无限定的赔款）。威尔逊明知如此的和约，大反乎他自己的理想，而不利于国际平和，然而终对战胜者之协商列强让步而承认之，盖以为可依国际联盟之永久组织，以图补救于将来。所以他在和会中坚持将联盟的规约列入诸和约，作为不可分离之部分，俾联盟之组织，即时成立。

《联盟规约》

《国际联盟规约》以26条组成。此《规约》可说是新国际组织之宪法。在《规约》前文，缔约国标明联盟之两大目的。即：增进国际互助，保障国际平和。其次则揭举四个原则：（一）缔约国承认不诉诸战争之义务，（二）规定各国相互间光明正大的关系，（三）确立国际法原则，以为各国政府间行为之规则，（四）于组织的民族间之交涉上维持正义及尊重条约。《规约》本文第1条至第7条，规定联盟之构成分子及机关；第8条至21条则为关于联盟消极的职务，如裁兵、仲裁及其他维持平和之活动等项之规定；第22条至25条则为关于联盟积极的职务，如殖民地之委任统治及国际劳工保护等项之规定。最后第26条，则为关于《规约》本身的修正之规定。依上条规定，《规约》之修正，须得组成理事会之“联盟国”之全体，及组成大会的“联盟国”之多数批准，始生效力；凡不赞成此项修正之“联盟国”不受其拘束，但此“联盟国”即从此失去联盟分子之资格。

联盟之构成分子

联盟之构成分子，指名于《规约》附件上者，其数共45，包含协商方面同盟参战国之全体及中立国之大多数。此等国家构成创始的分子。但因为美国及尼加拉瓜（Nicaragua）、厄瓜多（Ecuador）、丰都拉司（Honduras）四国不参加之故，联盟第一次大会，实只以41“联盟国”构成。战时敌人方面之德、奥、匈牙利、保加利、土耳其及俄国、墨西哥、科司他利加（Costa Rica）诸国，则自始即排斥于联盟之外，而不列名于《规约》附件。它们或其他国家如要加入联盟，须经过规约第1条规定之手续，取得联盟大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凡在联盟之各国，均有脱离联盟之自由，但须给予两年之预告，并完全履行其所负之国际义务。

联盟之机关

联盟所在地，定为瑞士之日内瓦（Geneva）。联盟设有四项机关：（一）大会（Assembly），（二）理事会（Council），（三）秘书处（Secretariat），（四）常设国际法庭（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大会至少每年开会一次；“凡联盟国”均有派代表出席之权。但每国所派代表不得过三人，而只有一个表决权。理事会以英、法、美、意及日本之五国代表及其他四国（由大会随时选定，但第一次在规约上指定为比利时、西班牙、希腊、巴西）之代表组成。前者在理事会为永久会员，后者为非永久会员。永久会员及非永久会员之数，均得依大会之决议增加之。理事会随时开会。大会及理事会开会之地点，为联盟所在地或其他临时指定的地方；但实际大会每次均在联盟所在地日内瓦开会；理事会则有时在日内瓦，而常亦在欧洲各重要首都开会。理事会及大会于行使《规约》上特别列举之职权外，尚得议及一切属于联盟活动范围及有关世界平和之事件。理事会与大会之权限，并不似近世国家行政立法两权之划分清楚，不过因为理事会之人数少，集会容易，而又以诸强国为中心，自然其实力较大，而占得一种干部之地位。

秘书处为联盟之永久事务机关，以一秘书长（Secretary-General）主持之。此为联盟机关中之最固定的分子，名义上虽隶属于理事会，而其行政实权则最重要。秘书长由理事会得大会之同意任命，但第一任秘书长，在《规约》上指定为英人德兰孟（Sir James Eric Drummond）。秘书处设于联盟之所在地。

常设国际法庭之组织，在《规约》中未及详细规定，而依第14条，委任理事会拟定之。此法庭之职权，不但在对于当事国提出之争议行使裁判，而且对于理事会及大会向法庭咨询之事件发表意见。

联盟之职务

国际联盟之职务，可大别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种。属于消极的职务者，第一为裁减军备；“联盟国”之军备以减至最小限度为原则（但以足供保障国防，履行国际共同义务之用为限）。裁减军备案，由理事会拟定；理事会并且当设法防止私人兵器制造业之弊害。第二为保障“联盟国”之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联盟国”彼此尊重领土完整及现存的政治独立，对于外来之侵犯，相互保障。如值此种侵犯之事发生，理事会当建议履行上项保障义务之方法。第三为平和解决争议。凡遇有战事或危机，无论直接关涉“联盟国”与否，联盟当认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而取相当的手段维持平和。“联盟国”相互间如有争议发生，不能依通常外交手段解决者，当交付仲裁或提交理事会审议。无论何国，不到仲裁判决或理事会报告后经过三个月，不得诉诸战争。“联盟国”应诚实执行仲裁法庭之判决，不得对于服从判决之“联盟国”开战。争议如不交仲裁，则须提交理事会审议。理事会如依全体一致之同意提出报告，“联盟国”决不许对服从此报告之他方当事者开战。惟在理事会之报告不出自全体同意之场合，当事者始保有行动之自由。上述仲裁及和解之义务，且适用于“联盟国”与“非联盟国”间，及“非联盟国”与“非联盟国”间之争议。总之在国际联盟之制度下，不许有任何国家不先诉诸平和解决争议之方法而自由从事战争。凡有漠视规约之规定，擅开战端者，即认为对于其他一切“联盟国”犯有开战行为，而加以制裁。制裁分作两步执行：第一步为经济的制裁，其形式出以经济绝交与封锁；第二步为军事的制裁，其执行时期与方法，由理事会斟酌情势定之。第四项职务为纠正条约。凡“联盟国”以后缔结条约或国际协定，均须由秘书处登记而公布之；未经登记之条约不生效力。此项规定，意在防止秘密条约，矫正秘密外交。联盟亦且鉴于一切条约或国际关系，不能不受情势变迁之影响，规定大会可随时劝告“联盟国”对于已经不适用之条约重行审议，对于危及世界平和之国际情状，加以考虑。最后，联盟禁止“联盟国”缔结与规约条文相抵触之协定，但声明地域的默契或协定例如孟罗主义，以维持平和为目的者，不认为与规约相抵触。

联盟尚有增进国际共同利益之积极的职务；其最重要者为德国及土耳其属地之委任统治及劳工之国际保护。旧属德帝国或土帝国，而因欧战结果，失其主权者之土地，当置于联盟之监护下分别委任先进国家统治之。受任国之统治权限，各以委任状（mandate）规定之。受任国每年当提出关于其所统治的土地之报告于理事会；为接受审查此项报告，联盟设有一常设委员会。至于劳工之国际保护，在《规约》中只于第23条标立原则；说：“联盟国”对于其治下，一切工人当维持公平的人道的劳动状况，而为达此目的，当组织并维持必要之国际机关。和约中设有“国际劳工组织”一章，规定国际劳工会议及国际劳工事务局之组织及劳工立法原则，即为《规约》第23条所标原则之实行。

除《规约》所载上述消极积极两种本来的职务外，国际联盟尚有多数暂时的特殊的职务，为执行巴黎诸和约而设者。此等职务散见于各项和约及其相关协定，尤以对德和约所载者最为重要，例如萨尔区域之管理，但泽自由市之保护，上叙列色人民总投票之监视等。

联盟之成立

《国际联盟规约》依1919年6月28日对德和约之签字，成为缔约国间之正式协定。而随《凡尔赛和约》之批准生效，联盟乃于1920年1月10日开始其法律的生命。联盟之理事会依美总统威尔逊之召集，于同年1月16日在巴黎开始第一次会议。同年11月15日联盟之第一次大会在联盟所在地日内瓦开会；在此会期中，通过了《常设国际法庭组织法》。次年第二次大会开会，选出此法庭的判官。常设国际法庭乃于1922年2月15日正式成立于海牙，于是联盟的主要机关之组织皆告完成。

联盟之发达

国际联盟于1920年正式成立后，随即开始活动，其本身组织，亦次第发达。第一次大会，依《规约》改选理事会的四个非永久会员，其结果原任非永久会员之希腊一国落选，而中国代之，余均仍旧。非永久会员之数额，在1922年第三次大会增为六个。1926年第七次大会开会，容纳德国加入联盟，同时将德国定为理事会永久会员；而对于非永久会员之数额，则由六个增成九个，而规定其任期为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依1926年大会之决议，理事会非永久会员三年任满，以不连任为原则；但大会得依三分之二多数特别预许某国有再选资格。在1926年之大会，波兰一国取得此连任之预许。1928年之联盟大会，又通过西班牙再选之资格。

联盟之构成分子，自1920年以来，变动亦多。美国原为创立联盟最有力之国家，但以元老院拒绝批准和约，迄未参加联盟；此为联盟所受之第一大打击。但在他方面，从1920年第一次大会以来，依历次大会通过加入联盟者亦有十余国。最后在1926年，最重要之德意志亦卒加入联盟。于是“联盟国”之总数达56；其中科斯他利加及巴西之二国，中途脱离联盟；西班牙则一时宣告脱离（1926年9月），而又复转回（1928年3月）；所以现今（截至1929年9月止），联盟之构成分子实数为54国。当世国家始终不在联盟者，只美国、墨西哥、厄瓜多、埃及、阿富汗、土耳其及俄罗斯诸国而已。

对于联盟之批评

国际联盟自始即有人诋为协商国一面的组织，因其创立之初，排斥敌方之德、奥诸国于外。而且以理事会之独以五强为永久会员，公然承认强国之优越地位，有违国家平等之义，且授五强以操纵国际政治之权能。况且《联盟规约》上并未根本否认战事权，在仲裁及和解之制度下，“联盟国”尚不少诉诸战争之自由，则于维持国际平和之目的殊不能贯彻。加以美国之不参加，俄国之敌视，联盟本身亦减却不少的权威。因之自其成立以来，虽则继续为多方面的活动，然而政治上的成绩究不甚大。有些极重大的国际问题不解决于联盟之手，而反依列强在联盟外面之行动而解决；如华盛顿会议实行限制海军，而联盟之裁军计划，则迄今未能提出，即其一例。有的国际争议，提到联盟，而联盟不能行使和解职权，而须借助于其他机关以解决之；例如在1923年意希间之科府（Corfu）事件，意大利不承认联盟理事会之管辖权，其事件卒另依巴黎之“大使会议”（The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以处决。但在他方面，国际争议依联盟之干涉以解决者亦复不少；例如1921年瑞典、芬兰间关于阿南岛（Aaland Islands）争议之解决，同年德意志、波兰间争执的上叙列色（Uppern Silesia）国境之决定，及1925年希腊、保加利间武装冲突之制止及处决，均已发挥联盟之效能。常设国际法庭则自1922年6月第一次开庭以来，继续行使其司法的职权，而其咨询的职权（即对于联盟理事会咨询事件提出意见），更日益见其重要；此亦有助于联盟平和使命之履行。至于国际共同利益之事，如关于劳工、经济、交通、卫生等事，及其他国际共同行政，多赖联盟活动之力，着着发展，亦为显著之事实。

就联盟本身组织说，自《罗卡诺公约》成立结果，德国加入联盟之后，联盟已不复有协商国片面的组织之嫌疑；而以德国之合作，联盟之基础益加巩固，其权威亦增长。所以联盟虽未能如世人理想，即时成一世界组织，充分实现国际主义之精神，然其趋势究系朝着此方向进行，似亦不容漠视。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的起源

在巴黎和会以后，关系最重大而最有成绩之国际会议，可说是1921年至1922年之华盛顿会议。依此会议召集之事实，可见美国虽然不批准巴黎和约，不参加国际联盟，不愿卷入欧洲政治之漩涡，而究不是忘情于世界政治的。代表共和党之新总统哈定（Harding）氏于1921年3月就职时，宣言反对国际联盟及《凡尔赛和约》，但同时主张组织一种“国际联合”（Association of Nations）。而在5月中，国务卿休士（Hughes）决定使美国代表以“视察者”（observer）之资格，参加巴黎之“大使会议”，及非正式的派人参加联盟召集之各项会议。华盛顿会议之召集，更为美国在世界政治上积极的活动之表示。1921年7月8日，依美总统之训令，美国国务省向英、法、意、日四国政府，为一种非正式的探询，询其是否愿意参加一个限制军备之会议，会议地点在华盛顿，开会时期另行协定。美政府并且声明，因为限制军备问题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密切相联，所以对于与远东利益有关系之问题亦当讨论；为此目的，且当招请中国到会。对于此项非正式的提议，英国首先欢迎，法、意亦表赞成。惟有日本一国，一方面表示愿意参加限制军备之会议，同时对于所谓远东及太平洋问题之性质及范围，要求说明（7月13日）。美国政府拒绝给予说明，而声明会议之议题范围，当于会议开会之前，由当事国间协议决定。在此默契之下，日本卒亦承认到会（但仍声明在议题中不要牵入仅仅关涉某某特定国家间之问题或既成的事实）。

于是关于召集会议之一切初步交涉完成；美政府乃于8月11日向英、法、意、日四强发正式招请状。同日对中国亦发赴会之招请状，但限于参加关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之讨论；此项招请状，随后亦送于在太平洋及远东有利益关系之比利时、荷兰及葡萄牙。于是华整顿会议，就限制军备说，则为英、美、法、意、日五强会议；就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说，则为英、美、法、意、日、中、比、荷、葡九国会议。会议日期，定为1921年11月11日，即1918年对德停战条约签字纪念日（Armistice Day）。各国代表均于预定之期日，即11月11日，齐集于华盛顿，但开会式迟至次日（12日）举行。

会议的目的

华盛顿会议原来的目的，在限制军备，尤其海军。限制海军发意者为美国，而助成者则为英国。欧战虽然于1918年11月终止，然而各国战后的财政经济，一般在危险状态，而军备扩张不已，国民负担更以加重。而经过对德战争之美国，亦卷入世界军备竞争之漩涡中。美国虽然战后财力雄厚，优足以支持此项竞争，然而长此竞争下去，不但预算不能如国民期望大加减缩，而且引起他方极端的对抗竞争，增长战争之危险。美国战后海军大扩张，大有凌驾英国、成为世界第一海军国之势。英、美海军之竞争，是不是将演成欧战以前英德海军竞争之同样的恶果？反对威尔逊和议政策之共和党，已依总统哈定掌握美国政权。哈定于1921年3月就职之后，即时遇着削减预算，减缩军备之问题。有名的元老院共和党议员波拉久已提议召集英、美、日三国会议，停止海军扩张。而在5月中，波拉又在元老院动议，在海军预算内插入一条文，命总统召集减缩军备之国际会议，而经该院通过。与列强协议减缩军备，已成为美国有力的舆论之要求，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即所以应此要求。但若不是在对美海军竞争立于最重要地位之英国方面，对于此项减军运动，有极良好的反响，美国的提议亦不见得如此容易成功。英国战后疲于海军的竞争，亦甚愿与美国妥协。此项妥协的意思，在1921年3月中已由英国海军当局口中表示出来。在1921年夏间，美政府召集华盛顿会议之意思刚才宣布，此时在伦敦开会之英帝国会议（The British Imperial Conference）即通过一个决议案，暗示接受英美海军平等之标准。此项妥协的态度，大有助于华盛顿会议裁军谈判的顺利进行。

华盛顿会议之主要目的，在限制军备，停止军备竞争。而其辅助的任务，又在改善太平洋及远东方面之现状，而此方面之国际情状，则有引起国际争议、甚至战争之危险，而间接即为助长军备扩张之原因者。中国及日本，构成远东问题之两个重大的因素。一方面有广土众民之中国，富源无限，而积弱不振，引人觊觎；他方面有抱野心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力谋向外发展。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势力继长增高，野心亦日益暴露；及至欧战间，大有垄断东亚大陆势力，甚至支配远东全体之气焰。然而列强对于远东及太平洋则皆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参加华盛顿会议之诸国，除意大利及比利时外，皆在太平洋上有重要的属地；比利时则在中国有重大的投资。而一切列强皆于中国有重要的商业关系。列强为保全此等物质利益，不能不对于此方面之利益冲突，求一解决方法；尤其要抑制日本的帝国主义的野心，使列强经济活动有在中国自由发展之均等机会。惟如是乃能解除此方面发生冲突之危险，乃能减除维持军备竞争之动机。于是协议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乃与限制军备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而成为华盛顿会议之第二目的。

日英同盟问题

日英同盟存废问题，原亦与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密切相关联；而英国所以赞助华盛顿会议之一个重要动机，即在藉此会议以解决此困难之外交问题。日英同盟最初订立于1902年，而经过1905年及1911年两次之续订。此同盟在保障日英两国在远东之利益，原来以对俄为目的。迨至日俄两国经过1904～1905年之战争，从1907年以后日益接近，而英俄又订有1907年之协约，从此日英对俄冲突之机会减少，同盟原来之目标，可说已渐消失。于是后来的解释，是说同盟的目的，已改为对德。但日俄战争之后，日美感情日坏，时似有发生冲突之危险。属于日英同盟一方缔约者之英国，渐感知同盟义务的履行，不免有将英国牵涉入对美战争中之危险。于是在1911年有改订日英同盟条约之举，而将同盟助战之义务，从对于与一方缔约国订有一般仲裁条约的国家之战争除外（当时英美正在议订一般仲裁条约）。如此改订日英盟约的结果，英国在日美战争之场合，免除助日攻美之义务。实则因为日本国力之发展，其在远东之政治的商业的优势，行将侵逼其同盟国之利益，日英名为同盟，实已是貌合神离。在欧战期中，日本对中国之侵略行动，对俄国之提携政策，久已引起英国的敌视；而日人亦公然倡废止日英同盟，代之以日俄同盟之说。则此同盟之命运，在欧战后之成为国际重大问题，久已是关系各方的意中事。依1911年7月13日改订之日英同盟条约，同盟有效期限为十年，则此同盟到1921年7月13日即告满期。该约且规定，如任何一方要废止此同盟，须于满期前一年通知，否则同盟继续有效，以至有一方宣告废止为止。（在此场合，同盟从宣告废止之日起，再继续12个月有效。）英国政府如要依原定期限，废止此同盟，则有于1920年7月13日以前，给日本一确定的通知之必要。于是在1920年巴黎和会闭会之后，日英同盟在日英两国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此问题，则又关涉日英两国以外许多国民的利益。日本遇着俄国革命，德国战败之事变，对于政策的全部计划，完全龃龉；它在战后新国际情状之下，渐感孤立，此时为维持其在远东之国际地位，利于保持对英同盟关系。所以日英同盟的延长，毋宁是日本之所希望。但在英国方面，则问题不如是之简单。英国之殖民地如坎拿大、南非联合，皆反对日英同盟之继续。坎拿大以与美国接境关系，恐因日美战争，陷于困难，反对日英同盟继续之态度最为明白坚决。第三者之中国及美国亦表示反对日英同盟。尤其美国之反对，英政府不能不顾忌。日英同盟，原为对俄，后亦说对德。但是欧战以后，俄德在远东均已失势，同盟原来的目标已经消除。反之，同盟一方缔约国之日本反成为远东之最大的侵略者。在此新情状之下，犹继续日英同盟，究竟为对何国？此则在美国方面自然必发出之疑问。对于美国人士此项情感，英国当然不能漠视。实则日英同盟的存在，对于英国本身，已无实在利益，而徒然扰乱英美关系。同时，英国亦不愿径行宣布废止日英同盟，以致伤害日本之感情，因之在远东新造一敌国。同盟之存废问题久不解决，而在1921年6月、7月及8月间伦敦开会中之“帝国会议”，成为争论的焦点。

实则日英同盟，因为《国际联盟规约》之关系，在英日两政府间已经发生交涉。日英两政府于1920年7月8日共同向国际联盟发一照会，承认1911年7月13日之同盟条约，不完全与《联盟规约》之文义相容洽，而声明，“如果该同盟条约于1921年7月以后仍继续，则必出以不与《规约》相抵触之形式”。而在1921年7月7日，时值“帝国会议”正在伦敦开会，日英两政府对于联盟发第二次共同照会，声明将来在日英同盟条约有效期间，凡遇《联盟规约》上之义务与同盟条约上之义务相冲突时，应以《规约》为准。在“帝国会议”中，英国殖民地，尤其坎拿大之代表，反对日英同盟最力；他宣言，任何契约之可以将坎拿大卷入于对其南境共和国（美国）之纷争者，坎拿大均不能赞同。此种反对态度，大影响于英国政府的政策。英国政府为顾虑殖民地及美国的态度，已不能不倾向于终止对日同盟关系；而“帝国会议”之进行，又大受美国召集裁军及太平洋会议之影响。英政府原有意依英、美、日三国协商，解决日英同盟关系，今则可以利用华盛顿会议，以列强共同决定的形式，来解决此难题。此亦为英国最踊跃的赞成华盛顿会议之一大原因。于是英政府免除了在1921年7月13日对于日英同盟存废问题，下一决断之困难；“帝国会议”关于同盟亦不为何等确定的决议。日英同盟认为仍然继续有效，而其命运，则须视华盛顿会议之结果以定。

会议的组织及程序

华盛顿会议于1921年11月12日举行开会式。到会代表之有名人物，除美国国务卿休士（Hughes）外，有英国老政治家巴尔福（Balfour）及法国内阁总理蒲立央（Briand）等。美总统哈定致开会词之后，依英代表巴尔福之动议，美国代表休士被推为议长。会议分为两个总委员会：其一为“军备问题委员会”，以英、美、法、意、日五强之代表组成；其二为“太平洋远东问题委员会”，以上述五强及中、比、荷、葡之九国代表组成。两委员会各自独立工作，随时报告其结论于大会（Conference in Plenary Session）。（在此两总委员会之下，设有必要的分委员会，从事专门问题的讨论及起草之工作。）两总委员会之会议是秘密的，但每一会议完结之后，照例向报纸发表其要点。大会会议则是公开的，前后共七次；最后一次在1922年2月6日，时则会议中通过之各项条约案，经各国代表正式签字。会议之议题，在开会前已经由相关列强大使与美国国务卿在华盛顿非正式的商定，而于1921年9月12日，由美国政府通告参加会议之各国政府。依此通告，会议之议题，大别为下之两部分：（一）军备限制，细分为两项：（甲）海军军备之限制，（乙）陆上军备之限制。（二）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细分为三项：（甲）关于中国之诸问题；（乙）关于西伯利亚之诸问题；（丙）委任统治诸岛。上述之两总委员会，即按照议题之区分而设立者。

军备限制问题

华盛顿会议开会之第一日，美国代表休士即时以美政府之名义，提出大规模的海军军备限制案，殊为惊人之举。休士说明会议进行之方法，主首先讨议军备限制问题，而后移到太平洋及远东问题。而在军备限制问题之中，虽然包含有海陆空三种军备问题，他主张先从比较有成功希望之处着手；而海军限制，则他所认为最容易实行者。实则美国所最注重而为此次召集会议的目的者，亦为海军军备限制问题。而关于陆军，则自始即认为在会议中规定军备限制，纵非不可能，亦极困难。在英美两国方面，此项困难固不存在，因为两国均不是陆军国；美国于战后已将陆军减至16万人，英国已减15.4万人（除印度军队外）。但在意、法及日本三国之场合，则发生问题。在1921年11月21日大会中，法国代表蒲立央为一时间之长演说，表明法国常备军已减少三分之一，不久将减至半数。但此为法国减军之最大限度。法国政府为本国的安全，不得不保留维持安全之手段。意大利代表声明意国军队已减缩，现在总数不逾20万人，尚拟再减缩，至17.5万之数，但他须顾虑战后新兴国家（暗指南斯拉夫国及匈牙利）之军备。日本代表则说，各国陆上军备依其特殊地理的形势及其他情势而定，今欲为确定的比较，几不可能。各国代表此等表示，大足以阻害陆军减缩计划之进行。经过考虑之后，会议认定此时无成立陆军限制协定之可能，于是关于陆军军备问题，在会议中无何等决定。至于空中军备，则亦认为规定限制，尚非其时；而会议依1922年1月9日总委员会之决议，声明此时对军用或商用之航空机之数额及性质加以有效的限制，实不相宜。于是关于军备问题，会议全副精神，乃贯注于海军军备的限制上。

海军限制协定

1921年11月12日，在华盛顿会议中，休士代表美政府提出之海军限制案，系以设定十年海军休息期及废弃现在建造中或设计中之主力舰及既存的老龄舰，以停止海军竞争为主眼；而以下之四条为实行上的一般原则。（一）在实行中的或预定的主力舰建造计划，全部废弃；（二）依有些老龄舰的废弃，为进一步的减缩；（三）大体应参考关系列国之现在海军力；（四）应以主力舰之吨数为海军力测定之标准，并按照主力舰吨数比例，分配相当的辅助舰艇。上述四条中之（三）条，实为休士案之特点；依此条，则“现在海军力”定为限制及裁减军备之出发点。此出发点既定，休士提议在美政府方面为遵行（一）（二）两条原则，废弃15只在建造中的主力舰，并将既存的老龄舰中废弃15只，其减去之总吨数为845740吨。在他方面，则期望英日两国亦就现在海军力之基础，按照此比例实行裁减。依其详细计划，英国之所应废弃之船舰（既存的或建造中的）共23只，其总吨数为583375吨；日本所应废弃之船舰17只，其总吨数为448928吨。在此计划之下，英、美、日三国海军所即时废弃之船舰为66只主力舰（既存的或建造中的），其总吨数达1878043吨。上述裁减计划实行之后，美国海军保有18只主力舰，其总吨数为500650吨；英国保有22只，其总吨数为604450吨；日本保有10只，其总吨数为299700吨。关于船舰之代换，休士的提议是，（一）从海军协定成立之日算起，十年之内不得为船舰之代换；（二）代换之最大限度吨数，英美各以50万吨，日本以30万吨为限；（三）在上述十年限制及最大限度吨数之范围内，凡主力舰之舰龄达20年者，得建造新主力舰代换之；（四）为代换而建造之主力舰，排水量不得过3.5万吨。

休士的上项计划虽然惊人，然而大体为相关列强所赞成。海军限制之讨论，起初限于英、美、日三国，因为美政府不预备将“现行海军力”之标准适用于法、意海军之限制（法、意两国海军力因受欧战特殊情势之影响，比较微弱，势不能取为减军之标准）。在英、美、日三国代表之讨论中，日本首先提出两项异议：它对于代换吨数要求改5∶5∶3之比率为10∶10∶7之比率；它要求将新军舰陆奥（休士案所列为应废弃的军舰之一）保留。对于第一项要求，美政府绝对不肯承诺，而日本亦不再坚持。同时日本取得英美两国之同意，相约对于三国各自在太平洋领地上之要塞及海军根据地维持现状；但此限制，不适用于美领布哇诸岛，英领澳斯大利亚、纽西兰与构成日本本国之诸岛，以及美国与坎拿大之沿岸岛屿。此项协定，后亦编入华盛顿《五国海军协约》（第19条）。至于陆奥舰之保留，则英美承诺了日本的要求。因为日本海军有此项变动，关于英美军舰之原定计划，亦略有变更，以维持原定的比率，其结果则最后载于华盛顿条约之海军协定如下：暂时美国仍保有18只主力舰，其总吨数为500650吨；英国保有22只，其总吨数为580450吨（原定为604450吨）；日本保有10只，其总吨数为301320吨（原定为299700吨）。同时，最大限度的代换吨数，则由美之50万吨，英之50万吨及日本之30万吨，增为美52.5万吨，英52.5万吨，及日本31.5万吨，但是原定的5∶5∶3之比率，则仍维持。

美、英、日三个主要海军国关于主力舰之协定既成立，第二步即在将此项协定推及于法、意两国。对于此两国，先已决定不适用“现在海军力”之标准。英、美、日因上述减缩计划而废弃之主力舰吨数，达现在力量之百分之四十。欲使法、意主力舰依此标准为相当的减缩，决非它们所肯承诺，因为它们现在海军力原不强大。于是决定使它们保有现在主力舰吨数，即：法之221170吨，意之182800吨。而其可以代换之主力舰吨数之最大限度，则法、意各定为17.5万吨。最初法国要求一更大的代换吨数，即35万吨（两倍于法国现有的“努级”（dreadnoughts）之力量），而不得会议之允许。法国卒接受主力舰17.5万吨之限度，但附一重要保留，即它不能承诺依休士原案四原则中之（四）项所定之方针对于辅助舰为比例的缩减。至于意大利，原注重在争得与法国之平等地位；此地位既得，亦接受17.5万吨之限度而不生问题。

于是美、英、日、法、意五强之海军限制协定，在会议中完全成立。协定之要点总括起来，是：美、英、日、法、意五强，于协定实行之后，各自保有之主力舰吨数，美为500650吨，英为580450吨，日本为301320吨，法为221170吨，意为182800吨。十年之内，不得建造新主力舰，十年以后，可以代换之主力舰总吨数，亦不许超出下之最大限度，即：美52.5万吨，英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17.5万吨，意17.5万吨。

辅助舰及潜水艇问题

休士原案中关于辅助舰（包含潜水艇）亦规定有限制，但此部分之规定，不能得相关列强之一致赞同，最后只得抛弃。原案的规定，在使辅助舰与主力舰受同一比例的限制，但法国及日本均表反对。法国反对比例的限制辅助舰之意思，在接受主力舰限制之时，附有保留，已经表明。及会议讨论到辅助舰限制计划，法国代表力言，为保护法国领土及交通，需要多数的巡洋舰及潜水艇，不能受比例的限制；而声明，关于此问题，决不能让步。此项坚决的反对，卒致关于辅助舰之限制不能成立任何协定。

关于潜水艇之讨论，在会议中更引起激烈的论争。英国政府不以休士原案之限制吨数为足，且进一步而主张完全废止潜水艇。英国代表于1921年12月22日之总委员会，提出禁止使用潜水艇之决议案，大受法、意及日本之反对，并且美国亦不赞成，它们认为潜水艇可以为防御之用；废止潜水艇适令支配海上权之英帝国独占便宜。于是会议决定保留潜水艇之武器，但同时亦认为防止此项武器的滥用，有设为限制的规定之必要。此等规定载入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意、日签订之一条约中；依此条约，潜水艇执行临检搜索及攻击之职务，不得违反普通军舰适用的国际法规则；潜水艇亦不得为破坏商务之用。此条约同时禁止战时使用毒气或其他同样有害的物质（但此条约因为缔约者之法国政府未予批准，迄今未生效力）。

除主力舰之外，惟有航空母舰（Aircraft Carriers），在会议中定有总吨数之限制，即：美、英各不得超过13.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8.1万吨，法、意各不得超过6万吨。

《五国海军协约》

以上所述关于主力舰限制之协定，载入于华盛顿《五国海军协约》（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ritish Empire, France, Italy, and Japan for the Limitation of Naval Armament）；此协约案于1922年1月31日经总委员会通过，于2月6日由美、英、日、法、意五国代表签字，而于1923年8月17日在华盛顿交换批准书，发生效力。《五国海军协约》分为三部：第一部为关于限制海军之一般规定；第二部为关于本约执行上之规则；第三部为杂则。第二部规定，属于技术之性质，其中有关于约中所用术语之解释，于条约执行上极关重要；例如“主力舰”，则其定义为“军舰之排水量在1万吨以上或装备口径8吋以上之炮而非航空母舰”者。而依第三部之杂则，则缔约国在从事战争之时，得于通知他国之后，于战争期中，停止其依本约所负之义务。本约继续至1936年12月31日有效，但如在距此日两年以前，缔约国任何一国不为废约之通知，则本约继续有效，以至有一国通知废约后经过两年为止。

《四国太平洋协约》

华盛顿会议，协定了海军的限制，同时亦成立了一种地域的协定，即所谓《四国太平洋协约》（The Four Power Treaty relating to the Pacific）。《四国太平洋协约》，原不在会议议题之列；严格的说，亦并未经过会议之讨论。然而此协约之实际与会议目的有密切关系，则不容否认。盖一则英、美、法、日四国协约原意在代替日英同盟，而日英同盟问题之解决，至少是英国赞成华盛顿会议之一个大原因；一则太平洋方面四强势力之竞争，足以助长海军竞争的趋势，此方面成立地域的协定，亦即所以减少列强海军扩张的动机。于是在华盛顿会议进行中，英、美、法、日四国代表同时亦在会外从事于太平洋协定之谈判。及至1921年12月10日之大会，美国代表元老院议员罗治（Senator Lodge）乃得向会场报告英、美、法、日四国间关于太平洋上所领岛屿的协约之内容；而此协约于12月13日经四国代表签字。

四国协约之内容殊简单，共只包含四条。（一）缔约国相互尊重它们关于太平洋上所领岛屿（insular possessions and insular dominions）之权利；倘关于太平洋问题在它们之间发生争议则开会议审议解决之。（二）如值上项权利受他国侵略行动之侵逼，则缔约国应即会商应付之手段。（三）此协约从生效日起10年有效；10年之后，任何一国得依12个月之预告，终止其效力。（四）此协约批准生效之后，1911年7月13日在伦敦缔结之日英同盟条约，即行作废。于是四国协约，一方面减除太平洋方面势力冲突，一方面又为英国解决了一个最难解决的日英同盟问题。英美妥协之一个障碍因之得以除去；而日本亦得于解除旧同盟时不伤其体面。此于华盛顿会议，确是一大成功。

在四国协约之后，附有美国政府一道宣言，声明两点：第一，此协约难适用于委任统治下之太平洋岛屿，但不得认为美国承认了此项委任统治权，或妨害美国与相关国家关于此种岛屿之协定。〔美政府之所以为此声明，因为当时美日间适有关于在日本委任统治下之旧德领耶普（Yap）岛之争执〕。第二，协约第一条所指之争议，不包含国际法所认为属于各国国内法权之问题（例如关税及移民事项）。此项宣言，亦于协约签字之同一日，由四国代表签字。

美国对外政策的传习，反对与欧洲国家结成任何“牵累的同盟”（entangling alliance）。四国协约之第2条，是不是已树立同盟之基础？大约是为免于此项疑虑起见，报告协约案之罗治，当日在会场中，特别申言，在此等直率的条文之背面，并无任何海陆军的制裁潜伏在内。此其意即在表示《四国太平洋协约》不是一种同盟，而只是一种所谓地域的默契（regional understanding）。

四国协约第1条所指之“所领岛屿”（insular possessions and insular dominions）原意包含日本本土及英领澳斯大利亚洲与纽西兰在内。但后来日本及美国的舆论，均反对将日本本土包括在此协定之内。于是依随后四国签订（1922年2月6日）之一追加协定，将协约之范围减缩，特别指明协约所适用之日本所领岛屿，限于萨哈连南部（桦太岛）、台湾与澎湖列岛，以及在日本委任统治下之诸岛；日本本土则默示的除外。但英领澳斯大利亚及纽西兰则仍包括于协约之范围。

远东问题

次于海军限制问题，在华盛顿会议占议事之重要部分者，为远东问题。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于1921年11月16日开第一次会议。此委员会之讨议，大部分关涉中国主权的限制撤废问题，及因过去20年来日本向外发展的侵略行动而发生之新情势。中国久感受不平等条约之害，在1919年巴黎和会中，中国代表团关于修改现行条约，撤除中国主权上的限制，已经有提案，但未获付议。华盛顿会议既将远东问题列入议题，当然应予中国问题以充分的讨议。日本依日俄战争结果，立足南满洲以来，着着发展其侵略政策；而于1915年乘欧战机会向中国提出21条要求，强迫中国政府接受其大部分，因之新占得许多政治的经济的权利。日本并且对于西伯利亚，亦乘俄国内乱之机会，企图侵占；在1918年，日本与英、美、法一同出兵西伯利亚之沿海州（The Maritime Province），其目的原在援救从俄国撤退之捷克斯拉夫军队，及保护储存在海参威之军用品。及上述诸国军队悉已撤退，日本军队反由一师兵增至7万人以上。于是亚洲之东海岸落在日本之手；而中国的独立，亦受日本的侵逼。为维持远东的长久平和，即须有以制止日本的野心，救济此危险的局势。

最初世人一般以为美国代表对于远东问题准备有提案，将如休士提出海军案之方式，提出于会议。后来或许是美国政府变更计划的缘故，他们自己并无提案，而促令中国代表发表意见。在1921年11月16日，“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提出10条原则。作为决定关涉中国的诸问题之准规；但会议觉其太笼统而牵涉太远，不适于详细的讨议。数日以后，美国代表鲁脱（Root）在总委员会另提出原则四条，作为决议案通过（11月21日）。此项决议案，即所谓“鲁脱决议案”（the Root resolutions）者，于12月10日之第四次大会通过，兹述其要点如下：（一）列强尊重中国之独立，及领土的行政的完整。（二）列强给予中国以充分的机会俾其发达并维持一有力的安定的政府。（三）列强承认各国在中国之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四）列强不利用现在的情状，在中国谋取特权利益。而关于中国问题之基本原则，后来更详细的规定于1922年2月6日英、美、法、日、意、比、荷、葡及中国九国签字之一条约（The Treaty relating to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o Be Followed in Matters concerning China），即一般所谓《九国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条约》者。此条约之主旨，仍在拥护“门户开放”主义，使列国在中国享有工商业的机会均等利益。

至于中国的诸种具体问题，在会议中说是以鲁脱的决议四条为指导的原则，从事讨议。其结果则关于关税问题，在1922年2月6日签有《九国关税条约》。关于领事裁判权问题，则于1921年12月10日之大会，通过有关于中国司法调查之决议。而关于其他问题，则尚有在总委员会通过的下列各种决议：（一）关于中国无线电信之决议（1921年12月7日）；（二）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邮局撤废之决议（12月12日）；（三）关于在中国驻屯的外国军队撤退之决议（1922年1月5日）；（四）关于中国铁路运赁划一之决议（1月19日）；（五）关于中国裁兵之决议（1月20日）；（六）关于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合同公布之决议（1月21日）。此诸种决议案，提出于1922年2月1日之大会，全部通过。上述之条约及决议，对于中国的诸种问题，除外邮之撤废，采有根本的解决外，余皆是一种敷衍搪塞的办法。关于最重要的关税及领事裁判权两项，会议所决定者亦不过是召集“特殊关税会议”，讨议裁厘加税，及派员来华调查司法而已。此外关于租借地之交还，在会议中并且无正式的议决，只由英法各国代表为口头的允诺，而且附有保留。

至于为中日两国间最大的纷争种子之“二十一条”问题，则在会议中竟未得郑重的讨议。惟有山东问题，依英美两国代表之斡旋，由中日两国代表在会外直接谈判解决。此谈判于1921年12月1日开始，而于1922年2月1日之大会，由美国代表报告其结果；三日以后，中日两国代表，在华盛顿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协约》（1922年2月4日）。

西伯利亚及耶普岛问题

西伯利亚问题，原为华盛顿会议议题之一，意在解救东部西伯利亚方面因日本的侵略行动新发生之危险情势。1922年1月23日，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开始讨议此问题，但在会议中亦无具体的解决，仍只以日本代表尊重在全俄之通商及机会均等主义及保障于适当时机迅速撤兵之一道声明了事。

耶普岛问题，在巴黎和会以后，成为日美两国争持不决之悬案。协商列强在巴黎决议将旧德领太平洋岛屿中之耶普岛及其他赤道以北之诸岛委任日本统治；美总统威尔逊则保留耶普岛之最后处分权，以待将来考量，因为此岛为太平洋上海底电线最重要的交通点，涉及美国重大的利益。但此问题经过1920年秋间日美两国在华盛顿之商议而无结果，成为日美两国政府间争执最烈之外交问题，当然在华盛顿会议中亦应属于太平洋问题中之一议题。但此悬案，亦如山东问题然，系由关系国政府在会外直接谈判解决。在华盛顿会议闭会之际，日美解决此悬案之条件，卒告成立。其结果在1922年2月11日，日美两国代表签订关于耶普岛之协约；依此协约，美国承认日本对于赤道以北旧德领诸岛之委任统治权，日本则承认美国享有在耶普岛上关于海底电线之完全权利。

华盛顿会议的总成绩

华盛顿会议于1922年2月6日开最后一次大会，宣告闭会。会议之会期历80余日，前后开过大会七次；大部分工作，均成就于各委员会之手。今将其结果总括起来，则订有重要条约七种：（一）《五国海军限制协约》，（二）《五国潜水艇及毒气协约》，（三）《四国太平洋协约》及其《追加协定》，（四）《九国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条约》，（五）《九国关于中国关税条约》，（六）《中日解决山东悬案协约》，（七）《日美关于耶普岛之协约》。此外尚通过有决议共十二种，大部分关系中国的问题。在上述诸条约中，《五国海军限制协约》及《四国太平洋协约》及其《追加协定》，均于1923年8月在华盛顿交换批准书后，即时生效。《九国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条约》及《九国关于中国关税条约》则因为法国延不批准（说是因为中法间“金佛郎案”未解决之故），迟至1925年8月，全部批准书交换完了，始生效力。至《五国潜水艇及毒气协约》，则亦因为法国延不批准，迄未生效。《中日解决山东悬案协约》及《日美关于耶普岛之协约》，则各于1922年6、7月中依批准书交换手续之完了，发生效力。

就全体说来，华盛顿会议，议事涉及如此多方面之复杂问题，而在短时期中，成就的工作如此之多，在国际会议中总不能不谓为特别有成绩者。但论其实际的效果，则仍不免令人失望。军备限制原为会议主题，但其所限制者，既限于海军，而在海军限制上，亦只涉及主力舰。于是会议闭会以来，辅助舰之增造成为各国海军竞争之新现象，其危险性不亚于主力舰之扩张。四国关于太平洋之协约虽然成立，但其直接效果，亦只在代替日英同盟，而对于太平洋势力冲突问题，并未有根本解决。其后数年中，英国建造新加坡海军根据地大计划之进行，足以充分证示此方面竞争危险的仍然存在。至于构成远东问题最重要部分之中国的问题，则可说完全未得到正当的解决。对于中国的要求，会议似乎全无诚意容纳。说者谓美国代表之变更原定提案计划，而促中国代表自行提案，即系看清会议形势，恐怕提案不见容纳，有伤美国体面；其说或亦近乎事实。无论如何，中国依此会议所得之利益，实很有限。此非独表示中国外交之失败，实亦为远东问题留下纷争的种子，有违华盛顿会议召集之目的。

第四节　罗尔占领与达威斯计划

赔款问题

巴黎和议以后，在对德和约执行上，赔款问题，实最引起法德两国间的冲突，不断的构成国际政局纷争的原因。冲突的极点，有罗尔区域占领之举；而纷争的解决，则有待于达威斯（Dawes）计划之施行。

《凡尔赛和约》规定了德国对“同盟参战国”赔偿之义务，但未定出赔款之总额；此项总额，当由赔偿委员会于1921年5月1日以前决定，并通告德政府（第223条）。于是和约虽然成立，赔款问题全未确定。德国究竟应当偿付若干赔款？赔款依何比例分配于同盟参战国之间？德国依何方法交付赔款？德国如不诚实履行赔款义务，依何手段强制执行？此皆为巴黎和会闭会以后，“赔偿委员会”及在此委员会背后之协商列强所急待确切解决的问题。因而在此时期中之“会议的外交”，亦多以赔款问题为重要的议案。

赔偿委员会

负赔偿条款执行之责任者，为“赔偿委员会”（Reparation Commisson）。此项国际委员会，根据《凡尔赛和约》而设立，在达威斯计划实施以前，在欧洲政治上可说是最重要的机关。依和约的规定（和约第八编附件二），委员会以英、美、法、意、比、日本及南斯拉夫诸国委员组成之。每次开会时，只许有五委员出席表决。惟有英美法意四强之委员常任出席，其第五席则除日本或南斯拉夫国委员为特殊问题出席外，常由比国委员充之。其他同盟国关于与其本国利益有关之议事，亦得派员列席，但无表决权。委员会之决议，以多数同意为原则。然以美国自始即不派委员出席，而比国又常附和法国（加之委员会设在巴黎而法国委员被举为委员长），故此委员会实际由法国政府势力支配。在此种情形之下，委员会之处断，势难望其公平，然而依照和约，则委员会关于一切问题之决定，不必受任何规则之拘束，而全由自己依正义条理以判断者。于是从1921年至达威斯计划成立之期间，英法互争委员会之支配权，而法国制胜，委员会之议决，不为英国所赞同。赔款问题，乃因协商国内部意见之冲突，而更增加困难。

会议的决定

从1920年以后，关于赔款问题，协商列强不断的开会议讨论解决方法，在此多数国际会议中，有的德国派代表参加，有的则否。然此等会议或以列强意见之不一致，或因德国政府之不同意，多无具体结果。其在通过达威斯计划之伦敦会议以前，列强会议之对于赔款问题，有具体的决定者，惟有两次。其一为1920年7月之斯巴（Spa）会议。在此会议中，协商列强与德国代表成立关于赔款分配之协定（7月16日）。依此协定，从德国受取之赔款，当依下之比例分配之：法国分得52％，英帝国分得22％，意大利分得10％，比国分得8％，日本及葡萄牙各分得0.75％，其余之6.5％，则分给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国以及其他应受赔偿之诸国。于是同盟参战国间赔款之分配问题，算是首先告解决。关于赔款总额问题，委员会应于1921年5月1日以前下一决定。而此则正式通过于1921年4月之伦敦会议。赔款委员会于接受同盟参战国之赔偿要求书，参考德国意见之后，卒于1921年4月27日，宣布依全体一致之决议，决定德国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gold marks）。28日，委员会以此决议通知于德国政府。为执行此项决议，英、法、比、意、日五强于4月30日开会议于伦敦；它们决定使德国接受委员会决定的1320亿金马克之赔款总额，而以占领罗尔区域为最后的制裁。但于开始占领罗尔之前，先给德政府以六日之余裕，俾决定同意态度。于是协商国最后通牒，于5月5日发出，预计至12日满期。但在最后通牒发出之前一夕，德国内阁更迭。新内阁（Wirth内阁）于10日成立，当夜取得国会同意，服从协商国最后通牒。其结果5月11日，德政府正式接受协商国通牒，承认委员会决定之赔款总额及其偿付方法，即所谓“伦敦付款表”（London Schedule）者。此为第一次睹赔款总额之决定。罗尔占领之举，乃依德政府之屈服，暂获幸免；否则将不待至12个月之后，早已开始矣。

德国债务不履行

在赔款总额未决定以前，关于德国赔偿义务之履行，协商国早已与德政府发生争执。依照和约（第235条），德国应于（1921年5月以前，交付同盟参战国以200亿金马克。在1921年1月，德政府声言它所引渡于同盟国之物品，如煤炭及车头等，所值已在210亿金马克以上，优足以抵消和约所要求之付款。但“赔偿委员会”则谓德政府对于此类物品之估价太高，其实德国在伦敦会议开会时（2月至3月）为止，所交付者所值不过80亿金马克，所以为履行和约（第235条）规定，则尚欠120亿金马克。彼此争持不下，而协商列强则一方面占领（3月8日）德国莱茵右岸城市Düsseldorf, Duisburg, and Rhurort，设立莱茵地域税关，对德国入口货课税，同时依“赔偿委员会”以纠问德国违约的责任。“赔偿委员会”乃于1921年3月24日宣告德国不履行债务。然此次虽以协商列强之武力压迫赔款委员会之宣判，究未达到直接目的。问题之重心，已由和约第235条之履行，移至赔款总额之决定；及至协商列强5月5日之最后通牒提出，德政府始屈服，而接受伦敦会议关于赔款之全部条件。

但是1921年5月“伦敦付款表”实行以后，德国财政状态日坏，马克跌价，不容易获得外国汇票，以付赔款。至1921年年底，德国之不能交付1922年正月及2月到期应付之赔款，已甚显然。德内阁于接得“赔偿委员会”劝告书之后，随即答以德国不能如“伦敦付款表”所定，交付正二两月之款。此是德政府自己宣告破产。然则协商国何以对待之？1922年1月4日，英、法、意、比四国总理开会议于康鲁（Cannes），招德国政府代表出席说明，卒认为有允许德国“付款延期”之必要；而部分的延期卒于1922年3月21日由赔款委员会决定，并通知德政府。在此时期中，赔款委员会谋依外债之供给以救济德国财政而不成功。德国马克日益跌落。在1922年7月12日，德政府乃明告“赔偿委员会”说，惟有依1923年以后两年（即至1924年年底止）之全部停付（moratorium），乃能免德国财政破产。协商列强至此亦赞同停付之原则，但英法关于停付之条件，意见不一致，因之为此事而开之伦敦会议（8月7日至14日），仍无结果。从此时以至1922年年底为止，关于赔款停付之问题，继续烦外交的讨议，而不能成立一解决。在此期间，法国总理波安加雷之高压政策，乃渐次发挥出来。

法国波安加雷的高压政策

温和主义的法国政治家蒲立央（Briand）于1922年1月12日（康鲁会议中）辞总理职，而由主张对德强硬之前总统波安加雷继任。波安加雷向来不信德国无力偿付赔款，而以为德国有意不履行债务，主张严格执行和约条款，辅之以强力制裁。在1922年4月吉诺亚（Genoa）会议开会时，波安加雷即在法国演说，发表其敌视德国之政策，而援引和约，主张单独对德采取制裁手段之权利，已足为罗尔占领之先声。及至赔款停付问题发生，他更倾向于行使高压手段。现款之暂时停付，已经有“赔偿委员会”之允许，当然不能构成德国不履行债务之罪。但波安加雷从他方面寻出德政府之过失。他发现了德国未如期交付定额之木料及煤炭。德政府向“赔偿委员会”辩明此等物件之不如期交付，并非“故意”不履行债务（voluntary default），实因为马克的跌价，妨害契约执行之故。而法国则认为是德政府故意不履行债务。于是依法政府之指使，“赔款委员会”之法国委员于12月26日在委员会动议，宣告德国不履行债务，而英国委员反对之，以为木料交迟之事问题太小。但表决之结果，意比两国委员与法国委员一致赞成原议，惟有英国委员一票反对。于是“赔款委员会”依多数之决议，正式宣布德国不履行债务。随后英法比意四强政府有巴黎会议（1923年1月2日），在会议中，英法各提出赔偿停付案，亦无成议。1923年1月9日，“赔偿委员会”又宣告德国关于对法交付煤炭，未履行义务；虽则此次英国委员会又表示反对。10日，法国政府通知德政府以派“监工团”入罗尔区域之计划；同日美国将其在莱茵地域之驻屯军撤回，明明为避免卷入协商国对德军事行动之漩涡中。11日，法军侵入易仙（Essen）而占领罗尔区域之程序开始。与法军共行动者，惟有比国军队。（最初少数意大利工兵加入，后亦撤退。）英国则不但不派兵参加占领，而且自始即提出抗议。

罗尔区域的占领

罗尔为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域，为德国富源之所在。此区域出产之煤，占德国产煤总额之80％～85％；所产之钢铁，占其总额之80％；其来往之货物，占德国铁路全部运输之70％；人口占德国全部人口10％。由此可知法军之占领罗尔，其经济的意义如何重大。法国原来通知德政府之计划，系以派入罗尔区域之“监工团”，简称为M.I.C.U.M.（Mission Interalliée de Contrôle des Usines et des Mines）者，监视区域内煤炭之分配，以谋赔偿条款之执行；而其派入之军队，不过为保护此监工团之用。最初法政府以为法军一入罗尔，德国必然屈服，但此为幻想。德国认为法国此举侵犯德国的领土，而表示抗议，并实行抵制。法政府乃至不得不急于将其监工团的任务，变成实际军事的占领。

德国的消极抵抗

德国对于法军占领罗尔之举动，立时答之以消极的抵抗。德政府停止一切对法任何物品之交付；“赔偿委员会”则宣告德国对法比之一般债务不履行（1月16日）。德政府命令此区域内住民不纳付关税、煤税或输出税之可以落于外人手者。区域内住民亦实行“不合作”运动。他们拒绝服从侵入的军队之命令；铁道停业，通信机关拒绝供外军之使用。矿山之经理及事务人员拒绝应法军之要求；有许多人因此被法军拘捕而受军法处分。在此一般人民消极抵抗之运动后面，有柏林政府为之援助。德政府对于因不服从法军而失业之人，给予津贴；并且制定法律，禁止任何德人，帮助法军。法比占领军队则宣布戒严，而加重军事占领之性质。于是法德之间，实在有一新的战争进行，只未有公然战斗行为而已。德政府之所以敢对于法军采此抵抗手段，一方面固然受国内舆论之刺激，他方面则殆预期英美两国之精神的援助，或英法协调之破裂，可以消减法政府之威势与决心。

英法协调之危机

罗尔区域之占领，直接构成法德的冲突，间接亦伤害英法的协调。法政府以占领罗尔为强迫德国履行赔偿义务之最有效的方法，而英国则以为如此适促成德国经济的没落，反使其履行赔款义务更不可能。在政治上，英法的意见已经相差如此之远。而在法律上，则关于和约条文之解释亦发生争执。法国派兵占领罗尔，其根据在《凡尔赛和约》第八编附件二之第17、18两条款。依此两条款之规定，如果德国故意不履行赔偿义务，“赔偿委员会”当以不履行债务之情节通知相关各国；同盟参战国有权利对德国行使经济的及财政的制裁，或其他手段为各该国政府所认为必要者（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hibitions and reprisals and in general such other measures as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s may determine to be necessary in such circumstances）。“赔偿委员会”之可以依全体一致或多数决议，宣布德国不履行债务，而以之通知同盟参战国，采取制裁手段，固无问题。但是所谓其他手段（other measures）云者，亦必为经济的财政的性质乎，抑不拘任何种性质之手段乎？关于此层，英法两政府之解释互异。英政府主张此项手段只能为经济的，即与条文上句所指之（economic and financial prohibitions and reprisals）相类者。法政府则说，和约允许采行“任何种手段”（any sort of measurcs）。其次之争点为：和约所谓“各该国政府”（respective governments），究竟是说每一国单独行动乎，抑只指诸国共同行动乎？法政府说，和约的字句许每一国各自独立行动。而英政府持反对之意见。于是法国主张，它依和约有单独占领罗尔之权利，而英国则认为法国的行动，出乎条约权利之范围。在1923年至1924年之期间，两方外交争论相持不下，而多年的英法协调局面，一时几于破裂。

莱茵地域分离运动

对于德国之消极抵抗，法国采取极端压迫之手段。一方面严厉处分占领区域内“不合作”的住民，禁止从此区域输出物品于德国，而从法比调来工人运转铁路及开采煤矿。同时法比增加军队，扩大占领区域，最后且侵入南部德意志之巴颠国境。在法军占领期中，莱茵地域从德国分离之运动发生，而法国之直接鼓励并援助此项运动，则为公然之秘密。此运动一时很有扩大之势，虽然最后无结果，然已大增加德政府之困难，而加重时局之危险。于是从1923年1月11日法军开始占领罗尔起，至同年8月12日德国内阁（Cuno 内阁辞职）更迭，新总理斯特莱斯曼（Stresemann）就职为止，六七个月之间，德政府对于在罗尔之法军，依消极抵抗方法，继续苦斗，然卒不能打消法政府之决心。一时法德有两败均伤之势：德国既因此增加国内的困难及国际的纠纷，而法国亦不曾得到预期的物质的利益。然而法政府究竟得到精神的胜利，因为最后德国于新内阁之下，仍是对法屈服。就此点说，波安加雷之高压政策亦算是成功。

德国的屈服

英国对于法军之占领罗尔，自始即表示抗议，但此抗议无效，而徒以鼓励德国之消极抵抗。在英法交涉中，法政府声明德国必须先停止消极抵抗，服从《凡尔赛和约》，而后可以谈到罗尔撤兵问题。斯特莱斯曼就职后，开始与法政府直接磋商，亦不能得波安加雷之让步。于是德政府觉得唯一解决此难局之方法，只有自己屈服，而对法停止消极抵抗。9月26日，德政府决然宣布消极抵抗的终止。27日，德政府废止一切关于消极抵抗之法令，无条件的对法屈服。于是法国占领罗尔之举，最后获得胜利，但因此而引起各方面之物质的损失则不小；即法国本国，在罗尔占领期中，亦因法郎跌价，发生财政的危机。

专家委员会

德国虽然屈服，但赔款问题尚待解决。此则有赖于后来“专家委员会”之计划。德国停止消极抵抗之后，“赔偿委员会”于11月30日议决，设立两个“专家委员会”：其一在调查使德国预算均衡，通货安定之方法；其他在考虑如何计算从德国流出之资本的价值及如何提回之办法。第一委员会最关重要；此为后来所谓达威斯赔偿计划之所自出。原来依专家决定赔偿方法，最初由于美国国务卿休士之发意；他于1922年12月29日在美国演说，即提议设一独立的委员会，由各国财政专家组成，以备关于欧洲赔偿问题之咨询。设立专家委员会，亦为英国在1923年8月11日对法通牒所提议。但此皆为法政府所拒斥。英国于德国屈服之后，于10月12日向美政府提议由美国与英法诸国共同调查德国偿付的能力，其意在再引美国加入欧洲政治，恢复“赔偿委员会”之比较公平的要素。美国接受此提议，但法国不愿意：法国只肯将调查限于德国现在偿付的能力（Germany's present capacity to pay），而不许将1921年5月决定之德国赔款总额（1320亿金马克）减少。美国以为如此限制，则调查无益，乃谢绝参加。法国政府虽然可以仍旧坚持其不妥协之态度，因为它实际支配“赔偿委员会”，可以阻止一切法国所不愿意之议决。但是波安加雷之高压政策，在国内舆论上亦渐起反动；法国的财政状态日益紧张，而渐觉有依赖国外助力之必要。于是经过许多外交周折之后，法政府卒亦改变态度，而同意于英国原来提案；其结果则调查赔款方法之“专家委员会”卒依11月30日“赔偿委员会”之决议以设立。

对于此新设立之两“专家委员会”，美国政府非正式的参加，而派出委员数人，其中一人达威斯（Charles G.Dawes）推为第一委员会主席；因之委员会定出的专家计划（the Expert's Plan），一般称为“达威斯计划”（Dawes Plan）。

达威斯计划

所谓“达威斯计划”，便是出自上述第一委员会之报告。此委员会以英、法、美、意、比五国之专家组成，于1924年1月14日在巴黎开第一次会议，继续至4月，工作完毕而闭会。在此时期中，英法关系渐见改善。英国工党内阁于1924年1月成立，同月26日总理麦克唐那（Macdonald）已与波安加雷通信，相互表示友谊态度。而于2月21日，他更进一步向波安加雷发表其关于欧洲政局之意见，而谓安全问题为纷扰的根本原因，关于欧洲全体，当依局部的中立地带之设立以解决之；至于赔款问题，则须等待“专家委员会”之报告提出再谋解决。此项报告，则不须久待，而于4月9日提出于“赔偿委员会”。〔第二委员会（调查德国流出资本者）在英人麦根那（McKenna）主席之下，于1月21日在巴黎开第一次会，亦于4月9日与第一委员会同时提出报告。〕

第一委员会之目的，在求出均衡预算，安定通货之方法。为达此目的，第一个条件，即在回复德国之经济的统一，此即是说，法国必须终止其在罗尔区域干涉德国经济生活之行动。在此考虑之基础上，委员们做成他们的计划。此计划可分为两大部分：

（甲）通货与预算

委员会第一须解决德国通货安定问题。德政府于斯特莱斯曼之下已经采用一种新通货，名为Rentenmark者，以救济当时因马克跌落而起之金融危机。依此新通货之设立，数月间德国通货得渐入于安定状态。但此种安定，只是暂时的，如果无其他方法做基础。于是委员会提议，将德国所有通行之纸币次第收回，而设一新“发行银行”（Bank of Issue），独占纸币发行权。新纸币之发行，以33％之法定准备金为保障。如是则通货可以安定。

其次为预算之均衡问题。为谋预算均衡，委员会以为当使德国预算暂时解除条约上的负担，但同时不必停止对同盟国之必要的物品之交付。

（乙）赔款方法

关于德国付款能力之决定，委员会认定有两个原则为基础。第一是德国内政支出必须减缩至最小限度；第二是德国的债权者应当随德国繁荣的增加而分享其利，但亦不应使德国负无限定的债务。依据此等原则，委员会提议，使德国从下列三项财源支付赔款：（一）德政府经常预算；（二）德国铁路债券及运送税；（三）德国工业债券。从上列之财源，德国每年交付赔款之常规支付额，当为25亿金马克（且随德国繁荣之增加，可令增加付款）。但在新计划实施之前四年，即从1924～1925年度至1927～1928年度，德国可支付较此常规支付额更小之数。第一年即1924～1925年度，只须支付10亿金马克，以后每年逐渐增加，以至第五年，即1928～1929年度，达到25亿马克之常规支付额为止。而且为实行暂时解除预算上条约的负担，以达均衡之目的起见，第一年，即1924～1925年度之赔款，完全不由第一项财源之经常预算中支付；第二年预算虽预计稍有剩余，仍不令支付赔款。从第三年，即1926～1927年度起，始开始由预算中支付一部分赔款；而于1928～1929年度及其以后，则每年由预算支付常规的款额为12.5亿金马克，即约当赔款之常规的支付额总数之一半。

就赔款之常规支付额说，“专家委员会”之新计划，亦与1921年“赔偿委员会”所定付款表（当时定为每年20亿金马克，再加德国输出货价之25％）无大差距。但1924年之专家计划与1921年之伦敦决定，有一根本不同之点，即前者对于德国给予助力，使之能逐渐履行付款义务，而后者则否。委员会提议首先为德国起8亿金马克之外债，俾其巩固通货及均衡预算。

但是德国是否肯如“专家计划”履行付款义务？法政府原是不相信德国诚意，而要求保证的；非有确切付款之保证，它不肯撤退罗尔之军队。于是委员会之新计划中，则又规定有保证方法。但此不是法国所强行的武力的保证，而是在国际监督下之财政的保证。德国须将关税、酒精税、烟税、啤酒及砂糖税，拨归同盟国任命之保管员接管，以充赔款支付担保之用；非至赔款一定的支付额交清，此等税收，不能移作他用。此外对于新“发行银行”及铁路，均有同盟国任命之监理员监管。至于赔款支付，则另有一赔款支付总监（Agent General for Reparation Payments）主持其事。于是在专家计划之下，德国的财政，实成国际共管之局面。从未有一大国受如此的财政共管之限制者；但此为德国解除罗尔占领，恢复常规经济生活之代价。依此代价，法国卒允从罗尔撤兵。

但有须注意者，“专家委员会”的计划，并未规定德国债务总额。就法律上说，1921年之伦敦决定，规定1320亿金马克为赔款总额者，仍旧有效，因为同盟国从未曾表示承认少于此数之赔款总额。依“专家委员会”的计划，德国每年支付额虽然定明，但支付至多少年，则仍不确定。而德国亦不是愿意长久受专家计划下之国际共管者。实则专家委员会自己已声明，此项计划，亦只是为促成将来一个最后的且总括的协定之过渡办法。所以赔款问题之最后解决，当有待于后来更进一步的计划及协定。但无论如何，达威斯计划之成立，总算暂时求得一赔款支付方法，解除了国际政局上多年的纠纷，及因罗尔占领而发生之大危机。

伦敦协定

赋予“专家计划”以法律的效力者，为1924年之《伦敦议定书》。“专家委员会”报告提出之后，同盟国政府即须决定对于此赔款计划之态度，而大体倾向于接受此计划。英法两国总理在英国会商之后，决定于7月中旬在伦敦开同盟国会议。于是1924年7月16日，伦敦会议开会；到会者除英、法、比、意、日本、南斯拉夫国、罗马尼亚、希腊、葡萄牙之代表外，尚有美国政府之代表。此会议比较以前各次讨论赔款的国际会议，实有其特别有利之点，所以容易成功。第一，会议有一确定的赔款计划——“达威斯计划”——为讨论的基础。第二，会议目的集中于赔偿之一个问题，将其他关于安全及协商国间债务问题另议。第三，会议有美国代表之参加及热心的合作。第四，英法两政府首领此次比较的能诚实合作。在伦敦会议开会时，法国政局已经过一场大变化。波安加雷内阁推倒，与波安加雷的政策同情的总统Millerand亦辞职。抱平和急进主义之赫里欧（Herriot）于6月1日卒代波安加雷执政权。新总理赫里欧虽然表面上仍以继续拥护法国权利为职志，但其精神倾向于妥协，容易与英国工党内阁总理麦克唐那合作。

在伦敦会议中，关于“专家计划”之采纳，在原则上无大问题。引起争论之处，仍在德国不履行付款义务时之制裁问题。此问题之解决如何，根本关系德国8亿马克外债之成败；而此项外债，则为“专家计划”施行之先决条件。如果“赔偿委员会”仍由法国依其主席之地位操纵之，可以随时宣告德国不履行债务，而法政府可援据《凡尔赛和约》第八编附件二第18款，单独对德采行制裁手段，则德国的经济生活，随时可被法国破坏，外国银行家自然对于德国将来的财政无信任心，而不敢承受此新外债。经过长久讨论之后，卒于8月2日成立一办法，以满足外国银行家之期望，即：如果“赔偿委员会”依多数决议，宣布德国不履行债务，少数委员可出诉于另一仲裁委员会。

同盟国间一切要点议就，乃开始接受德国政府代表，使之陈述德国方面的意见。德国代表团于内阁总理Marx领导之下（时斯特莱斯曼已解总理职，专任外长，但在代表之列），于8月5日晨抵伦敦，当日正午出席会议。在会议中，德国代表亦依协商国意思，专讨论专家报告；但他们希望罗尔区域即时撤兵，而法国则只允于12个月内撤退。关于此点，德代表卒亦让步。于是构成伦敦协定之议定书及附件四项，乃于8月16日签字。此议定书将专家委员会报告所建议之计划——“达威斯计划”——付诸实施。依同日之声明，法比两国政府允于此计划施行后一年之内撤退罗尔军队。此项撤兵之举，则于1925年8月中实际完成。法比于1924年9月，亦解除其对于罗尔区域之经济的占领。

1924年之伦敦会议，为巴黎和议以后欧洲一个有成绩的国际会议；伦敦协定，亦为欧战以后协商国与德国第一次依谈判而成立的外交协定。此解决了多年争扰不决的赔款问题，而使战后德国的财政经济有渐入轨道之可能。此为协商国与德国妥协之第一步，开了德国复入欧洲列强团体之径路。

第五节　罗卡诺会议

欧洲安全问题

欧洲列强采行达威斯计划，解决赔款问题之后，尚有更重大的安全问题待解决。罗卡诺会议，便是解决欧洲安全问题之第一步。不安全之疑虑，实为引起军备竞争及战争之一大原因。巴黎和会以后，此项疑虑，仍然一般的存在。尤其法比两国，因战胜强敌德国之结果，依和约强取得新国境，更感觉现状之不安定，而思得一永久安全之保障。《凡尔赛和约》强迫德国解除武装，并化莱茵左岸及右岸（50基罗米突以内）为中立地带，禁止设要塞，驻军队，即为减少此方面攻击之危险，但并未能完全解决安全问题。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签字之英法间及美法间两保障协约，亦纯为保障法国的安全，但此两协约因美国元老院拒绝批准和约之故，从未施行。于是法国深感不安全；而此项疑虑之存在，大影响法国对于德国及一般国际问题之政策。于是安全问题乃成为欧洲国际政治上之重大问题。此问题不得适当的解决，欧洲不能确立平和安定的局面，而国际妥协与合作几不可能。实则安全问题，亦不是法比两国特有的顾虑，即德国亦未尝没有不安全之疑虑。从罗尔占领事件发生以来，德国已感觉到自己如何的无力抵抗外来的压迫。

安全保障的计划

罗卡诺会议产生的保障公约，原来发意于德国政府。但此项保障协约的意思，则实经过长久历史的发达，代表欧洲一般的运动。国际联盟原负有一般安全保障之义务（规约第10条及第16条），但是联盟之制裁不确定，而俄、土、德、美又立于联盟之外。至1922年1月之康鲁会议，英国总理鲁意·佐治曾向法国提出保障协约案，但法国以其为片务的性质而不肯接受。在同年4月之吉诺亚会议，列强（包括俄德在内）订立有一不相攻击之协约（Pact of Non-aggression），但其效力只以六个月为期。在1923年国际联盟第四次大会中，提出有《互助协约》（Treaty of Mutual Assitance），其主指旨在禁止侵略的战争（aggressive war），确定军事的协助。此协约确取得18国的赞同，但因英国之不同意而被废弃（1924年7月5日）。英国不同意的理由，在于此协约之偏重武力的制裁，而忽略平和的调解。英国虽然不赞同1923年之《互助协约》案，但亦不是不注意安全保障之协定的。不过英国的意见是：保障安全的重要条件，在各国承认以其争议交付仲裁或司法解决而服从其判决。此项见解适与法国的主张差异：法国非不承认仲裁之必要，但以为仅依仲裁之方法，不能保障平和。在讨论“达威斯计划”之伦敦会议开会中，英国总理麦克唐那与法国总理赫里欧，曾经密议安全问题；他们共认德国应令加入联盟，而某种形式之保障协约，包含安全与仲裁之两项意思者，有订立之必要。及1924年9月第五次联盟大会开会，英法两总理各发表其关于保障协约之主张。其结果，大会调和英国的仲裁主义及法国的安全计划，而成立有《日内瓦议定书》。此《议定书》一方面禁止侵略的战争，同时规定有将一切争议交付国际法庭或仲裁解决之义务。对于从事侵略战争之国家，国际联盟理事会当请求各国加以经济封锁的制裁。《议定书》许各国订立特殊同盟，约定相互军事的援助；并且规定有国际裁兵大会。就全体说来，《日内瓦议定书》总算是当时安全保障计划之最急进者。但是此计划亦因英国之反对而成画饼。麦克唐那的工党内阁辞职后，继任之保守党内阁（于11月6日成立，以Austen Chamberlain掌外交）不肯接受《日内瓦议定书》，以为英国因此负担之义务太重，且英国不愿以其帝国命运，交付第三者裁判。于是英政府以殖民地不肯接受《议定书》之义务为口实，决然抛弃此《议定书》。此项决定于3月12日由张伯伦正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宣布。其结果则《日内瓦议定书》，与以前之《互助协约》，陷于同一失败之命运。英国于反对《日内瓦议定书》之时，同时表示主张地域的协定。此即是说，它不赞同一般的保障，而相信局部的保障。而此层意思，则正是后来罗卡诺保障协约所要实现者。在1925年1～2月中，法国方面盛讨论安全问题，而其内阁当局极力拥护《日内瓦议定书》。但鉴于英国方面之态度，法国新闻几乎一致主张，在万一此议定书终被抛弃之场合，则另求一代替办法，以保障法国之安全；而且此项安全保障，必须得英国加入。

莱茵协约提案的由来

在1915年，西欧列强一般考虑安全问题之中，首先提出莱茵保障之协约案，构成后来罗卡诺会议的基础者，究为德国政府。当时《日内瓦议定书》命运之危殆，法国安全之顾虑，大影响于德国之国际地位。“达威斯计划”虽然于1924年9月1日开始实施，但是德国对外政治上的困难仍然存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第429条），同盟国当于五年之后，即1925年1月10日，撤退第一占领地域（Cologne）之军队，如果德国诚实履行了和约之义务。德人预期“达威斯计划”成立之后，德国与协商国关系改善，可以希望它们如期撤兵。及到撤兵之期，情势大令人失望。法国政界领袖，即素称平和急进派者，现亦鉴于《日内瓦议定书》前途之无望，主张维持莱茵地域之全部占领，以至法国的安全得到有效的保障协定为止。他们声言莱茵地域之占领，不是纯然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在道义上与法国安全问题相关联的。他们愿为欧洲平和尽力，但要先谋法国之安全。则法国之不肯如期撤兵，已意在言外。加以德国裁兵义务未诚实履行，同盟国即以此理由，于1925年1月5日之对德通牒，宣告1月10日不能撤兵（同盟国政府最后依6月4日之对德通牒，举出德国未履行裁兵义务之证据，以为辩护其不撤退莱茵军队之理由）。此项宣告，当然给予德国以莫大的精神的打击，同时亦使德政府感觉有采行新政策之必要。德政府至此不能不承认莱茵撤兵问题，法德关系，及欧洲政局，咸与安全问题有密切相连的关系。1925年德政府之提出莱茵保障协定案，即在解决安全问题，谋与西欧列强、尤其法国妥协，复入欧洲列强团体。

但是在1925年之提案以前，关于安全保障协定计划，德国方面已经提议过三次。第一次在1922年库洛（Cuno）内阁时代。依同年12月31日总理库洛之演说，他知道在法国方面，占领莱茵地域之理由，在防德国复仇；他为证示此项理由之无根据，曾经由第三国（美国）之媒介，通知法国说，德国愿与法国及其他同盟国之于莱茵地域有利害关系者，订立30年不相攻击之协约，而以一与莱茵地域无利害关系之第三国（美国）为“保证者”（trustee）。但是法国拒绝了此提案。第二次类似的提议，见于德国政府于1923年5月2日致法、英、意、日及美国政府之一通牒；在此通牒中，德国提议订立双务的莱茵协约，而为解决法德争议，另设特殊规定。但此提议亦不得同盟国之接受，因其附有早日撤退罗尔军队，恢复该地域原状之条件，而非协商国所能同意。第三次在1923年9月2日，其时德总理斯特莱斯曼又提议由“对于莱茵地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订立一双务的协约，相互保障现存的领土协定；对于此次提议，则依波安加雷在议会之演说，法政府仍表示不妥协之态度。

德国的新提案

德国关于莱茵地域之保障协约，已经三次提议，三次均被拒绝。但莱茵保障对于德国之关系重要，并未减除，而且反日见增加。1925年1月占领区域撤兵问题之发生困难，已如上述。德国的工业家已渐次将其事业由罗连及叙列色移到莱茵地域，此地域之平和及安全，于德国实业上及财政上更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其结果是，负德国外交责任之斯特莱斯曼，决然为德国提出第四次的提案，此次则得到有良好反响，卒获成功。最初德政府秘密向英国通知此项提案，但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伦即时答以他不能瞒着同盟国，接收此项通知。其后德国内阁（Luther内阁）卒于1925年2月9日经由其驻巴黎之大使，以觉书之形式，正式将德国提案，交付法国总理赫里欧，是为莱茵保障协定谈判之开始。

德国提案的内容

2月9日之德国提案内容，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此提案包含数种不同的方式之保障计划。第一是沿用1922年库洛提议的形式，由对于莱茵地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尤其英、法、意、德——订一彼此不相攻击之协约，而以美国为保证者；同时相互订立一般仲裁条约，并入于此保障协约。德国并且愿与其他国家，亦订立平和解决政治的及法律的争议之仲裁条约。再一种方式是，订一协约，以明文保障莱茵地域之领土现状。此协约之内容，可声明，相关各国相互尊重莱茵地域领土现状之不可侵犯；它们共同的，或单独的保证此项义务之履行；最后，它们且认为任何违反此义务之行为有关它们各自利益及全体利益。并且此协约可保障《凡尔赛和约》第42条及第43条（规定莱茵地域解除武装）之义务之履行。上述之仲裁协定，亦可随同保障协约订立。最后德政府尚提议一种方式，即使安全保障协约，如《日内瓦议定书》之形式起草，使之能扩大成一世界的协约，以包括一切国家。

以上为德政府提案的要旨。在德政府觉书中，未言及德国与波兰之国境；德国未说愿意保障此国境，亦不说不肯保障，虽则提案中亦有“德国并且愿与其他国家，亦订立平和解决政治的及法律的争议之仲裁条约”，已示意并非绝无妥协之道。德国觉书亦未言及比利时，虽则比利时更是对于莱茵地域有直接利害关系之一国。但此点后来解说为出于“忘会”，而比国明白的列入后来的谈判。

协商国的态度

对于德政府此项莱茵保障协定之提案，同盟国取何态度？在同盟国中，当然以英法两国之态度最关重要。德国觉书最初并未公表。及至3月24日，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伦在议会演说关于德国提案，初次睹正式的说明。所以各国公众对于德国提案之内容及性质，有种种不同的揣测。而法国舆论，最初对于德国提案很抱疑端，因为他们知道德国未表示保障东方国境之现状。而英法两国意见之根本相差，即：前者决不肯保障东欧国境，而后者不愿签订那不能同时保障波兰国境之协定，更足以使法国一般社会觉得德国提案之无用。但是就法国的利益说，德国的提案，实际亦大有考虑的价值，因为德国提议保障莱茵地域之领土现状，即等于德国自动的宣告永久抛弃阿尔沙斯、罗连两省。惟其如此，斯特莱斯曼之妥协政策，在德国乃大招国家主义派之反对。英国的舆论，最初似亦敌视莱茵保障协定，以为于国际联盟之外，又为特殊的地域协定，便是返于旧式的同盟外交。但伦敦《泰晤士报》极力为德国提案的声援；在1925年3月30日，该报载一通信，论到德国保障协约之提案，谓为欧洲未来的大希望所在，是欧战后最好的一件事。此通信举出德国提议的保障协约两个好的效果：第一是可以终止防害欧洲平和之“恢复旧土”之运动（Irredentism），尤其法德国境之纷争；第二是此协约将使德国复入欧洲列强团体。但无论为如何，英法两国政府当局此次却很重视德国提案，而在公众不知不觉之中，继续内密的从事于研究及磋商工作，虽则德国政府最初只于2月20日从法国政府接到一简单的复牒说，“已接阅2月9日之觉书甚感兴趣，凡有可以增进欧洲及世界平和者，决不疏忽过去”。

保障协约谈判的经过

在德国觉书中提议的保障方式，第一种及第三种自始即被屏斥，因为当时既不能希望美国出为欧洲保障协约之“保证者”，而依照《日内瓦议定书》形式之世界的协定亦无成立之望。所以惟有第二种方式，即莱茵领土现状保障协定，成为谈判的标的。但亦经过五月之久，始渐告成功。

从1925年2月9日德国提出其觉书于法政府，至6月16日法国给予德政府第一次正式复牒，其间英法外交当局继续内密的交换意见，虽则表面若无事然。张伯伦于3月5日在议会发表外交政策，言及德国提案之事实，次日即向日内瓦出发，中途在巴黎停留，与法国总理赫里欧交换意见，同时亦与驻巴黎之他国代表讨论德国提案，宣示英国政策要点（此项政策即后来他在3月24日对议会演说发表者）。3月12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张伯伦向此会议正式宣布英国不能接受《日内瓦议定书》，但同时他表示主张特殊保障协定之意思。在会议中，意比两国代表，均表示赞同特殊协定的思想。3月24日，张伯伦在会议演说，第一次正式宣布德国提案的内容，而表示英国同情的态度。但同时英国不肯保障东欧国境的意思亦明白表出。英国此项政策，适与法国及其东欧的与国——波兰及察哥斯拉夫——之志愿相反。于是在4月及5月之期间，关于安全保障协约之谈判，实集中于东欧国境保障之一点，法国要求同时保障东欧之波兰国境，而英国则只肯将其保障义务限于西方国境。法国对德国正式复牒之草案，于1925年5月20日完成，随即送给英政府审查。张伯伦与法国外交当局蒲立央（Briand）之间，关于此复牒内容，又为数度之意见交换，争点仍在东欧国境之保障问题。最后法政府取一折中方式，使法国值波兰及察克斯拉夫与德国所订之仲裁协约被德国违犯之时，保留行动之自由；而使英国及其他签字莱茵协约之各国，在此场合，有给予保障与否之自由。于是张伯伦亦表同意，而英法两政府共同决定了对德复牒之内容，此复牒卒于6月16日提出于柏林政府。6月18日英国政府以“白皮书”（White Paper）发表英法往来交涉文件，而世间对于此次保障协约交涉之实情，乃始明了。在法国对德复牒中，首先声明德国必须无条件的加入国际联盟；保障协定之缔结，不得视为涉及《凡尔赛和约》之修改，亦不得影响莱茵驻军之权利。在此等保留之下，法国欢迎一种莱茵协约，并愿辅之以法德间及德比间之仲裁协约。至于德国觉书中所提议的其他仲裁协约，法国亦以为于欧洲平和为切要，但对此项仲裁协约，莱茵协约之当事国愿为之保障与否，各听其自由。

经过月余之后，德政府始回答法国复牒。在德国7月20日之回答中，声明有三个要点：第一，莱茵协约虽不涉及现行条约的修改，但不能防止将来随时修改之可能。第二，德政府不否认德国加入联盟与安全问题相关连，但必须至德国裁兵之后继之以列国一般裁兵，它始能认为享有联盟会员之平等权利；在一般裁兵未实现以前，应当顾及德国特殊的军事上经济上及地理上情势，求一暂时的解决。最引起争论者为第三点，即德国主张仲裁协约应为非政治性质的，而且不要对于违约国加强力的制裁。德国此项回答，在法英两国均不受欢迎。英法之间继续交换意见；最后则法国外长蒲立央决定亲赴英京与张伯伦面商。他于8月10日抵伦敦，至12日谈判完结，英法商定了对德第二次复牒之内容。法国第二次复牒，取得比、意、波兰及察克斯拉夫国之同意之后，乃于8月24日交付德政府。此复牒注重回答德国7月20日提出之三点。关于第一点，法国仍认为《凡尔赛和约》及其执行之保障，绝不得更动。关于第二点，法国声明德国不能要求特殊地位；至多它只能在联盟内将其志愿向理事会陈述。关于第三点，法国承认，协约之保障者，不能专断的片面的判决谁为侵略者（aggressor）；侵略者之性质可依事实证示出来，即：例如不先诉诸平和解决，而开始使用武力或侵犯国境，或（在莱茵之场合）侵犯中立地带。

最后法政府表示，与同盟国一致的邀请德政府依上述基础开始谈判。在交付复牒之时，法政府经由其驻柏林大使，口头传达下之提议，即：在伦敦开英、法、德、比诸国法律专家委员会，从事起草工作，以融和各方反对之意见。德政府随即依27日之回答，表示接受此项提议，而任命外交部法律顾问哥斯（Gaus）为出席委员。于是德国的法律专家哥斯、法国的佛罗玛甲（Fromageot）、英国的赫斯特（Sir Cecil Hurst）、比国的罗伦（Rollin）、意大利的毕洛逖（Pilloti），于9月1日开会于伦敦。及至9月4日，专家委员会工作完成，拟定有英、法、德三国文字之莱茵协约。在专家委员会完成协约起草工作之时，国际联盟第六次大会正在日内瓦开会。大会会长法总理班鲁卫（Painlevé）一方面深惜《日内瓦议定书》之抛弃，同时亦预言欧洲平和巩固之趋势，即暗示莱茵保障谈判之将有良好结果。

专家委员会工作完成后，次一步即在召集相关国家会议，正式讨论保障协约。同盟国召集开会之招请状，卒于9月15日送出；被招请与会者，除英、法、德、意、比五国外，尚有东欧之波兰及察哥斯拉夫国。原定日期为9月底或10月初。最后德政府依9月26日对协商国政府所发之通牒，表示接受招请状，而提议于10月5日在瑞士开会；地点定于罗卡诺（Locarno）。

罗卡诺会议

罗卡诺会议于预定日期10月5日开幕，英国外长张伯伦及法国外长蒲立央均出席。代表德国者为外长斯特莱斯曼。此三人为会议中最重要的人物。而意大利总理麦索里尼（Mussolini）最后亦于10月15日亲自赶到会议，签字保障协约。在会议中，一切讨论，对外守秘密；每日仅依全体代表之同意发表一简单的公报。依第一日之公报，则知道赖专家委员会初步工作之力，会议得于数小时内商定了协约大部分条文，所余的争战不过二三个。但此二三个争点，实是比较困难而且重要者，如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之条件；东欧国境之保障问题等。关于德国加入联盟问题，决定由同盟国另依致德政府之一通牒，解释联盟《规约》第16条之义务。关于东欧国境保障问题，则其解决方法，是依英国以前提议之形式，使东欧仲裁协约与莱茵协约同时订立，但不与之构成一“整个系统”。此问题最后且依法波间及法察间互障协约之订立而告完全解决；依此等协约，在波兰或察哥斯拉夫国被德国违反仲裁协约加以攻击之时，法国当即时给予援助。12日以后，波兰代表及察哥斯拉夫代表与德国代表之间，亦开始仲裁协约之谈判。迄于10月15日，一切谈判完成。莱茵保障协约首先在会议通过；次之各项仲裁协约亦告成立。于是构成所谓《罗卡诺公约》（Locarno Pact）之诸种文件，乃于次日（10月16日）经到会各国代表“签证”（initialed），而其正式签约之日期，则定为12月1日，地点在伦敦。缔约各国政府预备在此期间，征求议会之同意。（但各项文件订立之日期，仍书为1925年10月16日。）

《罗卡诺公约》

罗卡诺公约，包含一个“最终议定书”及下之六种附件：（一）德、比、法、英、意五国间互障协约（Treaty of Mutual Guarantee）；即通称《莱茵保障协约》（Rhineland Pact）者；（二）德法间仲裁协约；（三）德比间仲裁协约；（四）德波间仲裁协约；（五）德察间仲裁协约；（六）对德共同声明书。此外另有法国与波兰间及法国与察克斯拉夫国所订之两种互障协约。

在最终议定书中，德、法、比、英、意代表各声明签证了附件内五种条约；法国代表宣布法波间及法察间协约之订立；英国代表声明，拟定之“共同声明书”，当于以上各约签字之后，交付于德政府。对德共同声明书之内容，系到会各国对于德国解释联盟《规约》第16条规定（关于对违约国行使制裁）之义务，谓此项义务，可由联盟各国斟酌自己的军事的情状及地理的位置履行之；故德国尽管是解除了武装，决不至因加入联盟而感受危险。

在上述附件内五项条约之中，自然以（一）项，即《莱茵保障协约》为最重要；此实为所谓《罗卡诺公约》之本体。依此协约第1条，缔约者之德、法、比、英、意五国，共同的并且单独的，保障西欧方面德法间及德比间现存国境之不可侵犯，领土现状之维持，及《凡尔赛和约》（第42及43条）关于中立地带之规定之遵守。依第2条，德、比两国及德、法两国相互约定不相攻击；但（一）为抵抗违反上述保障之行为或现行破坏中立地带规定之事实而采之正当防卫，及（二）为遵行国际联盟《规约》第16条而采之行动，及（三）因联盟理事会或大会决议之结果而采之行动，则不在此限。依第3条，它们约定将一切争议，概行交付仲裁或和解解决，其详细办法，依同日订立之协约另定之。依第4条，如值上述第2条之约定，遭受“现行侵犯”（flagrant violation），缔约各国应即时出而援助受害之一方当事国；但在侵犯事实有疑问之场合，则当诉诸联盟理事会，听其判决。第3条关于平和解决之约定，亦受英意两国之保障德国或法比，如有一方不遵行此约定，而有侵犯本约第2条之行为或违反《凡尔赛和约》第42条或43条之行为，则第4条之制裁规定亦适用（第5条）。此协约是无期限的，但如联盟理事会依三分之二多数决议，认为联盟对于缔约国已具充分的保护，则此协约从上项决议后一年届满，失其效力（第8条）。最后，第10条规定，此协约须经批准，批准书须从速送日内瓦，缴存国际联盟保管；而于一切批准书悉已送缴及德国加入联盟之后，协约即时生效。

德比间仲裁协约及德法间仲裁协约，均约定，将两国间一切不能依通常外交手段解决之争议，尤其适于司法解决之争议，交付仲裁法庭或常设国际法庭审理，但在本协约成立以前发生之争议，属于过去之事者，不在此限。在争议交付仲裁法庭或常设国际法庭以前，得依双方当事国之合意，先交付一依本约规定设立的“常设和解委员会”（Permanent Conciliation Commission），为友意的调解。“常设和解委员会”以五委员组成：德比（或法）各由本国人中任命一人；其他三委员由两国协议从第三国人中任命之（委员长当从此三人中任命）。“常设和解委员会”应于本约生效后三个月内组成。常设委员会以多数议决为原则。如果常设委员会调解无效，则争议当由当事国依特别协定，提出于仲裁法庭或常设国际法庭。此协约须批准，其批准书当与德、法、比、英、意五国互障协约之批准书同时缴存国际联盟。此协约之生效条件及其有效期间，亦与上述互障协约同。

德波间仲裁协约及德察间仲裁协约，内容规定与德法间及德比间两仲裁协约相同，不过从互障协约（波察不在其缔约国之列）中摘取有一二文句，因之其前文比较更详密。参加罗卡诺会议之人，皆知德国政府已永久抛弃对于德法间及德比间国境改正之要求；但关于波兰国境，则绝未表示同样的抛弃。德国政府之所能承诺者，至多只是不依武力谋德波间国境之改正；但它们仍明明希望以协议方法达得目的。于是德波协约之前文，声明尊重从条约或国际法发生的权利，为国际的法庭之义务；“一国的权利，非依其本国的同意，不得变更”。

至于此外之法波间及法察间两互障协约，严格的说，不构成《罗卡诺公约》之一部分，但亦系同时在罗卡诺订成，而实为上述诸约之补充。此两协约发生之原因，在英意两国政府，依五国互障协约，只保障德比间及德法间之国境，与德比间及德法间两仲裁协约。至于东方之德波间及德察间国境，则英意未给予任何保障。但法国政府则自保障协约谈判开始以来，始终主张，法国的安全，不但依靠它在莱茵地域之地位，并且依靠它在东欧所造的同盟系统。今英意既不肯一体保障东欧国境，法国乃采单独保障方式。于是在罗卡诺会议中，蒲立央另与波兰及察克斯拉夫国各订一互障协约，约定，值一方因为它们与德国在同日订立之协定被违反而受侵略之时，相互给予即时的援助。质言之，即：依此两协约，法国担任保障德国遵守东欧仲裁协约；波察两国担任保障德国遵守西欧协约。实际上，法国所负之保障义务，特别重大，因为波兰及察克斯拉夫在东欧受德国攻击之可能性较多。

《罗卡诺公约》之实施

《罗卡诺公约》于10月16日在罗卡诺签证之后，当须经过12月1日在伦敦正式签字，及各国政府批准之程序；并且尚须待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始生效力。于是罗卡诺会议闭会，各种文件发表之后，公约问题，成为缔约各国政治上讨论的主题，为欧洲外交上注意的焦点。尤其在德国方面引起的争论最大。《公约》在伦敦签字以前，德国路德内阁，为取得国会同意，经过了一场大苦斗。德国国家主义派的人，反对罗卡诺协定最猛烈。他们原系抱对法复仇，推翻《凡尔赛和约》之志者，自始反对与法国妥协。罗卡诺会议闭会以前，他们已经表示反对莱茵协约，认为等于德国宣布永久抛弃阿罗两省。及至德国已与同盟国商定会议日期，他们仍谋阻挠会议进行，要求路德内阁提议撤消巴黎和会对于德国“战争责任”（war-guilt）之判决，作为德国接受保障协约之条件。斯特莱斯曼明知此种提议无效，但为缓和国内舆论计，亦只得于开会之前，在致同盟国之通牒中，要求撤消和约中关于德国“战争责任”之条款；及其要求被拒绝，他在罗卡诺会议中亦不再提出。及至罗卡诺协定内容发表，国家主义派极力反对，认为不能接受；而在内阁中之该派领袖三人，亦随即退出内阁（10月26日）。路德内阁于是在国会立于少数地位，大感困难。加之，苏俄原不愿德国与西欧列强妥协，自始即力谋妨害保障协约谈判之成功。俄国外交及宣传的活动一时不免影响德国对于罗卡诺协定之舆论，增加德政府的困难，亦为公然的秘密。最后路德内阁在11月23日提出协约案于国会之时，宣布内阁于国会通过罗卡诺协定之后，即行退职，有以解除社会党之反对（因为以前社会党恐怕协约通过，此保守党的内阁生命延长）。而德总统兴登堡（Hindenburg）后亦表示赞成接受协约。并且同盟国于1925年11月开始撤退科伦（Cologne）区域之驻军，亦有助于德国政府妥协政策的成功。关于此事，法国外长蒲立央向德国大使明说，同盟国使撤兵与签罗卡诺协定两事同时并行，即在表示他们深信，对德国之关系开始一新纪元。协约案在德国国会经过数日之讨论，卒于11月27日以291对174之多数通过。构成《罗卡诺公约》之诸种协定，乃卒如原定计划，于1925年12月1日在英国外交部正式签字，而其正本于12月14日缴存日内瓦国际联盟。随后各国政府批准手续亦次第完成。此外则尚有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之一个条件待完成。德国加入联盟之交涉，经过许多波折之后，在1926年中亦卒告成功。1926年9月8日，联盟第七次大会全体一致表决德国加入联盟；同时德国亦被指定为理事会永久会员。从此以后，《罗卡诺公约》发生效力。

罗卡诺协定成立的效果

罗卡诺协定成立，解决了西欧的安全保障问题，减除了德法两国的猜疑；法国既可不再忧虑国境之不安全，莱茵撤兵之举，因之容易实行，而德国亦可以安然复入欧洲列强团体。除1924年讨议达威斯赔款计划之伦敦会议外，罗卡诺会议，实为战后德国与其旧敌第一次在友好平等的基础上相见之会议。而其结果亦满足了两方的利益。此为德国斯特莱斯曼一派妥协的外交政策的胜利；此为英法外交的成功。依德国之加入，国际联盟之基础大为巩固。并且从此除去了德俄联结之危险，对于苏俄势力西侵运动为一致命的打击。就全体看来，罗卡诺会议的成功，实表示西欧列强团结紧固，国际政治渐入安定状态。

罗卡诺以后

《罗卡诺公约》实施以后，欧洲最困难的安全保障问题告一段落，一时似乎国际政治可上平和进步之轨道。但是不久反动又起，国际政治，复呈退步之状。在1927年5月12日，英政府突然对于在伦敦之“苏俄商务代表团的事务所”（The Soviet Trade Delegation and Arcos, Ltd），行使搜索，结果说是发现有大批煽乱的证据；英国随即继之以宣布对俄绝交。英国保守党内阁，拒绝接受1924年工党内阁时代与俄国代表商订之友好通商条约以来，英俄国交久已欠圆满，至是乃完全决裂。因之1924年工党内阁开始的对俄妥协之事绩根本破坏，

苏俄对西欧国家之敌对形势，又复加重。随后在同年9月法国政府，亦有要求召远驻巴黎的俄国大使之举，因其署名于第三国际檄动世界工人反抗资本主义的政府之宣言。

同时世人渴望的一般裁兵运动，亦未能于罗卡诺会议之后积极进行。国际联盟于日内瓦议定书抛弃之后，对于裁减军备，虽依“裁兵会议预备委员”（The Preparotary Commission for the Disarmament Conference，1925年9月设立，次年5月开始工作）之机关，从事准备的工作，但裁兵会议，延至1929年尚未召集。而在他方面，依1922年华盛顿条约停止的海军竞争，则又重新开始。1927年美国召集英、美、日三国海军会议于日内瓦开会，谋将华盛顿条约之限制，推及于辅助舰。然而日内瓦会议，全无结果，英美海军妥协之前途，更觉辽远。

迄于1928年，罗卡诺的精神，似乎完全消散。莱茵撤兵问题，继续在法德间引起激烈的争论；意法关系，亦发生困难。德国所希望之一般裁兵亦未能实现。及至9月中所谓“英法海军协定案”，引起美国方面之反感，国际形势更形紧张。虽则8月27日15国在巴黎签订了美国政府提议之《非战公约》（通称Kellogg Pact），约定不以战争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在国际关系上表现平和安全的征兆，然而反对趋向的军备竞争，战争准备，仍在进行。《非战公约》已因同时发生的英法海军协定案而失去世人不少的信任心。公约于1929年开初在美国经元老院批准；但在同一星期中，国会即通过新建造1万吨的巡洋舰15只之海军案，以示对英竞争。就全体看来，不能不说，从1925年罗卡诺会议以后，至于1929年之初，其间国际政局，实呈逆转之势。

但1929年春季以来，国际形势，因为英美两国方面事状之变更而大改善。美国新总统胡佛（Hoover）就职之后，对于国际问题，表示积极的态度；在4月中，美国已将裁减海军之希望宣布于日内瓦。加以6月中，英国工党继保守党组织内阁，美国提议更得到同情的赞助；新总理麦克唐那就职后，随即与美国驻伦敦大使达威斯（Dawes）开始交换意见。随后麦克唐那且于10月初亲至华盛顿与美总统会商其结果，则英美两政府关于海军平等之谅解成立，而决定召集英、美、法、意、日五国海军会议，定于1930年1月在伦敦开会。于是1921年华盛顿会议未能完成之海军全部限制事业，可望于1930年伦敦会议完成。英国工党内阁之成立，在他方面尚有助于国际政局的改善。依英国代表在海牙赔款会议之坚决主张，莱茵撤兵问题，完全解决：不但英国宣布即时撤兵，法国亦约定于1930年6月底全部撤尽。同时德国赔款问题，亦依“杨格计划”（Young Plan）之采行得一最后的决定。英俄复交谈判，亦随工党内阁之成立而开始；此项谈判中间虽经停顿，但卒于9月中告成；其结果是，两国决定恢复外交关系，并随后开议各种悬案。此等事实，足以表示1929年国际政局之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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